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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在传播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与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等相互交叉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其实，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古已有之，但是真正将文化交流进行理论研究进而发展成“跨文化交际学”，还只是近四、五十年间的事情。想要深入探究这门学科，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起源。

20世纪60年代是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高度发展的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各种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但是空间距离的缩小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文化距离或是心理距离可以瞬间缩短。与之相反的是，人们不能再用旧有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同时，文化差异滋生众多的交际失误、矛盾和冲突，反而使人们的心理距离加大。矛盾和冲突的背后不仅仅是利益或者领土的争夺，也不仅仅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更多的是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隔阂——正是这些隔阂使“地球村”中的人们虽然身在“咫尺”之间，却有如隔天涯之感。

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自然而然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之地，其中以美国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现在学界也一致将他的著作The Silent Language（Anchor Books，1959）当作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

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学者们把研究重点逐渐从对比和分析不同文化交际中的差异（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转到研究跨文化交际动态多变的过程（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中去。以此为基点，William B. Gudykunst等一批学者建构了动态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的突破带来了学科的快速发展，跨文化交际研究所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学科的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空前广泛的关注，跨文化交际学被引进大学课堂，相关的研究学会和专业学刊相继出现，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定期举行。现在只要在网上简单查询一下相关书目，我们就会发现此类专著多达几百种，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William B. Gudykunst曾在其著作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age Publications，2003）一书中总结了15种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研究和探索上的巨大进步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发展日臻成熟。

进入新世纪，“地球村”每个角落的每个公民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同时，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全球化不等于一元化。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中，个人之间、社会全体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无不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文化沟壑。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缩短文化距离，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迫切需求。由此，我们不难预见到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在21世纪被逐步推向高潮。

在关注国际学科发展趋势的同时，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虽然我国历史上早有注重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研究的传统，但是现代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还要追溯至20世纪的80年代。当时随着国内学界对于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不断重视，在“文化热”和“反思热”的影响下，语言研究人文化成为新的热点，这无疑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扩大了国际间的学术交往，外语界的学者和教师成为国内首先接触到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批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主力。我们可以这么说：20世纪80年代是跨文化交际学诞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十年。一方面，海外归来的学者把西方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教学实践介绍和引进到中国；另一方面，国内研究者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多方位、多角度地探索和开发我国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外延，开创了初步繁荣的研究局面。

外语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是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主力军。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认识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当成为外语教育的重要内容，外语教学必须与文化相结合。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一部分外语院校首先推出了跨文化交际学课程。时至今日，我国已有几十所大学的外语院系开设了这门课程。

1995年，首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百名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与探讨。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也在这次会议中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纪元。自学会成立以来，已定期组织了六次国际研讨会。同时有些院校也多次组织大型研讨会，广泛开展国内不同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跨文化交际研究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

广大教师、语言学者们兼收并蓄，著书立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版的专著和教材多达几十本，发表的论文也有2000篇以上。他们研究和探讨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范围广泛；有些学者和教师的研究更是对西方学者的某些理论提出质疑，提出了自己视角独特的观点。

由于学科性质所决定，跨文化交际研究比其他学科更需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实际上，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已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部分，并为推动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的研究会中有不少教师学者同时也是国际学会会员，他们或在国际学会组织和国际学刊中承担重要工作，或是经常受邀参加在海外举行的学术会议，在会上交流论文。不少论文受到国际学界的好评，并在国际学刊上发表。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也在国外出版他们的专著，传播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回顾这20余年的学科发展，我们也应清楚地意识到前进路上存在着的诸多问题。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正如王宗炎先生所指出的“收集采购之功多，提炼转化之功少”，我们还没有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理论。William B. Gudykunst教授也曾指出亚洲学者需要创建适合自己文化的交际理论。只有学习和借鉴而没有发展和改造，没有结合自己文化特点的理论，是不可能把跨文化交际研究建成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的。其次，由于理论指导不足，我们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对比方面，对动态多变的交际过程的研究和探讨不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尚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拓展，这些都影响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在新的世纪，我们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发展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推动此领域的学科建设，加强此领域的教学和教材建设，以满足广大教师、研究生以及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于推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考虑，决定推出“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丛书既引进国外权威力作，也出版我国学者的著述，还有中外专家的合力之作。我国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丛书学习和借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的真知灼见，在领略我国学者和专家的新思维和新成果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各种文化交流的结晶。我们相信“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对于今后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代表丛书编委会对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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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也正是戴晓东教授以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本校研究时，我得知《跨文化交际理论》一书的撰写是他访学一年内的首要计划之一。果然不负所望，在他结束访问时，该书的草稿本已经完成。再经过两年半来资料的陆续增加、内容的不断修改，如今此书终于付梓。真是值得庆贺之事。

理论与研究方法是学术的根基，也是每个学科的学生必修的基础科目。学术研究方法发展至今，已具有完善的内涵与可依据的操作步骤可循。学术理论量大、质杂且一直在更新，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与人类社会的变迁，旧有或既存的理论，有的遭到淘汰，有的继续蛰伏无声，有的因时际会重新崭露头角。因此，要写好一本有关理论介绍的书籍，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戴晓东教授却能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这本值得称赞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的佳作，诚属不易。

跨文化交际／传播学算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作为传播学门的一个研究领域，与传播学一样，本身具有跨学科的特色，其理论与内涵因此很庞杂，这也是到目前东西方学术界没有一本较有系统性与可读性的有关跨文化交际／传播理论专著的原因。戴晓东教授能克服这个学术界的困境，旁征博引，抽丝剥茧，有系统地完成这本《跨文化交际理论》，不仅造福学生与学者，也为跨文化交际／传播学做了重要的文献。

这本《跨文化交际理论》具有三个令人鼓舞的特色。首先是本身结构的简明扼要性。第一章与第二章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历史以及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奠基思想做了提纲挈领的回顾，第三到第八章把跨文化交际理论分别归类为关于差异与冲突的理论、关于适应与通融的理论、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理论、关于意义与能力的理论、关于权力与合法性的理论以及关于全球化与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然后讨论每个类别的代表性理论。这种条理清晰与以简驭繁的结构，让人在阅读时能一目了然，掌握了庞杂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轮廓。

其次是纵深够，广度足。这本书在时间的流程上，并不只局限某个时间段的理论述说，而是贯穿整个跨文化研究发展过程，列举了各阶段所代表的理论，包括从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到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再到当今因全球化潮流的冲击所引发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在广度方面，这本书并不只侧重某个学派或某种范畴的理论，其取材具有历史代表性，涵盖了功能主义范式、解释学范式与批判范式的种种跨文化交际理论；另外还同时包含了宏观与微观或巨观与中程理论（grand and middle-range theories），显现了內容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最后，本书并非把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内容加以梳理，然后给予描述性的介绍而已。作者在介绍每个理论之后，更进一步把不同理论做了比较，并对个别理论提出适当的评析。这种做法，不仅避免了对理论平铺直叙所产生的流水账似的缺陷，也能有效地协助读者对理论之间的异同与优劣有更深入的理解。这种分析、比较与评析的做法，更是体现了作者在跨文化交际／传播理论训练方面的深厚底子，免除了学者在写作中囫囵吞枣与不求甚解的弊病。

除了这三个特色之外，作者在书末结语里对建构中国本土原创性理论的呼吁，对华人学者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中国半世纪来在经济上突飞猛进，在21世纪全球化社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何把经济的实力展现在学术上，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发展出更适合解释华人行为的本土理论，如何把本土思维全球化，建构具有普世性的宏观理论，在全球舞台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学者一起进行良性竞争，正是作者呼吁建构中国本土原创性理论之最佳写照。

总之，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能为此书作序，我深感荣幸。





陈国明

国际跨文化交际学会执行主席

公元2011年4月

于美国罗德岛大学传播学系


导论

人既是文化的也是交际的产物。自远古以来，人类在与自然以及相互的交流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文化不仅使人摆脱蒙昧状态，确立起自身的主体性，而且建构了生活的规范与意义，不断地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文化间的交往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为他们分享彼此的智慧提供机遇，“是人类进步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1〕

 跨文化交际的事例可谓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宏观地看，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交汇与基督教文化的形成，
〔2〕

 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随后它与儒教、道教的融合，中世纪拜占庭文化和穆斯林文化的碰撞，近现代以降日益高涨的西学东渐之浪潮以及近年来在欧美等地勃然兴起的汉语热与中国文化热等皆是令人瞩目、影响深远的事件。从微观的层面上看，元代马可·波罗对中国文化的介绍、晚明时期利玛窦对西方文明的演示、19世纪初欧洲语言学家对梵语的发现、清代中国幼童赴美留学等也都是令人为之神往、意义非凡的例证。当今，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文化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整合与分化，跨文化交际比以往更加频繁与活跃。各种国际性人文艺术展览、国际影视节与音乐会的流行、出境旅游、跨国移民和涉外婚姻的直线上升、卫星电视和万维网的不断扩张以及跨国谈判和国际会议的司空见惯等无不表明跨文化交际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文化间的往来大体上导致三种结果：其一是正面的，即文化的沟通、理解和相得益彰；其二是负面的，即文化的误读、偏见与冲突；其三是两者兼而有之。历史上，由于地理的屏障以及世界联系的松散，人们在面临交际失败或挫折时，可以选择退缩与回避。但在今天，通讯技术革命已经极大地压缩了时空，世界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结构化也已把各个国家及社会群体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整体。全球性联系的密切意味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人都难以置身于外，独善其身。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已经进入不能不交往的时代。在跨文化交际迅猛发展、人类交往日趋深化的全球时代，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

面对纷繁复杂和扑朔迷离的跨文化交际，我们常常迷失在众多似曾相识，但又仿佛毫无联系的现象之中。如何把缺乏秩序或琐碎的种种事物系统地组织起来，使它们呈现出前后一致、可理解的逻辑关系？如何对它们作合理、令人信服的解释，从而对它们实施有效的控制？最可靠的途径便是求助于理论。科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在对社会生活中特定问题提供解答的过程中，理论起着首要的作用。”
〔3〕

 理查德·卫斯曼（Richard L. Wiseman）指出：“理论的建构应该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中心议题。”
〔4〕



任何观察与研究都需要理论的导向，没有理论，我们无法确立研究方向，不知如何来检验研究成果，也不能对各种研究成就进行比较并且加以整合。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发展使研究者逐步明确观察的视角与研究的对象，建立起相应的分析框架，揭示跨文化交际的运作模式与基本原理，进而为交际者如何提高交际效率拿出具体的对策和方案。例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指明非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确立了以高、低语境文化为焦点的研究议题，同时以高语境文化、低语境文化、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等概念搭建分析框架，诠释了高、低语境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不同运行机制。约翰·白瑞（John Berry）从文化差异入手，着力探讨文化适应问题，剖析跨国移民融入新文化的策略选择与背后的动因。丁允珠（S. Ting-Toomey）以文化身份为起点，探究人们在跨越文化边界时如何商讨相互接受的身份问题，揭示了身份谈判的基本原则。这些理论有效地解释了跨文化交际中诸多关键性问题，其阐述的原理与规律成为交际者的行动指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为实用的了。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同样不容置疑。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首先在于它的社会需求，其次是学术团队与机构的建立以及它在知识创新和社会改良中的贡献。理论的发展不仅可以直接解决现实问题，而且能够凝聚学术团体，促进知识的进步，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早在1997年，国内学者贾玉新就曾指出：在我国构建跨文化交际理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尽管跨文化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学、交际学的热点，但大多数研究只停留在静态的语言和交际行为的对比方面，既没有系统性，也缺乏理论与范式。
〔5〕

 林大津也认为，理论探讨的贫乏是造成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科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6〕

 他们的话今天看来依然十分中肯。需要澄清的是，我们把理论建构放在核心的位置并不等于否定实证研究的重要性。理论是在某种人为控制的、理想化的条件下，对纷杂的现象进行高度抽象后得到的结果。实证研究无疑是理论形成的基础，但理论一旦确立后又对实证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要略微关注一下与跨文化交际学密切相关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不难发现，这两个学科都已建立起诸多影响深远的理论流派。例如，人类学中的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历史特殊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象征人类学和解释人类学等；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交换理论批判学派和后现代主义等。这些理论流派有力地促进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成长、壮大和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反观跨文化交际学，迄今为止学术界公认的学派或范式仍未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理应放在突出的位置，得到应有的重视。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它由哪些基本的组成部分构成？其评判的标准有哪些？《现代汉语词典》把理论界定为：“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
〔7〕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把理论界定为：“艺术或科学的普遍原理。”
〔8〕

 有学者认为，理论是一种思维的象征性建构，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假设、定义、法则、观点和原理；也有学者认为：理论是组合事实的框架，遴选事实的模式以及加工知识原料的工具，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思维抽象。
〔9〕

 国内学者范伟达则认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在实践中经过检验的、用以解释现象之间内在联系的逻辑命题系统。真理性、抽象性、系统性、逻辑性等就是理论的基本特征。”
〔10〕

 传播学著名学者沃纳·赛佛林（Werner J. Severin）和小詹姆斯·坦卡德（James W. Tankard）指出：“理论是科学的终极目标。它们是总结我们理解世界运行方式的一般性陈述。”“在发展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试图解释一些难以理解的东西；理论的基本目标是提出有解释力的陈述或命题。”
〔11〕

 跨文化调整理论的创立者金荣渊（Young Yun Kim）指出：“理论是相互联系的可以普遍化的陈述系统，它提高我们对特定现象的理解。”
〔12〕

 理查德·卫斯曼借鉴了弗雷（L. R. Frey）等人的观点。他阐述道，理论是“有实用价值的解释，它激发我们探索知识、组织知识，期待某种结果的出现，把我们的研究精力集中在某些焦点上。理论应该具备三种功能：第一，理论提供解释，即理论通过系统化知识，帮助我们理解事物；第二，理论提供预测，即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提供启发、可检验的猜测；第三，理论帮助我们控制社会行为，即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使我们获得控制事物进程的手段。”
〔13〕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交际学领域出现了与传统社会理论大相径庭的实践性理论（practical theory），它试图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使理论与实践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实践性理论的思想源泉来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其代表人物包括巴奈特·皮尔斯（W. Barnett Pearce）、维农·克罗南（Vernon E. Cronen）以及罗伯特·克雷格（Robert T. Craig）等。克雷格等学者区分了科学理论（scientific theory）与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之间的差别，并且通过重建规范性理论来创立实践性理论。依据他们的观点，科学理论研究“是什么”（what is）；不关注“应该是什么”（what ought to be）；科学理论的目标是发现能够提高我们的理解、预测和控制事物能力的一般性解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规范性理论围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展开研究，寻求规范的理想形式，用以指导实践。规范性理论以它对道德伦理的密切关注，有力地填补了科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空白。然而，由于规范性理论不能直接得到实践的验证，而社会科学理论往往侧重理论的实证性，因此它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没有在交际研究中显示出应有的价值。规范性理论有其自身的缺陷，主要在于它与实践的脱节。克罗南等人认为，规范性理论可以通过对三个层面交际实践的重建获得新的活力。理论对实践的重建意味着把具体的实践类型化、理想化，使特殊的事件得到较为一般化的描述；理论重建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交际实践理性化的过程。实践性理论的目标不是解释现实，而是要建构适用于广泛的交际情形，具有试探性、可更改性和合理性的规范，进而有效地改造世界；检验它的标准不是它的解释力，而是它对实践的指导与反思的作用。
〔14〕



我们认为，跨文化交际理论是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与价值观念系统化、抽象的和理性的解释。这个理解有三层含义。首先，跨文化交际理论不是现象或经验的简单归纳。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曾提醒人们不要掉进“归纳法学者的幻觉”，这种“幻觉”认为资料积累多，研究做得多，就可以找到真理。其次，理论具有系统性和相对的独立性。理论的抽象不是对个别事物、孤立的抽象，而是对一系列现象的整合。它有自己的法则，每个组成部分彼此相互联系，以较为稳定的方式产生互动。例如，在跨文化交际学的AUM（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中，陌生人（stranger）、焦虑（anxie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群体内行为（intra-group behavior）以及群体间行为（inter-group behavior）等概念系统地联系在一起，揭示了跨文化交际者对安全感和确定性的普遍需求、他们在群体内部和群体外部的行为模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人们在解读理论时，不能采取盲人摸象式的方法，而要采取全面、综合理解的策略。

跨文化交际理论不仅是系统的而且是相对独立的。理论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相对独立于实践经验；其二是相对独立于其他理论。实践经验是理论形成的基础，但理论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建构现实。它常常引导人们按照它的逻辑去观察和理解，制造自我实现的预言。当经验和理论不一致时，理论家们可以通过调整来保持它的正确性，也可以进行辩护甚至对反证置之不理。总之，经验不能简单地证伪理论。
〔15〕

 有些跨文化交际理论经过较为严格的实证检验，有些得到部分验证，有些则受到经验或逻辑的挑战。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和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在诸多实证研究中得到严格和深入的验证；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本身建立在坚实的实证经验基础之上，但在被广泛引用的同时，也遭受许多严厉的批评。理论受到批评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它可以促进学者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原有的观点与论断。霍夫斯泰德（G. Hofstede）的文化价值取向论正是在众多建设性的批评中渐次得到拓展与更新的。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及其陈国明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的更新同样得益于学术批评。

再次，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解释应具备较高的普遍性。科学的理论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代，建立在某些特定的实践经验之上，但理论是对事物一般性的解释，它有超越时限和局部经验的普适性。索绪尔（F.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不仅能解释法语、德语、英语和拉丁语等欧洲语言的原理，而且还能解释汉语、日语等非欧洲语言的规律。跨文化交际学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冲突管理理论及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等理论既适用于当今不同文化间交往的行为，也能用于解释历史上以及未来的跨文化交际实践。

理论的形态不一，大小千差万别；有的宏大而庞杂，有的小巧而精致。它的种类多样，既有把握事物整体风貌与规律的宏观理论、具体解析局部现象或问题的微观理论、强调建立定律和数学般精确的形式理论抑或通过实践和经验归纳出的基础理论（grounded theory），也有由假设性推论演绎出的解释性理论、回答事物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性理论以及回答事物究竟是什么的描述性理论，还有试图比较和评判各种理论之优劣的元理论（meta-theory）以及指导学术共同体进行交流、辩论和合作的范式等。

各种形态与种类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一般包含以下四个要素：其一是研究问题，其二是基本假设，其三是概念与变量，其四是与概念和变量相关的命题。科学发现始于问题的发现，创建科学理论的第一步是找到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理论建立在问题之上的论断由波普尔（K. R. Popper）提出，他在批判归纳主义时指出，理论的发展和新理论的产生源自问题。
〔16〕

 社会理论研究的问题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它是通过社会事实作用于人的意识并且经过特定文化的表征体系而产生的抽象问题；它引出一般意义上的假设，导致理论硬核的形成。在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创立过程中，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一般性的问题，例如文化适应、身份协商、跨文化理解、交际媒介的影响、语境、文化价值取向以及交际能力等。这些基本问题成为我们建构跨文化交际理论和解释各种跨文化交际现象的起点。

假设一般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学术问题所做的尝试性的回答。它是一个可以验证的、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概念或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预测的命题；能否被检验是构成假设最核心的条件。科学的假设得自于观察，它在社会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假设使研究者明确了研究方向，避免盲目性和被动性。不仅如此，它还是创立和发展理论的桥梁。在现代科学中，几乎没有一种理论是不经过假设阶段而建立起来的。学者们在建构理论之前往往会提出一些基本的假设，在此基础上发展理论框架。例如，古迪康斯特在创立AUM理论时首先假定：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至少有一方是陌生人；丁允珠在创建跨文化冲突理论时也假设，跨文化冲突涉及由文化差异引起的情感的挫折和预期的错位。

概念是理论的基础部分，它可以帮助学者获得一般性的理解、设计研究计划和对实证发现进行归类。
〔17〕

 概念是研究者认识客观事物时，从丰富变化的现象中抽取和概括出来的事物的一般和共同属性。它是人为的、符号的建构，而非客观的存在。跨文化交际学中，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刻板印象（stereotype）、跨文化敏感性、面子、同化以及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等概念皆是跨文化交际学者为了解释交际行为，建构理论体系所创造的。

在理论体系中变量和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巴比（Earl Babbie）认为：“变量是一种特殊的概念。”
〔18〕

 范伟达认为，概念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变量则反映事物属性的现象方面，它包括事物存在的状态、发展的速度、规模、形式和组织结构等。他同意贝利（K. D. Beiley）的观点，即凡一个连续流（continuum）
〔19〕

 可以有一个以上值的概念被称作变量；仅有单一永远不变值的概念被称作常量。
〔20〕

 例如，性别有男女，收入可以划分为高、中、低档次，颜色有赤、橙、黄、绿等。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我们可以把抽象层次的概念转换成经验层次的变量。理论层面的概念和经验层面的具体事物都可以成为变量，但在理论探索中，概念层面的变量无疑是分析的主要对象。

在基本概念和变量确定之后，理论建构的下一步就是提出命题。命题的提出使理论的逻辑得到呈现，整体架构也趋于完成。当然，有些理论家进一步把理论图式化，发展出理论模型，对事物作更为直观的说明与解释。贝利认为，命题是关于一个或更多概念或变量的陈述。
〔21〕

 从本书对理论的界定出发，我们把命题理解为有关概念或变量之间逻辑关系的陈述。理论的命题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其中主要的形式包括公理（axiom）、假设和经验归纳（empirical generalization）。公理是指被公认为真实的、根本性的判断，其真理性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它在一般意义上比较接近于规律。“假设是一个以可检验的形式加以陈述，并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的特定关系进行预测的命题。”
〔22〕

 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理论的发展就是从提出假设到假设的验证与解释，再到提出新假设以及进行新的验证与解释的过程。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命题主要用于演示概念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陈国明在跨文化能力理论中提出，具有高度正面的自我概念的人比那些具有较多负面的自我概念的人往往具备更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西田（H. Nishida）在其文化图式理论中提出，获得当地文化的初级社会互动图式是旅居者进行文化调整、适应新环境的必要条件。

跨文化交际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琳琅满目、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在此过程中，有些理论被广泛接受和推崇，成为经典的理论；有些理论昙花一现，还未得到充分的关注或验证便被抛弃。那么，我们如何来评判一个理论的优劣呢？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曾列举出好的科学理论的五大特征，即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约性和有效性。其中，精确性包括量与质的一致，科学的预测力和说服力都依赖于它；一致性是指理论内部逻辑上的严密。
〔23〕

 贝利在其《现代社会研究方法》中指出，评鉴社会理论的标准主要有三个：（1）可检验性；（2）清晰性；（3）简约性。他认为，一个好的理论首先和最终的准则是其可检验性；它应该以精确而清晰的语言来表达；如果两个理论同样好地解释同一现象，一般而言，那个更简明扼要的理论较为优越。
〔24〕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 Chomsky）在创建他的生成语法理论时曾提出三个指标：（1）观察的充分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2）描写的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3）解释的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他的观点是：生成语法理论建立在对原始语言材料正确的观察之上，能正确地反映语感，完整地解释语言获得的机制；对语言材料的收集或描述只是低层次的研究，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理论应该对语言现象作简洁而充分的解释。
〔25〕



传播学者朱莉娅·伍德（J. T. Wood）认为，评判理论的标准主要有五个：（1）理论的适用范围（scope），即理论描述和解释的范围；（2）可检验性（testability），即理论可否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3）简洁性（parsimony），即理论是否能既简洁又恰到好处地说明问题；（4）实用性（utility），即理论具不具备实用价值，能不能用于指导实践；（5）启发性（heurism），即理论能否使人受启迪，获得新的思想或洞见。
〔26〕

 玛丽·斯密斯（Mary J. Smith）认为，评价理论的标准有六个，即论理的效度（validity）、预测力（predictability）、精确性（precision）、一致性（consistency）、适用范围和实用性。
〔27〕

 小约翰在《传播学理论》中提出了与伍德较为接近的六个标准：（1）理论范围（theoretical scope）；（2）适切性（appropriateness）；（3）启发价值（heuristic value）；（4）效度（validity）；（5）简洁性；（6）开放性（openness）。
〔28〕



跨文化交际领域内的几个有影响力的学者，如古迪康斯特（W. B. Gudykunst）、金荣渊和卫斯曼等基本赞同小约翰的观点，只不过他们各自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已。古迪康斯特指出，虽然理论家们在价值取向上分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前者认为理论应解释和预测其研究的现象；后者认为理论应该描述其研究的事物，但两种理论皆应具备启发性；在评判理论时，我们需要注意它逻辑上是否一致，能不能开启未来的研究，同时我们还要明确理论适用的范围。
〔29〕

 金荣渊和卫斯曼都认同小约翰于1983年提出的标准，即理论的简洁性、启发性、内在的一致性和美感（aesthetic），但金荣渊强调理论的优劣取决于它的逻辑系统和实证经验之间是否有严密的对应关系。
〔30〕



我们认为，评判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标准主要有四个：（1）逻辑性；（2）解释力和预测力；（3）启发性；（4）简约性。一个理论首先必须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才能自圆其说，产生解释力。其次，它应该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事情为何发生以及如何发生，预测事情的结果或趋势。理论中的预测力不是指对具体事件的推测，而是对事物发展大体趋势和种种可能性的揭示或判断。再次，好的理论能够启发人们思考和进行新的探索与发现。理论家从新的视角对事物提出新的解释才能拓展人们的视野，对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发展有所贡献。除了上述标准以外，一个好的理论还应是简约的。简洁的理论以清晰的语言和较简单的逻辑解释问题，它能够提纲挈领，切中要害，不仅容易理解，而且还有较大的可操作性。优秀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应有严密的逻辑，能够比较圆满地解释交际过程与结果，准确地把握交际者的动向，引导人们更有效地进行交际。

跨文化交际理论属于社会理论，在评判它的时候应该注意它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差异。社会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都研究规律，解释因果关系，但社会科学理论有其自身的特性。社会学建立初期，孔德、穆勒和斯宾塞等社会学家曾提倡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创立了实证主义流派。他们的理论倾向受到韦伯（Max Weber）和狄尔泰（W. Dilthey）等人的批评。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现象从根本上讲是由人们和其有意义的社会行为所构成的，社会文化领域不同于自然世界，应当采取理解的方法去阐述社会行为。韦伯的观点得到苏茨（Alfred Schutz）和伯格（Peter L. Berger）等学者的赞同及其进一步的论证。这些学者同样揭示了人与社会现象之间的有机联系与不可分割性。
〔31〕

 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或实证主义不能用于研究人类文化，因为人类行动者及其创造物是被赋予意义的，研究者必须注意把握行为主体的意识，才能理解这些意义。由于跨文化交际是人的行为，跨文化交际理论不能在独立于人、完全排除偏见的情况下，客观地对各种现象作分析，因此它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模糊性，适用的范围也有相应的局限性。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理论不同于规律。首先，规律是客观的，只能通过观察和实验被发现，不能被创造；理论是主观的，只能在理论家的设想下被创造，不能被发现；规律一旦被发现则变成永恒的东西，而再好的理论也无法保证不会被更好的理论所代替。其次，规律是对事物存在方式的归纳，它构成事实，但并不构成对事物的解释；而理论则是对事物系统的解释，是对规律如何形成的说明。
〔32〕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必再对某些名家或权威理论盲目崇拜或迷信，完全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对它们展开批评、质疑和挑战。

理论研究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开拓性的创建，有对现存理论的批评与修正，也有对研究成果的整理、提炼、归纳与深化。本书的旨趣是对现有理论的梳理、评述与整合。开拓性研究固然意义重大，但中国跨文化交际理论仍处在起始阶段，与西方的差距较大。因此，系统地评析国外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更为切实可行。它既能使国内跨文化交际学者尽快把握西方的研究动态，也能为本土理论的生发培植土壤。

理论梳理的方法大致有三种：其一是按学派和代表人物来分类；其二是根据论题来判断学术旨趣；其三是以历史时序为定位来把握发展脉络。一般情况下，学者们往往采取综合运用的策略。例如，传播学理论大师小约翰主要以论题为中心，同时考虑学派和时序因素，系统地整理传播学理论；古迪康斯特则以研究议题为主，但也兼顾了跨文化交际理论流派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
〔33〕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依据学术源流来梳理理论。罗伯特·克雷格新近出版的《交际理论：跨越不同传统的读本》（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Readings across Traditions）就是按交际理论的各种源流来搭建其总体框架的。
〔34〕



由于跨文化交际学目前并不存在公认的学派或范式，本书总体上围绕跨文化交际的基本问题和代表人物，适当结合时序展开讨论。在论题方面，文化的差异性与相似性无疑是跨文化交际最根本的问题，而涉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自然也同等重要。本书首先以这三个核心论题为基底进行组织，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跨文化交际中意义建构、交际能力、权力与合法性以及全球化语境等跨文化交际学中的重要问题。

尽管跨文化交际理论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它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呈现出较大的复杂性，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作穷尽性研究。本书选择讨论国外比较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理论，作全面、系统的评介与探讨。其基本结构如下：第一章回顾中外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发展历程，作总体的评判。第二章厘清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基本概念，追溯其思想渊源，揭示它发展的轨迹。第三章探究关于文化差异与跨文化冲突的理论，剖析差异造成的后果。第四章检点跨文化适应现象，探寻文化趋同的过程及其内在的动因。第五章研讨认同的建构和身份的管理，分析跨文化交际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互动关系。第六章审视意义的建构与跨文化能力的发展，解析交际双方相互理解与沟通的过程。第七章解读权力对跨文化交际的扭曲，探讨跨文化交际的合法性与交际伦理。第八章分析全球化的内涵以及它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本书最后对跨文化交际理论作总结，对其未来的趋势作展望，同时提出建构中国特色原创性理论的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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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回顾

跨文化交际学的起步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爱德华·霍尔被学界公认为该学科的创始人。
〔1〕

 1959年，霍尔在其力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首先运用跨文化交际概念，并对此现象作了深入的分析，本书因此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山之作。60年代后，更多的学者加入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行列，进行更全面、系统的探讨。历经几十年的积淀，跨文化交际学的架构逐步清晰，其内涵渐渐丰满，已然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它们不仅卓有成效地指导着人们的交往行为，而且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极大地促进了跨文化交流。开始阶段，跨文化交际理论主要针对某些局部问题进行探讨，各种视角缺乏必要的统合，因而显得有些零散。经过80与90年代的拓展与整合，它在多元化发展的局面下，开始具备较高的系统性。当今，全球化引发人类社会全方位的变革，迫使人们以新的观念与模式进行交往，跨文化交际理论因此也日益深化，以更专业的姿态介入社会问题。

第一节　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起步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局部现象的探索中起步，首先针对的是文化差异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国际交流的范围与频度直线上升，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问题极为突出。威廉·莱德尔（William J. Lederer）和尤吉尼·布迪克（Eugene Burdick）于1958年写出的《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s）不仅唤起了人们的跨文化意识，而且促使学者们潜心思考，对此作学理的解释，拿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20世纪50年代末，爱德华·霍尔率先把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交际相结合，提出跨文化交际概念，启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进程。霍尔着力研究文化差异对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影响，其代表作包括《无声的语言》、《隐匿的维度》（The Hidden Dimension）、《生活之舞：时间的另一个维度》（The Dance of Life The Other Dimension of Time）和《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霍尔对身势语言（kinesics）、距离学（proxemics）以及时间学（chronemics）等方面的论述，为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0至70年代期间，围绕如何解决文化差异问题，跨文化交际学者们还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欧博格（K. Oberg）等人的文化休克论；甘勒闳（J. T. Gullahorn & J. E. Gullahorn）的文化适应周期论、约翰·白瑞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
〔2〕

 60年代产生的文化休克理论描述了海外旅行者面对陌生文化产生的惊恐、烦躁、焦虑、失眠和恐慌等不适应症状。文化适应周期理论以U模型和W模型分别揭示了跨文化交际者适应异国文化以及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征和有效的对策。70年代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种族主义的破产以及新一轮移民潮的兴起，族群融合问题浮出水面，且变得日益急迫，跨文化调整理论在此情形下应运而生。白瑞的理论分析了移民群体在适应主流社会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解释了各种选择背后的动因。金荣渊的理论解析了文化适应的重要因素及其跨文化调整的一般模式。它们对历史上盛行的、狭隘的同化主义作反思，对逐步得到人们认可的多元文化主义作学理上的诠释与验证，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与交互性。

这段时间里，跨文化交际学者们除了解析如何消除文化差异问题，还对跨文化交际涉及的其他因素进行研究。他们就文化与交际的关系、文化价值取向、语言与修辞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非言语交际以及文化身份等问题展开讨论。其间的代表作有奥立佛（R. T. Oliver）的《文化交际》（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萨姆瓦和波特（L. Samovar & R. E. Porter）的《跨文化交际读本》（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康顿与尤瑟夫（J. C. Condon & F. Yousef）的《跨文化交际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多德（C. Dodd）的《跨文化交际的视角》（Perspectives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和普罗斯（M. Prosser）的《文化对话》（Cultural Dialogue）等。
〔3〕



早期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主要借鉴人类学、心理学、修辞学以及传播学的成果，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来观察，对研究的问题也未达成基本的共识，观点庞杂。
〔4〕

 在此期间，跨文化交际研究获得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跨文化关系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它于1977年创刊发行。从该刊前三年的内容看，它涵盖跨文化教育、交际的有效性、语言习得、族群关系、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语言与意义的关系等议题。有些论文直接讨论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建设问题。例如，菲力普·本森（Philip G. Benson）的“衡量跨文化调整：标准问题”（Measuring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The problem of criteria）和费琛（R. Fitchen）的“评析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方法刍议”（Observ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proposal of theory and metho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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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仅为学术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平台，而且为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整合与系统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学界一般认为，许国璋于1980年在《现代外语》上发表的“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一文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的起步。
〔6〕

 1983年，何道宽率先将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介绍给国内外语界的同行。
〔7〕

 随后的10年，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步展开。起始阶段，国内研究者主要关注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的影响，成果集中在对国外教科书的翻译与引进以及对学术论著的评介上。就理论探索而言，虽然为数较少，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邓炎昌和刘润清合著的《语言与文化》、胡文仲于1994年主编的《文化与交际》、关世杰和林大津分别于1995和1996年出版的《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与《跨文化交际研究——与英美人交往指南》、贾玉新于1997年推出的《跨文化交际学》以及胡文仲于1999年发表的《跨文化交际概论》等论著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跨文化交际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分析了非言语交际行为、交际能力以及文化背景与外语教学的关系等问题，并且对西方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作了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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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论建构方面，也有一些起色。例如，贾玉新在其专著《跨文化交际学》中，发展出以“文化—情景—社会规范—编码—符号—解码—研究方向—交际”为模式的理论框架，试图确立跨文化交际的关键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高一虹提出“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假说来分析中西语言文化特性的差异。
〔9〕

 他们的成果大致代表了当时中国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进展的总体状况。

第二节　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拓展与整合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各种议题与视角的拓展、整合与更新中逐步走向成熟。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者们研究的问题较以往更为丰富，涉及文化价值取向、跨文化能力、面子维护、文化身份与认同、冲突管理、文化图式、意义的建构、交际伦理、文化预期、全球化语境和理论视角等问题，几乎覆盖了该领域所有重要的方面。与此同时，以古迪康斯特为领军人物的研究者们不断对现有理论进行整合，使学科研究变得更具系统性，呈现出一幅立体的图景。

80年代至90年代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的时期，其间众星璀璨，竞斗芳艳。代表性的理论有：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UM）、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盖洛斯（Cynthia Gallois）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论（interc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ory）、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 theory）、伯贡（Judee K. Burgoon）的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克罗南和皮尔斯等人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金赛德（D. Lawrence Kincaid）的文化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陈国明（Guo-Ming Chen）与斯塔罗斯塔（William J. Starosta）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以及今堀（T. Imahori）与库帕奇（W. R. Cupach）的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等。这些理论汲取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思想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与观念作学理的分析与解释，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学术争鸣，促进了学科的壮大与繁荣。

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拓展也体现在学者们对原有理论的修正与更新上。古迪康斯特、丁允珠、伯贡、克罗南与皮尔斯以及今堀与库帕奇等人都对自己先前创建的理论进行扩展与完善。其中，古迪康斯特和丁允珠的努力较具代表性。古迪康斯特于80年代对博格（C. R. Berger）的消除焦虑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进行拓展，1995年正式推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AUM）。1988年的版本包括六个基本论断和13个定理。1995年，他丰富了原有的理论，把定理增加到94个，其中47个定理用于解释具有文化差异，即跨文化交际的场景。2005年，他对1995年的版本作精简和修正，更新后的理论由五个基本论断和47个定理构成。丁允珠于1988年提出面子协商理论，1998年对它进行更新，2005年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观点，进一步调整和扩充了1998年的版本。

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的拓展还表现在新视角的涌现上。早期的理论基本上建立在欧美人的问题、假设、概念与逻辑之上。金荣渊、丁允珠和邦德（Michael H. Bond）等人运用亚洲的价值观充实和补充西方的理论，使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视野得到扩展。陈国明还在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和谐为核心概念构筑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亚洲范式的可能性，并且倡导以面子、关系、客气、回报和因缘等本土概念建构亚洲视角的跨文化交际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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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文山、萧小穗和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等人也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其主要成果包括《21世纪中国人性格与身份的重建：中国人交往的面子》（The Remak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Identi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hinese Face Practices）、“中：中国话语永恒的主题”[Zhong (centrality): An everlasting subject of Chinese discourse]和“西方研究中非西方的理论？以亚洲为中心的亚洲交际研究议程”（Non-western theory in western research? An Asiacentric agenda for Asian communication studi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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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化不断深化，对跨文化交际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学者们以全球化为新的语境，拓展原有的理论视角，回应新的问题。陈国明、白瑞和金荣渊等学者都围绕全球化与跨文化交际的互动关系，以更开阔的视野解析原有理论的原理与逻辑。2000年，陈国明和斯塔罗斯塔合作编辑了《交际与全球社会》（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Society），探讨全球化的运作机制及跨文化交际面临的诸多新问题。2005年，他运用全球化理论的概念与思想扩充之前的理论，建构了全球交际能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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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瑞和金荣渊也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全球化时代跨文化调整的新趋势以及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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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不断拓展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对它们进行整合。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始于1983年。古迪康斯特在这一年编辑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史上第一部理论研究的文集《跨文化交际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论题涵盖方法论、交际能力、文化认同、文化冲突和意义建构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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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他又与金荣渊合作推出了第二部论文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其后，卫斯曼于1995年也推出了理论文集，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整合与比较。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跨文化交际作多维度的剖析，拓展和深化了理论研究。2003年，古迪康斯特在其两篇论文“跨文化交际理论”（“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与“文化间交际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中对现有理论成果作了系统性总结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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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古迪康斯特在原有基础上对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本文集是迄今为止最系统和全面的理论研究。

罗杰斯（E. M. Rogers）和哈特（W. B. Hart）曾以理论的发展状况为中心，对跨文化交际学作过独到的总结。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经过前范式期（pre-paradigmatic）和范式期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常规研究期（normal science）——学者们运用现有得到公认的理论进行研究，未发现它们存在严重的缺陷或问题。虽然该领域内出现了女权主义、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等新兴理论的挑战，但既有的范式仍然稳居主导地位，并没有遇到重大质疑和危机，目前的研究也主要依据它们展开。前范式期以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S. Freud）的精神分析和博阿斯（F. Boas）的历史特殊主义，即文化相对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范式期以霍尔《无声的语言》为滥觞；十年后，跨文化交际学进入常规研究期。在此期间萨姆瓦和波特等人编辑或写出了一系列教科书，跨文化交际的专业刊物以及专业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学者们有意识地运用既有的范式进行分析，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16〕

 罗杰斯和哈特以范式的演进来划分跨文化交际学的不同阶段，自然有一些偏差，
〔17〕

 但他的归纳基本上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现实：国外的跨文化交际学已经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学术研究中；与此同时，新的理论也在出现，推动着学科的良性发展。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它同样体现在研究问题的拓展以及研究层次的深化上。首先，在研究问题上，跨文化交际学者突破了早期局限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狭隘视阈，不仅探讨文化适应、文化价值取向、面子、跨文化语用、跨文化语篇、中西修辞对比、非言语行为、跨文化交际能力、语言教学、语言翻译以及跨文化语义等传统论题，而且解析文化心理、跨文化管理、身份认同、第三种文化以及全球化的等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毕继万于1999年完成的《跨文化的非语言交际》、林大津与谢朝群于2005年合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许力生于2006著的《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张红玲于2007年完成的《跨文化外语教学》以及高永晨于2008年发表的“文化全球化与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动力、趋势和展望”。毕继万的书系统、详实地描述了非语言交际行为及其它们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表现出的差异；胡庚申于2004年完成的《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实践到理论》，深入论述了国际交流中的语用原则；林大津和谢朝群不仅介绍西方的跨文化交际理论，而且运用语用学和修辞学的思想解释跨文化交际实践；许力生从跨文化视角全面检点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得失，阐述了跨文化语用、跨文化语篇以及跨文化能力等问题。张红玲对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因素作了综合性讨论。高永晨探究了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际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与新课题。
〔18〕



中国跨文化交际学者们在理论的系统化与创新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首先，它体现在理论教材的系统引进上。1990年至2000年10年期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零散地引进了部分国外的教材。它们包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和《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以及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跨文化交际》（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和《跨文化交际：语篇分析法》（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等。2006至2007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10本原版引进的书，出版了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合著的《跨文化交际的基础》（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丁允珠的《跨文化的交际》（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多德的《跨文化交际的动力》（Dynamic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古迪康斯特主编的《不同文化与跨文化的交际》（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拉斯提格（M. W. Lustig）和孔埃斯特（J. Koester）合著的《跨文化能力：跨文化的人际交往》（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以及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后果：比较不同国家的价值、行为、体制和组织》（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等论著。这些著作有的全面论述跨文化交际的概念与理论，有的侧重其某个层面作深入的研讨，基本囊括了跨文化交际理论的主要方面，自成一体。它们在国外已经获得学界的认可，非但拓展了国内学者的视野，而且为他们与世界的接轨和对话铺平了道路。

其次，它体现在国内学者对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系统评介上。林大津与谢朝群2004年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践》、胡超2005年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严明2009年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等都对现今影响较大的中西跨文化交际理论作了全面的评介。
〔19〕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跨文化研究》系列和中国跨文化交际协会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合办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期刊的面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跨文化研究》从2007年起，以每年1—2期的频率，围绕跨文化交际领域的文化价值观、身份认同、语言比较以及传播媒介等专题分别进行深度探讨。2009年6月，《跨文化交际研究》创刊。这是1995年中国跨文化交际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性学术会议之后取得的又一次突破，中国跨文化交际学者从此有了自己专有的刊物。《跨文化交际研究》第一辑涵盖全球化语境、文化身份、跨文化语篇、外语教学、翻译和非语言交际等话题。《跨文化研究》系列与《跨文化交际研究》学刊的创办为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的整合与深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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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尝试理论创新。例如，胡超就曾结合全球化背景，借鉴中国文化中无为与仁爱等观念，建构了E—时代的交际模式。笔者也曾在批判性吸收金荣渊、阿德勒（P. Adler）和吉川（M. Yoshikawa）等人有关跨文化身份论述的基础上，整合全球化理论的部分思想，提出了双向拓展的跨文化认同模型。
〔21〕



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研究现状

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兴起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交际问题密切相关。纵观跨文化交际理论发展的半个多世纪，学者们对众多的论题作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建立了数量不菲的理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的努力使该学科逐步从人类学、心理学、修辞学和传播学等传统学科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有着自己的研究问题、理论和学术团体以及交流平台的学科。

跨文化交际理论发展的突破口是最为尖锐的文化差异问题，随后扩展到跨文化适应、面子与身份认同、跨文化能力、意义建构、文化图式以及价值取向和冲突管理等方面。围绕这些论题，跨文化交际学者们各抒己见，提出诸多令人信服的解析与论断。其中，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论、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及身份协商理论、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白瑞的文化适应模型、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成果激发了大量相关的研究和学术争鸣，现已成为跨文化交际学领域有影响力的理论。

然而，即使这些比较经典的理论仍还没有在学界建立起高度的认同，只有少数理论追随者较多，但也难以称得上学派。大多数理论后继无人，缺乏较高的学术凝聚力；偶尔有人关注，也只停留在借用或修补的层面上，渐渐失去了原创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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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形当然与“实证研究占据跨文化交际研究主流”
〔23〕

 的局面有关，但它无疑提醒我们需要加强跨文化交际理论建设。跨文化交际在本质上是文化价值观的交流与碰撞，仅仅依赖具体行为或观念的实证考察难以全面有效地揭示其内在的逻辑与规律。跨文化交际学者有必要吸取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思想营养，创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促进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良性互动。

近年来异军突起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不断通过学术对话和争论扩大影响，赢得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和加盟。他们在社会建构主义的大旗下展开研究，相互呼应，声势较大。由克罗南和皮尔斯等创立的CMM理论或许能够称作一个学派。它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跨文化交际理论学派发展的希望，但CMM理论主要关注人际交往（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在跨文化交际学界没有产生相应的回响。诚然，古迪康斯特、金荣渊、霍夫斯泰德、丁允珠和陈国明等人的理论也受到较高的关注，赢得了较多的追随者，但在学界并没有形成高度的理论共识。公允地说，到目前为止跨文化交际学确实已经有一些影响力较大的理论，但仍未出现大家公认的学术流派或统领不同学派的理论范式。罗伯特·克雷格甚至断言，交际学／传播学领域也不存在学派。他指出，虽然交际学／传播学理论涉及广泛的思想范畴，新的理论层出不穷，但各个理论之间缺乏对话和共识，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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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判断，认为跨文化交际理论已经有几个范式。例如，导论中提及的罗杰斯和史密斯（L. R. Smith）等学者就抱这样的观点。
〔25〕

 范式的建立既可以从广义，也可以从狭义来理解。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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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跨文化交际理论而言，该领域显然未出现过广义上库恩式的范式革命，狭义上的范式屈指可数。

既然跨文化交际理论仍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中，它自然会有不少缺憾。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1）东西方发声的不平衡；（2）对人际交往理论的生硬移植；（3）对文化间性的忽略；（4）对全球化语境回应的乏力。跨文化交际学起始于美国，大部分理论也由美国学者所创立。欧洲学者虽然较少直接创建跨文化交际理论，但他们在哲学思想和基础理论上毫不逊色。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福柯（M. Foucault）的话语分析、吉登斯（A. Giddens）的现代性研究等都已被美国学者广泛运用或借鉴。比较之下，东方学者的声音就显得零星稀落、单薄无力。几位建树颇丰的亚裔理论家大多数是美国人，真正属于亚洲国家的学者的、影响重大的理论创建难得一见。

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第二个不足表现在对人际交往理论的生硬移植上。例如，古迪康斯特建构的AUM理论（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仅仅在人际交往模型中加入文化变异性（cultural variability）就应用于跨文化交际情境，未免过于简单化。交际通融理论和文化认同等理论皆有同样的倾向。跨文化交际理论可以借鉴人际交往的原理，但必须进行适当的消化与重建，把它们纳入新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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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关系与国际关系、国民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以及人际交往与跨文化交往皆有相通之处，但它们之间也存在本质的差异，其运作的机制和遵循的法则自然有重要的区别。此外，海外华人所建构的中华视野的理论也有类似的缺憾。例如，陈国明创立的“和谐理论”深入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但较少注重传统话语的现代转化与更新，因而显出机械挪用的痕迹。

现存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第三个不足表现在对文化间性的忽略上。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等学科对第三种文化的探讨、语言学对洋泾浜（pidgin）和克里奥语（creole）的分析早就触及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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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调整理论、交际通融理论和身份管理等理论也已注意到跨文化身份问题，但并未继续对文化间性作深入、细致的研究。随着跨文化交际者的视野逐步从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迈向族群相对主义（ethnorelativism），文化间性的意义越发凸现出来。当代著名华人学者杜维明也指出，在民族沙文主义和毫无个性的世界主义之间有着广阔的跨文化对话空间，这个空间乃是文化维护自我活力和推陈出新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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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边界日益淡化、文化交融日益深化的今天，文化间性必然成为文化更新和文化创造最重要的源泉之一。我国文化学者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一切文化都是创新，不徒为外缘适应，愈伟大的文化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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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学者们未能对富有创造潜力的文化间性作系统的讨论确实是一个遗憾。
〔31〕



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第四个不足表现在它对全球化历史语境的回应乏力上。全球化不仅把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他们既有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新的语境中，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无不争先恐后推出新的理论，探究新的问题，跨文化交际学理应重新审视既往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研究议题，发展新的理论，解释新的历史规律。阿德勒和莫兰纳（H. Mowlana）和弗瑞德·简特（Fred E. Jandt）、白瑞和陈国明等学者在探究全球化与跨文化交际的互动方面作了开拓性尝试，但整体上看，他们仍处于借鉴和运用阶段，其思想和观点大都来自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没有建构出能与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论、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论以及丁允珠的身份管理理论相比肩和媲美的原创性理论，也没有较多的学者加入探讨与争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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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仍需要进一步扩展和提高，但更急迫的恐怕是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建设。2000年，刘润清在回顾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状况时坦言：在我国，跨文化交际学在过去20年里发展迅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其学术地位也已基本确立。然而，在理论探讨方面却一直比较薄弱，深度不够：“零散罗列现象为多，整体系统研究居少；低层次的概括为多，高层次的抽象居少；实用性的建议为多，理论建树居少”。
〔33〕

 中国跨文化交际学者们筚路蓝缕，默默耕耘。数年之后，他们在跨文化语用、跨文化能力和文化认同等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零星的理论建构既未能引起足够的学术争鸣，也未能引发相应的实证研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理论研究贫乏的状况。

若要改变这种贫困现状，我们必须在熟谙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本土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西方学者展开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建构中国特色理论首先要提出中国式的问题，其次要建立根植于中国文化、能够为世界所理解的概念与命题体系，发展具有普遍性和解释力的理论。诸如冲突管理、身份管理、情节能力（episode competence）和意义的协同处理等问题只能由浸润于西方文化的学者提出。若要提出中国式的问题必须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来理解跨文化交际的本质、过程与后果，诊断跨文化交际普遍性的症候。目前一些海外华人已经作了初步的尝试。例如，部分美籍华人学者对关系、面子、缘分、名分与和谐等问题的分析。
〔34〕

 提出中国式的问题后，还要建立解释特定问题的概念，说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与面子相关的概念，如他人的面子、自我的面子和相互的面子等都为西方人所认识和理解；但与缘分、名分及和谐等相关的概念系统仍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要让西方人理解恐怕也有较大的困难。积极地挖掘传统资源，并且运用西方的思想对其进行创造性重建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它可以让中外学者在理论建设中相互借鉴、相会磨砺，一道推进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

我们应该加倍努力建构原创性跨文化交际理论。然而社会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提醒我们，跨文化交际学是循序渐进的，它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太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论及的“范式转换”与理论革命。
〔35〕

 从这个角度以及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扎扎实实地研究国外的理论对我国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着这样的思路，本书将围绕该学科的主要研究问题来梳理与评述当今影响较大的理论，同时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未来作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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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T. Craig,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 in R. T. Craig & H. L. Muller (eds.),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p.63－64.


〔25〕
 L. R. Smith, "Intercultural network theory: A cross-paradigmatic approach to accultur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9, 23, pp.629－658.


〔26〕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7〕
 有些研究人际交往的学者认为，只要增加文化差异变量就可以把人际交往理论转化为跨文化交际理论。实际上两者之间有重大差别。人际交往理论中个人特性是核心部分，而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中，个人倾向固然重要，但个人仅仅作为文化代言人而出现，文化特性构成核心部分，个人特性则是文化特性连续流的一个有机成分。两者在人际交往与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必然导致两个不同的分析框架。


〔28〕
 也有学者用“interculturalness”来表达文化间性。笔者认为，人际交往产生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跨文化交际产生文化间性，用“interculturality”来表达文化间性更贴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国内有学者把“interculturality”翻译成“文化际性”，实际上两种翻译都未尝不可。本书选择前者。


〔29〕
 See G. Picco et al. (eds.), Crossing the Divid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South Orange: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nal Relations & Seton Hall University, 2001, pp.66－67.


〔30〕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31〕
 笔者曾在此方面作探讨，参见戴晓东：“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双向拓展模型”，载《跨文化交际研究》，2009年第1辑。


〔32〕
 See P. S. Adler, "Beyond cultural identity: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and multicultural man", in L. A. Samovar & R. E.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pp.410－425; H. Mowlana, Global Communication in Transition, Thousand Oaks: Sage, 1996; F. E. Jandt,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dentities in a Global Community (fif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Sage; G. M. Chen & W. J. Starosta (eds.),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Society, New York: Peterlang, 2000; J. Berry, "Glob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8, 32, pp.328－336; Y. Y. Kim, "Intercultural personhood: Globalization and a way of being",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8, 32, pp.359－368.


〔33〕
 刘润清：《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序，顾嘉祖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4〕
 See G. M. Che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by ACCS scholars on the Chinese", in S. J. Kulich & M. H. Prosser (eds.),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ommunic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pp.302－337.


〔35〕
 在科学发展观上，库恩既反对传统逻辑实证主义坚持的渐进主义，也反对波普尔的不断革命论，他主张阶段革命论；在他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的转换，而新旧范式之间不可通约；范式革命不是累积渐进的结果，而是世界观的改变，是一个理论对另一个理论的全盘否定，就像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颠覆神创论。库恩的范式革命经常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发生，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很难出现。社会学创立初期，孔德（A. Comte）和涂尔干（E. Durkheim）等社会学家寻求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他们忽略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差异：自然科学探讨的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客体世界，而社会科学分析的是具有主体性与建构性的人的行为。吉登斯明确指出，这种努力无疑会失败。（参见[英]吉登斯著，田佑中等译：《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正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特殊的人的行为，所以它主要是解释性而非实证性的；在社会科学理论争鸣中，一个理论也不太可能完全胜过另一个理论。人们看到的通常局面往往是多种学派之间的长期论战。


第二章

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奠基性思想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但它并非一蹴而就，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爱因斯坦曾说过：“一个理论可以被经验所检验，但是不存在由经验通向创立理论的道路。”
〔1〕

 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当创造性思想出现时，研究者的观察和推理才能上升为理论，也只有当新的思维取代旧的思维时，理论的革新才有可能。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发展为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萌发培植了温床。人类学对文化本质的诠释、社会学对社会群体互动模式的演绎、心理学对人交往动机与认知结构的揭示以及语言学对语言交往规律的总结等都已成为跨文化交际学奠基性的思想。社会思想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理解为社会理论的发展，但严格地说两者之间仍有一定的差异。相对而言，社会思想的内容比较宽泛，形式较为自由，而由概念与命题为主要构成元素的社会理论则更具针对性和系统性。本章将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基本概念作辨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文化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语言共性论与相对论以及同化论与多元文化主义等社会思潮作简要的回顾。

第一节　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基本概念

尽管跨文化交际理论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它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已经初具规模，要想抓住它的发展脉络，并非一件易事。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观察问题，建构各自的理论大厦，所运用专业术语的内涵也不尽一致。本书在对现有理论作梳理前，首先辨析一下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交际三个最基本的概念。

文化是我们要厘清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文化一词早就出现在汉语中，但其意义与西方人的理解有较大的出入。在汉语中，“文”的本意是指交错的纹理、错杂的颜色、交汇的笔画乃至复杂的现象等。“文，错画也，象交文。”
〔2〕

 后来，它的意义被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又由纹理之意导出彩画装饰之意，引申为修饰和人为，进一步推衍为美、善、文德教化以及文辞和文章。
〔3〕

 “化”的本意是变化、造化和化育等。它表示，二物相接，其一方或双方改变形态或性质，由这层内涵引申为教行、迁善、告谕、使人回心转意和化而成之等。
〔4〕

 “文”与“化”的一同使用首次出现在《易经》中。《易经》贲卦的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商周社会的人文大抵不外乎诗书礼乐之事，文化的意义主要指文德教化，其中的精神内涵远远大于物质内涵。
〔5〕

 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其后，随着西方思想观念的大量输入和逐步的本土化，文化在汉语中含义不断发生演变，现已大体接近于西方人的现代定义。

西方文化这个词的拉丁词根是colere，可以表达耕种、居住、敬神和保护等意义。早期，文化主要意指礼貌和涵养和心灵的陶冶等，后来用于指涉宗教和高雅艺术。19世纪以降，它开始产生平民化转向，呈现出某种现代的意义，指有特色的生活方式。文化在当代的用法大致有三种：（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
〔6〕

 学者们对它所下的定义可谓洋洋大观，不一而足。克莱德·克拉克洪（C. Kluckhohn）在其《人类之镜》（Mirror of Man）一书中用了将近27页的篇幅将众多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依次总结为：（1）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2）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3）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4）一种对行为的抽象；（5）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6）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7）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8）习得行为；（9）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10）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和其他人关系的技术；（11）一种历史的积淀。
〔7〕

 不久之后，他和克罗伯（A. Kroeber）一道收集了1871年以来半个多世纪中众多学科学者们对文化所下的近300个定义，发表在他们1952年合著的《文化：概念与定义之回顾》（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中。这里，我们仅参考一些影响较大或与本书联系较紧的定义。

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 B. Tylor）对文化的概括是最为经典的定义之一。他在其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出来，并且将它的涵义系统地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
〔8〕

 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定义十分简洁，但影响甚广。他指出：“文化是人类习得的一整套的习惯。”
〔9〕

 格尔茨（C. Geertz）的界定被认为是狭义文化定义的代表。在他看来，文化实质上属于符号学概念，它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简言之，文化乃人类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10〕

 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R. F. Murphy）断言，文化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的特征。
〔11〕

 这个定义凸现了文化间的差异性。中国学者梁漱溟曾给文化下过类似的定义，他指出，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
〔12〕

 美籍华人余英时把文化解读为“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
〔13〕

 另一位中国学者从哲学的高度理解文化。他指出，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自我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
〔14〕

 比较而言，该定义的内涵最为宽泛。

上述学者们对文化所下的定义表明，文化是一个极为庞杂、包罗万象的概念，几乎可以和生活等量齐观，人们很难从某一具体的层面去概括它的全部内容。但总体上看，学者们主要从两个视角来界定文化：第一种视角是从全人类出发，把文化当成整体来解读，强调人的作为与自然造化之间的区别。第二种视角是从不同的文化主体对不同的文化实践进行分析，注重人群之间的差异。在历史的尺度上，文化所统摄的总体的生存方式总是与特定时代、特定民族和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众多的特色。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指出，一个文化只代表一个集体之独特的生活方式，这在现代思想史上极具重要意义：它默认了各个特定文化均有其至高无上的权利，即到底怎么生活才算合理，只能由生活于特定文化之中的人自行判断，他人不得置喙。
〔15〕

 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揭示，比起囊括了人类行为和组织特征的一般文化，作为差异性而存在的文化更为常见。它将一组社会的和有代表性的特性赋予既定的人群，从而实现对“他性”的识别。
〔16〕

 本书从第二种角度出发，把文化界定为一个社会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它在理论层面上至少有两个含义：其一，它认定各社会群体虽然内部存在某些差异，但却遵循大体相同的文化模式；其二，每个文化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既有共同点，也有一定的不可通约性。

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其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作《文化模式》中剖析到，人类的行为千姿百态，其多样性可能是无穷的。但是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各文化群体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生死观、婚姻观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中的各种规约、风俗和礼仪等。这些取向经过历史的筛选、整合和抽象，逐步形成了和谐而稳定的文化关系与结构，即文化模式。
〔17〕

 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也指出，一种文化往往包含了多种有差异甚至相互冲突的行为方式或价值观念，但它总是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它不是各种不同风俗的容器，而是为这些风俗的承载者提供一致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并使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符号系统。
〔18〕

 更为通俗地讲，文化模式就是指文化群体所表现出的相对的共性。美利坚民族强烈的使命感、浓厚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色彩、加拿大民族对社会公正的注重及其较强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理念、法国人对纯粹理性、超个人经验之法理的追求、德国人深邃的哲学思辨、勇于探索真理及人生意义的浮士德精神、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庸平和的处世之道、温润而恻怛的悲悯之情、天下一家的胸怀等都是社会文化存在统一性的例证。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既然文化是各个社会群体不同选择的结果，彼此之间的差异也是不应回避的。正如人类学家格尔茨所揭示的：“每个文化都在自己的轨道上，以它自己的速度，朝着不同的方向行驶。”
〔19〕

 换句话说，每个文化自成一体，按照自己特定的逻辑运作，各自的目标不尽相同。博厄斯的历史特殊主义、萨皮尔—沃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霍尔提出的高、低语境文化论以及霍夫斯泰德（G. Hofstede）总结出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取向文化论无不表明文化群体间差异的社会现实。由于各文化群体皆从各自的角度确立行为规范，一个文化的习俗、空间感、时间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在另一个文化看来或许是难以理喻甚至是完全荒谬的。日本人的男女混浴现象曾引起西方人的惊愕、西方人身着白色婚礼服走进教堂也曾让中国人费解；南美人的亲近让强调个人空间的北美人尴尬，中国人的谦虚被美国人看作懦弱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每一种文化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为它的人民建构生活之意义，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差异本身并不是文化交际不可逾越的障碍，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其他文化，如何把差异转变为丰富与发展人类社会的资源。在毫无个性的普世主义和过于强调自我的族群中心主义之间有着广阔的跨文化对话空间，文化差异与共识之间的适度张力乃是文化反思与文化创新的基本动力。

从共性与差异性这两方面来界定文化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视角。这一点主要是由这个学科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陈国明和威廉·斯塔罗斯塔指出：“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交往。”
〔20〕

 卡里·多德认为：“当文化的变异和差异影响到人际交往的结果时，跨文化交际就发生了。”
〔21〕

 古迪康斯特指出：“跨文化交际是一种群体间的交际，即来自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间的交际。”
〔22〕

 尽管学者们对跨文化交际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显然有共识：第一，跨文化交际涉及两个文化群体或文化成员，各自的内部有同一性；第二，两个群体或群体成员之间具有重要的差异。正因为文化皆有一定的共性和模式可循，跨文化交际研究才得以展开；正是文化个性的存在才使得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内容变得充实，使得它具有挑战性，并且在充满矛盾与争论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深入。

如果说，文化是各社会群体独特的行为模式与世界观，那么何以构成文化呢？换句话说，具有何种特征的东西才能称之为文化呢？人类学家考塔克（C. P. Kottak）总结到，文化大体上有七个特征：（1）文化是习得的；（2）文化是共享的；（3）文化是象征的；（4）文化与自然密切联系在一起；（5）文化无所不包；（6）文化是整合的、系统的；（7）文化是可调整的。
〔23〕

 萨姆瓦（L. A. Samovar）等人基本借鉴了考氏的观点，但他们补充到，文化还是代代相传的、以族群为中心的和不断变化的。
〔24〕

 陈国明归纳到，文化有四个特征：（1）文化是整体的、复杂的；（2）文化是习得的；（3）文化是动态的；（4）文化是无所不在的。
〔25〕

 台湾学者殷海光论述到，文化特征可分为四类：（1）规范特征；（2）艺术特征；（3）认知特征；（4）器物特征。他认为，文化首先体现在伦理道德规范之中，不同文化最核心的差异乃在于规范之不同；其次，文化最突出地体现在各种艺术形式之中，缘起于人的创造冲动和审美要求；再次，文化体现在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与了解之中，典型地表现为各种生活经验；最后，文化体现在人为生存和求知而采用的种种工具之中。
〔26〕



我国学者陈华文的分析也很有见地。他概括到，文化大体具备四个特征：（1）自然与超自然的统一；（2）个体性与超个体性的统一；（3）普遍性与民族性的统一；（4）阶级性与时代性的统一；（5）累积性与变异性的统一。
〔27〕

 从第一个特征看，文化是人类有意识地顺应自然、征服自然的精神产品。从第二个特征来看，文化虽然皆由特定的个体付诸实践，但它只能依靠社会群体的传承、积累和推广而存在；个体既有选择的自由，但也受群体的约束。从第三个特征看，文化具有人类的普遍性，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化在一般意义上满足人类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但其创造者是不同的民族，因而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性。从文化第四个特征来看，文化有时会有倾向性的内容，尤其在制度层面上，它带有明显的阶级特性；不同的时代所创造的文化也各具特色；相对而言，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突出，因为阶级性常常融于时代性之中。从第五个特征来看，文化在继承中延续，在累积的基础上发展。人类不仅能创造文化，而且能通过学习传播文化。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不断更新与创造。

我们认为，文化主要有以下五个特征：（1）地域性；（2）历史根植性；（3）社会建构性；（4）系统性；（5）流动性。第一，文化是人适应自然和超越自然的产物。由于不同地域的人民依据各自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禀赋谋求生存与发展，探寻生活之意义，因此各社会群体的文化打着鲜明的地域印记。所谓东西方文化、海洋型和大陆型文化以及都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等都是文化地域性的具体例证。

第二，文化的建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历史根系不仅为文化提供生存的基础与合法性，而且为它的成长提供丰厚的营养。文化的历史根植性在传统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西方文化中的希腊—罗马经典、中华文化中先秦诸子百家和宋明理学等皆是文化传统的印证。传统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为文化认同的构建以及自身复原力的形成奠定根基，为文化未来的发展确立方向；另一方面，它也使文化产生惰性和封闭性——文化定式和文化偏见等都或多或少和传统有联系。
〔28〕



第三，文化是集体的、社会的建构。文化属于集体而非个人所有；个人的创举有时不乏社会影响，但只有在它得到集体的认同后才能成为文化。换言之，文化乃社会的创造，代表着群体的价值取向，而社会化则是文化产生与沿革的必由之路。文化的社会建构性表明：文化固然受到历史与传统的约束，但它不是历史预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各个时代的社会群体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产物，随着时代以及各群体相对地位的变化而变化。文化被社会力量建构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文化在各个朝代所经历的社会性变迁，世界民族大家庭中众多社会建构型新兴文化的出现都是极好的例证。
〔29〕



第四，每个文化皆自成一体，遵循各自的价值规范，相对独立于其他的文化。既然文化是系统的，那么它就必然有排他性，因为系统具有免疫力，会自动排斥异物，恢复自身的平衡与正常运行。我们不能否认人类文化共性的存在，但也不能无视文化间的差异。文化差异在文化系统的核心价值观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不同的文化体系往往具有大相径庭的价值取向，有时甚至发生相互冲突。霍夫斯泰德提出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以及以中日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表明，人类虽然共享诸多价值观念，但不同的文化具有系统性与结构性差异。文化的系统性首先告诫人们，每个文化体系相对独立，它们之间有一定的不可通约性，不存在普遍、统一的可以衡量所有文化的标准；只有置身于另一个文化之中，从它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才能理解它。正是在此意义上，赛珍珠（Pearl S. Buck）曾断言：若想找一个能用英语写中国文化之人，非中国人莫属。
〔30〕

 文化的系统性还提醒人们，文化调整有其适可的限度。文化调整一般是功利性的，难以触及核心价值，即便触及往往也是肤浅的，那些涉及核心价值的调整需要较长的时间，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文化系统中某些核心价值与符号几乎是不容置疑的，民族图腾、语言以及宗教节庆等都属于这一类符号，不能随意作调整与更改。因为一旦文化群体彻底放弃其核心价值，要么意味着文化的异化，要么意味着文化的消亡。

第五，文化是流动、开放的，随各种媒介四处传播。古埃及文化在欧亚等地的传播、汉文化在东南亚等地的发散以及当今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的流行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例证。传播学研究人员曾按媒介的不同把人类文化的传播活动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1）口语传播时代；（2）文字传播时代；（3）印刷传播时代；（4）电子传播时代。
〔31〕

 文化的流动性使各个文化既构成相对独立的体系，同时又保持较高的开放性和相应的混合性，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事实上，文化本身就是人类相互交流的结果。中国文化包含本土的儒教、道教和印度的佛教，它是中华各民族以及中国与印度等国互相往来、取长补短的成果；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的文化更是文化流动与文化融汇的产物。文化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告诉我们，跨文化对话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更是人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有力保障。

交际是我们要界定的第二个基本概念。交际的概念几乎同文化一样复杂，学者们对它也有超过百种不同的定义。小约翰指出，交际在日常词汇中已经根深蒂固，常常被滥用，要想确立其科学定义实属不易，试图给它下单一的定义既不可能，也不会有多大收获。
〔32〕

 这里我们仅参考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古迪康斯特和金荣渊在阐述交际概念时提出了八个论断：（1）交际是符号的；（2）它是一个传递与解读信息的过程；（3）交际涉及意义的建构；（4）交际在不同的意识层次上发生；（5）交际者对交际行为的后果作出预测；（6）交际并不一定是有意图的；（7）每一个交际信息都有两个层面的解读，即内容的和关系的；（8）交际者在交际中建立互动的结构——互动的模式。他们总结到，交际是一个符号互动的过程，涉及信息的传送和解读以及意义的创造。
〔33〕

 拉斯提格和柯斯特（M. W. Lustig & J. Koester）的定义和前者基本一致：“交际是一个符号的、解释的、相互作用的和有语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建构共享的意义。”
〔34〕

 克里佑卡诺夫（I. Klyukanov）认为文化和交际相互交织在一起，交际的本质是作为符号来源的文化意义被创造和交换的过程。在他看来：“交际可以被界定为意义的建构以及意义或符号资源的交换的行为。”
〔35〕

 纽里普（J. W. Neuliep）认为：“交际是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既定的文化、自然的社会关系和心理感知的环境中对言语和非言语信息作编码和解码。”
〔36〕

 詹姆士·凯尔瑞（James W. Carey）从文化的视角把交际界定为：“一个符号的过程，通过它，人们不断地建构、维持、修复和改造现实。”
〔37〕



小约翰没有直接给交际下定义，但他认为大体上有九类事情可以被看做交际：（1）没有被感知的、征候性行为（symptomatic behavior），如打哈欠等（大多数学者不同意这种行为是交际）；（2）偶然感知到的征候（symptom），如你打哈欠，你朋友后来意识到的你累了；（3）被注意到的征候，如当你打哈欠时，你朋友说：“我无聊吗？”（4）没有被感知的、非言语的信息，如你对朋友挥手，但他没有看见你；（5）偶然的、非言语信息，如你朋友后来说，当你向我招手时，我没有向你挥挥手，因为我在想其他事情；（6）被注意到的、非言语信息，如你向朋友挥手，她也向你挥手；（7）没有被感知的言语信息，如你寄信给你朋友，但它在邮寄中丢失；（8）偶然被注意到的言语信息，如你教训你女儿，虽然你女儿知道你在和她说话，但她并没有注意你在说什么；（9）被注意到的言语信息，如你为一群热切希望能听你讲话的人作演讲。
〔38〕



我们认为，交际是人们相互交换信息、相互影响、共同建构意义与身份的过程。在人类交际中，信息的传递无疑是最基本的。然而，信息传播的主体是人，因而他／她不可能完全机械、单向地传送；双方传达信息的情感、意向和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交际的过程。交际的过程远非仅仅是信息的交换，它还包括交际者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协商乃至相互冲突；意义的建构既不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东西，也不是另一方试图让对方接受的东西，而是双方共同努力、相互妥协后达成的共识。既然交际属于社会行为，它自然涉及社会关系与社会身份的建构，通过交际我们不仅传递信息，建构意义，而且还确立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身份。

交际有何特征呢？拉斯提格和柯斯特勾勒了交际的四个基本特征：其一是符号性，其二是解释性，其三是交互性，其四是情境性。
〔39〕

 陈国明等也提出交际有四个特征，即整体的、社会的、发展的和有序的。
〔40〕

 萨姆瓦等人归纳出七个，即间接性、不确定性、意义的相对性、自我反思性（self-reflective）、开放性、回应性以及相似与差异的共存性。他的观点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中，无法通过直接的思想接触（mind-to-mind contact）来分享各自的情感和经验，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推测他人的感受；世界本身并没有意义，不同的文化对生活之意义有不同的解读；意义是在对自我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之所以能理解其他文化，是因为人的大脑是开放的，人能够不断学习并掌握新的东西；在交际中人们总要对得到的信息作出回应，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交际双方定然会有一些共性，但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如何接受差异、增进共同点是交际成功的关键。
〔41〕



交际的形式可以划分为两大范畴，即言语的与非言语的。言语的形式包括标准语、官方语言、方言、洋泾浜、克里奥语和共通语（lingua franca）等。非言语的形式包括距离的保持（proxemics）、身势（kinesics）、时间安排（chronemics）、类语言（paralanguage）、沉默（silence）、接触（haptics）、服饰与形象（clothing and physical appearance）、领土防卫（territoriality）、嗅觉感受（olfactics）和视觉感受（oculesics）等。
〔42〕



在讨论了文化与交际之后，我们可以对跨文化交际作较为准确的界定。丁允珠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指两个不同文化的成员进行符号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通过商谈来建立共享的意义。
〔43〕

 金荣渊提出：“跨文化交际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直接、面对面的交际。”
〔44〕

 古迪康斯特认为，跨文化交际是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形式之一，换句话说它是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
〔45〕

 我们把跨文化交际定义为：不同文化群体以及不同的文化成员互相交换信息、相互沟通、共同建构意义和身份的过程。它涵盖两个层面的行为，即个人的和群体的，其中个人属于群体的一个成员，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有些学者侧重群体文化之间的比较；有些学者注重不同群体个人之间的沟通；有些学者兼顾两个方面。

首先，跨文化交际发生在不同文化相遇的交际场合中。参与社会内部交往的人们具有相同的文化身份，介入跨文化交际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差别莫过于文化背景和母语。
〔46〕

 因为，只有文化与交际结合的时候，跨文化交际才能产生，在社会交往中原本作为背景、隐而不现的文化被推到了前台。
〔47〕

 其次，跨文化交际者以言语或非言语形式交换信息，商讨共识。因为他们没有共享的参照框架，有时还缺乏共同的语言，即便拥有共同的语言，其语言能力往往也很不对称，所以相互交流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困难。相互理解需要经过耐心、细致和持续的努力；共识的达成实际上是一个对话或谈判的过程。再次，跨文化交际者在交流中建构良性的互动关系，确定彼此认可的身份。跨文化交际开始时，交际者把对方看作陌生人；当双方相互了解后，他们就有可能建立稳定、互惠的关系。在建立跨文化关系的时候，交际者不仅界定自我地位，而且分辨对方的角色，他们通过协商实现身份的建构与维护。

关世杰提出，跨文化交际有五个特征：（1）双方文化共享性差；（2）各种文化差异程度不同；（3）无意识的先入为主；（4）误解、矛盾与冲突的增多；（5）文化变异性增强。
〔48〕

 结合上述学者们对交际的论断我们认为，跨文化交际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第一，交互性；第二，系统性；第三，解释性；第四，社会性。交互性意味着交际发生在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是双向的；系统性表明，交际行为不是个别的，而是交际者整体价值观与交往模式的体现；解释性意味着信息的交换与意义的建构是交际者能动地界定现实、相互商讨意义的过程。社会性表明，任何交际都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中，受到社会环境的规约与调节。

跨文化交际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international）、不同文化之间的（inter/cross-cultural）、不同族群之间（interethnic）以及不同社群之间的（inter-communal）交往。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由外语学界创立，较多关注不同国家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与比较。这是一个比较狭隘的视野，事实上国外很多学者主要研究跨文化的人际交往，即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沟通。在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中，我们应该同等重视“人际”与“国别”研究，并对它们加以系统的整合。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理论概念的定义和辨析，但真正使其能够不断完善和升华的乃是富有洞见的思想。以下部分将简要回顾对跨文化交际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社会思潮。

第二节　文化普世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

人类文化的共性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相关的思想在文化价值取向理论、文化趋同理论以及跨文化调整等理论中得到广泛的阐释和运用。人们对于文化普遍性的认识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提出超越时空、永恒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ideas）；斯多葛学派把人之自然规定为理性，认为理性是一种遍及宇宙的万能的力量，构成了人类共同的本质；既然人类拥有普遍理性，因而存在一种基于理性的、普适于世界各国的自然法。
〔49〕

 启蒙运动中，笛卡儿、斯宾诺塞和莱伯尼兹等人继承了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他们断言，上帝赋予所有人以同样的理性，人们不必求助于物质世界的经验，仅仅通过推理便可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因为理性是内在的、统一的和普世的。
〔50〕

 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的出现有三个标志：第一是对人性认识一致性的形成；第二是普遍宗教意识的形成；第三是世界主义的出现。
〔51〕

 普世主义思想在启蒙运动以及欧洲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其影响力不断扩大，逐步在西方社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直至20世纪初人类学家博厄斯以历史特殊主义对它加以批判后，文化相对主义勃然兴起，这种情形才开始改变。

文化普世主义在哲学上承袭了唯理论（rationalism）的思想，它秉持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观点：客观世界以及人的心灵与思维具有统一性，人类文化在本质上以统一的方式发展，遵循普遍性规律，有着统一的衡量标准。在普世主义者看来，世界的纷杂和无序是表面的，只不过是其深层统一性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他们认定的世界统一性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人类具有独立于具体环境的普遍理性。其二，每个文化都使用语言，交换礼物，参与宗教仪典和进行艺术创造等，它们有价值的共核（common core of values）。其三，虽然世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象，各种文化的样式千姿百态，但在这些不同的背后有着统摄所有文化的、普遍性的法则。
〔52〕



普世主义思潮的影响遍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社会学科。社会学家斯宾塞从世界统一观出发，把世界分成三大基本领域：无机界、有机界和超有机界（社会世界）。他认为，三大领域服从统一的进化规律。人类学一开始就循着进化论者的脚步，要“用人类本质的一致性观念来说明文化发展的单一性”。
〔53〕

 人类文化学奠基人之一爱德华·泰勒（E. Tylor）曾宣告：“人类的组织机制就像岩层一样，其接替系列全球基本一致。”
〔54〕

 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也曾在其经典之作《金枝》中提出，人类智力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有普遍意义的阶段，即巫术阶段、宗教阶段和科学阶段。普世主义中的唯理论在结构主义人类学中得到了最响亮的回应。列维—施特劳斯（Lèvi-Strauss）认为，人的大脑都是一样的，而文化则如同语法——一个包含符号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形式编码，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解开这个密码，揭示人脑逻辑运作的规律。
〔55〕

 语言学家叶尔姆（Hjelmslev）20世纪初就曾在其《普遍语法的原则》中假设存在“普遍抽象状态”，它包含各种语言都可能具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又以不同形式体现在各种特定语言的“具体状态”中。几十年后乔姆斯基和生成语法学家们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语言的深层结构中，可以发现人类所共有的、在各种语言的表层结构中以不同形式表现的某些共同形式。

哈贝马斯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揭示，人类交往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一，以符号为媒介的互动。在此阶段，言语与行为处于单一框架之中，人们采用的是命令式的交际模式；符号的意义由双方相互界定，交际者虽然觉得他们的角色可以交换，但言语仍和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二，具有不同命题的言语阶段。此时，行为和言语第一次分离，人们能相互交换视角，形成协作、互惠式的交流，建构出社会角色。其三，争论性言语阶段。此阶段中，言语行为的有效性可以主题化，即被当作探讨的问题；人们把陈述或规范当作假设，其有效性可以受到质疑，抑或在参照大家认可原则的基础上得到理解。
〔56〕



正如社会科学家所阐述的那样，人类具有基本相同的自然禀赋和意识结构，面临基本相同的生活世界和许多共同的问题。人们对普遍性的诉求有其生理、地理与社会的基础，而把人类作为整体来探究其发展的规律同样也是其认识自我和超越自我的必要路径之一。然而，问题在于人们总是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常常把属于某个族群特殊性的文化看作普遍性的文化，甚至把它强加于人。换句话说，普世主义常常成为文化中心主义者、文化殖民主义者以及文化帝国主义歧视抑或压制其他文化的借口。它的消极影响在欧洲中心主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启蒙运动之后，欧洲各国飞速发展，很快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欧洲人也对未来充满了自信。然而，与此同时欧洲人的文化中心主义也急剧膨胀，直接导致了普世主义的泛滥。他们把欧洲人的理性和人性看作人类最具普遍意义的、最高层次的典范。例如，西方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发展和实现，它所发生和进展的范围只限于前亚细亚、北美和西欧；从本质上看，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民仅仅在重复过去，根本无历史可言；世界历史在东方度过童年时期，在希腊—罗马经历了青壮年时代，在日耳曼—欧洲进入完美和成熟期，也只有日耳曼人才有资格担当新世界精神的代言人。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 H. Morgan）在其《古代社会》中写到：“雅利安人代表人类进步的主流，因为它产生了人类的最高类型，因为它通过逐渐控制地球证明了它内在的优越性。”
〔57〕

 盛行于19世纪的欧洲的文化传播主义极力论证：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进步和现代化是因为他们具有优越的内在品性，如创造力、向心力、推理能力和道德观等；欧洲以外地区属于“理性”的空洞，其人民缺乏欧洲人的品性，无法推动历史前进；对于欧洲以外地区来说，取得发展的唯一途径就是等待欧洲发明创造和进步思想的传播与扩散。
〔58〕

 这种思潮为欧洲殖民者进行文化侵略提供了借口和依据。欧洲殖民者自诩负有文明化欧洲以外野蛮地域之使命，不仅造成了文化浩劫，而且引起文化弱势群体对普世主义的敌意。

正值欧洲中心论和普世主义甚嚣尘上之际，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从历史特殊主义出发，提出文化相对论思想。历史特殊主义主张：文化人类学的一般任务是研究世界各个民族具体的文化史，因为每个文化集团都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那些企图从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中得出普遍、抽象的理论或发展规律的进化论观点，统统不足为训，难以自圆其说；要想理解和解释某一特定文化，最正确的做法就是重构该文化的历史。博厄斯进一步明确指出，文化并非理性的产物，它自成一格，在本质上源自人类的情感，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和变动性，以欧洲的理性主义为标准来评判其他文化发展状况不啻是强加于人。
〔59〕



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和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vits）等学者都倡导文化相对主义，其中郝氏的立场最为明确与激进。
〔60〕

 他指出，文化不分高低、优劣，每个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特征，能够衡量所有文化的、绝对的评判标准是不存在的。人类文化本身就是孕育相对主义的自然场所；人们在解读文本和历史事件的意义以及其他社会现象时，难免会带有相对主义的观念。
〔61〕

 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文化普世主义一样久远。早在古希腊时代，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就指出，万物不断变化，没有什么东西具有永恒的性质，每一种东西既存在，又不存在。怀疑学派提出，我们不能认识事物的本性，分辨真假的标准并不存在。在启蒙运动时期，大卫·休谟（D. Hume）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没有关于事实的绝对或确切的知识，人的知识绝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确实性，不能肯定事情会不会发生。
〔62〕

 其后，新康德主义者则较为明确地论述了文化相对主义思想。19世纪末，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Henrich Rickert）在《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中指出，自然科学是事实判断的体系，没有价值；而文化则是价值判断的体系。人们为了认识现实，用数学把现实改造为普遍的共性，用历史将现实改造为个别的差异性。也就是说，自然领域里，个别事物是一般规律的事例。在文化领域，事实都是个别的、不可重复的，它们的意义不在于与普遍规律的联系，而在于自身的独特的价值。
〔63〕

 20世纪初之前，文化普世主义强劲，文化相对主义并未引起巨大反响。然而，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人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二战后，在反种族主义、反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反思现代理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推动下，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力突飞猛进，直接对普世主义构成挑战，使它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文化相对主义在哲学上拒绝承认人类可以借助普遍理性而获得超历史的知识。它认为，人类是通过以文化为中介的概念框架，即置身于历史的、具有偶然性的意义框架，来获取知识的；不同的历史经验可能产生不同的概念结构和不同的解释框架，因而导致不同的理解。
〔64〕

 其基本思想是：人群没有优劣之分；传统上所谓文明／野蛮的划分范畴已不再适用；每个文化都是独特的，没有哪一种文化具有内在的优越性或低劣性；任何文化都值得尊敬，在道德层面上，它们是平等的，唯有把文化放到孕育它的特定环境之中，我们才能对它进行评判，其评判的标准是相对的。
〔65〕



文化相对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影响随处可见。萨丕尔—沃夫假说——语言相对论对不同语言形成不同思维方式的阐述，新实用主义对翻译不确定性——语言间或文化间概念范畴的不完全通约问题、对本体的相对性——本体是语言不能确定其所指对象的论断，
〔66〕

 解释学对诠释者自身文化背景、所处情境与理解过程之联系以及解释的多元性与开放性的揭示，解构主义者对结构主义所追求的统一性和单一性的质疑和消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宏大叙述”和“元话语”的拒绝与批判、对彼此不可通约的多重话语和不同语言游戏的认同等，都是典型的例证。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中，高、低语境文化理论、文化适应理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预期违背理论、文化身份理论、跨文化认同理论、跨文化调整理论和跨文化能力等理论都吸取了相对主义的思想。

文化相对主义的两个关键性概念是“不可通约性”和“多样性”。文化相对主义者强调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把所有文化放到独立、平等的地位上，有力地抵制了种族优越论和文化歧视，为弱势文化的生存赢得了空间。他们力图推进的多样性不仅抑制了文化中心主义的蔓延，而且还为边缘性的、受到压制的声音提供支持，为人类认识世界开辟了更多的路径。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文化相对主义有其历史的进步性。

文化相对主义从特定的文化主体历史地观察人类文化，它和文化普世主义一样，也是人们认识世界与社会的视角之一。它有力地解释了世界的多样性以及事物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在分析那些人们无法作出客观判断的社会现象时尤其有说服力，但它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主流理论的排斥。这不仅因为相对主义与普世主义在视角上存在矛盾，也因为它自身有缺陷。古德曼（L. E. Goodman）曾从哲学的角度批评了相对主义的六个教条：（1）观察或感知依赖理论；（2）任何理论的外在运用或批评的不可能；（3）相互竞争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4）理论不是人为建构而是天生的，它就存在于自然语言之中；（5）事物的神秘莫测、不可知性；（6）本体相对性，即存在是变化的存在。
〔67〕

 从社会角度看，文化相对主义主要有以下缺陷：

首先，文化相对主义认定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似乎避免了文化价值判断，从而使所有文化能平行发展，各得其所，但现实并非如此。文化是人类交际的产物，人们在交往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作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文化相对主义者无法解释，为何有些文化价值被广泛接受，有些却被大家抛弃。悬置文化价值判断，非但不合逻辑，而且还有其现实的危害。片面强调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实际上等于剥夺了文化的反思力，其直接的效果便是对文化内部以及文化间孰优孰劣之辩论的压制和对文化对话、沟通、融汇和革新的阻碍。文化的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不可比性，也不意味着意义框架的不可转换性。

其次，文化相对主义轻视人类生物共性对其思维方式的约束力，夸大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后果。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共同的自然禀赋不仅给予人类以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同时也规约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人们无法否认，在种种特殊性的背后，人类文化存在着普遍性，毕竟人们有许多共同的需要，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正是这种多元中的统一构成了文化交流的基点，让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能够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从而推进文化的良性互动。文化相对主义简单地承认差异，不接受任何标准的评判，在好的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宽容的文化多元主义，在差的情形下则会堕入不分是非的虚无主义。
〔68〕

 事实上，博厄斯在提出文化相对主义时抱着减少种族歧视、使所有人都加入人类大家庭的情怀，并没有过于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可理喻性。
〔69〕

 总体上看，它和文化普世主义都有片面性，但也都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视角。

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建构主义为我们克服文化普世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片面性，更好地促进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文化建构主义认为，一切文化价值或文化规范都是社会的建构，没有什么既定的普遍性，也不存在什么一成不变的特殊性。建构主义者相信，人类拥有辩证的理性，人们不仅能够自我反思和学习新的东西，而且能够参与到不同的文化活动中去，汲取其他文化之所长，在相互协商与沟通中建构出更为广阔、更为合理的，并且为大家共享的意义框架来。
〔70〕

 在建构主义视野中，文化差异并非交际的主要障碍，它恰恰是建设性对话的有利因素，而人类的共性则成为人们不断努力追求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普遍历史与每个文化的特殊历史在此得到了较好的整合。建构主义思想在意义协同处理理论、文化认同理论、文化身份管理理论以及跨文化认同等理论中都得到了较好的运用。

第三节　语言共性论与语言相对论

语言和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化普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在语言领域直接表现为语言共性论和语言相对论。语言共性论与相对论的思想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调整、意义协同处理和跨文化通融等理论中得到较多的运用。西方古代语言学界仅仅对希腊语和拉丁语感兴趣，几乎未涉及语言的共性问题，对语言共性的讨论大体上可以回溯到中世纪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思辨语法以阿奎那（Thomas Aquinas）等思想家倡导的托马斯主义哲学为依据，提出了语言共相问题。阿奎那等思想家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信仰并不矛盾；他们把两者合而为一，建构出统一人类知识的经院哲学体系。他们宣称人类知识在核心结构上是统一与一致的。思辨语法在此基础上假定，尽管各种语言在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它们涉及的存在方式、理解方式和表意方式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今天语言学理论中的中心问题，即普遍语法或语言共相问题，可以看作中世纪思辨语法学家留给我们的一份遗产。
〔71〕

 中世纪时期，由于拉丁语主导了欧洲社会，语言学家们主要关注拉丁语，试图在研究拉丁语的过程中建立普遍有效的法则，因此相关的共性研究显然有其先天的不足。

17世纪中，思想家和语言学家们建构世界语的努力把语言共性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文艺复兴期间，随着西方学术界对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了解与认识的深化，人们首次把目光投向非印欧语系的语言。与此同时，拉丁语的统治地位被打破，欧洲各国本民族语言的地位迅速上升，造就了多元化的格局。在世界交往日益频繁、语言障碍不断显露的情况下，许多学者提出创建世界语的建议，以消除混乱，走出巴别塔为人们设置的迷宫。其中，约翰·维尔金斯（John Wilkins）是最杰出的代表。维氏在他的力作《论真正的文字和哲学语言》（Essays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中批评了现存语言的缺陷，描绘了他所理解的人类知识的全面图景，提出了万能语音体系和世界通用语法以及理想中的哲学语言。维尔金等人笃信，人类或者至少是全体文明人类具有普遍的思想结构，它独立于任何具体语言，可以用一种普遍语言来表达。语言共性论在随后出现的唯理语法（rationalist grammar）、历史语言学和新语法学派中都有回响。18世纪的唯理语法学派的成员中，有些基本传承中世纪思辨语法，有些抱有不同的见解，但他们一致强调各种语言中存在不同表现形式的普遍性特征。19世纪里异军突起的历史语言学不仅解释了不同语言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还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得到启示，试图找出人类语言发育、生长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新语法学派则从自然界的同一性出发，提出了语音变化普遍性的理论。需要补充的是，19世纪末中国语言学家马建忠也发表过语言共性论的见解。他在其《马氏文通》的后序中写到：“而恒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行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
〔72〕



在现代语言学中，有关语言共性研究进入了更全面也更富有成果的时期。例如，布拉格学派论证，人类语言的语音普遍带有二元对立特征（universal binary features）；人类语言学家推断出人类共有亲属称谓体系；生成语法学派提出普遍语法假说等。正因为人类语言的共性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大多数现代语言学家都属于共性论者。有学者把现代语言共性论分为三个类型：其一是保守的共性观；其二是弱式的共性观；其三是强式的共性观。保守的共性观认为，语言虽有共性，但数量不多且范围有限。以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者普遍持这样的观点。弱式共性观认为，语言的共性虽然存在，甚至数量很大，但它是以某种趋势而非以原则或规则的形式出现的。拉考夫（George Lakoff）等功能／认知主义者接受这种观点，他们往往把语言的普遍规律看成一种柔性的要求，并且给予个别语言以很大的自由选择余地。强式的共性观认为，所有语言都受一些普遍原则的制约，语言间的差异在普遍原则所允许的范围内存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基本上把语言的共性看作本质的、核心的，而个性则是非本质的和边缘的。强式共性观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是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法学派。
〔73〕



在所有共性观持有者中，乔姆斯基无疑最为突出，他旗下的生成语法学派在语言学界也最具影响力。我们不妨对他的语言共性观略作深入的探讨。乔姆斯基在思想上深受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对布龙菲尔德所倡导的经验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经验主义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不能对语言加以解释，唯有从内部，即从人的认知机制来研究，方能揭示并解释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乔姆斯基认为，人类语言在外在形式上千差万别，但在内在形式上却有高度的统一性；其原因不是人们之间相互的交流，而是他们在生理上拥有相同的获得语言的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普遍语法。乔姆斯基指出：“普遍语法是有关人的语言器官在初始状态下的理论，一种基因的表达式（an expression of genes）；通过后天努力而形成的理论则是个别语法。”
〔74〕

 换句话说，普遍语法是由人的基因制定的、普适于人类任何语言的元语法，属于人皆拥有的生物禀赋；而各种由生活经验触发而产生的自然语言的语法则是它统辖之下的、不尽相同的个别语法。

乔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语法并非一时的异想天开，而是基于观察之上的科学假设。人们常常看到下列有趣却令人费解的现象：首先，人类语言的具体形态极为丰富，但其运行的法则却极为有限。其次，所有儿童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用基本相同的精力掌握任何一种语言；儿童们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显示出超常的能力，他们往往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大量的词汇并习得语法，即便是在缺乏外界刺激的、不利的环境中，也能较为顺利地完成语言的学习；智力、性格和兴趣等因素虽然有限地影响到语言习得的进度，但却不能改变语言学习的整体过程。生成语法学派认为，经验主义提出的“白板说”，即人的大脑在出生时是一块白板的假设以及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说都无法解释上述现象，人们有理由相信：儿童们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必定得到了大脑中某种先天因素的帮助。这种先天因素在生成语法学派看来就是能够让任何儿童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任何自然语言的语言器官；它对人类语言的规约既构成了普遍语法，同时也决定了所有人类语言的底格与本质上的共性。

乔姆斯基建立在普遍语法假说之上的生成语法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巨大反响，它不仅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大风暴，而且波及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相关领域，直接导致了社会科学史上又一次哥白尼式的理论革命。生成语法本身并不完善，乔氏的追随者和反对者们都曾对生成语法理论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自1957年《句法结构》出版后，乔姆斯基不断对其理论加以修正，从标准理论的提出到最简方案的形成，生成语法前后历经数次重大的调整与改变，但普遍语法的假说却始终是其理论的基石，并且在一些方面得到了语言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等学科实证研究的强大支持。
〔75〕

 2003年德国科学家宣称，他们的研究证明了人脑中先天存在一定的“普遍语法知识”。
〔76〕

 2009年，心理学家克莱茵（S. Crain）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77〕

 韩礼德（M. A. K. Halliday）虽然从不同的视角理解语言，但他也认为，就功能而言人类语言有一些共享的成分。
〔78〕



语言共性论揭示了人类语言的统一性，为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语言规律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然而，我们不要忘了，语言共性论是建立在超历史的理性主义思想之上的，未能说明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的塑造。哈贝马斯的批判直接切中了普遍语法的要害：我们可以把乔姆斯基的理论理解为是对人类语言的一种理性重建，但它所重建的最多只是一般的、元语言能力（competence that rules metalinguistic use），不能重建具体的说话与理解语言的能力。
〔79〕

 仅仅从普遍语法来审视人类语言，并且把语言法则归结为生理机制的外化，不仅容易抹杀人类语言发展的历史以及各种语言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彰显出的个性，而且忽略了人建构语言的能力。乔姆斯基断言语言学是心理学，最终是生物学的一个部分。这无疑是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语言，陷入了还原主义（reductionism）
〔80〕

 。语言的确有其生理上的基础，但其表达方式和意义之建构无疑打着鲜明历史与文化的烙印。更为明确地说，语言除去其生理因素之外乃是文化与社会的建构，不能完全还原为生物现象。在这个方面，语言相对论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

语言相对论并没有完全拒绝理性主义，它承认人类心灵的统一，但从历史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强调各种具体的语言对语言使用者思维的塑造。一般而言，语言相对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与博厄斯的语言观。
〔81〕

 洪堡特生活的时代正值德国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兴盛期，大多数德国人都受到康德（I. Kant）哲学的影响，康德的认识论被广泛接受。洪堡特的思想中自然也有康德的影子，但他所接受的是带有相对主义色彩的新康德主义。康德认为，知识存在于先验的综合判断里；感官经验（sensible experience）受主观范畴（mental categories）的制约。康德的思想与浪漫主义强调的自由、个人创造力和主观意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康德主义式的相对论。它承认心灵对经验的影响，但否认主观范畴的内在性和普遍性；认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不同种族的人具有不同的主观范畴。赫尔德（J. Herder）是最早明确提出新康德主义式语言相对论的人。赫尔德指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每个语言和文化都以独特的方式来反映世界，语言不同，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也将有所不同。
〔82〕



赫尔德的论断在洪堡特的阐发下又有所发展。洪堡特认为：语言是先验的认知框架，通过它人们对感知到的事物进行组织和整理。由于每一种语言都与其他语言有差异，因此不同语言使用者所体验到的世界会有不一样的形态。他一方面强调，语言是所有思维和感知的认识方式，决定着人类精神发展的过程与结果；另一方面，他又断言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人类语言的结构之所以会有种种差异，是因为各民族精神特性的不一致。
〔83〕

 洪堡特的观点和赫尔德的大体相同，两者都辩证地看待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持一种相互依赖观而非决定论。

赫尔德和洪堡特的学术观点被博厄斯带到了美国，这种观点在博厄斯的学生萨丕尔以及他的同道沃夫的进一步诠释下，逐步向激进的语言相对论发展，并且显露出语言决定论倾向。博厄斯出生在德国西部威斯特伐利亚一个有犹太血统的商人家庭，先后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于1881年获得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cs）博士学位。其后，他的专业方向转到民族学和人类学，以研究印第安人为契机加入美国籍。博厄斯的人类语言学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实地工作（fieldwork）之上，他的语言文化观也受到了严格的实证检验。博厄斯延续了赫尔德—洪堡特传统，强调语言在梳理感官经验中起到的作用。他在研究了北美印第安人与爱斯基摩人等土著语言后提出这样的论断：“语言对世界的分类是任意的；每种语言都有自己建构词库的方式，它划分了世界，建立起经验范畴。”
〔84〕

 “任何语言仅仅表达了人类的部分思想，语言的变异性产生一种倾向，即每个语言只能在历史中选择某些概念作为它表达思想的手段。”
〔85〕

 博厄斯坚持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都是一样的，语言分布上的差异以及在局部发达程度上的差异仅仅是不同文化取向的表现。他的语言观虽然和赫尔德—洪堡特语言观一脉相承，但有明显的文化决定论倾向。

萨丕尔是博厄斯的得意门生，在人类语言学方面造诣尤深。他继承了博厄斯的思想，但同时也有所开创。他把语言看作一个由许多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子系统组成的体系；每个体系在形式上都是完整的，在一定程度上，彼此之间不可通约。与博厄斯的观点相比，萨丕尔的语言相对论更为明确，已显出某种语言决定论的倾向。他指出：“那种想象纯属幻觉，即人在适应现实作调整时根本不需要语言，而且语言仅仅是交际或思考中一个解决具体问题的不重要的手段。事实上，‘真实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群在无意识中通过语言习惯建立起来的。世界上还没有两种语言能够相似到足以表征同一个社会现实的程度。各个社会所属的世界都是独特的，不仅仅是同一个世界贴着不同的标签而已。”
〔86〕

 萨丕尔强调语言系统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但他认为，只要使用一种语言的人在相应的生活经验上作调整，就可以进入另一个语言的世界，因为人类的认知心理过程并无二致。他承认人类心灵的统一，但不同意博厄斯的观点，即语言只是思想的反映。在他看来，语言范畴不只是被动地反映思维，同时也指导着思维，没有语言，抽象思维则无从谈起；只有在语言中，思想的潜力才得到了充分的挖掘。

萨丕尔的语言相对论在沃夫的阐发下，进一步系统化而形成萨丕尔—沃夫假说，不仅论证了语言的相对性，而且表达了语言决定论。沃夫和萨丕尔与博厄斯一样，也坚定地相信人类心理的普遍性，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需要通过语言的中介，但在三个人中间，他对语言相对性的论断最为激进。他与萨丕尔的显著区别在于，沃夫承认语言范畴对思维的影响，但更侧重语法，即语言结构对思想的塑造；萨丕尔虽直接论及语言的相对性，但沃夫更明确地阐述了语言相对性原理。他的语言相对论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下列反复被引用的文字里：





…每个语言的背景体系（换句话说，它的语法）并非仅是复制思想的工具，而是思想的塑造者，是每个人思维活动的规划者与向导，它帮助他分析种种印象，综合头脑中储存的信息。思想的形成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是某个独特语法的一部分，不像旧观念所理解的那样高度理性；不同的语法造成从略微不同到大相径庭的思想。我们沿着本土语言所划定的界线分割自然。人们在世界中找不到那些从自然现象中提取出来的范畴和类型，因为它们并不直接进入观察者视野；恰恰相反，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是将由我们头脑来组织的五光十色的印象流——而这意味着这些印象主要靠我们头脑中的语言系统来完成。我们把自然分割开来，用概念对它进行整理，并且赋予它以意义。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因为大家都是接受以这种方式来组织世界的协议的成员——一个在语言社区任何地方都有效、以语言模式为法则的协议。当然，这个协议是含蓄的、心照不宣的，但它的条款绝对是强制性的。除非我们按协议规定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组织与分类，否则就根本无法谈话……因此，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相对性的原理。它认为，不是所有观察者都由同样的物理现象引导，看到同一幅宇宙图景，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似，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一致……
〔87〕







对于语言相对性原理，沃氏还有更清晰的阐释。他指出：“正式地说，语言相对性原理意味着，使用显著不同的语法导致不同类型的观察，以及对表面上相似的观察行为作不同评价，因此使用不同语法的人其世界观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差异，不能作为同等观察者来看待。”
〔88〕



值得一提的是，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认为，除了结构上的相对性，语言在功能上也是相对的。他指出：“语言在各个社群中的作用不尽相同；……其认知层面上的意义不仅取决于它的结构，而且取决于它的使用。”
〔89〕

 一种语言在一个社群可以被看做良好教养与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但在另一个社群却又可能成为教育不良、社会层次低下的表现。例如，某些南非人说英语，在南非当地，它可以提高说话者的社会声望，但同样的人在伦敦说英语时，却有可能被当作社会下层的贫民，成为人们嘲弄、讥讽和鄙夷的对象。特定的语言以特定的形式使用，其价值会随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90〕



语言相对性和文化相对性的原理基本是相通的，都涉及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多样性和不可通约性。语言相对论者认为，语言结构上的多样性相对不受人类生物共性的规约；由不同语言体系表征的思想或文化是不可通约的。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语言共性论近乎截然相反的论断。语言相对论者从各种语言的具体形态来审视语言，突出了语言的历史建构性。语言共性论揭示了人类语言本质上的统一，为我们理解语言的内部规律和进行跨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但它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人类语言为何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态，面对人类交际中语言上的种种障碍以及众多不可理喻的现象时更显得苍白无力。在这方面，语言相对论无疑为我们认识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视角。它告诉人们，各种语言在历史的进程中自成一体，其意义的界定有着各自的标准，跨越体系的解释必然导致困惑和误读，唯有进入各个独立的语言体系中，遵守相应的规则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与理解。

然而，语言相对论也有其逻辑上的漏洞。它轻视人类生物、心理与社会共性对语言多样性的制约，孤立地审视各种语言的形态与结构，忽略了语言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交流与借鉴。它的弱点受到诸多语言学家的质疑。认知语言学者揭示，许多不同的语言在编码方式上存在共性。语言类型学研究表明，人类语言的形态虽然千姿百态，但其类型却十分有限——语言结构上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类的生物禀赋；历史语言学研究证明，人类语言不是独立地发展的，语言间的相互交流在语言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萨丕尔—沃夫假说中的语言决定论同样存在缺陷。语言固然是人类思想的主要媒介，但不是唯一的媒介。
〔91〕

 事实上，说双语的人并没有表露出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他们常常声称用两个语言所表达的乃是同一种思想。
〔92〕

 沃夫本人在提出语言相对论时，其思想既不是他首创没也没有经过周密的论证。他的理论之所以能有类似于哥白尼、达尔文或弗洛伊德式的巨大反响，首先得力于他富有感染力的文字风格；其次是其激进的观点；再次则是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后，学术界对与相对论相关思想的高度关注。
〔93〕

 较为客观地说，弱式的或温和的萨丕尔—沃夫假说，即在认定各种语言的独立性的同时也承认它们有某种意义上通则的观点更接近现实，在逻辑上也更容易让人信服。甘朴兹（J. J. Gumperz）和莱文森（S. C. Levinson）指出，语言相对论和共性论的观点虽然截然相反，但实际上它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语言，不一定总是相互排斥，完全可以共存。
〔94〕



第四节　同化论与多元文化主义

同化论是一种建立在种族优越论基础上的社会思潮。它从文化普世主义观出发，不仅坚信人类思维统一的可能性，而且强调文化的优劣之分。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期间，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社会学家们倾向于从生物学视角来解释种族和族群差异。他们认为，那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拥有种族上的优越性。博厄斯等人类学家对种族优越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博厄斯根据他对美国移民和本土族群的实证研究断定，比起生物因素，文化更能说明不同的人群为何在行为上有差异，为何有些群体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更为成功。他从文化接触的视角重新定义了族群和种族关系。依据博厄斯的观点，族裔（ethnic groups）在本质上不属于生物群体，而是最重要的文化群体；每个族群的命运不会因其生物上的特性而无法更改，它将随文化的发展而变迁。这种把文化上的优越性与族裔和种族（racial）差异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成为当时社会学中同化论的基本依据。
〔95〕



一般而言，同化是指群体间界限日趋淡化，社会不断走向整合、同质化的过程。当不同的社会或文化群体相遇时，它就会发生。
〔96〕

 社会学中同化的概念不仅涉及文化的统一，而且还包括社会的、心理的以及生物性的趋同。在理性状态下，完全同化的社会已是单一而非多族裔的集体，但这种情形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粗略地划分，同化大体上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兼并（amalgamation），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不同于任何组成部分的更大的群体；其二是融合（incorporation），即边缘群体放弃原有的身份，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它的一部分。
〔97〕

 前者较为温和，其代表性范例是美国的熔炉式社会，后者比较激进，其典型范例是加拿大建国早期的盎格鲁化（Anglo-conformity）社会。

同化论者把社会看作一个由许多各负其责、相互联系的部分所构成的平衡的系统；整个社会通过功能上的互补和价值观上的共识而聚合在一起。同化主义者认为：建构多族裔社会的文化认同与实现跨文化沟通的理想途径是对差异的消除；同化是普遍的，主流文化对少数群体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面对诱惑少数群体一般都愿意放弃自己原有的身份，加入主流社会，分享它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因此整个社会也就达到高度的和谐与统一，人类生活世界所遵循的法则也将从族群特殊主义向普世主义发展。

在同化论的倡导者中，影响最为突出的当属1910年至1920年间出现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的领军人物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及其追随者们所建立的同化模式显示：在与主流社会的碰撞中，少数族裔要么沿着“接触—包容—同化”这个最为顺利的路径，要么沿着另一条较为曲折的“接触—冲突—竞争—包容—融合”的线路，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
〔98〕

 派克的模式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十分流行，人们普遍认为，经过几代人的循环，族群界限会消失，社会将变得同质化。然而，派克的模式与现实相差较远，许多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移民群体并未自愿放弃原有的族群身份，完全融入主流社会；同化的进程也并非像芝加哥学派设想的那样顺利，实际的情形十分复杂，中途有时还出现了逆转现象。

另一位学者密尔顿·戈登（Milton Gordon）在派氏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更精致的模式。他把同化解释为由不同阶段或步骤所组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边缘群体经历文化的、结构的、婚姻的、态度的（attitude receptional）（即心理的）、行为的以及公民的融合（civic assimilation）。同化不一定沿直线逐步深化，有些群体可能永久地停留在某个阶段上。文化上的同化或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最基础的；它是指少数群体采纳主流社会的文化模式。结构上的同化最为关键，一旦这个阶段的同化完成，其他阶段就会进展顺利；它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在各种社会组织和机构里准入与互动的增加。婚姻同化是指不同群体间大规模的通婚；态度与行为上的同化是指偏见和歧视的消失。公民同化是整个同化进程的最高阶段，也最为艰难；不存在价值观和权力的冲突是公民同化得到实现的显著标志。
〔99〕

 比起派克的模式，戈登的模式较好地解释了同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但同样也有一些漏洞，受到最多批评的是其关于结构同化的演示。结构同化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文化同化的进展。人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即不同社会群体在许多机构与组织中由技术性、经济性或其他因素整合在一起，但它们在文化上仍然保持各自的传统。此外，戈登的模式也没有反映出同化的逆转。非洲裔美国人和许多移民群体的历史寻根以及全球化中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之复兴等都是同化逆转的例证。

派克和戈登的同化模式展示了理想状态下族群同化的进程，与现实之间有着较大的差距。在现实中，社会同化在不同的环境与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过程与结果，所谓完全的同化不过是一种神话，即便是不完全的同化也要受到诸多因素的牵制。马丁·马吉尔（M. N. Marger）指出，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到同化的进程与后果：第一是族裔进入社会的方式。它决定了族裔的社会地位以及它在长期的历史阶段中社会调整的性质。第二是族裔进入社会的时间。进入的时间越晚，对同化的抵制则越强。第三是族裔人口。族裔人口众多和相对集中于某一地区便会造成同化的困难，反之则不然。第四是文化的相似性，即族裔间文化上的接近程度。无论上面三种情形如何，文化的相似性都会促进同化。第五是身体上的差异。比起其他因素，体貌和肤色等身体上的差异最易延缓同化过程。
〔100〕

 里奥·德里捷尔（L. Driedger）认为，族裔所处的地域，它的政治制度、文化、历史、象征、意识形态和领导人魅力六个方面的因素有助于族裔维持原有身份并且同化其他群体，而族裔间的社会差距、族裔的思维定式、它的偏见和歧视则不利于同化的进行。
〔101〕

 从以上两位学者的概括来看，族裔的社会地位、文化、地理位置和血统因素在同化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的整合与民族（nation）
〔102〕

 的融合总要涉及同化问题，而某种程度的同化也是社会凝聚力、社会认同以及社会交往的基础。然而，特定的社会个体基本上都有多重身份，同时在不同的层面上归属于不同的群体。例如，一个人既可以同时归属于家庭、族裔、民族，也可以同时认同于某个社会阶层、宗教或党派。个体认同的群体身份不仅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也有流动变化的一面。例如，族裔的血统、语言和价值观等便属于前者，而族裔的组织形式、人口分布等则属于后者。
〔103〕

 同化主义抛弃血统论，把族裔看作文化现象，固然捕捉到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但它从种族优越论出发，片面强调族裔身份的社会建构性，坚持要求少数族裔学习主流文化，放弃原有的身份，非但无视其历史根系和文化权利，未给予它们以足够的尊重，而且也低估了它们的抵抗力。在主流社会实施同化时，它们往往可以利用文化借鉴、族裔宿命神话、宗教改革、族裔语言和地理位置等手段来求得生存。
〔104〕

 事实上，尽管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面临同化压力，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能够在很长的时期内保持自己的传统。正因为同化主义在骨子里流露着种族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心态，所以它在二战后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破产而渐渐失去影响力。

多元文化主义是同化论遭到严厉批判后产生的另一种思潮。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创始人是意大利人巴蒂斯塔·维柯和德国人约翰·戈特弗雷德·赫尔德。维柯在18世纪早期便指出：“每一种真正的文化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世界观，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尺度，必须根据它本身来理解它。”
〔105〕

 如果说维柯首先提出多元文化主义，那么这一观念在赫尔德的著作中则得到了经典的表述。赫氏指出，世界天然地分化成不同的文化区域；“每个人类社会、每个民族等都具有它自己独特的理想、标准、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能够根据一个单一的优劣顺序对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做高低排序的、普遍且永恒不变的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每个民族——在它自己的民族要求、自己独特的性格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各自的传统、特性……道德核心——它们，也只有它们，决定着该民族的幸福。”
〔106〕



多元文化主义直接的思想基础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pluralism）。多元主义反对一元论（monism），强调感官经验的首要性，认为人类知识体系不能完全统摄感知现实。它从经验主义认识论出发，提出世界统一的不完全性。在多元主义者看来，世界从未实现完美的统一，宇宙的联系是松散的，人们所感受到的事物部分联结在一起，部分彼此分离；理性主义认定的内在秩序（internal order）并不存在，没有一种单一的联系可以贯穿世界中的所有经验；既然宇宙是不完备的，总体或集合形式就不是事物存在唯一合理的形式，它们也能以个体形式或个别地存在。
〔107〕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仅仅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我们便可以认为，那些为一大批性格迥异、性情不一的民众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提供了意义标准的文化，几乎一定值得我们尊重和仰慕，即便其中也伴随着诸多的厌恶和鄙夷。”
〔108〕

 多元文化主义拒绝文化中心主义和种族歧视，倡导自由与平等；它不仅承认文化差异的合法性，而且把文化多样性当作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加以珍视和推崇，显然比同化主义更为开放和宽容，也更接近于大多数国家的文化现实。其基本理念主要有如下几个：第一，多元文化主义相信，少数群体的生活方式是有价值的，它不断给予其成员一种社会意义与安全感。第二，它认为，少数群体的文化传统与国家统一及社会经济的进步并不矛盾，应该接受文化的多样性。第三，它把不同社会群体间权力与财富的平等看作多元主义得以实现的前提，努力让弱势群体获得展示它们文化的机会。第四，它遵循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认定所有文化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只能在孕育它们的环境中加以评判；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有的只是不同的风格。
〔109〕



在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中，身份与平等是两个核心的概念，但不同的学者各有侧重，形成了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式有两个：（1）自由多元文化主义（liberal multiculturalism）；（2）共和多元文化主义（republican multiculturalism）。自由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给予文化实践在法律上的豁免权，即文化自治，允许少数族裔或少数民族在联邦框架内建立自治政府，实行保护性的文化政策；但它反对少数群体干涉其成员的选择自由，强行排斥那些认同于自己原有传统文化的人；它在原则上强调，主流社会应通过法律的渠道承认少数族裔或民族的传统法规，保障它们在政府中的代表权。
〔110〕

 共和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公民身份应超越群体、族裔之间的差异，并且建构出包容性的集体认同；国家要做的事是确保各种社会群体在民族共同体中的代表权；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不同的群体应抛开各自的目标，从共同的利益以及共享的正义原则出发来审时度势，共图民族大业。
〔111〕



上述两种模式的共同特点是都把公民身份（citizenship）这个“弱式的认同”（thin identity）
〔112〕

 作为建构民族认同的基础。公民认同是一种新型的、与族属意识和族籍身份相互分离的政治认同。在该模式中，民族认同从文化关系向政治地域关系转变，多元文化的存在已经不再是民族建构的障碍，且受到了国家的保护，因而族裔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冲突随之得到了缓解。
〔113〕

 尤尔根·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公民具有双重特征，一种是公民权力确立的身份，一种是文化民族的归属感。在一般情况下，民族国家通过两者的协力实行社会的一体化。但这并不能排除另一个情形，即在没有统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构并维持民族共同体。
〔114〕

 多元文化主义摒弃单一的民族认同观，既为差异的存在开拓了空间，也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开启了更多的可能，因而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新的启蒙政治。
〔115〕



多元文化主义在身份政治——倡导承认差异的政治、女权主义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等思潮的呼应下不断壮大，至今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取得了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自加拿大于20世纪70年代第一个正式、明确地奉行多元文化主义以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英国和瑞典等国竞相效仿，先后采纳了同样的文化政策。
〔116〕

 然而，尽管它超越了同化主义，缓解了文化冲突，但也并不是无懈可击，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显示出较大的局限性。

第一，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中存在着文化差异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多元文化主义为少数群体维持差异、寻求承认打开了通道，但也使他们失去了一些改善社会地位的机会。文化固然是其成员作出选择的参照背景，而主流社会却是他们最重要的实践场所。少数群体一般都处于社会的边缘，如果他们拒绝融入主流社会，往往难以改变弱势地位，形成以文化为分野的社会阶层。

第二，多元文化主义并未真正消除民族统一与族裔多元之间的张力。它以国家政治认同统合族裔文化认同，比同化论更为包容。然而，当民族认同从文化关系向政治地域关系转变后，民族共同体已经变得空洞起来，不再有强大的亲和力。这种情形常常使原有的族裔文化认同变成可怕的分裂性力量，严重地削弱社会凝聚力。

第三，多元文化主义陷入了激进的文化相对主义。它认为所有文化都有相等的价值并不能客观地反映不同文化的发展状况；它以孤立、封闭的视角看待不同的文化群体，也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与更新。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批评说，多元文化主义阻碍了社会平等，加剧了民族的分化。
〔117〕



对于多族裔的民族来讲，以包容性的政治认同来建构民族身份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认同在社会中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菲利克斯·格罗斯（Feiliks Gross）指出，即便是在公民社会中，共同接受的规则、共享的核心价值观仍然是必要的，否则多元主义便无法运行；正是那个更大的民族文化的存在促进了统一，为所有少数族裔提供了栖息之地，多元主义才得以生存并取得成功。
〔118〕

 任何社会在建构集体认同时都要解决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在实现社会平等的同时，分辨出不同群体的身份，并且造就较高的集体向心力。

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多重认同模式为我们消解主流社会与少数群体之间的文化冲突提供了第三种思路。多重认同模式认为，社会成员认同于不同的群体乃是正当之举，各种认同完全可以并置在一起，彼此之间也不一定存在绝对的等级关系。它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推进文化的多样性。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既主张保护少数族裔的文化，同时又提倡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后者则轻视文化认同的作用，更侧重政治认同的功效。多重认同模式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首先，民族文化认同形成本身就是世界文化多元化进程的一部分，表达的也是文化的多样性。其次，民族文化有较大的混合性，各种亚文化的存在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民族社会内部总是无法避免不同认同之间竞争的发生。再次，现在认为自己同时归属于族裔、民族和其他社会群体的人群在不断增加，那种把族裔认同和民族认同完全对立起来的看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人们已经开始逐步认识到不同社会身份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建构和相互增进的良性互动。
〔119〕

 可以预见，多重认同未来将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模式。

小　　结

人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构成了跨文化交际的基础层面，因此文化普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不仅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而且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各个方面。文化普世主义沿袭理性主义传统，强调人类心灵和思维结构的统一性以及不同文化的可比性。文化相对主义持一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它从历史主义的视角解读具体的文化，对任何超历史的文化规律提出质疑，它强调人类思维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文化的特殊性与独立性。文化普世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各有独到之处，但也都存在自身的片面性。前者把握住了抽象意义上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后者捕捉到了历史进程中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文化普世主义的缺陷在于忽略了各个文化历史的独特性，以单一、抽象的标准衡量每个文化，常常演化为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它孤立地审视文化，不加批判地、无条件地接受差异，往往陷入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潭。

语言共性论和语言相对论既反映了文化普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同时又推动了这两种思潮的发展。语言共性论从语言的内在机制——人类语言的生物禀赋——来揭示语言的普遍规律；语言相对论则从语言的发展历史来诠释语言系统的多样性和不可通约性。语言共性论为我们理解语言的内在的统一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无力帮助我们彻底超越语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差异。语言相对论让语言回归历史与社会，使我们不仅认识到语言形态的丰富，而且还意识到每个语言体系的封闭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沟通上的困境。它的弱点在于它对语言共性的轻视以及语言决定论的倾向，非但在逻辑上过于极端，也缺乏坚实的实证基础，因而存在较大的争议。

同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可以看作文化普世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逻辑的延伸。其思想元素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中得到广泛的借鉴与运用。同化论对社会整合与文化通融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它无视少数群体的文化权利，片面强调文化的同一性，试图把一个模式强加于所有文化，既没有反映民族文化多元化的现实，也引起了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尖锐矛盾。多元文化主义明确承认差异的价值与合法性，为少数群体的文化身份开辟了空间。然而，多元文化主义简单地认同差异，明确奉行文化相对主义原则，不利于文化交流和文化反省，并不能真正颠覆主流社会的主导地位，进而缓解它与边缘群体之间的矛盾。文化的差异固然无法消除，但差异本身既不是跨文化交际中不可逾越的障碍，也不一定是最难应对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在差异中寻找共识，并且在此基础上消除隔阂与误解，不断加强相互沟通的基础。回顾了对跨文化交际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想之后，我们首先将讨论有关差异与冲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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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差异与冲突的理论

跨文化交际论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莫过于文化差异。造成文化差异的因素既可能是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预期和文化心理，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行为模式或组织方式等。人们在交际中遇到文化差异时往往会做出多种多样的反应。有些人会感到兴奋和激动；有些人会感到焦虑和不安；有些人会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差异，试图寻找沟通的桥梁；有些人则从以消极的态度理解差异，坚持以自我为中心，不愿站到对方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讨论差异的理论有很多。例如早期的文化休克论、文化模式论以及近来出现的文化价值取向论、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和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等。本章将评介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论、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伯贡（J. K. Burgoon）的预期违背理论以及丁允珠与约翰·G·欧埃特塞尔（John G. Oetzel）的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

第一节　高、低语境文化理论

爱德华·霍尔是一位建树颇丰的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被公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奠基人。其代表作包括《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隐含的差异》（Hidden Differences）和《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等。霍尔不仅在人类学和文化学方面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论断，而且在跨文化交际学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高、低语境文化论是霍氏最具洞察力和影响力的理论创建之一，众多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人员都从中汲取营养，展开相关的学术讨论。

霍尔在其力作《超越文化》中系统地阐发了高、低语境文化论。他赞同萨丕尔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语言是一个复杂而独立的概念体系，界定我们的生活经验，建构我们的文化；不同语言系统建构不同的、相互之间存在交际障碍的文化。
〔1〕

 由此可以看出，霍尔持一种较为温和的文化相对主义观。鉴于每个人在交际中都受到许多感官刺激，不可能留意到所有方面，因此他们必然有所取舍，从而能够进行有效的交际。霍尔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和语境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文化是人的延伸，它帮助我们过滤经验，作出选择和解释；语境帮助我们克服语言的局限性，完整地理解意义。他依据文化与语境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把世界文化抽象为从高语境型到低语境型的文化连续流（cultural continuum）。

高语境文化是指倾向于传递高语境信息的文化，它通过外部环境或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规范等来表达大部分意义，而用语言明确传达的仅仅是整个信息的一小部分。低语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编入明晰的语言之中，直接地表达出来。霍尔认为，在世界文化连续流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位于两个极端，它们都分布在两极之间的某个位置上。言外之意，高、低语境文化的分类是相对的，每种文化都有一定的混合性，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类型。美国文化属于典型的低语境文化，德国、瑞士和北欧等国家的文化虽然在语境特征上不如美国的那么明显，但仍可划归低语境文化。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而法国则或许可以被看做混合型文化。有学者提出，笼统地看，西方文化基本上属于低语境文化，东方文化大体上可以进入高语境文化之列；东西文化差异和高低语境文化差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2〕



那么，高、低语境文化各有哪些特点，它们之间的具体差异又表现在何处呢？霍尔主要从意义表达的方式、对待群体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的态度以及时间定位来概括。高语境文化常常用间接、委婉的方式表达意义，信息的很大一部分隐含在心照不宣的、大家早已达成共识的非言语的代码中；低语境文化偏爱用明确、直接的方式表达意义，信息基本上都包含在语言之中。高语境文化强调内外之别、对他人的责任以及对集体的忠诚；低语境文化不强调内外之别以及相互的期待与义务。高语境文化的时间是多元的、面向过去的，而低语境文化则是单向度的、面向未来的。迈润·拉斯提格和孔埃斯特把高、低语境文化的特点特征总结为：

高、低语境文化的特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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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允珠把高、低语境文化的特征概括为五条：（1）低语境文化鼓励人、事分开的交际，宁愿损害人际关系；高语境文化倾向于把人与事联系在一起，注重面子的维护。（2）低语境文化的成员不喜欢做他们不理解的事情，急于规避不确定性；高语境文化成员的生活中有较多的模棱两可性，能够在不确定中处理信息。（3）低语境文化成员交际的方式极为直接，不惜为获信息而引起冲突；高语境文化成员的交际方式较为间接，更关注群体的和谐。（4）谈判方法的不同：低语境文化的人着重理性分析，使用计谋进行谈判；高语境文化的人更多选择柔和的谈判策略，愿意诉诸情感和直觉。（5）低语境文化的成员寻求人际信息，强调个人而非社会的关系；高语境文化成员侧重社会因素在交际中的影响；前者往往健谈、开放，把注意力放在信息上；后者往往出言谨慎，担心蒙受羞辱。
〔4〕



从霍尔本人以及其他学者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高、低语境文化的特征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从思维方式上看，高语境文化侧重整体的、多元的思路；低语境文化侧重分析的、一元的思考方法。其次，从交际的媒介上看，高语境文化更多使用非言语的中介表达意义，低语境文化主要借助语言。再次，从交际的程序看，高语境文化交际常常围绕社会关系展开，在进入直接的对话和交锋之前要做很多铺垫性的工作；低语境文化交际基本上聚焦于信息，节外生枝的情形不太常见。此外，从交际的结果看，高语境文化交际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预定的，其最终情形很少出乎意料；低语境文化交际的意义大部分在交际过程中产生，其结果具有较大的偶然性。

霍尔划分高、低语境文化的切入点并不是两种文化的优劣之分，而是语言本身的局限性以及两种文化不同的运作机制所带来的交际障碍。霍尔认为，东西方文化各有其长处和缺点：前者以个体为定位和线性逻辑思维为主要特征，注重效率，擅长分析，但有武断和片面的倾向；后者以集体为定位和整体性思维为主要特征，侧重人性化的社会关系，利于整合，但有较大的惰性和非理性的成分。两种文化成员在交际中选择不同的语言策略，西方人更多地使用语言媒介，东方人更多地借助非言语的表达方式。很多人觉得，语言无疑是跨文化交际最重要的工具，较多地使用语言必然导致更好的交际效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文化的悖论就在于语言这个最常见的、描述文化的系统在本质上是不能胜任其职的。”
〔5〕

 语言过于线性化、不够全面，既有限又不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自身演化的产物，有着太多雕琢的痕迹。语言不仅无法充分表达思想，而且也不能有效地传播思想，很多文化信息都隐藏在非语言的载体之中。西方人往往仅仅从语言来解读文化意义，没有体悟到语言之外的文化蕴含，常常感到不解与迷惑。因此，如何跨越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进而实现有效的交际构成了霍氏理论的核心问题，而其基本的假设便是，语言不能够充分表达意义，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同文化成员对语境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

霍尔高、低语境文化理论的关键性概念主要有四个：高语境文化、低语境文化、隐性文化（hidden culture）与显性文化（manifest culture）。前面已经解释了高、低语境文化的概念，在此我们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语境。语境从字面看是词语或句子的上下文。它还有一些引申的意义，如事情的前后情况或背景等。交际语境大体上包括交际者的心理、社会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等因素。霍尔把语境理解为看待事物的方式，即交际者的社会文化背景。语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弥补语言的不足，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得到完整的信息，准确地把握交际者的意图。在霍尔看来，高、低语境文化代表了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高语境文化成员倾向于整体地观察世界，更多地运用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来传递信息；低语境文化的成员偏好分析性地审视事物，更多使用明晰的语言进行交流。由此霍尔提出了另外两个概念：隐性文化和显性文化。隐性文化是指用非语言媒介表达的、隐含在各种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潜意识中的种种价值与规范。人们对它已经习以为常，把它当作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在交际中交际者虽然对此心照不宣，但它和成文的社会规约具有几乎同等的效应。
〔6〕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显性文化是指借助语言来传达的，其意义也主要包含在语言代码里的文化。高语境文化的交际活动主要围绕隐性文化运转；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行为则基本上围绕显性文化展开。

在霍尔的理论中，语言、文化和语境是基本的变量，它所演绎的也是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高语境文化的交际高度依赖通过非言语媒介表达的隐性文化来完成，而低语境文化的交流则主要依靠由语言来表征的显性文化。两种不同的交际模式与其说是由语言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文化决定的。因此，霍尔更重视语言以外的各种文化代码在交际中的作用，其理论也透露出某种程度的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它揭示，在跨文化交际中无论是高语境文化的成员还是低语境文化的成员都既要关注语言信息，又要留意隐含在各种语境中的非语言信息，不应仅仅从自己的价值定位出发，武断地理解对方的意图。

霍尔的理论既来自他本人在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跨文化体验，也受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启发。他在论证语言的不完备性以及阐述高、低语境文化论之时多次运用了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梦”和“潜意识”。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通常被人们看作精神分析学正式形成的标志，而以潜意识为基础的人格结构假说更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核心。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表现出非理性、无道德性、无逻辑性、非时间性、不可知性和非语言性等特点。如果说人的心理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冰山，那么意识只是冰山浮在海面上的可见的一小部分，而潜意识则是藏在水下的更巨大的部分；潜意识不仅占据了主要部分，而且更具活力，主宰着人的思维。他提出，梦是了解精神领域里潜意识活动的关键因素，因为梦并非偶然形成的联想，而是被“压抑愿望的满足”。人的梦境有两种：一种为显梦（manifest dream），即做梦的人醒来时能记得并陈述出来的梦境；它是梦的表面现象，不代表梦的原意；另一种为隐梦（latent dream），即梦的背后所隐藏的潜意识动机；它是梦的本质内容和真意。人的潜在欲望只有经过伪装才能进入梦境，而做梦（dream work）实际上就是把隐义变成显梦的过程。
〔7〕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其潜意识概念为跨文化交际学者研究内化在人的潜意识里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从霍尔对非语言表达的隐性文化的强调以及他对高、低语境文化的划分中，我们皆不难看出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子。霍尔提出的隐性文化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有异曲同工之妙，揭示了非言语行为和信息在跨文化交际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性，而这一点恰恰经常被交际者所忽略。
〔8〕

 跨文化交际的实践表明，“非言语的交际行为占所有交际活动的80％到90％”，而语言行为仅仅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9〕

 易言之，隐性文化构成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部分。依据霍尔的论述，跨文化交际在本质上可以被看做一个双重的过程——解读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的过程，而对后者的把握是跨文化沟通的关键——只有正确地解读隐性文化才能跨越文化差异，理解交际者的真正意图，实现成功的交际。

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论非常简洁，但极具启发性。它非但让人们认识到隐性文化的重要性，而且与霍氏早期发表的《沉默的语言》（1959）和《隐匿的层面》（1966）等著作一起开启了非言语交际行为的研究，其基本的概念与观点至今仍然广泛运用于许多跨文化交际研究之中。文化分类的方式有多种，我们可以按地域、种族、价值定位、精神特征和行为方式等划分文化类型。例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用“日神型”（Apollonian）和“酒神型”（Dionysian）概念概括两种人——日神型人具有安稳、守序、理性和中庸等精神特征；酒神型人具有激情、浪漫、冲动和富有进攻性等性格。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曾在其《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以“罪感文化”（sin culture）和“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来说明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曾提出“纵式社会”的概念来阐述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的基本运作模式和普遍性价值观念。

霍尔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来厘定文化类型，其洞见在于他对非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地位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昭示了东西方文化交际的最大困境所在，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如何跨越各种文化障碍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视角。诚然，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片面性，霍尔的高、低文化语境论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其文化决定论倾向。霍尔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他把东西方文化界定为位于完全依赖语境和基本不依赖语境的两个文化连续流。他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文化运作机制的差异。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这样的一个现实：非语言行为占据了交际活动的大部分，但在跨文化交际中沟通与理解的主要渠道仍然是语言。霍尔似乎认为，非语言信息仅仅隐含在文化情境或内化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实际上它们往往以各种灵活的形式出现在文学、宗教、民俗和艺术等类型的文本之中，对于那些心照不宣的非言语文化进行分类和解释的同样是语言。语言自身并不完备，学会一门外语也不能确保跨文化交际的成功，但相对而言语言无疑是最常用和最可靠的工具。霍尔的高、低语境论为我们探究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类型提供了独到的视角，但观察问题的角度还有很多，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则给予我们以另一种选择。

第二节　文化价值取向理论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是荷兰学者，长期从事国际商务管理和跨文化交际研究，他的代表作包括《文化后果：工作价值的跨国差异》（Cultur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和《文化与组织：大脑软件》（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Software of the Mind）等，其中最出名的专著是1980年出版的《文化后果》。该书于2001年再版，被广为征引，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经典之作。霍夫斯泰德没有从交际方式的角度来划分文化类型，而是依据人们对一些普遍性文化价值的取向来界定他们的文化模式。1980年霍氏在他的《文化后果》中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权势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四个文化价值维度。他于1991年又增加了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l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的维度，以更好地反映非欧美国家的文化价值取向。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与斯特劳德贝克（E. Strodtbeck）率先探讨了不同文化在人与环境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时间的概念（concept of time）、人性（concept of human nature）、行为观念（concept of activity）和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五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他们认为，文化价值定位是复杂但已经模式化的原则，这些原则为人们指明方向，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变得有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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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夫斯泰德不仅在克拉克洪与斯特劳德贝克以及阿里克斯·英克里斯（A. Inkeles）和大卫·莱文森（D. J. Levinson）等人有关文化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而且在72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其他相关部门中作了十几万份的问卷调查，积累了翔实的数据，进一步完善前人的理论。

霍夫斯泰德认为，社会制度的存在表明人的行为不是随意的；每个人都有其思维程序（mental program）——大脑软件，使他们能够在相似的情形中保持稳定、大体一样的行为方式。人的思维程序由人的脑细胞决定，它虽然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但却可以通过语言和行为展现在我们面前。人的思维程序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普遍层面，即世界上所有人共享的“生物操作系统”，实际上是指人类共同的生物禀赋；其二是集体层面，即由一些人共享，但不一定为人类共有，它常常属于某个特定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有差异；世界各种文化就在这个层面上，其意义只有内部成员才能理解；其三是个体层面，即人的个性，它是真正独特的部分，因为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思维是分毫不差的；个体层面为人们在文化框架内提供了多种行为选择。
〔11〕

 大脑程序既可以由基因遗传，也可以通过后天习得，但处于中层的文化基本上都是习得的，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主要围绕这个层面展开。

在霍夫斯泰德看来，文化是集体的思维程序，它把一个群体的成员或一类人与其他的人区分开来。文化有普遍性的和特殊性的价值，虽然不同文化对那些普遍性价值的认同度各不相同，但跨文化比较还是可能的。霍夫斯泰德选取了人类文化中五个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维度作为考察对象，同时依据各个国家对这些价值的接受程度划分它们的文化类型。罗克伊奇（Milton Rokeach）认为，价值是我们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以不同的方式运用于各种事物与情形的标准；理解价值帮助我们理解并预测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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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拉克洪提出，价值是一种明晰或隐含的观念，它彰显特定群体的个性以及它所希冀的东西，影响到特定群体对生活方式、手段和行为目的的选择。也有学者认为，价值是持久的信念，它表明某个群体对某种行为方式或生存状况的偏好。霍夫斯泰德基本赞同他们的见解，他把价值理解为“情愿选择某些状态的、广泛性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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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构成了文化的内核，决定每个成员的社会行为。
〔14〕



权势距离是霍夫斯泰德考察的第一个价值维度。权势距离概念来自荷兰社会心理学家毛克·穆德尔（Mauk Mulder）。穆德尔把权势界定为控制或指挥他人行为、使之服从的潜能。在他看来，权势距离体现同一个社会系统中某个较弱个体与某个较强个体之间权力不平等的程度。霍夫斯泰德借鉴穆氏的论断，从商务管理学的角度把权势距离界定为：“老板B和其下属S在某个等级系统中的权势距离等于B控制S行为的程度与S控制B行为程度之差。”霍夫斯泰德认为，B和S都接受并且得到社会环境支撑的权势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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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决定了人们倾向于维系何种程度的权势距离，或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或减少权势距离以达到社会系统的平衡。

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所有文化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在理想社会中，人人享有相同的权利，在平等的条件下相互交往。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年龄、生理构造、社会地位、财富、教育、职业和社会成就等多方面因素，人们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不同文化对人之间权力差异的合法性与公平性有不同的标准。有些文化倾向于认可大的权势距离，有些文化则更愿意接受较小的权势距离。霍夫斯泰德运用权势距离指数（PDI: power distance index）来评判各国的文化价值取向。奥地利、丹麦和新西兰等国文化的权势距离指数较低，属于典型的平等型国家，而马来西亚、巴拿马和菲律宾等国则属于典型的不平等型国家。在此我们不妨看一下霍夫斯泰德整理出的部分国家与地区的权势距离指数，对他的理论作更为直观的分析：

50个国家和三个地区的权势距离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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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泰德认为，从理论上讲，有三个关键性因素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某个文化的权势距离指数值，它们分别是地理纬度、人口数量和财富。地理纬度是最具预测力的因素。处于纬度较高、远离赤道的寒冷地区的文化往往会有较低的权势距离值，而热带或亚热带区域的文化常常会有较高的权势距离值。地理纬度与权势距离之间的联系是由人类生存的根本需求所决定的。居住在高纬度、气候较寒冷地区的人们为了生存必然要进行技术创造，为了促进人口的繁衍和社会的发展，他们更倾向于采取非传统的、富有进取性的思维方式；这些地区的文化在现代化、普及教育和权力的去中心化方面有更大的动力。相对而言，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的人们由于生存较为容易，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进取心较弱，更倾向于依赖传统。

人口数量是预测权势距离的另一个要素。人口众多的国家只有在权力较为集中、社会等级较为分明时才能有效地运转，人们更容易接受较大的权势距离；而人口较少的国家由于其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人们一般不愿意看到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形，这些国家的权势距离也相对较小。当然，人口与权势距离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人口数量可能是权势距离大小的原因，但同时也可能是它的结果。

与地理纬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财富是预测权势距离的第三个要素。霍夫斯泰德认为，财富的分布而非财富的数量更能说明问题。一个国家的财富分布越不均等其文化认可的权势距离就越大；那些现代化、民主化较为发达的国家财富分布比较均衡，权势距离则相对较小。从上面的论断可以看出，霍夫斯泰德比较重视自然因素，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教育的影响。

文化塑造的权势距离直接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在权势距离指数值较低文化中的人行为独立，尽力缩小社会差距，彼此平等相待，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其社会关系较为和谐，老人们不会得到特殊关照。生活于权力距离指数值较高文化中的人更多依赖他人，认可社会等级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上下级，强调权力的必要性，其社会关系较为紧张，老人们受到更多的尊敬。

不确定性规避是霍夫斯泰德考察的第二个维度。任何人在生活中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不同的文化成员对它们有不同的态度和应对措施。不确定性规避主要指人们在社会交际中避免暧昧或模棱两可的一般倾向。不确定性规避与风险规避是不一样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关系恰如焦虑（anxiety）与畏惧（fear）的关系。畏惧和风险都是具体的，而焦虑和不确定性则是无形、难以名状的。一旦不确定性以风险的形式来表示，它就不再是焦虑的根源；它或许成为畏惧的缘由，但也可能被看做一种常态——如驾驶汽车或从事危险的体育运动。有些文化接受较高的暧昧性，不把较为模糊的事物看作威胁，有些文化则宁愿看到清晰、有条理并且可预测的事物，采取各种方法消除暧昧因素。霍夫斯泰德用不确定性指数值来衡量各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新加坡、丹麦和瑞典等国属于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低的国家，其文化能够接受高度的暧昧性；希腊、葡萄牙和危地马拉等国属于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高的国家，其文化成员对明确性有较高的预期，难以容忍模棱两可的现象。因为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值较高的文化成员急于减少暧昧性，他们常常作出危险的举动——如在战斗中常常选择先发制人而非退而观望。不确定性规避和权势距离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相对而言，欧洲国家的对应性更明显。以下是部分国家与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值：

50个国家和三个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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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势距离维度相比，预测特定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的因素较难把握。财富、地理纬度和人口等因素并不直接影响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但历史和宗教的影响较为显著。历史上法律观念较强、司法体系较健全的国家大体上属于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值较高的国家，那些法律观念淡漠、司法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基本上属于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值较低的国家。此外，强有力的宗教组织也会起到降低社会不确定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何历史上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那些国家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值往往偏高，而中国以及汉文化圈里国家的指数值大多数偏低。

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左右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不确定性指数值较低的社会成员比较理性地看待人际关系，不寻求绝对的价值，宽容差异，不排外，接受非传统的思维和不确定性，不强调高度的集体认同，赞同个人的独立和自治。不确定性指数值较高的社会成员容易情绪化地处理人际交往，注重传统和绝对的价值，不易接受偏差，强调集体忠诚、法治的完备，对个人的力量缺乏信心。在两者的差异中较令人瞩目的是，指数值较高国家的人希望能够确切地定位生活，有不愿承担风险的倾向，而指数较低国家的人却乐于接受世界的变化，勇于迎接生活的挑战。

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定位是霍夫斯泰德考察的第三个维度。人皆是群居的、文化的动物，但不同的社会对集体的认同程度相差甚远，其表现形式也呈现出高度的多样性。部落、氏族、国家、民族、社群、俱乐部、协会和家庭等都是人类群居性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人们的自我定位以及他们与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不仅牵涉到如何一起生活的问题，而且涉及如何确立社会规范——文化的价值体系。它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教育、宗教和政治等社会机制的意义与功能的理解。在人的思维程序中，有关自我的概念占据着中心地位。一个文化是否属于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关键在于它是否为其成员提供了独立的或相互依赖的“自我理解”（self-constr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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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中国文化倾向于把个人理解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大家庭的一部分；而欧美文化更多地把个人解释为独立、自治的个体。霍夫斯泰德以个体主义指数值来衡量文化的价值取向。澳大利亚、荷兰和美国等国的个体主义指数值较高，属于典型的个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它们的社会成员信仰人的自助、自治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危地马拉、巴基斯坦和中国等国的指数值较低，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它们的社会成员重视集体忠诚、团队利益和互相之间的义务。以下是部分国家与地区的个体主义指数值：

50个国家与三个地区的个体主义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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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个体主义指数值的主要因素是财富（人均GDP）和地理纬度。较为富裕国家的文化一般有个体主义倾向，而较为贫困的国家的文化一般有集体主义倾向；经济越发达则个体主义倾向越大，两者的对应关系非常显著。因为贫穷社会的人民更多依赖群体的力量生存，相对富裕的社会的人民能够有较多的余力做自己的事。当然，一个社会的人文传统制约着它的价值取向，财富与个体主义之间的对应关系会受到影响。例如，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虽然较为富裕但却没有显示出较高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其主要原因就是其提倡仁爱的人文传统。除社会财富外，地理纬度同样对个体主义取向起到正面的作用。地理纬度较低、气候寒冷地区的文化大体呈现出较大的个体主义倾向，地理纬度较高、气候较为温暖地区的文化基本上表现出较多的集体主义倾向。此外，人口因素也会对文化价值观产生效应，人口多的社会倾向于选择集体主义，人口少的文化倾向于选择个体主义。

文化上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有其相应的社会后果。个体主义指数值低的社会成员从集体为重的角度处理人际关系，重视集体认同和社会和睦，情绪化地看待工作和社会制度的倾向，他们崇尚传统、尊重权威，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较少考虑个人的私隐与权利。个体主义指数值高的文化成员从个人为重的角度进行社会交往，推崇个人自由和社会竞争，他们理性地理解社会体制和人际关系，尊重个性和私隐，强调人的平等、自由和自治。霍夫斯泰德关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定位的论述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得到最为广泛的应用。哈里·特里安德斯（Harry Triandis）等学者清晰地概括出两种文化的价值定位：集体主义文化最重视的价值包括和谐、面子、孝顺、谦虚、节俭、财富的均等以及对他人需求的满足；个体主义文化最珍视的价值包括自由、诚实、社会承认、舒适、享乐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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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倾向是霍夫斯泰德考察的第四个维度。生命的两重性把人类自然地划分为男性与女性，男女之别以及他们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差异是各个文化中普遍存在，同时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之一。男女之间不仅有生物禀赋和生理功能上的差异，而且有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上的不同。虽然各个文化对男女社会角色的界定相差较大，近年来在女权主义的冲击下两种性别的社会地位日趋平等，但总体上看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倾向：男人应该负责经济来源和社会交往，女人负责照顾孩子和家庭。两性之间角色与权力的差异在各个国家中都有所表现，霍夫斯泰德用男性气质指数值的高低来评析各国文化在性别差异上的价值取向。日本、奥地利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指数值较高，属于男性气质比较显著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男女的社会差异十分清晰，性别歧视现象较为普遍。瑞典、挪威和荷兰等国的指数值较低，属于男性气质较弱的国家，它们的文化鼓励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的社会权利。下面是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男性气质指数：

50个国家与三个地区的男性气质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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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一种文化男性气质指数的因素有经济、人口和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但联系最紧密的是地理纬度。在较寒冷的地区，由于为了生存男女都需要掌握复杂的技术，接受较多的教育，因此两种性别的社会差异相对较小，极端不平等的现象根本难以得到维系。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气候较温暖的地区，由于生存比较容易，男女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大，女性较多屈从于男性。在炎热的地区，男女之间的相对地位又与寒冷地区相似，因为炎热的气候迫使男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里。

文化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倾向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男性气质指数值较低的文化成员不注重社会化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给予男女较为平等的机会和待遇，在处理人际矛盾时较愿意达成妥协，不推崇强者优先的原则，他们的宗教观念淡漠，对性的态度比较开明。男性气质指数值较高的文化成员重视社会中男女不同的角色，男性获得更多的关注、机遇与报酬，在解决冲突时不轻易让步，求胜欲较强，他们的宗教观念较为浓厚，对性的态度比较保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男性气质倾向与个体主义倾向虽然有联系但具有根本性的区别：男性气质是关于“自我”价值的提高（ego enhancement），与之相对应的女性气质倾向于表达相互关系的发展（relationship enhancement），即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体主义倾向体现个人身份，与之相对应的集体主义倾向是关于集体身份，即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长期与短期定位是霍夫斯泰德考察的第五个维度。1980年霍氏推出其经典之作《文化后果》时没有讨论这个维度。他坦率地承认，忽略它的原因是总体上看，跨文化交际研究者们，包括他本人在内，带有西方人的偏见。1991年，霍夫斯泰德出版《文化与组织》时在原有讨论的基础上加进了长期与短期定位维度。该维度的加入以及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得益于人类学家迈克·H·邦德（Michael H. Bond）的启发。
〔22〕

 邦德利用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之便请其华人同事总结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并且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中国价值调查问卷，组织人员在世界二十几个国家的大学生中作统计研究。霍夫斯泰德曾与邦德合作过，他把两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改造后运用到他的文化价值取向论之中，其最初的设想是加入一个东方的文化维度以淡化原有理论的欧化倾向。第五个维度主要围绕儒家思想展开，在某种意义上探讨的是孔子的文化价值观。许多学者把东亚五强国家或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济成功解释为儒家文化的优越性的体现。
〔23〕



霍夫斯泰德赞同梁漱溟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世俗的社会理论，其核心是关于建构和谐社会的原理。
〔24〕

 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下列四个原则之中：（1）社会稳定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之上；
〔25〕

 （2）家庭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原型；（3）以仁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勤学而努力工作，节制、耐心、审慎且锲而不舍。围绕这些儒家思想观，霍夫斯泰德运用长期定位指数值来评价特定文化的价值取向。长期定位是指“以未来回报为目标的道德培养，特别是对节制和刚毅的培养；而短期定位则是指对与过去和现在相联系的道德培养，尤其是对尊重传统和履行社会职责的培养。”
〔26〕

 它主要反映一个人如何在时间维度上定位生活与工作。
〔27〕

 中国、日本和韩国等长期定位指数值较高的国家，其文化倡导坚韧、节俭、谦卑和廉耻感；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加拿大等指数值较低的国家，其社会尊重传统，但把它当作时过境迁之物，在社会交往中注重人格的尊重与利益的满足，期待较快的回报。在思维方式上，前者惯用归纳与合成，后者偏爱推理与分析。下面是部分国家与地区的长期定位指数值：

20个国家与三个地区的长期定位指数值
〔28〕



[image: alt]


长期定位体现特定文化在时间维度上的价值倾向，它与前面四个维度一样也对文化成员的行为和规范有显著的影响。长期定位指数值较低的文化成员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平等观念，宽容差异，主张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分离，他们重视短期收益，认同法治，善于分析性思维。指数值较高的文化成员注重节俭、人际关系和社会教育，把勤俭、谦虚、忍耐和刚毅看作美德，他们重视长远效应，强调社会伦理，提倡和谐与人治，长于综合性思维。这个维度从其内涵上看与男性气质维度有部分的重合。
〔29〕



文化价值定位为人们如何得体、有效地进行社会交往制定了基本准则。
〔30〕

 霍夫斯泰德的理论主要关注国家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其目的是要探讨它们对待社会平等、知识的确切性、社会认同、性别差异和时间定位的总体态度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区别，为跨文化交际提供普遍性指导。与人类学家克拉克洪与斯特劳德贝克以及社会学家阿里克斯·英克里斯和心理学家大卫·莱文森的文化价值理论相比，霍氏理论的实证基础更为坚实。

霍氏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特定的文化成员在与其他文化共享一系列基本价值观的同时，都有它独特的思维程序和价值取向。正如他本人所言，进行文化比较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持某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然而，霍夫斯泰德并没有像激进的相对主义者那样孤立地考察特定的文化，以其自身的标准来评判它的价值取向，而是选取了各个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加以分析。他似乎表明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即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不在于文化之间不相交的空白地带，而在于每个文化对于人类普遍价值的不同取向；这些差异可以通过科学的、统一的标准加入分析和评价，是具有通约性的。由此可以看出，霍夫斯泰德的理论带有温和的普世主义文化观。

为了解释各个国家文化间差异的根本原因，他借鉴了英克里斯和莱文森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五个基本概念，即权势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男性气质和长期定位以及三个相关概念，即与个体主义相关的集体主义、与男性气质相关的女性气质及其与长期定位相关的短期定位。每个基本概念大体涉及三个变量：地理纬度、财富和人口，由基本概念衍生的命题、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各自与相关变量的因果联系构成了霍氏文化价值取向理论。

霍夫斯泰德提出的五个基本概念并不是都有高度的相关性。权势距离与不确定性规避存在正相关联系，但其范围仅限于欧洲，同时还受到传统的间接影响。个体主义与权势距离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但与男性气质的联系不甚明了。长期定位和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取向的联系比较密切。虽然霍氏没有明确作出判断，但从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男性气质与权势距离有较大的相关性。既然男性气质较强的文化认可社会等级，它无疑会导致较大的权势距离。

霍夫斯泰德的理论有几个重要的命题：（1）权势距离较大的文化认可社会等级；（2）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较少的文化容忍暧昧性；（3）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注重集体价值与身份；（4）男性气质社会中性歧视现象较为严重；（5）长期定位文化强调长远的收益。在对上述命题作出解释时，他毫无例外地提到了地理纬度的重要性，似乎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观点不谋而合。汤因比在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阐述了挑战与回应的文化发展图式，深入地探讨了人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不断努力、创造灿烂文化的历史进程。在他看来，沙漠、丛林、崎岖不平的地形以及土壤的贫乏等不利因素既对人类生存构成挑战，也为他们挖掘自身潜力、锐意进取和征服自然提供了机遇，同时为高度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31〕



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中，有关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论述引起最多的正面反响和一系列相关的研究。
〔32〕

 例如古迪康斯特、金荣渊和拉斯提格等学者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也积极地运用其命题与观点。另一方面，它也遭到了尖锐的批评。例如，有学者指出：“虽然通过‘集体主义’这个暗喻我们可以把研究目光聚焦于亚洲文化中的群体身份和关系模式，但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观察其他方面，即位于显性行为模式之下微妙的文化理智的机会。”
〔33〕

 言外之意就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二分法过于笼统，不能帮助人们准确地把握其他文化的实际特征。辛格里斯（T. M. Singelis）和特里安德斯（H. C. Triandis）等学者就在霍夫斯泰德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更精致的纵向和横向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概念。横向个体主义是一种珍视自我独立和相互平等的文化定位；纵向个体主义是指重视个人自治的价值观，但接受现实中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的文化取向。美国和法国属于纵向个体主义文化，而瑞典和奥地利等国表现出更多的横向个体主义倾向。横向集体主义是一种把自我看作群体中与他人平等的成员、强调相互依赖的文化定位；纵向集体主义重视集体认同，但不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强调下层人员的服务与牺牲精神。中国属于有代表性的横向集体主义文化，而日本、印度和希腊等国则属于纵向集体主义。
〔34〕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受到最严厉的批评莫过于实证基础的片面性。他的理论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但其样本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的雇员，它的代表性自然有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对文化范畴是否可以用线性、相互排斥的概念表达并且转变为数字进行量化表示疑问。
〔35〕



上述批评反映了霍夫斯泰德理论的某些不足。为了理论的简洁和验证上的可操作性，霍氏选择了他认为最具普遍性和最重要的文化维度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其理论自然有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其他理论因研究者视角和旨趣上的局限性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克拉克洪和斯特劳德贝克的文化价值定位研究选择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间观念、人性、行为观念以及人际关系作为分析的基本层面，相对而言忽略了更多的文化细节。评价一个理论的关键在于它是否对其探讨的现象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立足于实证研究之上，较好地揭示了各国文化的主流价值，因而得到广泛的运用。但该理论在逻辑上有不严密之处。霍氏所讨论的权势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和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等五个文化维度，各自形成较为独立的单元。他对每个文化维度运作机制作的论述比较严谨，但对五个维度之间因果联系的阐释就显得远远不足。例如，霍夫斯泰德阐明了权势距离与不确定性规避以及个体主义之间的联系，但没有说明个体主义与男性气质以及长期定位与其他文化维度的互动关系。文化价值定位论的基本假设是特定文化群体具有独特的思维程序。众所周知，认知心理学中的认知图式论、认知程序论和认知结构论等早就揭示了人类思维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霍夫斯泰德侧重分析每个文化维度内部的逻辑关系，但并没有梳理各个维度之间的因果联系，显然与其理论的基本假设有矛盾。他自己也坦言，文化价值取向论是探索性研究，它并未建构出完备的理论，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
〔36〕

 霍夫斯泰德的理论涉及多个文化维度，十分复杂，不仅在各个维度间的因果联系上，而且在每个维度的发展规律上都有很多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就单个维度的深层研究而言，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第三节　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UM）

古迪康斯特是一位建树颇丰的学者，他所创立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被公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的经典理论之一。他曾经就学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从该校获得社会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古迪康斯特在美国海军驻日本横滨基地里担任跨文化关系专家。他在日本度过三年时光，并于其间开始对跨文化交际学发生兴趣和作研究。自古迪康斯特投身跨文化交际研究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建构人际与群体间交际的有效性的理论，用以解释文化差异的影响。在其众多成果之中，AUM理论的贡献最为突出。

古氏的AUM理论建立在伯尔格（C. R. Berger）和卡拉布里斯（R. Calabrese）推出的不确定性消解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之上。两位学者于1975年率先提出由七个定理（axiom）和21个原理（theorem）构成的理论。古迪康斯特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检验和改造，于1988年发表了不确定性和焦虑理论。
〔37〕

 随后，他不断完善原有理论，并且在1995年首次把其理论命名为AUM理论。
〔38〕

 AUM理论主要探讨如何调节焦虑，消除不确定性，进而能够有效地交际的问题。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人们首先需要有一种安全感；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影响着交际的进展，对交际的有效性起着关键的作用。

古迪康斯特的AUM理论大体上包含五个基本的概念：（1）陌生人（stranger）；（2）不确定性（uncertainty）；（3）焦虑（anxiety）；（4）有效交际（effective communication）；（5）留意（mindfulness）。陌生人概念来自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 Simmel），他把陌生人界定为让交际者感到既靠近却又疏远的人，即在物理空间上有邻近感，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有疏远感的人。
〔39〕

 伍德（M. M. Wood）和苏尔茨（A. Schuetz）作了较为宽泛的定义。伍德认为，“陌生人是与某个特定群体第一次面对面接触的人”；苏尔茨认为，陌生人意味着“一个试图让他／她所接近的群体永久接纳或至少暂时为其所宽容的成年人”。
〔40〕

 古迪康斯特的理解最为宽泛，在他看来，陌生人是属于其他群体的、与我们不相同的人。
〔41〕



陌生人概念构成了AUM理论的起点，其第二个基本概念是不确定性。古迪康斯特认为，文化能够帮助人们预测他人行为，当陌生人置身于异乡的文化时自然无法预判周围人的意向，总要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属于认知现象，它是指陌生人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不知如何是好的心理状态。
〔42〕

 不确定性可以分为预测性不确定性和解释性不确定性，也可以分为认知性不确定性和行为上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存在于任何人际关系之中，但在跨文化关系中显得更为突出。
〔43〕

 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当它超过最高限度时，人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交际；但当它低于最低限度时，交际往往陷于单调与乏味。较为理想的情形是，不确定性介于最高与最低极限之间，可预测性与新奇性形成动态平衡，一道促进交际的顺利完成。

AUM第三个基本概念是焦虑。焦虑属于情感现象，同样是跨文化交际中最普遍的问题之一。它指因不安、紧张、担心或惊恐而引起的“一般化的、难以名状的失衡感”，亦即不安全感。出现焦虑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交际者之间存在不可预测性和不信任感。人们对焦虑的承受同样有最大和最小限度。当焦虑过大时，交际者会因过于紧张，无法把注意力放在交际上，倾向于采取回避的态度；当焦虑过小时，交际者会失去好奇心，交际本身因此而失去活力。适当的焦虑有利于文化调整的展开和交际效果的改善。

AUM理论的第四个基本概念是有效交际。交际涉及信息的交换和意义的建构。大多数人按照自己的思路作判断，进行交际，但他们的判断不一定准确。有效交际是指人们在解读信息时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对方要传达的意义，即能够最大限度减少误解的交际。误读的发生往往在无意之中，如果要对它加以纠正，交际者必须留意错误的存在以及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性。

留意是AUM理论的第五个基本概念。人们交际时，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并不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尤其是非言语的行为。处理信息过程中，他们有时集中注意力，有时则漫不经心。当交际者察觉到自己的行为时，他在某种程度上就变得留意了。留意涉及三种思维状态：（1）新范畴的创立；（2）对新信息的开放；（3）非单一性视角的意识。进入留意状态，交际者能够看到更多、更细微的差异，不会像粗心的人那样，总是以己之心揣度他人，以老的眼光看待变化的事物。

古迪康斯特提出了五个基本概念后开始建构他的AUM理论。在演绎理论命题之前，古迪康斯特提出六个前提假设：





（1）人际和群体间的因素都对跨文化交际产生影响。

（2）不同场合中我们所使用的种种身份使我们对交际的性质做出不同的判断。

（3）交际中至少有一个人属于陌生人。

（4）交际中，人们一般不太注意自己的行为，留意时更多关注结果而非过程。

（5）交际双方没有充分的主体间的相互理解（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难以避免误解。

（6）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和情感上的焦虑直接影响交际效果，其他变量影响着不确定性和焦虑。





古迪康斯特认为，理论由变量、定理和原理组成，有其适用的范围、分析的层次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文化本身可以被当作一个变量。定理是直接说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命题；原理是定理的逻辑组合。AUM理论讨论的变量是包括不确定性、焦虑、自我与自我概念（self and self-concept）、动机（motivation）、对陌生人的反应（responses to strangers）、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s）、情境性过程（situational processes）、与陌生人的联系（connections to strangers）以及留意（mindfulness）。其中，不确定性和焦虑是核心变量和影响交际有效性的最根本的原因，它们之间不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通过其他七个中介变量——影响交际的表面原因产生联系，最终决定交际的效果。

自我概念是我们对自己的界定——我与他人的相似和差异。它涉及个人的自我认同、社会身份和自尊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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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方面与五个基本变量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六个定理：





（1）社会身份对交际过程影响的增加会使我们控制不确定性和焦虑的能力得到加强，提高我们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自信心，条件是陌生人被认为是另一个群体的典型代表。

（2）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人认同对交际过程影响的增加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

（3）我们越多运用独立的自我观念（self construals）与陌生人交际就会更多依靠个人信息来减少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越多运用相互依赖的自我观念来交际，就会更多地依靠基于群体的信息来减少不确定性。

（4）当我们多依赖群体获得自尊时，交际中就会有更多的焦虑，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随之下降。

（5）自尊的提升使我们控制焦虑的能力有所提高。

（6）越羞怯，控制焦虑的能力就越差，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将随之减弱。





以上六个定理主要表达下列两个观点：其一，人的个体及社会身份与不确定性及焦虑的控制有正相关的联系；其二，自尊的增强有助于自我控制能力的提高，羞怯的增加则会削弱这种能力。

与不确定性和焦虑直接发生联系的第二个变量是动机。人类某些基本的需求促使我们与他人交往。这些需求可以分为生理性的和社会性的两大类，其中社会需求只有在与他人交往中才能显现和满足。托马斯（W. I. Thomas）曾提出需求复合体之说，他认为人有四种基本需求，即安全、情感、社会认知和新经验。马斯洛（A. H. Maslow）曾提出生理需求、归属需求、尊严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阶段论”，主张越是前面的需求越是基础需求，只有基础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能出现较高层次的需求。随着人自身以及社会的发展，人类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在特定的情形中，某些需求被放大，特定的对象因而被选为目标。所谓“动机就是有目标指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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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古迪康斯特的观点，对于AUM理论而言有四种需求至关重要，它们是：（1）可预测感（a sense of predictability）；（2）群体包容感（a sense of group inclusion）；（3）避免或化解焦虑（to avoid or to diffuse anxiety）；（4）维持自我概念（to sustain self-concept）。在交际过程中，只有当交际双方感到彼此可靠、行为可测时，他们的自我概念才会得到确认，相互之间才能有包容感。一般而言，人们依据各自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来理解对方，交际活动常常不能顺利地进行。为了实现有效的交际，他们需要在趋同与差异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双方既感到身份安全，又有兴趣作更深入的交往。上述五个有目标指向的需求，即动机与不确定性和焦虑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五个定理：





（7）群体包容感需求的增加将导致焦虑的增加。

（8）维持自我概念需求的增加将使焦虑加大。

（9）陌生人对自我概念肯定的增加会减少焦虑。

（10）陌生人可预测性的上升会减少焦虑。

（11）个人与社会身份安全感的提高将减少焦虑，增强自信心。





这五个定理主要说明动机与焦虑的关系，其观点可以概括为：可预测性、群体包容感和自我概念维持等需求得到正面回应时，交际者的焦虑就会缓解。

对陌生人的反应是与不确定性和焦虑发生联系的第三个变量。我们以何种方式对陌生人作出反应影响到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增减。大体上看，交际者对对方的反应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认知的、情感的和行为的。在认知反应方面，如果我们简单化地处理信息就不容易准确地预测陌生人的行为；相反，倘若我们能够多元化处理信息就能较好地把握对方的意图，减少不确定性；在认知过程中，灵活的态度和不断的自我监督同样有助于我们判断陌生人的行为，消除焦虑。在情感方面，仅仅从自身的角度给予对方以同情并不能导致真正的理解。假如我们能够容忍对方的暧昧，进入移情状态就可以较好地理解，减少焦虑，进而更有效地交际。移情是指站到对方的立场来看世界，以对方的情感来待人接物，类似于孔子所说的“己欲达，先达人”。在行为方面，如果我们和陌生人都能相互谦让，积极看待对方的调整，做到和而不同，双方的共识就会增加，交际便能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者在上述三个方面对陌生人的反应和不确定性与焦虑的逻辑关系形成了七个定理：





（12）多元化处理信息能力的提高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预测陌生人的行为。

（13）越僵硬地对待陌生人就会有越多的焦虑。

（14）更多的自我监控有助于增加我们预测对方行为的自信心；越关注行为的得体与否就会有越多的焦虑。

（15）越能容忍对方的暧昧我们就越能处理好焦虑问题，也越能准确地预测陌生人的行为。

（16）移情能力的增加使我们能更准确地预判陌生人的行为。

（17）陌生人对我们越谦让，我们的焦虑感就越小，预测他们行为的自信心就越大。

（18）调整能力越强，处理焦虑的能力就越强，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自信心就越高。





以上七个定理主要表达这样的观点：多元化处理信息的能力、移情能力、调整能力以及灵活与积极的交际态度有利于消除焦虑，更有效地交际。

社会分类是与不确定性和焦虑构成因果联系的第四个变量。社会分类是指我们通过理性的方式划分人群，使社会环境条理化的过程。这个概念类似于社会认同，它使混乱的世界变得井井有条，使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与属性，觉察到“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差异。当我们漫不经心地交际时，往往只注意到差异，但当我们留心交际时就会发现双方的相似之处，以及更多深刻或细微的差异。交际双方的共识自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偏见的消除。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充分地了解陌生人的社会认同，给予他们以正面的期待，不只依赖外表作判断，把差异化作深入交往的动力，就能较好地甄别出他们在特定场合中的身份定位，减少焦虑与不确定性。以下是AUM理论中七个与社会分类相关的定理：





（19）对我们自己与陌生人之间差异与共同点理解的增加将使处理焦虑和预测能力得到提高。

（20）交际双方个人的相似之处增加时，我们处理焦虑以及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就会得到加强，条件是只有当陌生人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时，对群体差异的理解才显得至关重要。

（21）准确划分陌生人社会类别能力的提高有助于预测能力的提高。

（22）越多从群体成员的角度理解陌生人的行为，处理焦虑的能力就越低，也越不能准确地判断他们的行为。

（23）我们越是能够认识到陌生人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处理焦虑的能力就越高，也越能准确地预测陌生人的行为。

（24）越是正面地看待陌生人的行为，我们在交际中体验到的焦虑就越少，预测对方的自信心就越强。

（25）越是意识到陌生人对正面期待的违背或对负面期待的肯定，我们就会有越多的焦虑，预测他们行为的自信心就越小。





以上七个定理主要表达下列观点：更多地理解双方的差异与共同点、认清对方社会身份，灵活、正面地理解陌生人的行为，努力增加共识，焦虑与不确定性就会减少，跨文化交际就更为有效。

情境过程是AUM理论中影响焦虑和不确定性的第五个变量。所谓情境过程实际上是指各种具体的交际情形或语境，交际者对它作出不同的反应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在交际过程中，我们使用众多的脚本（scripts）——个人所预期的、前后统一连贯的事件序列（a coherent sequence of events）。更明确地说，它是交际者心中已经定型且得到同一文化成员认可的、关于交际过程条理化的安排。例如，交际中谁应该先说话、一方说话时另一方是否可以随时打断或只能倾听等。它告诉人们如何在不同的场合按既定的程序进行交际，帮助人们预测对方的行为，减少心理上的焦虑。交际脚本通过实践而获得，心智正常的人可以有数千种脚本，游刃有余地与他人交往。在与陌生人交际中，人们倾向于运用简化、单一的脚本，但对方不一定能够理解其意图，因为双方的视角往往并不一致。碰到这种情形，适当使用寻求信息和自我调整等脚本有助于交际的顺利进展。随着交际的深入，复杂、多元化的脚本，即让交际双方都能接受和理解的程序安排就会逐步形成，跨越交际障碍的能力就能得到提高。除了构建多元化的脚本，营造积极、友好、宽松的氛围以及合作性的相互关系也对成功的交际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跨文化交际中的各种具体情形与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因果联系构成了五个定理：





（26）更多运用复杂、多元化的脚本将减少焦虑，提高我们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

（27）交际场合比较轻松，焦虑就会减少，推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将有所提高。

（28）交际双方的目标越有协调性，焦虑就会越少，预判陌生人行为的信心就会越强。

（29）交际中规范性与制度性的支持越多，焦虑就会越少，预测陌生人行为的信心就会越大。

（30）群体内部成员（ingroup members）在场人数增加后，与陌生人交际的焦虑将有所减少。





以上五个定理主要揭示如下交际原则：交际者应该尽量运用多元化的思维来进行交际，努力求同存异，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来应对不同的交际场合。

与陌生人的关系是AUM理论中与焦虑和不确定性有逻辑关系的第六个变量。我们同陌生人建立何种关系影响到焦虑与不确定性的多少。交际双方的相似性固然是和睦关系的基础，但相互间的差异也可以转化为联结的纽带。实践证明，我们从与我们不同的人那里比从与我们相似的人那里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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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陌生人建立相互依赖和建设性的关系要求我们开放自我、尊重他人、以平等的精神交际。如果交际双方有着友善、亲密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焦虑和不确定性就会减少，交际就能较为顺畅地进行下去。与陌生人的关系和焦虑及不确定性的因果联系形成了七个定理：





（31）对陌生人吸引力的增加将减少焦虑，提高我们预测他们的行为的自信心。

（32）越能在道德上包容陌生人，处理焦虑的能力就越高。

（33）越能尊重陌生人，处理焦虑的能力就越强，预测他们行为的准确性就越高。

（34）与陌生人接触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将减少焦虑，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预测他们的行为。

（35）与陌生人相互依赖关系的增强将减少焦虑，使我们能够更自信地预测他们的行为。

（36）与陌生人亲密程度的增加将减少焦虑，使我们预测他们行为的自信心增强。

（37）与陌生人共享网络的增加将减少焦虑，提高我们预测其行为的自信心。





上述七个定理主要表明这样的观点：在交际中，如果我们能够与陌生人建立起相互宽容、相互尊重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不断扩展双方共享的领域，就能打消隔阂，去除误解与焦虑。

留意是与焦虑及不确定性有密切联系的第七个变量。在与陌生人的交往中，信息的收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只有细心观察，并且以开放、不拘泥于陈规陋俗的姿态进行交际，我们才能获得所需信息，理解陌生人。为了能够准确理解陌生人的行为，我们首先要站在他们的视角，看看他们是如何解读信息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交际中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其次，我们要了解陌生人的文化背景，学习他们的语言，努力消除偏见与成见。当我们较好地理解对方，适当控制焦虑时，就能专心解读信息，有效地进行交际。留意与焦虑及不确定性对交际效果的影响构成了下面10个定理：





（38）收集所需信息能力的提高将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预测陌生人的行为。

（39）对陌生人的行为进行描述能力的提高将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他们的行为，条件是我们必须留意交际过程，焦虑和不确定性被控制在最小和最大限度之内。

（40）对陌生人所属群体背景知识的增加将提高我们处理焦虑的能力以及预测他们行为的能力，条件是我们必须处于留意的状态。

（41）有关陌生人语言的知识增加时，我们处理焦虑的能力就会提高，也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他们的行为。

（42）我们越是能够以开放的姿态了解有关陌生人的新信息，就越能准确地预测他们的行为，条件是焦虑和不确定性被控制在最小和最大限度之内。

（43）在同样条件下，把陌生人放在新的范畴中加以理解或辨别陌生人与其他群体成员之间差别能力的提高，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他们的行为。

（44）在同样条件下，越能意识到陌生人解读信息以及传递信息所采用的视角，我们的判断能力就越强。

（45）焦虑越超出最小和最大界限，我们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就会越小。

（46）对陌生人抱有负面预期时，我们越是保持留意状态就越有能力处理焦虑，越能准确地判断他们的行为。

（47）处理焦虑以及预测陌生人行为能力的提高将使交际更为有效，条件是我们必须时刻留意；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低于最小限度时，交际的效果不会得到改善，而当它们高于最高限度时，交际的有效性将会降低。





上述10个定理主要表达下列观点：交际效果的好坏取决于交际者能否留意收集信息、了解陌生人的语言、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以新的视角和积极认真的态度进行交际；取决于交际者能否把焦虑和不确定性控制在可承受或调节的范围以内。

以上10个定理和前面的37个一起阐明了具体的交际原则。古迪康斯特认为，后面10个定理对于交际的有效性最为关键。换句话说，留心处处是学问，交际者是否留意直接关系到交际效果的好坏。一般而言，理论不仅有其基本概念、变量和定理还应包括由定理组合而成的原理。古氏没有详细阐述其AUM理论的原理，在他看来不是所有定理都可以组合在一起形成原理，有些定理相结合构成原理时会有“排中谬误”（fallacy of the excluded middle）。例如定理A与C联系、定理B与C联系，但不能就此推断定理A与B有联系，因为定理A很可能通过另一个中介定理D与B发生联系。言外之意就是原理的产生还要依据广泛的实证研究，有待深入论证。

至此，AUM理论似乎已经完成，但古迪康斯特认为，上述理论只适用于美国，即族群间或群体间的交际，如果把它运用到跨文化领域，还要加入文化变异（cultural variability）变量。因为焦虑和不确定性虽然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之中，但不同的文化成员对它们有不同的界定。在建构适用于跨文化领域的AUM理论时，古迪康斯特借鉴了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概念，把霍氏分离出来的四个文化维度，即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势距离以及男性与女性气质，作为文化变异的维度进行考察。古迪康斯特没有重新创建另一个理论，而是把原有AUM理论中的七个基本概念与文化变异维度中的四个新概念整合在一起，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直接在前面阐述的47个定理的基础上概括出47个新的定理。

总体上看，适用于跨文化领域的AUM理论比其母本多了一个基本变量——文化变异性以及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和权势距离等四个子变量。需要强调的是，原有的AUM理论定理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因果关系，但加入文化变异变量后的理论定理只具有陈述上的联系，因为古迪康斯特抱有这样的观点：文化因素间的因果关系是无法验证的。实际上，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化研究者早就阐明过文化研究的非实证性和解释性。然而，文化研究的解释性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科学性，这一领域研究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方法上，即资料收集应具有客观性与统一性，理论的解释应具有系统性、普遍性和开放性。古迪康斯特虽然不要求跨文化AUM理论的定理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基本上延续了前面的方法。他把文化变异理解为“平均差异”（mean difference），即各个文化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以及权势距离等文化价值取向上的总体差异。这既避免了对各国文化作简单化、非此即彼的分类，也使相关定理可以在文化层面上得到实证检验。

在加入文化变异维度的AUM理论中，自我与自我概念主要受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变量的影响，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六个定理：





（1）在与陌生人交际时，集体主义倾向增加，社会认同对行为的影响随之增加。

（2）与陌生人交往时，个体主义倾向增加，个人认同对行为的影响随之增加。

（3）个体主义倾向增加时，交际中我们将运用更多独立的自我概念指导行为；集体主义倾向增加时，我们在交际中将更多运用相互依赖的自我概念指导行为。

（4）集体主义倾向增加时，我们会更多依靠群体内部成员来赢得自尊。

（5）个体主义倾向增加时，自尊对于我们交际行为的影响随之增加。

（6）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交际中的羞怯感随之增加。





动机同样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变量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五个定理：





（7）与陌生人交际时，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对群体包容感的需求随之增加。

（8）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维持相互依赖的自我观念的需要将会增加；个体主义倾向增加后，维持独立的自我观念的需要将会增加。

（9）个体主义倾向加强时，陌生人确认自我概念的倾向随之加强。

（10）个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将更多使用基于个人的信息来预测陌生人的行为；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将更多使用基于群体的信息来判断陌生人的行为。

（11）个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的个人认同感将加强；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的集体认同感将加强。





对陌生人的反应主要和权势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以及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变量相互联系，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七个定理：





（12）权势距离的增加会导致多元化处理信息能力的下降。

（13）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加强将使我们更多地以僵硬的态度对待陌生人。

（14）个体主义倾向的增加将导致自我监控的增加；集体主义倾向的增加将使我们更关注行为的社会得体性。

（15）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加强后，我们对陌生人暧昧的宽容度将会降低。

（16）集体主义倾向增强后，我们的移情能力将有所削弱。

（17）集体主义倾向增强后，我们对陌生人行为的谦让程度将有所提高。

（18）集体主义倾向的加强将使我们交际的调整能力得到提高。





社会分类主要同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以及不确定性规避变量发生联系，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七个定理：





（19）集体主义倾向的增加将使我们对群体内部的成员与陌生人之间差异的理解有所提高。

（20）个体主义倾向的加强将使我们对群体内部的成员与陌生人之间相似性的感知得到加强。

（21）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将能够更好地划分谁是自我、谁是陌生人。

（22）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将在更大程度上把陌生人的行为归结为他们的群体认同。

（23）个体主义倾向增加后，我们对陌生人所属群体文化变异的感知将有所减少。

（24）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加强将使我们对陌生人行为的正面期待有所减少。

（25）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增加后，我们对陌生人违反正面期待和肯定负面期待的意识将会增强。





情境过程主要和不确定性规避、权势距离以及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变量产生联系，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五个定理：





（26）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增加后，我们与陌生人交际时使用的脚本的复杂性将会增加。

（27）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增加时，交际场合的非正式性将有所下降。

（28）权势距离加大后，我们与陌生人在目标上的协同关系将有所削弱。

（29）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增加时，我们较少能够得到规范性与制度性的支持。

（30）集体主义倾向增加后，交际场合中群体内部成员的比例将有所上升。





与陌生人的联系主要受不确定性规避、个体主义以及女性气质变量的影响，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七个定理：





（31）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上升后，我们对陌生人的吸引力随之下降。

（32）个体主义倾向加强后，对陌生人的包容度将有所提高。

（33）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加大后，对陌生人的尊重会有所减少。

（34）个体主义倾向增强后，与陌生人交际的数量和质量都将有所上升。

（35）女性气质增加后，与陌生人的相互依赖性将有所加强。

（36）个体主义倾向上升后，我们所感受的与陌生人之间的亲密程度将有所提高。

（37）个体主义倾向上升后，我们与陌生人共享的网络资源将有所增加。





焦虑、不确定性、留意以及有效交际主要受文化变异性层面中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以及不确定性规避因素的影响，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了应用于跨文化领域AUM理论的最后10个定理：





（38）集体主义倾向的增加将使我们收集所需信息的能力得到提高。

（39）个体主义倾向的上升将使我们说明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得到增强。

（40）个体主义倾向上升时，我们对陌生人背景知识的理解力将有所提高，条件是交际者处于留意状态。

（41）集体主义倾向增加时，我们对陌生人语言的了解将有所增加。

（42）个体主义倾向的上升将使我们更为开放地看待陌生人的行为。

（43）个体主义倾向上升时，我们更能把陌生人放到新的范畴中加以理解（或更能认识到陌生人与其所属群体其他成员的差异）。

（44）个体主义倾向增加时，我们会更多意识到陌生人解读信息的视角。

（45）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上升后，焦虑随之增加。

（46）个体主义倾向的增加将使我们在对陌生人抱有负面期待时更能留意他们的行为。

（47）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上升时，处理焦虑的能力随之下降；个体主义倾向上升时，我们判断和解释陌生人行为的准确性将有所提高，条件是交际者处于留意状态。





古迪康斯特的AUM理论主要探讨焦虑与不确定性处理和跨文化交际效果问题。人们在与其他文化成员交际时难免会有焦虑和种种不确定性因素，因为他们无法依赖自己早已习以为常的文化背景来解读对方的信息。古氏AUM理论中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与其他学者讨论的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有共同之处。文化休克是指在异文化中体验到的不同程度的心理恐慌与危机感，它大体涉及六个方面：（1）由于心理调节困难引起的紧张感；（2）失去朋友、家人、社会地位等的失落感；（3）被排斥感和对他人的排斥；（4）价值、信仰和角色预期的混乱感；（5）由差异而引起的焦虑、厌恶和惊讶感；（6）对新环境中的事物、人与工作的无能为力感。
〔47〕

 有学者直接指出，文化休克就是一种因失去社会交际中共有的符号和象征而产生的焦虑；人们在学习新的语言与文化时都将或多或少地经历社会不确定性或不满。
〔48〕

 揭示焦虑与不确定性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提出针对性措施有着重要的意义。

AUM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交际一方总是以“陌生人”的角色出现，交际的有效性关键取决于交际者对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处理。这种视角把跨文化心理因素放在首要位置，突出了交际者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的作用。从心理层面看，焦虑与不确定性的确对跨文化交际有效性有关键性影响，因为当它们超过一定界限时交际者会回避交际。
〔49〕

 然而，从跨文化交际整个过程来看，情况却未必如此。有学者指出，语言能力以及语言上的自信心对跨文化交际效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50〕

 AUM理论中焦虑、不确定性、自我与自我概念、动机、对陌生人的反应、社会分类、情境过程、与陌生人的关系、留意以及文化变异性10个变量与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构成了两个层次的因果联系：焦虑与不确定性和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构成直接、根本的因果联系，而其他八个变量和焦虑与不确定性之间的互动与跨文化交际有效性构成间接的逻辑联系。

AUM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跨文化交际能够展开的前提是焦虑和不确定性必须处于最低和最高两个临界点之间，交际效果的好坏取决于交际者减少误解的能力；当焦虑过高时，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将下降，当不确定性过高时，我们难以获得足够的自信心来判断对方行为或解释其态度。
〔51〕

 虽然古氏自己认为加入文化变异性的AUM理论中各个变量之间仅仅存在陈述上的联系，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论述推断出他的主要观点：第一，个体主义取向的文化成员倾向于以独立的个人身份进行交际，能够积极对待陌生人，留意他们的视角，包容他们的行为；而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成员更多以集体的身份与陌生人交往，容易对陌生人产生负面期待，难以站到对方的立场进行交际；前者强调自我概念的确认，注意个体差异和自我调整，后者重视群体内部的一致性以及与陌生人之间的区别和社交礼仪。第二，权势距离的加大、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上升都不利于交际的展开；权势距离的增加疏远了陌生人，使交际双方难以在目标上协同一致，处于地位较高的一方更易简单化处理信息；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上升使我们不易容忍暧昧，焦虑加大；女性气质的增加使交际双方易于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有助于交际效果的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古氏的一个论断让人有些费解。他提出：集体主义倾向上升后，我们对陌生人语言的了解将会增加，例如对他们的方言、行话和俚语。文化取向与语言知识似乎没有必然的正相关联系。增加语言知识的主要途径无疑是学习，而学习效果的好坏涉及动机、兴趣、环境和方法等因素。在外语学习中，文化间的相似性自然也是促进外语学习的因素，但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却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外语知识。古迪康斯特或许是想表明，集体主义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其成员强调语境在交际中的重要性，在各种交际场合都有较为固定的话语模式，他们更善于识别群体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在不同交际场合中的话语差异。

1998年古迪康斯特对AUM理论进行拓展，探讨陌生人在新的文化中作跨文化调整的原因与相应的能力。
〔52〕

 但该理论主要针对跨文化调整的培训，没有提出新的观点或命题。2005年，他意识到仅仅在AUM理论中加入文化变异的变量是不够的，他需要解释文化差异对跨文化调整过程的影响。
〔53〕

 下面我们对古迪康斯特2005年更新的理论作简要介绍。该理论同样以陌生人为核心概念，着重解释旅居者（sojourners）如何管理焦虑与不确定性、适应当地文化的问题。AUM理论从自我概念（self-concept）、互动的动机（motivation to interact）、对东道主的回应（reactions to hosts）、东道主的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 of hosts）、情境过程（situational processes）、与东道主的联系（connections with hosts）、伦理方面的互动（ethical interactions）以及东道国文化条件（conditions in host culture）八个方面来论述陌生人的跨文化调整过程与结果。

围绕自我概念，古迪康斯特提出六个命题：





（1）当交际者感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安全、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并且觉得对方的特征与其文化相吻合，不太留意时，他越是以文化身份为向导进行交际，就越有自信预测对方的行为，感受的焦虑也越少。

（2）当交际者感到个人身份安全、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整的范围内，并且不太留意时，他越是以个人身份为导向进行交际，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就越低，感受的焦虑也越多。

（3）在同样的条件下，自尊心的提高将使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感受较少的焦虑。

（4）在同样的条件下，集体自尊的提高能够使交际者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减少焦虑。

（5）在同样条件下，交际者文化身份受到的威胁加大，他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就会降低，感受到的焦虑也会增多。

（6）当交际者不留意时，其文化身份受到的威胁增加后，他们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会降低，感受到的焦虑也会增多。





围绕互动动机，古迪康斯特提出四个命题：





（7）当交际者不留意时，他越是需要得到包容，感受到的焦虑越多。

（8）在同样情形下，交际者维护自我概念的需求增加时，他所感受到的焦虑也会增加。

（9）当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整的范围内，并且交际者不太留意时，对方对其自我身份确认的增加，将使他的焦虑有所减少。

（10）在同样情形下，交际者自信心的上升，将使其焦虑有所减少；焦虑的减少使他能够更自信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围绕对东道国成员的回应，古迪康斯特提出六个命题：





（11）当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整范围内，并且交际者不太留意时，处理复杂信息能力的提高将使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感受较少的焦虑。

（12）在同样情形下，交际者对待东道国成员的态度越僵硬，他感受的焦虑将有所增加，预测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13）在同样情形下，交际者越是以不确定性为定位，他就越能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14）在同样的情形下，交际者越是能够容忍暧昧，所感受的焦虑就越少。

（15）当交际者尊重东道国成员，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内时，移情能力的提高将使他减少焦虑，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16）当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整的范围内，并且交际者不太留意时，调整能力提高后，焦虑将有所减少，预测对方行为的自信心会有所上升。





围绕东道国成员的社会分类，古迪康斯特提出七个命题：





（17）当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整范围内，并且交际者不太留意时，交际者掌握的有关东道国的文化知识有所增加时，其焦虑会随之减少，预测对方行为的准确性将有所提高。

（18）同样情况下，交际者越是觉得东道国文化与自己的文化相似，所感受到的焦虑就越少，也越有自信预测对方的行为；如果交际双方的文化愈接近，他们就越能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19）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越是觉得对方与自己相似，所感受到的焦虑就越少，也越能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20）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划分东道国成员类型能力的提高将使他们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行为。

（21）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觉察到东道国成员与自己的差异增加后，所感受的焦虑将会减少，也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22）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对东道国成员正面预期的增加将使他们的焦虑有所减少，也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23）当交际者比较留意，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之内时，他越是能够搁置自己负面的预期，所感受到的焦虑就越少，也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围绕情境过程，古迪康斯特提出三个命题：





（24）当交际者比较留意，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内时，他与对方合作的增加能够减少焦虑，提高预测对方行为的自信心。

（25）在同样条件下，交际者所属群体成员比例的增加将使他的焦虑有所减少。

（26）当交际者不留意时，他如果觉得自己与东道国成员之间的权力差距加大了，所感受的焦虑就会增加。





围绕与东道国成员之间的联系，古迪康斯特提出六个命题：





（27）当交际者比较留意，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之内，交际者对东道国成员的吸引力增加后，他感受的焦虑将有所减少，也能够更自信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28）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与东道国成员接触质量的提高将减少他的焦虑，使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29）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与东道国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的增加将减少他的焦虑，使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30）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与东道国成员之间亲密程度的增加将减少他的焦虑，使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31）在同样情况下，交际者与东道国成员共享网络的增加将减少他的焦虑，使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32）当社会支持不仅仅局限于同一个文化的成员，焦虑处于可以调节范围之内，并且交际者不留意之时，他所得到的东道国社会扶持的增加将减少他的焦虑。





围绕与东道国成员的伦理方面的互动，古迪康斯特提出三个命题：





（33）当交际者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内，不太留意时，维系自我与他人身份能力的提高将减少他的焦虑。

（34）在同样条件下，交际者越是尊重东道国成员，所感受的焦虑就越少。

（35）在同样条件下，交际者越是能够包容东道国成员，他所感受的焦虑就越少。





围绕焦虑、不确定性、留意和跨文化调整，古迪康斯特提出四个命题：





（36）当交际者比较留意，不是过于警觉，并且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之内时，描述东道国成员行为的能力提高后，他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方行为。

（37）当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之内，东道国成员期待交际者使用他们的语言或方言时，交际者掌握对方的语言知识愈多就愈能准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

（38）当交际者不是过于警觉时，他愈是留意交际过程，管理焦虑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就愈高。

（39）当交际者比较留意，不是过于警觉，并且焦虑与不确定性处于可以调节的范围以内时，管理焦虑与不确定性的能力以及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提高后，跨文化调整能力以及交际的有效性也会有所提高。





围绕东道国文化条件，古迪康斯特提出三个命题：





（40）当交际者不太留意时，东道国成员对陌生人接受程度的提高将使他的焦虑有所减少。

（41）在同样情况下，东道国文化中多元主义倾向的增强将使他的焦虑有所减少。

（42）在同样情况下，东道国成员对陌生人歧视的增加将使他的焦虑增多。





围绕跨文化调整中的文化变异性，古迪康斯特提出四个命题：





（43）当交际者不太留意时，东道国文化中集体主义成分的增加将使他的焦虑增多，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将有所下降。

（44）在同样条件下，东道国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增强将使他的焦虑增多，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有所下降。

（45）在同样条件下，东道国文化中权势距离的加大将使身份较低交际者的焦虑增多，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有所下降。

（46）在同样条件下，东道国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增强将使比较年轻的交际者的焦虑增多，预测对方行为的能力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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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调整的AUM理论

与1995的AUM理论相比，2005年的版本已经大为简化。但我们仔细观察便可以发现，更新后的理论虽然解释了八个层面的因素与焦虑及不确定性管理的互动关系，但仍没有演示八个层面之间的逻辑联系。古氏认为，不是所有的命题都存在因果关系。
〔54〕

 然而，作为一个指导跨文化交际实践以及相关研究的理论无疑应该阐述其主要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

古迪康斯特从两个层面，即根本的和表面的原因来建立AUM理论的逻辑关系，条理极为分明。AUM理论启发了许多学者，促使他们对焦虑和不确定性以及相关因素展开研究，在跨文化交际理论建构中开辟了一条围绕心理焦虑问题而展开的分析途径。它有着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揭示了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对跨文化交际有效性的关键影响。
〔55〕

 问题是，古迪康斯特前后提出了94个定理，理论的简洁性自然受到了较大影响。他认为，有些理论抽象、简洁，纯粹是为了理论研究，但他的理论是为了应用，复杂和具体的陈述因而在所难免。复杂理论的优势在于它更能对应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但缺陷在于其解释力的下降，因为理论越接近于具体的现实就越难以揭示普遍性的规律与法则。每个具体的交际实践都是独特的，唯有对不同的交际活动进行高度的抽象，我们才能认识并把握交际的一般规律。由于古氏主要运用归纳法建构理论，提出了太多的定理，因此他无法完全厘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或陈述上的联系。正如他自己所言，1995年的AUM理论比1993年的更精致，但仍有待改善。
〔56〕

 1998年和2005年的版本同样需要进一步提炼和简化。跨文化交际不仅涉及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处理，而且涉及交际双方的态度、观点、身份或预期等问题。预期违背理论为我们分析交际互动的过程及其相应的策略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第四节　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

裘蒂·伯贡（Judee K. Burgoon）是美国亚利桑纳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的教授。她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心理预期以及新媒介对传播／交际的影响等。伯贡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发表了很多富有洞见的论文与专著，曾获美国传播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著名学者称号。她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着手研究交际中预期违背现象。其间，她写了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例如，1979年完成的“距离预期违背交际模型”（A communicative model of violations of distancing expectations）、1988年完成的“非言语预期违背理论：模型的细化与在直接行为中的应用”（Nonverbal e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 Model elaboration and application to immediacy behaviors）和1990年发表的“非言语预期及违背的后果评估”（Nonverbal expectancies and evaluative consequences of violations）等。经过20多年的推敲与验证，她于1995年在交际预期违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
〔57〕



人类的文化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对交际如何展开有所预期。预期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它左右着人们的交际行为，影响着交际效果。没有促进相互友善与相互理解的预期，交际根本难以进行下去。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试图诠释跨文化交际中的预期违背现象，揭示其运作的法则以及它对跨文化互动的影响。1978年她初次建构了理论模型，用于解析交际中距离的学问，针对的乃是非言语行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与拓展，伯贡发现她的理论同样适用于言语行为和跨文化语境。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解读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互动中如何预测与评估预期违背行为和提高交际效率。

预期违背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交际预期是普遍的现象，在本质上体现着文化法则。简言之，无论是预期的确认还是预期的违背，我们都可以从文化规则中找到背后的动因。该理论有四个关键概念：交际预期（communication expectancy）、预期违背（expectancy violation）、交际者回报值（communicator reward valence）和预期违背值（violation valence）。伯贡认为，交际预期是指人们能够预测的、模式化的言语及非言语交际行为。它包含两种类型的行为：（1）适用于整个语言社群或亚社群的规范性的社会行为模式；（2）由与他人典型的交际模式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知识（person-specific knowledge）引导的行为。预期又可以划分为两类：预测性的（predictive expectations）和规约性的（prescriptive expectations）。预测性的预期是指交际者最典型的行为模式，反映了交际行为模式的规律性，即它的主要倾向；规约性预期是指理想化、标准化的交际行为。

交际预期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与交际个体相关的因素；第二，与信息传递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相关的因素；第三，与交际语境相关的因素。交际者因素包括参与交际个体的人格、体貌、社交技巧、语言风格以及他们所属群体的社会人口分布等。关系因素包括交际者之间熟悉、喜爱、吸引、相似或平等的程度等。语境因素包括环境的私隐性、正式性或有无任务要求等。不同的文化往往对交际有不同的预期，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个体主义文化期待交际者直接、清晰和明确的表达；而中国和日本等集体主义文化国家期待交际者间接、谦逊和婉转的表达。

预期违背是指那些超出预期范畴、使交际者明显感到与预期不同的行动，即所谓一反常态的行为。预期违背行为受文化规约，在不同的文化里有不同的定义。例如，高不确定性回避文化往往不容忍偏离常规的行为，低不确定性回避文化相对宽容较大程度的个体偏差；对于交际过程中不按常规处理距离的行为，个体主义文化的交际者通常采取咄咄逼人的回应方式，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大多采取退让的策略。由于交际双方的人生哲学、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的差异比较突出，忽略文化差异的现象也甚为严重，因此跨文化交际成为发生预期冲突的主要场所。

交际者值，更为确切地说交际者回报值，是指交际者外表的吸引力、完成任务的专业特长、社会精英地位、交际反馈的积极与否、个人魅力、与对方的相似性、熟悉程度以及相对地位等。
〔58〕

 交际回报影响交际的过程与结果。这个观点并非伯贡的独创。社会交换理论对此早有论述。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会理性地行动，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为了得到利益，人们必须与他人进行交换；交换过程本质上是互动的、计算成本与收益的、理性的选择过程。
〔59〕



预期违背值是交际过程中，人们对预期违背行为所作的评判。遇到不辞而别、站立的距离太近或过远以及见面过于冷漠或亲热等有悖常理的交际行为时，人们常常会产生疑问，也会试图判定它的性质或想象它的后果。一般而言，这个过程涉及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解释，其二是评价。解释是交际者弄清楚不按常理行事到底有何意图的过程；评价是判断那些行为的好坏、能不能被接受的过程。两个过程有时有先后，有时同时进行。当人们对预期违背行为作正面的解读时，预期违背呈正值，当他们作负面的评估时，预期违背呈负值。由此产生两类预期违背行为：积极的（positive violation）与消极的（negative violation）行为。积极的违背是那些与人们的期待不一致，但能导致互惠和有利结果的行为；消极的违背是那些与人们的预期不同，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预期违背表明，出乎意料的行为并不一定总是导致消极、不良的后果，有时它能够唤起对方的注意，使交际者把注意力从交谈的话题转移到让人惊诧的人以及不合常理的行为上。交际者得到的回报越多，他／她的行为就越受欢迎。

预期违背值的判定受到交际者回报值、语境和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们对预期违背行为也有多重解读。同样，预期违背值在不同的文化中也有大相径庭的分布。例如，长时间的凝视有时被看做爱怜、尊重、好奇或求助；有时被看做挑衅、威胁或盛气凌人。有的文化积极认可坦率、直接的表达；有的文化欣赏克制与委婉。但总体上看，人们能够容忍回报值高的交际者有较大的行为偏差；对那些回报值低的人则给予较小的自由度。这意味着，那些回报值高的交际者只有做出极端举动时，才会被认为违背常规；回报值低的交际者因此更容易通过预期违背获得积极的效果。

预期违背理论针对人际关系交往（relational communication）、会话管理（conversation management）、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和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四个功能，围绕交际过程与交际结果展开命题，主要包括以下五个：





（1）预期违背提醒人们注意人际关系的含义；一个文化越重视非言语行为，越容易关注预期违背行为的意图。

（2）预期违背行为有时制造不确定性，使交际关系变得暧昧；有时能够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能够容忍较大的预期偏差。

（3）在某些场合下，交际者的行为趋同，产生互惠；有时发生偏离，形成补偿；具体的模式由交际者回报值和预期违背值决定。
〔60〕



（4）积极的违背可以使交际者产生正面的印象，比顺应预期更有效地影响交际过程与结果；消极的违背导致比顺应预期更差的印象、更糟糕的结果。

（5）交际回报值呈正数的交际者违背预期时，常常得到“可信和有魅力”等积极的评价；交际回报值呈负数的交际者顺应预期时得到最有利的评价。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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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违背理论模型

预期违背理论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之上，描述得多，解释得少，部分观点仍然不甚明确，但其主旨还是清晰的。在此我们对它作简要的归纳：人类交际普遍遵循一定的模式，对交际行为也有相应的预期。预期违背在交际中起到两种不同的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际者感到惊讶、疑虑或恐慌，阻碍交际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交际者行为的主动性，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抑或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促进交际的深化。跨文化交际中，预期违背现象时常发生。有些时候，人们对它作负面的评价，减少进一步的交往或完全回避接触；有时人们对它作正面的评价，以更积极的姿态进行交往。评价的要素首先取决于交际能否得到回报，其次取决于文化规范对预期违背的容忍度，再次取决于交际发生的语境。预期违背在回报值高的交际中往往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回报较少或没有回报的交际中常常造成负面的影响。

由于预期违背理论在解释人际互动方面存在不足，伯贡于1997年拓展原有理论，发展出互动调整理论（interaction adaptation theory）。
〔62〕

 随后，她又与合作者一道加以改进，更全面地分析人际交往的调整模式。2005年版本的理论由九个基本原理和五个基本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构成。
〔63〕







（1）人有相互调整的自然倾向。

（2）在生物层面上，除非安全和舒适受到威胁，人有很强的相互协调与结合的冲动。

（3）人们既需要相互靠近，又需要相互分离；接近与回避之间的辩证关系推动交际的进展。

（4）在社会层面上，人们在日常谈话中面临相互磨合、建立互惠关系的压力。

（5）在交际层面上，因为参与交际的人更留意他们的行动，互惠和补偿都有可能出现。

（6）调整的程度受到五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一致性倾向和个人行为的一贯性；其二，调整的内在原因；其三，自我或对方的调控技巧；其四，交际调节能力；其五，交际行为和预期中的文化差异。

（7）生物、心理和社会力量一道划定行为模式的边界，决定磨合、协调和互惠出现的范围。

（8）文化背景或自然环境等外部因素系统地调节着人际互动。

（9）分析一系列的交际行为比探究个别、孤立的交际行为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理解。





互动调整理论的五个基本概念是：要求（requirements）、期待（expectations）、欲望（desires）、互动立场（interaction position）和实际立场（actual position）。要求是指人们在行为层面上需要得到满足的，诸如生存、舒适、与他人联系等基本需求；期待是指对自我和他人行为的预测；欲望是指互动过程中的要求与偏好；互动立场是要求、期待和欲望的结合体，它体现了具体交际场合中人们需要、预测和偏爱的行为模式；实际立场是指交际中表现出来的行为。互动调整理论和预期违背理论一样，侧重描述，没有详细阐述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它仅仅提出两个命题：





（1）如果互动立场比实际立场具有更高的回报值，我们可以预测人际互动模式是分离（divergence）、补偿和维系的。

（2）如果实际立场比互动立场具有更高的回报值，我们可以预测人际互动模式是融汇（convergence）、磨合与互惠的。相关的实证研究发现，磨合、互惠和协调是人际交往的主要模式；社交技巧——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建立人际协调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同一个文化的成员比不同文化的成员更容易步调一致。
〔64〕







预期违背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直接探讨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之一。与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论相比，它的切入点更小，因而更有针对性。人类交际预期的共性与个性问题至关重要，跨文化交际者只有解决了预期落差与错位问题，才能建立起交往信心与默契，把交际推向深入。预期违背理论以交际预期、交际者回报值、预期违背、预期违背值和互惠为主要变量，简洁地阐述了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解析了预期违背对跨文化交际的双重效应。它不仅扭转了人们仅仅负面地解读预期违背的偏见，
〔65〕

 而且开拓了广阔的研究空间。该理论的成果应用于传播学、心理学、跨文化交际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引发了许多相关的研究。

预期违背理论分析的对象是非言语行为，其理论的缺陷也十分明显。首先，非语言行为的确显示出比较统一的规范与稳定的模式，但由于它具有较大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该理论没有清晰地演绎各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实际上，霍尔在提出高、低语境文化论时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古迪康斯特认为，第一个跨文化交际理论是金荣渊于1977年发表在《人类交际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学刊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或许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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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预期违背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在解释跨文化交际现象时有其局限性。它在解释身份、认同和移情等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现象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社会身份理论揭示，即便以随机的方式划分组别，同组的人同样对内部成员有偏爱，不管其行为是否得到实际或象征性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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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情现象表明人类可以在特定的场合下超越计算成本得失的理性主义，做出利他的举动。此外，预期违背理论的实证依据仅仅来自美国文化，它的普遍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每个理论都是一个视角，它引导我们观察和解释一些问题，同时又忽略了其他的问题。在跨文化交际中，预期违背是文化差异在言语与非言语行为中的表现。除了预期的反差，交际者有时还要面临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冲突。在后一方面，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为我们提出更详尽的解析。

第五节　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

丁允珠执教于加州大学富勒顿分校，是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的一位重量级学者，其研究旨趣主要包括面子协商理论、身份商谈理论以及冲突管理理论等。跨文化交际中的冲突现象无处不在，许多研究者对它做过探讨。马丁（Judith N. Martin）和中山（Thomas K. Nakayama）指出，跨文化冲突呈现下列几个特点：首先，跨文化冲突存在模棱两可性，交际者难以做出迅速的回应；其次，跨文化冲突中交际者对冲突性质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管理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比较复杂和棘手；有人把它看作机遇，有人把它看作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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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有的研究中，丁允珠和约翰·G·欧埃特塞尔提出的冲突管理理论是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值得加以评介。早在1985年，丁允珠就讨论过建构跨文化冲突理论的设想，其后她分析了跨文化冲突的类型和处理跨文化冲突的能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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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允珠和欧埃特塞尔于2001年在他们合著的《有效管理跨文化交际冲突》（Managing Intercultural Conflict Effectively）中推出了跨文化冲突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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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氏与欧氏的冲突管理理论试图为我们如何有效管理冲突、灵活解决问题提供一般性的指导原则。文化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意义系统，在群体成员中塑造出一种独特的认同感和社群感。它包括世代相传并且为社群成员所共享的传统、价值、规范和符号。冲突管理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当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陷入冲突时，他们对如何处理冲突常常有不同的预期、定位和方法，如何管理和协调相互矛盾的因素是成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关键所在。跨文化冲突可能由经济、政治、文化差异和社会认同等多种因素造成。人们无法避免冲突，但冲突本身不一定仅仅是交际的障碍。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它能加深交际双方的理解，使交际更富有建设性；相反如果我们不具备管理冲突的能力，冲突就会恶化，直接导致交际的失败。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有七个基本假设：





（1）跨文化冲突涉及由文化差异引起的情感上的挫伤和预期上的落差。

（2）跨文化冲突过程中，交际双方对冲突现象有不同的感受和评判。

（3）跨文化冲突涉及不同的面子需求。

（4）跨文化冲突涵盖多重目标，目标取向大体上取决于交际者如何界定冲突事件。

（5）跨文化冲突涉及多种多样的处理步骤与解决方式。

（6）跨文化冲突受到具体情境的影响。

（7）有效的跨文化冲突管理有赖于系统的思维。





丁允珠和欧埃特塞尔提出的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是基于文化之上的情境理论模型（culture-based situational model）。他们认为，四个方面的因素对跨文化冲突管理有关键性影响：其一是定位因素（orientation factors），它包括文化价值模式（cultural value patterns）、个人属性（personal attributes）、冲突规范（conflict norm）和面子的关切（face concerns）；其二是情境与交往范围的特征（situational and relationship boundary features），它包括群体的内外界限、关系参数、冲突目标的评判和冲突强度；其三是冲突过程因素（conflict process factors），它包括冲突方式、维护面子的策略、情感表达以及冲突的节奏；其四是处理冲突能力的特征（conflict competence features），它包括得体性、有效性、满意和成果。这四个方面的因素构成了跨文化冲突管理模型的关键变量，它们牵涉的各个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形成了该模型的内在逻辑。

跨文化冲突中的双方往往具有对立性的价值观，他们对自我的理解大相径庭，对交际行为的判断有不同的标准，对面子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关切。定位因素是跨文化冲突理论的基本变量，与它相关的概念有四个：（1）文化价值模式；（2）个人属性；（3）冲突规范；（4）面子关切。定位因素的第一个方面是文化价值模式，它在跨文化交际中隐而不现，但常常成为冲突的根本原因。所谓文化价值模式就是特定文化的价值定位。例如，有些文化认同个体主义，有些认同集体主义；有的文化认可大的权势距离，有的则要求平等。在这方面霍夫斯泰德已经作过系统、详细的探讨，在此不再赘述。

跨文化冲突管理论借鉴了霍氏的研究成果，但主要运用他对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以及权势距离的论断。群体的文化价值定位直接影响到其成员个人的文化属性和交际行为。虽然个体主义文化中，有些人的行为表现出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集体主义文化中，也有些人表现出个体主义倾向，但总体上看，特定文化成员的价值取向和群体的价值取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强烈认同于自我独立观念的人倾向于把自己看作自治、自立、无拘无束，能够作理性选择的人；强烈认同于相互依赖型自我的人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与群体成员联系在一起、要履行各种义务以及调解相互关系的人。在交际过程中，独立型交际者常常从个人自治的观念来理解所处环境的意义，而相互依赖型交际者更多从集体一员的角度来看待周围的环境；前者的交际行为较为主动、自信与直接，后者的交际行为比较调和、谨慎与克制。权势距离上的定位同样影响到交际者的文化属性和交际行为。属于平等型文化的交际者认同横向自我（horizontal-self），即平等的自我，他们喜欢非正式、对称的互动关系；属于等级型文化的交际者认同纵向的自我（vertical-self），即等级分明的自我，他们偏爱正式、非对称的互动关系。

文化价值和个人属性影响到冲突过程中交际者认同的规范。规范是指我们评判具体文化冲突中哪些属于理性、哪些属于非理性行为的标准，它既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例如，在利益分配上，认同个体主义的人倾向于遵循公平的准则，重视个人得失，要求论功行赏；认同集体主义的人倾向于遵从集体的意愿，强调集体收益，要求平均分配，努力维系集体的和谐与每个成员的面子。

面子关切是定位因素的最后一个方面。面子的问题贯穿于跨文化冲突的整个过程，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者们把它理解为：交际者希望得到的以及他们相互给予、相互建构的公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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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子这个概念源自东方文化，但其许多方面都有普遍性。例如，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他们的颜面会丢失、得到挽回或维护。颜面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但对它的意义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惯例，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解读。丁氏与欧氏认为，面子是人们在社交中关于自我价值的正面理解以及对他人价值的评判。它与尊敬、荣誉、地位、声誉、能力以及义务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不仅涉及认知领域，同时也涉及行为范畴。冲突管理理论主要探讨交际者对自我面子（self-face）、他人面子（other-face）以及相互的面子（mutual face）的关切是如何引起误解和冲突的。自我面子是指冲突中交际者的面子受到威胁时，他／她对自我形象保护的关注；他人面子是指交际者遇到危机情形时对对方面子的关切；相互的面子则是指交际双方对彼此形象以及相互关系的关切。在跨文化冲突中，个体主义者更关注个人形象的保护，集体主义者较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倾向于谦让他人、照顾双方的面子。认同平等观念的交际者强调个人颜面的得失，认同集体主义的交际者更希望营造和谐的互动关系，体面地交往，不伤和气。

以上是冲突管理理论的基本变量，即文化价值定位的四个方面。在交际中它们通过情境与交往范围特征两个中介变量对冲突管理产生影响。情境与交往范围既包括交际的物理环境，也包括交际双方关系的性质。交际者所感受的群体内外之间的界限是情境与交往范围的第一个方面。群体内外界限的划定涉及交际双方的文化认知和文化属性，涉及对谁是“我们”与谁是“他们”的判断。群体内部的成员通常能够感受到彼此共同的命运和相似的属性；而群体外部的成员往往感到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相互分离，抑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们的威胁。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成员一般比个体主义取向的文化成员更注重群体的内外之别，如果要跨越群体界限，成为前者的成员往往需要时间、耐心和长期的努力。他们倾向于照顾群体内部他人的面子，对外则更多关注自我面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认同于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无论对群体内部人员还是对群体外部人员都更关注自我面子。两种文化成员对面子不同的态度以及不同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双方的偏见，经常引起交际冲突。

关系参数（relationship parameters）是情境与交往范围特征的第二个方面，涵盖竞争—合作、结交—控制（affiliation-control）和信任—不信任三个维度。在跨文化冲突中，交际者对双方关系的感受影响到他们对冲突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何为关键因素的判断。如果交际者把相互的关系理解为竞争性的，他们可能会采用冲突以及增加个人收益的策略；如果交际者认为双方的关系在本质上具有合作性，他们就会尽量扩大双方的收益。有时，交际者可能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或许愿意作权衡，不让事态进一步恶化。关系参数的第二个维度是结交—控制。结交涉及社会关系、亲密程度以及相互之间的和睦与支持等方面；控制涉及主导、服从以及尊重与敬意等方面。关系参数的第三个维度是信任—不信任。交际者之间是否存在信任直接影响到相互关系的性质。信任是指可靠性和持续的信赖感；不信任则是指不可靠性和难以抹去的怀疑。集体主义文化成员倾向于把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合作性的，把内外成员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竞争性的；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从竞争的角度来理解相互关系，只有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或相互依赖时，他们才愿意合作。在结交方面，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注重家庭与社会等群体关系的和谐以及集体的荣誉，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注重个人关系的亲疏以及私隐的保护。在信任方面，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从长远利益出发，强调日久见人心；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考虑眼前和短期利益，重视承诺的及时兑现。合作、和睦的关系以及互信的建立在跨文化冲突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情境特征的第三个方面是目标评估，交际者在目标评估上的差异常常与三个问题相关：内容、关系与认同。内容上的冲突是指交际双方在做何事、在哪儿做以及如何做等问题上的冲突；关系上的冲突是指交际者在界定相互关系上的纷争；认同方面的冲突是指交际双方对各自价值是否得到肯定、面子是否得到维护上的争议。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最重视交际双方的关系，他们认为如果交际双方的关系与面子受到威胁就不太有必要探讨交际的内容。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恰恰抱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交际的内容比双方的关系更为重要，即便交际双方的关系尚未理顺，但交际者可以通过具体的行动先解决内容上的分歧，然后再处理关系上的矛盾。在交际冲突中，内容上的冲突一般最先出现，关系上的冲突接踵而来，认同上的冲突虽然常常隐而不现，但却比前两者更难消解，往往成为冲突反复出现的深层诱因。

冲突强度和资源是情境特征的最后一个方面。跨文化冲突有高强度的，也有低烈度的。高强度冲突涉及重大的利害关系，相关的得失严重影响到交际者的利益；低强度冲突不涉及大的利害关系，交际过程与结果既没有较强的激励因素也不会让人付出很高的代价。冲突资源是指交际争议中，人们努力寻求的有形与无形的回报。有形资源包括工资的提升、职务的提拔和奖金等需求和欲望；无形资源包括心理和情感上的安全感、社会联系、尊敬和包容等需求与欲望。资源的稀缺往往会引起交际冲突。由于无形资源上的纷争不易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它经常造成跨文化冲突的恶性循环。每个文化的成员在应对冲突时都有各自的侧重点。集体主义文化成员在处理冲突时更强调相互信任，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更重视实质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双方能够有耐心，抱着合作的态度认真思考对方的需求，并且富有创造性地探索不同的出路，冲突就能得到有效的处置，交际双方皆能从中获益。丁允珠的观点着重关注利益的得失，体现了社会功能主义的基本思想。

过程因素是冲突管理论的第三个关键变量。交际者的价值取向影响到交际的情境特征以及交际双方的关系，前两者的因果联系直接塑造着交际过程。交际过程变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冲突互动类型（conflict interaction style），其二是交际行为。冲突互动类型是指交际者在各种冲突情形中模式化的回应方式。丁允珠于1988年和1994年曾详细地探讨过这个问题。冲突互动类型主要关系到对自我的关注以及对他人的关注，大体上有八种：（1）主宰或竞争／控制（dominating or competitive/controlling）；（2）规避；（3）施惠（obliging）或谦让（accommodating）；（4）妥协；（5）通盘考虑或协作；（6）情感表达；（7）第三方帮助；（8）忽略。主导式冲突互动中交际一方固执己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强调他／她的利益高于另一方。规避式互动中，交际者避而不谈冲突议题，回避对方或冲突的情境。施惠式互动中，交际者高度关注对方的利益，把对方的得失放在比自身得失更重要的位置。妥协式互动是指交际双方在利益得失上作权衡、相互让步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通盘考虑式互动是指交际双方都认识到解决问题的必要性，都本着既为自我又为他人的态度来化解冲突的过程。情感表达是指交际者在冲突中用情感来指导交际行为；第三方帮助是指利用交际双方以外的人进行调解；忽略是指主动或被动地回避冲突，但同时又间接地获得对方反应的互动类型。

在跨文化冲突中，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专注于自我面子，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照顾他人或相互的面子。认同小的权势距离，即平等价值观的交际者对能否得到平等待遇比较敏感，认同集体主义文化的人则比较容易接受有等级的待遇。在冲突互动方式的选择上，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较多采取自我防卫、控制和竞争的模式，常常把施惠与回避等行为看作消极的回应方式；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较多采取通盘考虑和妥协，不一定把施惠、表达善意和规避当作消极的反应。在个人属性层面上，以独立自我为定位的交际者倾向于选择主宰和控制的方式应付冲突，以相互依赖自我为定位的交际者倾向于选择回避、包容和妥协；以双重（biconstrual）自我，即具有两面性的自我为定位的交际者调整能力较强，能够灵活应付各种冲突；以暧昧（ambivalent）自我为定位的交际者喜欢采取对冲突视而不见的策略。冲突管理论把霍夫斯泰德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取向理论中关于独立的自我和相互依赖的自我概念扩展到四个，更细致地解释了个体属性的差异，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待它的缺陷：四个概念的重叠和界限不清。相互依赖的自我与双重自我之间的差异尚可区分，但双重自我与暧昧自我之间的区别就显得很难界定。

面子行为（facework）是过程变量的第二个方面。在冲突管理论中，面子行为有多种含义，它不仅指对自我与他人面子的支撑和维系，也指对两种面子的挑战。它主要的功能是抵御那些威胁面子的举动。
〔72〕

 面子行为与身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冲突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主要的功能在于对自我或他人形象的肯定与保护。个体主义者倾向于运用以自我为定位的挽回颜面的策略；集体主义者倾向于运用以他人或双方为定位的策略。在具体的行为上，个体主义文化成员有较多直接、不顾他人面子的行为，集体主义文化成员较多照顾双方的面子，其冲突行为一般比较间接，较少让他人颜面扫地。集体主义文化成员常常认为个体主义文化成员过于粗鲁和咄咄逼人，而个体主义文化成员往往认为集体主义文化成员避而不谈实质性的问题，消极对待矛盾。在处理跨文化冲突时，交际者应该注意培养有效、得体地维护面子的种种技巧，其中最关键的是学会尊重他人的身份。

情感表达是过程变量的第三个方面。在交际冲突中，人们会有各种情感的表达，例如愤怒、恐惧、羞耻、沮丧、抵触和敌意等。这些情感的表达受到文化规范的制约，不同文化对这些情感的表达也有不同的评判。许多个体主义取向的西方文化把情感的公开表达看作诚实的表现，而许多集体主义取向的亚洲文化却把情感的克制看作自我约束和成熟的标志。当然，每个文化内部也存在差异。例如，美国的黑人经常高调处理冲突，他们喜欢情绪化、人格化、对峙性的方式；白人相对低调地处理冲突，他们宁愿选择非情绪化、非人格化以及非挑衅性的方式；在海外生活了较长时间的日本人，他们的行为也会与土生土长日本人的行为有某些差异。

冲突节奏是过程变量的第四个方面。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处理冲突时往往会有不同的速度、步调和节奏，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具有不同的时间定位。一元时间定位（monochronic-time）的文化成员把时间理解为线性、可分割的东西，认为人们可以规划时间，把它切割为相对独立的时段，在每个特定的时段做某件特定的事。德国、北欧和美国等国属于典型的一元时间观念的国家。多元时间定位的文化成员认为，许多事情可以同时发生，时间的安排有很多的人为因素，人际交往的实现比日程表的履行更为重要。诸多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东欧以及地中海等国属于突出的多元时间定位国家。粗略地看，赞同个体主义的文化成员一般以一元的时间观念处理冲突；赞同集体主义的文化成员偏爱以多元的时间观念处理冲突。

一元时间取向的人偏爱以线性、有先后顺序的时间观念来应对冲突，多元时间取向的人则更愿意根据螺旋、整体的时间观念来处理冲突；前者认为时间是客观的，人们在处理冲突时必须制定出严格的时间表以实现具体的目标，时间主要应花在解决问题和作出决策上；后者认为时间是主观性的，解决问题时首先应营造良好的氛围和有利的关系，处理冲突的进程应由人们之间的互动节奏来决定，如果冲突双方无法合拍，武断地制定出时间表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激化矛盾。

处理跨文化冲突的能力是冲突管理论的关键变量。处理冲突的能力影响到冲突管理的最终结果。它是指交际者把学习到的知识灵活有效地应用到具体实践中的过程，其衡量的标准主要有四个：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满意度（satisfaction）和成果性（productivity）。这四个标准是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为我们提供的如何处理冲突从而实现高效交际的基本准则。

得体性是指交际者能否恰到好处地处理冲突，其行为是否合乎文化内部成员的预期。每个文化对其成员行为的得体与否都有自己的评判，跨文化行为的得体性既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社会经验，同时又取决于我们对对方文化价值、规范以及社会角色的了解。得体的行为能够增进沟通，促成有效的交际。

有效性是指陷入冲突的交际者能否达成共识，形成双方都希望实现的互动目标。在冲突中，交际者经常由于自我感觉的局限性以及外部的干扰因素不能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造成相互的误解和对立，阻碍交际的顺利进行。

满意度是指交际者希冀的身份或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肯定和正面回应。当交际者重要的身份，例如性别、头衔和文化等，得到积极的肯定时，他们就会感到满意，反之他们就会感到不满。若要有效管理跨文化冲突，达到满意的效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方有自己的文化。

成果是指交际能否产生新的思想、新的计划、新的动力以及新的努力方向。在富有建设性的冲突管理中，交际者以双赢的结果为定位，他们往往感到自己的目标被考虑，重要的意愿得到承认，交际双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最后都是赢家。相反，没有成果的冲突管理中，交际者一般以你赢即我输或单方受益的结果为定位，各方皆不愿意作出让步，他们常常感到自己的目标被忽略，重要的事宜被回避，最终造成交际的僵局，两败俱伤。

弗兰克·霍夫曼（Frank J. Hoffman）指出，一个人过度关注自我，以至于完全以己之心度他人，他就失去了批评的空间，不能对任何人或事物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倘若一个人陷入虚假的中立，以至于丢失真正的自我，抑或彻底地否定他人或不加批判地肯定他人，都是片面与不切实际的；如果我们能够有自己的观点，同时把它与其他文化成员的观点相互比照，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入。
〔73〕

 霍夫曼的观点从哲学的视角印证了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的思想。当然，评判处理冲突能力的标准还取决于其他一些条件，例如交际者的知识、留意以及在各种跨文化场合中管理冲突的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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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冲突管理模型

跨文化冲突管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跨文化冲突从而使交际更为有效并且富有成果。各种冲突渗透于交际过程，小的像个人之间的误解与偏见，大的像群体之间的对峙和敌意，对它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化解冲突，增进交际中的良性互动。有的学者认为：“冲突是处于相互依赖中的人们试图满足自己的社会需要时，在许多场合中，追求某些功利性目标时，产生的不和。”
〔74〕

 也有学者认为：“冲突是交际过程的一部分，其间交际者领会到互不相容的目标，并且在实现那些目标时相互干涉”。
〔75〕

 冲突管理论主要关注跨文化冲突中交际者在预期、行为以及目标上的差异。它的基本假设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交际者往往对如何处理冲突有不同的预期，其深层原因在于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规范。依据伯贡（Judee K. Burgoon）等人的观点，交往预期是指交际者期待出现的、持久性的行为模式；既包括价值尺度又包括行为准则。
〔76〕

 每个文化都为它的成员提供共享的价值规范、交际模式以及相关的背景知识，使他们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他人的行为。

跨文化冲突管理论四个基本变量的互动构成它的基本逻辑：交际冲突首先受到文化价值、个人属性和冲突规范等定位因素的制约，相应的结果直接外溢，影响到群体界限、关系参数和冲突目标等情境因素，并且在冲突方式、面子行为以及处理冲突的技巧等过程因素中得到更直观的体现，冲突管理最终是否成功取决于得体性、有效性、满意度和成果等因素；冲突管理的结果又影响到文化价值定位以及其他各个方面。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跨文化冲突经常由潜在的价值差异引起，不同的文化模式有不同的价值定位，它们在交际冲突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行为倾向，处理冲突时也有各自的程式和步骤；既然价值不同，来自迥异文化的交际者就会对群体的界限以及相互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对交际目标的追求也会有偏差与矛盾；在具体的交际活动上，每个文化都有特定的模式，表现在反差明显甚至相互对立的行为上；一旦交际者具备管理冲突的能力，冲突就可能得到化解，交际随之变得更有成效。

文化差异无疑是跨文化冲突的重要诱因。霍尔和霍夫斯泰德等许多跨文化交际学者对文化差异的负面效应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丁氏与欧氏的贡献在于他们揭示了价值与行为的双向互动，动态地考察文化差异与文化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交际者的行为不仅受制于他／她的文化定位，交际活动的后果同样塑造着他／她的价值取向。在语境和过程变量的论述上，冲突管理论整合了其他学者的研究，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观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冲突方式的分析。丁允珠于1988年曾专门探讨过跨文化冲突的方式。当时，她剖析了合作、妥协、规避、对峙、主导和整合六种方式，但没有讨论施惠。许多研究关注文化差异引起的冲突，但详细探析由文化差异形成不同冲突方式的研究似乎较为少见。了解文化差异当然有利于冲突的缓解，了解各文化成员常见的冲突方式无疑也不容忽视。

交际能力同样对冲突的解决有关键性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情感、认知和行为三方面的能力，有学者认为，它涵盖态度、知识和行为，也有学者认为它包括反应、知识和动机三大要素。
〔77〕

 丁允珠在以前的研究中虽然提出跨文化能力大体上涉及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维度，但更具体地把它们界定为知识、动机和技巧；她认为，衡量处理跨文化冲突能力的标准主要有得体性和有效性。
〔78〕

 在冲突管理论讨论中，她和欧氏又作了局部的修正和扩充。得体性可以划归行为因素，满意度可以归入情感因素，有效性和成果可以理解为认知因素。成果因素的提出使原有的理论视野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和提高，为陷入冲突的交际者提供了更有意义的努力目标。

跨文化冲突管理论聚焦四个基本变量，非常简洁而清晰地演绎了从潜在的价值层面到中介性的语境层面再到具体的行为与结果层面的交际全景。与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和古迪康斯特的AUM理论一样，丁氏和欧氏的冲突管理论也启发了众多相关的研究，成为跨文化交际学中比较经典的理论之一。如果说该理论有何缺陷的话，我们认为主要是冲突概念上的问题。冲突管理论在一般意义上运用冲突概念，没有对它进行严格的界定。冲突虽然表明交际者之间的不和，但它既可以仅仅意味着意见的不同，也可以意味着较大的争端、不满乃至敌意。
〔79〕

 更为关键的是冲突有不同的性质。当交际双方不存在毫不相容的价值定位、目标和手段，特别是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或目标时，冲突的性质就不会轻易恶化，冲突管理论推导的因果逻辑就比较贴近现实。然而，当一个文化群体或成员感到其身份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冲突往往会急剧恶化，交际双方很难再建立互信和良性的互动关系，他们会有拒绝解决冲突的倾向。
〔80〕

 换句话说，冲突管理论面对恶性冲突不具备较强的解释力。

小　　结

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交际理论所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对于它的影响，学者们有着多重的解读。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论极为敏锐地捕捉到常被人们忽略的东西方交际方式的重要区别，它通过分析两种文化成员对语境的不同依赖、直接与间接的表达方式以及对内与对外的不同态度等方面揭示了东西方交际的显著特征，凸显出非言语信息的至关重要性。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从宏观的视角分析世界文化的价值定位，简练地概括出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权势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以及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五个基本文化取向。它不仅解析了文化定位对交际行为的影响，而且诠释了文化价值形成的内外机制，为跨文化交际学者提供了基础性的方位图。古迪康斯特的AUM理论侧重微观的心理层面，讨论了自我与自我概念、动机、对陌生人的反应、社会分类、情境过程、与陌生人的关系，以及留意对不确定性和焦虑的影响；演示了不确定性和焦虑的管理与交际效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并且探究了文化定位与上述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对交际行为的心理动因作较为系统的解释。伯贡吸取社会交换理论中的理性主义思想讨论预期违背问题。预期违背理论的主要贡献是论述了回报与互惠在交际中的关键角色，以及预期违背的双重效应，为我们理解非言语及言语行为中的文化差异打开了一个有力的视角。冲突管理论直接关注交际中的矛盾，它从文化预期、价值判断和面子关切入手，研析了跨文化冲突的种种因素，而且提出以培养处理冲突能力为主的应对之策，为我们化解冲突、提高交际效率提供了既精致又实用的理论模型。探讨文化差异的理论虽然揭示了有效交际的某些关键要素，但其解释力主要体现在对交际障碍的论述上，没有对交际成功的要素以及具体的运作机制作出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解析。在后一方面，下一章的跨文化适应和通融的理论将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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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关于适应与通融的理论

跨文化交际理论不仅要解释交际者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问题，而且要解释他们如何进行调整，从而实现相互适应、相互理解与达成共识的问题。文化调适大体包括长期与短期两个基本类型，涉及宏观与微观两个基本层面，分别表现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主要方面。当然，依据研究议题的不同，我们还可以作出其他分类。早期，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曾对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作过较为全面的研究，例如，斯宾德勒（G. D. Spindler）和斯皮罗（M. E. Spiro）。
〔1〕

 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土著和移民学习新文化和摆脱传统旧习，适应新社会环境的过程。当今，白瑞、金荣渊和福尔汉（Adrian Furnham）等众多学者都对文化调整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在20世纪80年代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中，调整问题占据重要的地位，金荣渊和古迪康斯特还于1987年专门推出了以调整概念为中心的论文集。
〔2〕

 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旨趣以及所分析的问题出发对跨文化适应现象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解析。本章将对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和盖洛斯（Cynthia Gallois）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论作系统的评判。

第一节　文化适应理论

约翰·白瑞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一直致力于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建构出了理论模型。其后，他不断改进和优化原有理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本世纪初仍在继续探索新的议题与趋势。例如，他于1980年完成的“作为文化调整变体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1992年的“在新社会中的文化适应与调整”（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in new society）和2008年的“全球化与文化适应”（Glob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等。
〔3〕

 探讨文化适应的学者为数不少，但白瑞无疑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
〔4〕

 他的理论系统地解析了文化适应的概念、过程、策略与后果，在欧美与亚洲等地得到广泛的运用。本书选取他2005年的版本作评介。
〔5〕



当移民们定居他乡之后，他们要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融入地方社会。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发展机遇。有些人觉得，适应新的文化意味着抛弃原有的文化；有的人认为，学习新文化的同时，也能够保留原有文化，两者可以并存。文化适应理论重点探讨少数群体如何在新的社会中适应新的文化，处理好故土文化与移居地文化关系的问题。白瑞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人们进入新的文化时都要作自我调整，他们作自我调整时有多重选择，在改变自我的同时也改变他人。文化适应理论超越了早期同化论中单向调整的片面性，从双向互动的视角来理解文化适应。它的基本概念有五个：文化适应（adaptation）、文化适应环境（acculturation contexts）、文化适应策略（acculturation strategies）、文化适应压力（acculturation stress）和调整（adjustment）。

文化适应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很多学者对此概念作过定义。例如，史蒂文·瓦格（Steven Vago）提出，文化适应指的是经过长期面对面的接触，沾染上另一个文化习性的现象；格莱伍兹（T. Graves）认为，文化适应是指一个人在接触新的文化后发生的变化。
〔6〕

 白瑞认为，文化适应是指双向的文化过程以及在跨文化接触后发生的心理变化。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变化，即群体的与个人的。在群体层面上，它涉及文化实践在社会结构与制度中的变化；在个体层面上，它涉及个人行为的变化。文化适应过程中，交际双方相互谦让、相互调整，彼此都发生改变。

文化适应环境是指人们进行跨文化调整的社会环境，它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二方面是交往双方原有的文化；第三、四方面是交往双方所属的、不断发生变化的族群；第五是接触与互动的性质。任何文化适应都与一定的语境联系在一起，要全面理解文化适应现象，我们首先需要分析移民原有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状况，从而确定其迁移的动机。其次，我们需要分析移居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看它奉行的是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还是狭隘的同化主义。再次，我们需要分析当地社会对移民的态度，看它是愿意接纳、友善对待移民，还是排斥、敌对或歧视他们。

文化适应策略是指移民在新社会作文化调整时选择的方法，一般包括态度和行为两个要素。态度指的是移民们如何适应当地文化的偏好；行为是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实际行动。文化适应策略构成白瑞的整个理论的主干，它的起点是移民们进入新社会时所思考的两个基本问题：（1）若想维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身份，该怎么办？（2）若想参与交流、融入移居社会，又该如何？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移民们可以作不同的回答，由此产生四种文化适应策略：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整合（integration）与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当人们不想保持原有文化身份，寻求融入主流社会时，就会选择同化；当他们希望保留原有文化身份，回避与他人交往时，就会选择分离；当他们既想维持原有文化身份，又希望融入主流社会时，就会选择整合——在保留原有族群文化身份的条件下融入主流社会；当他们希望维护原来的文化身份，但对发展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不感兴趣时，就会选择边缘化。

上面的分析建立在弱势群体有自由选择适应策略的基础之上，实际的情形并不一定如此。在移民与主流社会相互包容的条件下，整合的策略可以实现。加入主流社会的权力因素之后，文化适应策略变得较为复杂。如果主流社会推行文化同化，少数群体只有选择熔炉模式（melting pot）；如果主流社会实行分离，少数群体将面临文化隔离（segregation）；如果主流社会承认多元化的现实，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将成为社会整合的模式。

文化适应的多重选择表明，传统单向度的同化论是片面的。同化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主流文化对少数群体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面对诱惑少数群体一般都愿意放弃自己原有的身份，加入主流社会，分享它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他们所建立的同化模式显示：在与多数群体的遭遇中，少数族裔要么沿着“接触—收容—同化”这个最为顺利的路径，要么沿着另一条较为曲折的“接触—冲突—竞争—收容—融合”的线路，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
〔7〕

 移民们在适应新文化的同时，不一定要抛弃原有的文化。实证研究揭示，移民们一般不愿意把同化当作文化适应的目标，分离或边缘化也很少成为他们的选择，大多数人更愿意采取整合的策略。

文化适应环境和文化适应策略用于解释文化适应的过程，文化适应压力和调整用于解释结果。文化适应过程充满了差异、纷争与冲突。文化适应压力是指文化适应过程中各种生活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白瑞之所以不用文化休克，而用文化适应压力的概念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文化休克仅仅有负面的意义，而文化适应产生正面和负面双重效应；不仅如此，心理学仍没有解释文化休克的相关理论，但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理论可以解释压力。其二，文化适应涉及两个文化的互动，而文化休克则意味着这个过程只涉及一种文化。面对压力，移民们如果选择同化策略，其行为将作最大程度的改变；选择分离，改变最小；采取整合将作有选择的改变；采取边缘化将在失去许多原有文化传统的同时，难以在新社会立足。总体上看，采取整合策略移民们面临的压力最小，选择边缘化所承受的压力最大。

文化适应的另一个结果是通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调整。调整是指个体面回应外部压力后产生的相对稳定的变化。学者们大多数把调整看作跨文化交际过程的组成部分，例如陈国明、丁允珠和金荣渊等。白瑞把调整理解为文化适应的结果，他认为调整并不一定总是导致融洽，也包含抵触或疏远。换句话说，调整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人们有时调整得比较到位，有时显得无所适从。调整是多层面的，涉及心理和社会文化等方面。我们可以从文化适应者的人格、生活变化、他们的文化知识、社会交往面以及对所属群体的态度等方面来预测调整的效果。把文化适应策略与调整放在一起考察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大体前后一致的模式：选择整合策略的人调整得最好；选择边缘化的人调整得最差；选择分离的人心理调节得较好，但社会文化调节得较差；选择同化的人心理与社会文化都调节得不好。

文化适应理论的命题主要围绕文化适应策略展开，上文已经有所陈述，下面我们作简要的概括。文化适应受到环境、策略、压力以及调整因素的影响。移民们进入新社会时，他们主要有四种适应的策略。如果他们希望融入主流社会，一般会选择同化或整合；如果他们希望保持原有文化身份一般会选择分离或边缘化。倘若主流社会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少数群体，整合的策略就无法落实，转而变成同化；倘若主流社会不愿与少数群体分享文化，推行文化歧视，少数群体将面临文化隔离。在四种基本策略中，文化整合是少数群体最愿意选择的策略；文化调整的压力最小，文化适应的效果最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边缘化，作此选择面临的压力最大，适应的效果也最差。分离与同化的压力及调整的效果介于前两者之间。

文化适应理论直接对戈登（M. Gordon）等人提出的同化模式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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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超越了同化论单向、线性的文化适应模式，从宏观层面上为我们揭示文化适应过程的复杂性与多维性。文化适应理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引发了大量相关的实证研究以及理论探索。整合策略的优越性已经在学界形成较高的共识。心理学界和跨文化交际学界对白瑞的理论模型都大为推崇，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原有的理论。纳瓦斯（M. Navas）等人提出，白瑞的模型全面地解析了少数族群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四种态度，但他的阐述仍未考虑许多变量，在解释同化、分离与边缘化时显得勉强。他们认为，文化适应在不同的时段以及不同的领域有差异，表现出较大的相对性。纳瓦斯等人为此重建白瑞的理论，发展出“拓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Relative acculturation extende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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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德（Colleen Ward）也指出，白瑞的理论主要关注移民群体，其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细化；我们应该扩展他的理论，研究文化适应中的族群身份冲突，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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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拓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RAEM），以便读者作比照。

RAEM建立在以下五个基本论断之上：（1）在分析文化适应策略时，应该同时考虑移民群体与移居社会人口分布因素，因为它们导致不同的族群关系；（2）要区分移民群体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3）要考察群体内部的偏见、群体自我认同、族群活力、族群间的相似性、族群间的歧视以及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价值取向等因素；（4）要分辨移民与当地人理想的文化适应态度与其实际表现的态度之间的差异；（5）要考虑社会文化现实中移民们在不同的领域采取不同策略的可能性。

RAEM把文化适应看作一个复杂、相对的过程；在不同的领域或不同的时间，人们对同一种策略有不同的偏好和选择。文化适应领域大致有七个：（1）政治与政府制度，即建立权力关系与社会秩序的领域；（2）工作或劳动，即与人们的职业相关的领域；（3）经济，即人们共享产品、经济交易和消费习惯等方面；（4）家庭，即生物的传宗接代以及文化价值与行为规范的传播场所；（5）社会，即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与网络；（6）意识形态，即思想、哲学或宗教领域；该领域又可以划分为两个区域：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原则与价值观。在某些领域，人们因循守旧；在有些领域，人们对新事物持开放的态度。人们的文化适应是有选择的或相对的。一般情形下，在工作和经济等物质或工具性领域，人们愿意做调整；在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或风俗习惯等符号和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希望坚持原有的传统。

针对文化适应过程，RAEM提出以下几个预测性命题：（1）移民群体和移居社会的文化适应策略或态度的选择在许多方面是有变化的，应该予以不同的权重（relative weight）。（2）一个群体的权力越大，它在与其他群体建立关系时面临的压力越小，需要作出较少的调整；相反，一个群体的权力若较小，它在与其他群体建立关系时，就面临较大的压力，作出较多的妥协。（3）移民在移居社会里不仅仅选择一种策略，调整的过程是复杂和相对的，受到工作、经济、家庭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4）同一种策略并不适用于所有领域，移民们在物质领域倾向于采取整合与同化策略；在符号与意识形态领域倾向于采取分离策略。（5）在物质领域，移民与移居社会的预期接近，都倾向于整合与同化策略；但在符号与意识形态领域，两者差异增多；移民们希望分离的领域，当地社会往往希望他们采取整合或同化策略。（6）两者之间的差异越大，冲突的可能性越大；两者的预期越接近，越容易形成双方都满意的调整。（7）移民理想中的选择与实际的选择不一定吻合，差异越大，挫折感越强，也越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差异在文化硬核（hard core）——符号领域，或者私人领域（private domain）——家庭与信仰等领域经常出现。（8）移民们原有的策略选择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以及他们知识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变异的方向取决于他们的经验得到的评价是正面还是反面的。（9）这种变化同样可能发生在移居社会的策略取向上。（10）移民们原有的文化影响他们对理想的文化适应策略的认知与选择；移居社会对不同的族群也有不同的认知和要求。

从上面的简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拓展后的模型已经比白瑞的理论精致得多。然而，新变量的加入以及变量本身的相对性造成理论逻辑关系的复杂化。事实上，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囊括所有变量，并对它们作彻底、穷尽的解释。我们不妨把白瑞的理论看作一个视角，根据它来把握文化适应的宏观趋势，然后结合其他的或微观的理论，更准确、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他的理论既可以从侧面验证白瑞的理论，也可以补充它的不足。下一节我们将评介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

第二节　跨文化调整理论

金荣渊是朝鲜裔美国人，原籍韩国，现任教于俄克拉荷马州大学，主要从事跨文化调整研究。她的著述颇丰，与古迪康斯特一样，也是跨文化交际领域中很有影响力的学者，其代表作包括：1986年和1988年出版的《跨族群交际》（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与《交际与跨文化调整：综合理论》（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 Integrative Theory）以及2001年面世的《成为跨文化的：交际与跨文化调整的综合性理论》（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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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氏以跨文化调整研究见长。开始阶段，她注重实证与归纳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线性逻辑关系，后期虽未轻视理论的实证基础，但明确承认它的自主性，强调其描述和解释的功能。她的理论整合了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勾勒和诠释了跨文化调整的主要层面以及各层面之间的相互联系。

金荣渊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跨文化调整现象，早期的代表作为1979年完成的论文《交际—文化适应互动理论之初探》（“Toward an interac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acculturation”）。这篇论文构成了她的跨文化调整理论的基础，而1988年出版的《交际与跨文化调整：综合理论》则是其理论真正成形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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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金荣渊又对原有的理论作修正与补充，于2001年推出了《成为跨文化的：交际与跨文化调整的综合理论》一书。该书把跨文化交际看作开放的系统，认为调整遵循其运行原则——交际者在交际中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时努力寻求一种内部的平衡。以往的跨文化调整研究积淀了丰硕的成果，例如文化休克论、文化同化论和文化适应论等。但它们要么关注个人而忽略社会；要么注重短期效应而轻视长期后果；要么只讨论文化调整的消极方面而回避其积极的方面。金氏的理论试图集众学者研究之长，打破先前狭隘的视野，全面描绘跨文化调整的宏大的立体图景。

金荣渊认为，跨文化调整不是某个具体、可分析的单元或变量，而是交际个体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全部的变化过程。基于整体的理解，金氏提出了其理论的三个支柱性概念：跨文化调整、交际和陌生人。跨文化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其间，交际个体通过对新的、不熟悉的或变化了的文化环境的重新定位，与这些环境建立或重新建立起相对稳定、互利和功能健全的关系”；它比同化、文化适应、调节（adjustment）以及整合等概念更具一般性，可以把这些概念涵盖其中。交际是指个体与环境之间所有的信息交换行为；跨文化调整在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交际的过程。陌生人概念源自齐美尔，它原指社会中某些与他人在物理距离上靠近，但在心理距离上却觉遥远的人；在金荣渊的理论中，其意义较为宽泛，用于指涉那些跨越文化边界和在异文化中安顿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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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陌生人在跨文化调整的旅程开始时都是“外部成员”，随后不断向“内部成员”迈进。

除了三个奠基性概念，金氏还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1）人有其内在的自我组织的驱动力以及对外部环境的挑战进行调整的能力；（2）个体对某个既定文化环境所作的调整发生在交际之中，并且通过交际来实现；（3）调整是一个使个体产生质的转变的复杂、动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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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她看来，任何人面对生存环境中的挑战时都会自然地作自我调整，调整构成了人类维持生活和改善生活的根本性行为，它是人类作为充满生机之系统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要人生活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他就会不停地与外部交换信息，其基本的交换方式是编码与解码。通过言语与非言语交际，人们相互协商，相互调整，维系社会系统的稳定和正常运转。调整是连续、多维的进程，不仅涉及交际者内部的因素和外部的环境因素，而且还牵涉到两者之间的互动以及两类因素所包括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复杂的调整过程中，个体为了适应环境而不断进行自我重组和改造，人格渐渐完善，调控能力日益增强，逐步变成胜任的交际者。归根结蒂，跨文化调整是交际者面对新的文化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不断自我更新，逐步提高交际能力，最终升华为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rson）的历程。上述概念和假设构成金荣渊跨文化调整理论的内核，其整体架构围绕跨文化调整过程的内涵以及它所涉及的个人交际、社会交际、族群社会交际、环境、个人倾向和跨文化更新等六个维度展开。

调整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手段，而且也是其成长的必由之路。思维的可塑性使人获得自我调整和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跨文化调整的进程首先从对本土文化的适应（enculturation）起步，然后是交际与文化调整，接着再进入跨文化调整与跨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每个人降临人世时并不知道如何才能举止得体，在文化上被社会所接受。童年时代，经历多年的学习、交流和自我调整之后，一个人慢慢获得交往能力，自然地与社会融为一体。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个体间相互关系的建立，群体以及文化身份的形成。文化调整的成功与否主要体现在交际功能的健全、心理健康和文化认同或族群认同的建构上。跨文化调整过程几乎是文化调整的翻版，可以被理解为个体的第二次社会化（re-socialization）。它始于文化压抑和危机感，经过自我调节与内在更新的过渡，不断向文化成长和更高层次的调整迈进。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文化旧习的去除（deculturation）和同化趋势的出现。跨文化调整的能力同样表现在交际功能的健全、心理健康和跨文化认同的建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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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调整—成长动态

跨文化调整大体涉及六个层面的因素。个人交际和社会交际构成跨文化交际最基本的层面。个人交际可以被理解为私有的符号化，即个人内在的思维过程；而与它紧密相连的社会交往则可以被理解为公共的符号化，即两个或更多的个体相互交换信息，通过协商形成社会关系——主体间的交流过程。只有当陌生人内在的交际系统与当地人的交际系统充分吻合时才能达到有效调整和沟通的目的。陌生人正确、有效地处理信息的能力与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密切相关。它包括认知的、情感的和操作的能力。认知能力主要指陌生人对东道国语言、文化、世界观、信仰以及行为规范等相关知识的掌握；情感能力主要指陌生人对新文化环境和新知识的开放程度、对新的文化体验的敏感性及其参与东道国文化体验和改变原有文化习惯的意愿；操作能力有时也被称作行为能力，它主要指陌生人把内在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外化为交际行为的能力。

与东道国文化成员交际的能力不仅与私有的符号化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公共的符号化密切相关。公共的符号化，即社会交往主要有两种形式：人际交往和大众交际（mass communication）。人际交往是陌生人获取文化信息、了解东道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重要渠道。人际关系网络的建立有助于增进交流、扫除语言和文化障碍，使陌生人能够得到直接的帮助，较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大众交际与人际交往一道推进跨文化调整。大众交际的形式有多种，例如收音机和电视节目、报纸与杂志、电影与戏剧表演、博物馆展览、因特网和海报等。它让陌生人置身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场景中，较为轻松、灵活地开展文化学习。在陌生人较少与当地人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情形下，大众交际在跨文化调整中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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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社会交际本应属于社会交际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金荣渊把它当作独立的层面来分析，意在突出族群因素在跨文化调整过程中的重要性。实际上，丁允珠和古迪康斯特等许多跨文化交际研究者都注重族群因素，也把它作为相对独立的变量进行研究。这种倾向反映了美国学者侧重解析族际交往的研究定位。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属于多族群的国家，而美国作为移民之邦，族群间交际问题在社会交往中处于更为显要的位置。陌生人进入多族群的社会后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自己的同胞。生活在异乡的人为了信息、情感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常常自发组织起各种类型的协会或团体，有些大的族群团体还拥有自己的电台和报纸，为族群成员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在初始阶段，许多陌生人因缺乏交际能力和社会网络无法独立开展社交活动，族群的交际系统会对他们的跨文化调整有所帮助。然而，一旦外来者跨越了这个阶段，族群交际往往能起到维护原有文化身份的作用，不利于他们融入移民社会。陌生人如果长期严重依赖本族同胞，他们与当地人社会交往的机会就因此而受到限制，不可能在专注于族群内部交往的同时很好地完成跨文化调整。

陌生人的跨文化调整进程还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环境。影响他们进行跨文化调整的环境因素大体上有三个：（1）东道国的接纳程度（host receptivity）；（2）东道国的同化压力（host conformity）；（3）族群团体的力量（ethnic group strength）。东道国的接纳程度类似于互动潜力，它是指某个特定文化环境在结构和心理上对陌生人的接受程度和开放性。一个社会对不同群体的外来人员会有不同的接纳力。例如，美国社会对来自加拿大的造访者能够有较高的接纳力，对土耳其人或肯尼亚人相对而言其接纳程度往往偏低。东道国的同化压力是指陌生人在多大程度上面临着入乡随俗、与当地人同步的挑战。它常常体现在本地成员对陌生人的思维与行为的期待上，这些期待往往会敦促外来者进行跨文化调整，尽快适应新的环境。不同的社会环境对陌生人有着不同的宽容度。多元、开放的社会一般能够为陌生人提供较为宽容的环境，单一、封闭的社会一般对陌生人有较高的同化要求。东道国的接纳程度和同化压力与陌生人所属族群的强弱密切相关。从短期效应看，强大的族群团体能够为刚步入新环境的陌生人提供信息、情感和物质资助，促进他们的文化调整；但从长期效应看，强大的族群可能会要求所属成员维系原有的族群身份，阻碍他们更深入地融入当地社会。

影响跨文化调整的第五个层面是陌生人的个人倾向。每个跨文化交际者都有独特的性情和理智。有些人充满自信和乐观的情绪，有些人比较羞怯、自卑和焦虑。在跨文化交际中，陌生人的准备程度、族群的接近程度（ethnic proximity）以及人格的可塑性（adaptive personality）影响着跨文化调整。准备程度是指陌生人在思维、情感和动机上为应对新的文化环境作了多少准备；它主要包括对新的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与理解、对新社会环境的积极期待和参与其中的意愿。族群的接近程度是指陌生人所属的族群与东道国主导族群之间的相似性和兼容性。族群的相似性体现在外在和内在的族群标识上。外在的标志有体貌特征、表情、服装、宗教仪式、行为习惯以及语调、语速和音高等类语言模式等；内在的标志有信仰、价值定位和行为规范等。总体上看，族群间接近程度较高的，跨文化调整的进程相对较为顺利，反之则会遇到较大的障碍。

人格的可塑性同样在跨文化调整中起到不容忽略的作用。人格因素对跨文化调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开放性、韧性和正面的态度。开放性是指个体倾向于接受新事物的心态，它与开明、跨文化敏感性、移情和容忍暧昧等概念有相通之处。开放的心态能够减少阻力，使人乐于体验新事物、改变视角，对不同的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人格的韧性是指个体吸纳外部环境的冲击使自身免受过度伤害的内在品性。人格的韧性表现在个体的复原力、冒险心、顽强、耐心、机智和情绪控制等方面，它能够让交际者在面对挑战时保持适当的灵活性、活跃程度和自信心。正面态度是指个体积极、乐观的生活观念以及在逆境中的相信自我的倾向。它使陌生人能够不断获得新的文化知识，易于在心智、情感和行为上与本地人形成融洽与和谐。开放而坚韧的交际者一般都能从容应对挑战，较为顺利地完成自我调整；相反，那些封闭而脆弱的交际者往往不能有效地调整自我，常常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经过一系列内在的转变之后，陌生人的自我表达和交际能力逐步提高。在跨文化调整的高级阶段，他们将经历更为深刻的跨文化更新（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跨文化更新是跨文化调整的关键结果，对交际者形成更高的跨文化能力起到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跨文化更新主要体现在功能的健全（functional fitness）、心理的健康以及跨文化认同的出现上。陌生人通过在新文化环境中的学习和调整，其内在的反应机制与外部社会的要求日益协调，他们与东道国成员的日常交际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相互的关系日趋和睦。与功能健全联系在一起的是心理健康。当交际功能逐步完备后，陌生人的心理状态也不断改善，这种趋势在有关文化休克和移民心理的研究中得到了有力的佐证。随着陌生人交际功能的健全化和心理健康的改善，他们原有的文化认同渐渐失去往日的显要和刚性，一个扩展的、柔性的跨文化认同开始出现。新文化认同的发展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陌生人基本上沿着压力—调整—成长的路径发展，但其间常常伴有反复、挫折甚至倒退，他们的内心一直处于维系原有认同和建立新认同的矛盾之中。这种情形类似于丁允珠在其身份协商理论中揭示的文化认同的一致性与变化之间的矛盾。
〔16〕



金氏认为，跨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交际者与他人不断寻找自我的本真性以及跨越文化边界的过程，它包括两个辩证统一的趋向：其一，自我—他人定位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on）；其二，自我—他人定位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
〔17〕

 自我—他人定位的个体化意味着陌生人不再拘泥于既定的社会范畴来界定自我与他人，转而以人类一员的视角重新定义各自的身份，交际者的认知能力因而得到了提升和扩展。自我—他人定位的普遍化是指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当交际者意识到价值的相对性以及人性的普遍性，以非二分的、超越语境的和共生共赢的观念来体验人性、解读文化差异之时，自我与他人都将成为宇宙的中心，跨文化认同随之就会出现。认同的普遍化使交际者能够整合不同的文化视角，不仅理解人群间的深刻差异，而且了然人类处境的高度相似性，帮助他们超越族群中心主义，促进“第三种文化”的发育与生长。
〔18〕



上述六个维度的因素解释了个体在跨文化调整中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每个维度的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或阻碍跨文化调整进程，既影响其他维度的因素同时又受其他层面的因素的影响。各个层面以及相关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金荣渊跨文化调整理论的系统模型（A Structural Model），具体表述在她总结的下列21个原理之中：





原理1：与东道国成员交际的能力越强，与东道国人进行的人际交往和大众交往活动越多。

原理2：与东道国成员的交际能力越强，与所属族群成员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少。

原理3：与东道国成员的交际能力越强，跨文化更新（交际功能的健全、心理健康和跨文化认同）的程度越高。

原理4：与东道国成员进行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多，与所属族群成员的交际活动越少。

原理5：与东道国成员进行人际和大众交际的能力越强，跨文化更新的程度越高。

原理6：与所属族群成员的交际活动越多，跨文化更新的程度越低。

原理7：东道国的接纳程度和同化压力越高，与东道国成员进行交往的能力越强。

原理8：东道国的接纳程度和同化压力越高，与东道国成员进行交际的活动越多。

原理9：东道国的接纳程度和同化压力越高，与所属族群成员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少。

原理10：所属族群的力量越强大，与东道国成员的交际能力越低。

原理11：所属族群的力量越强大，与东道国成员进行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少。

原理12：所属族群的力量越强大，与本族群人的交际活动越多。

原理13：做改变的准备越多，与东道国成员交际的能力就越强。

原理14：做改变的准备越多，与东道国成员进行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多。

原理15：做改变的准备越多，与所属族群成员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少。

原理16：族群之间的接近程度越高，与东道国成员交际的能力越强。

原理17：族群之间的接近程度越高，与东道国成员进行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多。

原理19：人格的可塑性越大，与东道国成员交际的能力越强。

原理20：人格的可塑性越大，与东道国成员进行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多。

原理21：人格的可塑性越大，与所属族群成员的人际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少。





金荣渊的理论主要探讨跨文化调整问题。跨文化调整是每个跨文化交际者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交际的过程与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许多学者都深入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大多数人侧重分析它的某个方面。例如，古迪康斯特的AUM理论聚焦于交际中对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处理；白瑞的文化适应论重点分析文化适应的策略等。金氏理论的优势在于它的全面性。它以开放系统的原则为基线，全面地分析了跨文化调整的六个关键层面，演示了陌生人在新文化环境中经历的外在与内在的转变。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在新的文化中遇到挑战时，总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达到内在的平衡。它汲取了社会学中功能学派的观点，把系统的平衡与发展之间的张力看作跨文化调整的根本动力。

跨文化调整理论的三个基本概念中，交际和陌生人来自其他理论，调整被创造性地理解为综合的概念，涉及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阶段和诸多方面，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虽然金氏表明她无意建构以变量的选择为基础、以揭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为目的的理论，但我们仔细研读她的论述后我们不难发现，该理论深入讨论的跨文化调整的六个层面大体上相当于它的六个关键变量，其21个定理主要阐述六个关键变量与相关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该理论六个关键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也较为明晰：第一个层面的因素推动交际者进行自我调整；第二个层面的因素为他们参与人际和社会交往搭建平台；第三个层面的因素使交际者积累族群范围的亚文化交际经验；这个层面的因素和第四个层面的因素，即本土环境相互作用；第五个层面的因素影响到交际者是否能够深入展开交际活动。以上五个维度的因素最终决定着跨文化认同的发展程度。

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模型囊括了交际中的主要层面，它对各个层面间的相互联系也提出了较为全面而令人信服的诠释，但其缺憾也十分明显，最突出的莫过于有关文化认同更新过程的讨论。她希望通过认同的个体化和普遍化来消减族群中心主义，比巴奈特（M. Bennett）和白瑞等人倡导的族群相对化（ethnorelative）更激进，也离现实更远。
〔19〕

 从理论上讲，个体认同和世界认同将取代族群等地方性认同，文化歧视和偏见随之不复存在，每个文化成员都将在普遍的人性中达成统一。然而，文化认同是集体的想象和意识，它允许个体有一定乃至较大差异但同时也要求他们具备相当程度的统一性。一旦文化认同彻底地个体化或普遍化，文化主体随即被虚化，集体归属的意义便不复存在。社会认同理论揭示，当人们消弭了原有的社会身份之时，新的身份将形成，填补它留下的空白。
〔20〕

 人们可以跨越自身的文化边界，但不能脱离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也不能随意割断其文化的历史根系。有学者指出，认同的个体化可能消减群体差异，但也可能因为个体差异化使群体认同得到加强。换句话说，集体认同有可能因为许多成员都强调自我的独特性而强化，认同的个体化不一定能够削弱集体身份的排他性。
〔21〕

 事实上，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美国文化认同正是建立在认同高度个体化的基础之上的。超越族群中心主义的有效出路既不在回归自我，也不在投入天下一家的乌托邦，而在于不断强化文化的反思性与开放性。
〔22〕

 文化的反思性能够帮助其成员克服偏见和误解，努力汲取其他文化的精髓；文化的开放性为差异拓展空间，为交流、对话、理解与共同进步搭建平台。更为现实地说，文化认同更新是文化成员逐步打破僵硬的文化界域、扩展文化身份、发展良性互动关系的过程。
〔23〕

 诚然，跨文化调整的途径是多重的，其结果同样是千姿百态的。盖洛斯等人推出的文化通融论为我们解读跨文化调整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第三节　跨文化通融理论

辛赛亚·盖洛斯任教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中群体交际和组织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擅长通融过程的分析。吉尔斯（Howard Giles）等人借鉴言语通融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于1987年首先推出交际通融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CAT）。1988年，盖氏与弗兰克林（Arlene Franklyn）以及吉尔斯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跨文化通融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in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其后他们又多次对它加以修正和扩展，使之不断趋于成熟与完善。

交际通融理论的前身是言语通融理论——SAT。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吉尔斯等学者不满足于社会语言学理论只对言语交际作描述但不加以解释和评估的做法，尝试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交际行为进行探索。他们在借鉴族群语言认同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ELIT）的基础上建构了SAT理论。SAT强调动机在交际中的至关重要性，它力图解释社会交往中某些言语风格变化背后的动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后果。更确切地说，它试图阐明言语趋同和分化背后的认知与情感发展过程。
〔24〕

 其后，吉氏进一步拓展SAT的研究视野。80年代后期，盖洛斯与吉尔斯等人把分析重点放到话语、类语言（paralanguage）和非言语行为上。SAT理论问世不久便引发了许多相关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它的内容和视野也不断得到扩展和充实，最终形成了交际通融理论——CAT。CAT理论不仅适用于人际和群体间交际，而且适用于跨文化交际，对于后者它尤其显示出独到的解释力。

SAT理论试图分析交际者言语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它认为，交际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还应包括人际和群体间关系的处理。人们在交际中有动机促使他们运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营造自己希冀的社会距离；交际双方都会意识到通融行为的存在与否。
〔25〕

 交际者在言语上大体有三种通融策略，即趋同（convergence）、分化（divergence）和维持（maintenance）；他们会依据各种具体的情形作不同的选择，从而建构和维系积极的个人与社会身份。趋同是指交际个体进行自我调整、使其行为与对方更为接近的策略。分化与趋同正好相反，它是指交际者强化差异、使其与对方区别开来的策略。维持与分化相似，它是指交际者不考虑对方的行为、坚持自己原有风格的策略。SAT理论在初始阶段侧重趋同研究，未给予分化以足够的关注。跨文化交际研究者们曾抱有这样的观点：相似性能够带来吸引力——物以类聚。但当他们发现分化同样在交际中经常出现且有积极意义时，吉尔斯等人开始借助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分化的动机。社会认同理论揭示，人们在交际中会采取分化的策略显示其所属群体的独特性，强化他们的社会身份。与此同时，他们还借鉴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来分析对话者对通融策略的感受和评估。归因理论表明，人们往往根据自己所理解的动机和意图来解释和赞赏他人的行为；一般而言，当交际者认为对方的得体行为是出于内在原因时，他的正面评价就比较高；相反，如果当交际者认为对方的不得体行为是出于外在原因时，他的负面评价也不会很尖锐。

早期的SAT从说话人、趋同的程度以及听话人反应三个维度，以及通融的功能与类型来分析交际者为何采取趋同、分化或维持策略的动机。其后，吉尔斯等人又吸收了自我表征理论（self-representation theory）
〔26〕

 的思想对SAT进行修改和扩展，使它不再仅仅关注交际中言语和语言特征，转而从跨学科的视角来解释整个交际过程。该理论因此被重新命名为交际通融理论（CAT）。交际通融理论的解释框架基本上沿用了SAT理论的分析架构，其主要命题有如下六个：





命题1：遇到下面的情形时，说话人试图向他们所认同的听话人的言语和非言语模式靠拢，不管这些模式是从个人的、关系的或是以群体的角度来界定：（a）说话人想得到听话人的社会认可（而且他们认为寻求认可行为的回报要大于付出的代价）；（b）说话人想有高效的交际；（c）说话人希望对方与自己共同呈现自我、双方和群体；（d）说话人希望对具体情形和身份作适当的判定；（e）听话人在具体情境中的言语风格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吻合；（f）说话人的言语得到正面评价；（g）说话人的言语不仅对他们自己而且对听话人都是得体的。

命题2：言语趋同的程度具有下列功能：（a）表明说话人所掌握语言技能的程度；（b）表明具体因素对社会反差、社会认可或交际效率需求的影响。

命题3：遇到下列情形时，说话人试图维持他们的交际模式，甚至偏离听话人的言语或非言语行为：（a）说话人想向对方传送一个反差性的自我形象；（b）说话人想同对方或从对方所界定的情形中解脱出来；（c）说话人想以他们所珍视的、用来昭示其群体认同或关系身份（relational identities）的交际方式来界定交际情形或相互关系；（d）说话人想改变听话人的言语行为；（e）对方偏离了说话者认同的交际规范；（f）对方的偏离行为与说话人的预期相一致。

命题4：言语的偏离行为具有以下功能：（a）说话人所掌握语言技能的程度；（b）个人或社会关系影响认知和情感的程度；（c）上述两个方面同时具备。

命题5：当听者感受到下列情形时，他们会对趋同作正面评价：（a）说话人的交际方式与他们自己的相吻合；（b）说话人的交际方式与他们所属群体的固定模式相一致；（c）说话人的趋同在社会语言学上与听话人的对话方式保持着最佳的距离，而且其语速、流利程度和准确度也达到最佳境地；（d）说话人坚持以受到尊重的方式说话；（e）特别是说话人作出较大的努力；（f）说话人作高明的选择；（g）说话人的动机被认为是利他的或善意的。

命题6：当听话人感受到下列情形时，分化将得到消极的评价：（a）说话人的交际方式与他们的不一致；（b）说话人的语言与他们所属群体的语言的固定模式不一致；（c）说话人的偏离过远，或过于频繁、流畅和准确；（d）说话人的对话方式违背了价值规范；（e）特别是说话人作出了较大努力；（f）说话人的选择是高明的；（g）说话人的意图被认为是自私或恶意的。





其中，命题1、2、5探讨趋同问题；命题3、4、6分析分化和维持问题；命题1和3解析说话人的动机；命题2和4揭示趋同程度的影响；命题5和6演绎听话人的动机。

拓展后的CAT理论模型被盖洛斯等人接过来加以改造。盖氏等人吸收了族群语言认同理论的观点，并从中发展出跨文化通融理论。他们宣称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系统地解释群体间和人际间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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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洛斯等学者建构的CAT理论主要致力于解释跨文化交际现象，但就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ness）而言，它仅仅局限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层面，其他所有变量的分析都可以划归群体间交际范畴。即便如此，CAT理论仍然面临过于复杂的问题。盖洛斯与其合作者们一起对原有概念进行整合，对原有命题作修正，推出了适应面更广的一般性CAT理论。一般性CAT理论大体成形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认同理论成为其主要的参照，同时它还引用了归因理论的诸多元素。该理论建立在三个基本的假设之上：





（1）交际中的互动与社会历史语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交际不仅是指称意义的交换，同时也是个人和社会群体协商身份的过程。

（3）交际者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行为与对话者进行通融，实现信息交换和相互关系的建立。





社会语言学家们强调交际从不发生在真空里，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历史上两个交际群体之间的关系、各自的活力以及开放性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交际的进程和效果。社会交际不仅有认知功能，还有情感功能，人们在相互协商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建构自己的社会认同。既然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遵循互为不同的交际模式，那么，实现成功交往的必由之路便是双方的通融。相互通融的形式既有语言的也有心理的，交际者往往依据固定的思维模式对其他群体的成员作相应的预期。CAT理论从交际者最初的定位、心理上的通融、通融的焦点、策略和行为以及归因、评价和未来意图来解释通融背后的动机，其主要命题如下：

就交际者最初定位而言，CAT理论有两个命题。





命题7：遇到下列情形时，说话人A倾向于以群体间交际为定位与B进行交往，而且有动机促使他对B群体的特征采取不通融的态度：（a）两个群体在历史上有过重大负面性的交往；（b）而且A与其群体中的一些成员强烈地认为B群体的社会活力低，或把B群体作为不稳定的社会对象进行比较；（c）或者，A早期与典型的B群体的成员有过负面的交往。





但出现下列情形时，A倾向于以群体间交往为定位，但对他所理解的B群体的特征采取通融的态度：（a）A归属于地位较低的群体，他认为自己的群体活力低、群体间的界限不严，而且群体间的交往合法、稳定；（b）或者，A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活力较强群体的成员，他认为群体间的交往合法而稳定；（c）或者，A早期曾与典型的B群体的成员有过正面的交往。





命题8：当下列情形出现时，A倾向于以人际交往为定位与B进行交往，且有动机对B群体的特征采取通融的态度：（a）A和B有着正面的人际交往经历；（b）A与重要的群体内部成员的认同较为淡漠，或者交际情形中没有重要的群体内部成员。但是，当A与B有着负面的人际交往经历时，A倾向于以人际交往为定位，但有动机驱使他对他所理解的B群体的特征采取不通融的态度。





就心理通融而言，CAT理论提出了五个命题。





命题9：当A感到交际中个人身份重要时，其心理通融的目标指向对话者B的个人特性；但当A感到社会身份重要时，其心理通融的目标指向B的群体特征。

命题10：当A以群体交往为定位时，他往往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抱有较狭隘的看法，以比较苛刻的规范来要求他们，而对本群体内部的成员则显得心胸宽大、较为包容；但当A以人际交往为定位时，他往往以相似的规范来要求本群体及其他群体的成员。

命题11：交际中当A被情感动机所主导，并且感到同化的必要时，他可能在心理上通融对方，即便通融会使理解变得困难；当A被情感动机所主导，但认为有分化的必要时，他往往在心理上不予对方以通融，即便不通融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命题12：交际中，当A被认知动机所主导，并且感到与B方不断接近才能增进理解时，A往往愿意在心理上通融对方，即便这样做有损于身份的维持和发展；当A被认知动机所主导，但他认为分化才能促进双方的理解时，他往往不愿在心理上通融对方，即便这样做有损于身份的维护和发展。

命题13：当A处于一个地位差异有压力的情形之中，他在心理上往往会对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的社会语言特征和行为给予通融。





就交际者通融的焦点、策略和行为以及对话者的归因、评价和未来意图而言，CAT理论提出了四个命题。交际者关注的焦点包括说话行为、会话能力、会话需求、角色和权力关系等。通融的策略包括趋同、分化和维持。通融的行为只有一种，即把对方当作个体的或群体内部的成员，不把他们看作外人。不通融有反通融（counter-accommodation）、不够通融（under-accommodation）和过分通融（over-accommodation）几种类型。CAT理论认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交际主要都取决于内在的心理因素，而且都会对未来的交往产生影响。上述几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可以表述为下列四个命题。





命题14：当说话人B给予听话人A以通融时，A可能正面地解读和评价B的行为，特别是：（a）当A把B的行为归结为内在的善意时；（b）当B和A同属于一个群体时。

命题15：当说话人B对听话人A不通融时，A可能对B的行为作负面的理解，消极地评价B，特别是当下列情形出现时：（a）A把B的行为归咎为B内在的恶意，或者；（b）B相对于A而言属于一个有着显要地位的外部群体的成员。

命题16：当A在交际中正面评价B时，A可能对下列两种情形表现出积极的意向：（a）与作为外部群体成员的B所进行的人际交往；（b）与其他典型的B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然而，当A正面评价B的行为，认为B不属于典型的B群体的成员时，A可能保持他对B群体原有的意向。

命题17：当A在交际中负面地评价B，A可能对下列情形表现出消极的意向：（a）与作为外部群体成员B所进行的人际交往；（b）与B群体其他成员的交往，特别是与典型的B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然而，当A负面评价B的行为，认为B不是其所属群体典型的成员时，他可能保持他对B群体原有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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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11个命题较为系统地揭示了交际者为何相互通融的内在动因。概括起来，它们表达了下列观点：第一，不管是以群体交往还是以人际交往为定位，正面的历史交往以及交际者感受到的善意构成相互通融的基础；第二，群体形象和文化认同是促进双方通融的另一个显要因素；第三，相对而言，群体认同淡漠、愿意以人际交往为定位的交际者比较容易通融；第四，当认知和理智占据主导地位时，交际者侧重理解而轻视身份；但当身份和情感占据主导地位之际，交际者更注重认同而轻视理解；第五，弱势群体更容易对强势群体通融。简言之，友好的交往历史、相互的文化认同与善意以及群体间的地位差异是影响通融的关键因素。

[image: alt]


跨文化通融理论模型

跨文化通融理论探讨交际者为何在交际中相互调整、相互包容、相互建构认同的社会心理问题。其基本的假设是：交际发生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换也是认同建构的过程。它强调，共同的动机、交际策略和行为反应体现在所有交际活动之中。从研究问题看，交际通融理论力图解释重要的跨文化包容现象，但并没有多少新意。白瑞等人的文化适应理论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都就该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从该理论的基本假设看，它主要汲取了社会认同理论和族群语言认同理论的思想，不过是再次重申了它们的观点而已。跨文化通融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交际策略以及历史、社会情感和权力等因素的阐述；它不仅可以解释微观层面的跨文化行为，而且可以运用于语言学习、维护与变迁以及克里奥化（creolization）等宏观层面的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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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SAT和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重点分析趋同和分化现象，没有对维持策略给予足够的重视。
〔30〕

 CAT理论不仅解析了交际者不断趋于统一同时又相互分化的总体趋势，而且还阐释了他们采取维持策略的诱因。与前期的CAT浓厚的理性主义倾向相比，后期的CAT理论更注重历史和社会情感因素，但也适当兼顾到了理智的作用。正如社会建构主义所揭示：西方启蒙运动以降理性主义传统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学者片面强调交际中思想的交流，忽略了情感和道德的角色，自然会对交际过程做出有失偏颇的解释；事实上，情感在交际中，特别是东方人的交际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31〕

 在这个方面，CAT理论显得难能可贵。然而，该理论似乎过于强调历史交往的影响，有认为交际者难以超越历史的嫌疑。人类文化交流中不乏超越历史的佳话，中印、中日、中美和法德等文化交流中的曲折经历无不生动地说明人们能够通过自我反思，跨越负面乃至充满敌意的历史。

小　　结

文化适应和趋同与文化差异和冲突一样，同属于跨文化交际中根本性的问题。早期的文化适应理论虽然对跨文化调整作了较全面的探讨，但其单一文化定位的倾向和对交际过程中文化创造的轻视难免造成偏见和盲点。白瑞的理论正视移民文化适应过程的复杂性，不仅解释了他们为何有不同的策略选择，而且分析了相应的后果。其简洁的模型广泛运用于实证研究，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有着鲜明的跨文化定位。它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法则为起点，系统地阐述了陌生人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如何面对压力不断自我调整，建构出具有创造力的跨文化身份的总体进程。跨文化调整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它为我们展示了跨文化调整的整体风貌，而且在于它为人们进行更富创造性的交流提供了有益的构想。当不同的文化成员交往时，相互通融是达成共识和协同发展的主要手段。盖洛斯等学者推出的跨文化通融理论在历史和社会情境中考察交际者的交际定位、心理反应、通融的焦点与策略以及相应的行为，深入地剖析了跨文化通融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也为我们理解跨文化调整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如果说差异和趋同是跨文化交际中两个基本现象，常常相互矛盾和对立；那么，哪一种因素能够使它们调和统一起来呢？这无疑涉及认同问题。下一章我们讨论有关身份和认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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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理论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关差异的理论侧重探究了交际的困境所在，有关趋同的理论主要解析了交际过程与结果，把两种理论之视野整合到一起的是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理论。任何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都会有自己特定的文化认同，任何交际既是信息的交换，同时又是身份的确立和认同的商谈。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者对身份和认同问题作过大量的论述。虽然大多数学者已经拒绝接受那种把单一、既定和经久不变看作文化的特征的观点，转而强调其多重性、开放性和可塑性，但由于各人的着眼点不同，所关注的问题也有差异，因此他们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认同与身份作出多元化的诠释。本章将重点评介迈克尔·海齐特（Michael L. Hecht）等推出的交际认同理论、玛丽·J·科里尔（Mary J. Collier）等提出的文化认同理论、笔者的跨文化认同理论、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与身份协商理论以及今堀（Tadasu Todd Imahori）等建构的身份管理理论。

第一节　交际认同理论

迈克尔·海齐特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其主要旨趣是研究与文化和认同相关的问题。海齐特一直关注非裔美国人以及美籍墨西哥人的身份与文化，作了大量的实证考察。他在分析认同理论文献时发现，大多数学者把认同与交际分开讨论，他们的理论模型与实际不相吻合。海齐特认为，交际与认同密不可分，交际乃认同之实现（enactment of identity），只有把认同与交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理论才能更好地对应和解释现实。他和詹妮弗·R·瓦伦（Jennifer R. Warren）等人一同提出了改进后的交际认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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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认同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认识之上，即自我理解和个人认同是普遍的现象，虽然世界各种文化对自我与认同有各自独特的理解。大体上看，非洲文化执着于和睦，从整体论的角度看待自我，强调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和睦。亚洲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哲学重视集体，淡化个人，要求人们遵从普遍的法则和社会秩序，其核心价值是基于互惠基础上的“仁”，认同相应地被解释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西方文化主要继承了希腊人对认同和自我的理解。希腊人从两极对立的观点来解读认同，界定自我。他们把自我解读为一系列与他者对立的角色——希腊人是自由的，他者是不自由的；希腊人是文明的，他者是野蛮的……；与集体主义文化成员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希腊人把自我看作独立的实体。这种基于个体主义之上的自我观念被西方人不断发扬光大，现已成为他们的主流意识。这些文化皆从不同的角度确立了所属成员的认同。交际认同理论不仅全面汲取了世界各种文化对自我与认同的阐释，而且还吸收了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关身份与认同的思想。后现代主义断言，人们可以在多重自我之中自由地选择认同，人类身份呈现出流动化、碎片化以及相对化等特征。

交际认同理论立足于经典文化对自我与认同的阐释，其直接的理论源泉来自社会认同理论和身份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视认同为社会分类的产物，诸如族群、性别和职业等社会分类被看做社会结构化的一部分。个人归属于不同的社会范畴，在获得成员资格的基础上形成身份。社会赋予每个个体以社会身份，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其所属的社会分类。相应地，社会认同通过团体身份把个人与社会联结到一起，影响着他们的信仰、态度以及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

如果说社会认同理论侧重社会层面，身份理论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个人层面。身份理论出自符号互动学说（symbolic interactionism），它以角色的概念来解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身份理论中，角色是指：“一个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占据特定地位时发挥的功能或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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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角色的合适与否取决于社会其他成员在各种场合对他人的预期。角色一旦内化，角色认同就随之形成。因为认同是在自我与他人的对立或联系中产生，所以角色有与生俱来的社会性。社会学家早就提出了把身份理解为自我与社会互动产物的观点。库里（C. H. Cooley）曾用“镜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来表达他人对自我的凝视——人们通过他人对自己的感受来理解自我。米德（G. H. Mead）曾提出与一般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相联系的自我；他认为，一个发达的自我既包容社会又创造社会；当自我能够把与自己发生互动的他人的意向整合进一般性的行为标准时，自我就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成为自己对社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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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夫曼（E. Goffman）也曾指出，个体具有多重角色，在选择角色认同时要受到社会的规约；认同是个体在社会规范的影响下经过社会互动而产生的，并且由他人的期待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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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认同理论赞同社会认同理论以及身份理论把个人与社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论断，它从前者那里吸收了集体认同和社会分类的概念，从后者那里吸收了社会角色和社会归属的概念。但交际理论并没有止步于此，它进一步提出交际不仅影响身份而且是身份的实现；身份与交际相互交织，它在交际中形成、维系、调整和转换。一方面，交际通过社会互动创造和交换以符号来表征意义，并且把这些意义与自我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人们把自己置于得到社会承认的范畴时，又通过社会互动确认这些范畴的相关性，认同由此产生并得到塑造；交际通过上面两条路径内化为认同。另一方面，认同在社会互动中经由预期和动机显现出来，因为特定的认同决定了特定的预期，进而决定特定的交际行为。一言以蔽之，认同在社会交际中既得到了内化又得到了外化。

基于交际既是认同的内化又是其外化的观点，海齐特等人开始建构他们的交际认同理论。该理论主要围绕关键性概念“认同”展开。海齐特等人认为，认同存在于多重载体之中，不仅寓于独立的个体，而且寄身于社会过程。它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个人的、实现的（enacted）、关系的和群体的（communal）。个人层面是指作为认同载体的个人。认同以自我概念、自我形象、自我认知、自我情感和自我存在感等形式储存于个人层面。个人层面的认同为我们理解个体在一般与特定情形中如何界定自我提供了线索。实现的层面是指认同在交际中通过信息的交换而付诸实践。在这个层面中，自我被看做行动的、得到表达的自我。关系层面是指认同属于人们在交际中相互商谈和相互塑造而形成的产物。它有三层含义：其一，个人以社会互动的方式建构认同，认同的建构是一个开放、没有止境的进程，不断受到他人观点尤其是社会范畴的影响；其二，个人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建立自我认同；其三，人际和社会关系本身就是认同的单元（unit），因此夫妇、上下级和同事等单元能够建立认同。群体层面是指认同所属的集体。群体成员往往有共同的、特定和集体的记忆，他们在共有特性和共同历史的基础上建立集体认同。认同的四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各种特定的场合中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

认同四个层面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形成了交际认同理论的17个命题，其中基本命题有九个，关于个人层面和实现层面的命题各有一个，关于关系层面的命题有五个，关于群体层面的命题有一个。该理论的九个基本命题如下：





命题（1）认同具有个体的、社会的和群体的特性。

命题（2）认同既是持久的又是变动的。

命题（3）认同是情感的、认知的、行为的和心灵的。

命题（4）认同不仅有内容的还有关系的分析层次。

命题（5）认同是交谈中被表达的代码——认同是话语的，它以共性来界定成员资格。

命题（6）认同具有由核心符号、意义和标签表达的语义特性。

命题（7）认同规定了某种既得体又有效的交际模式。

命题（8）认同是预期和动机的来源。

命题（9）认同是显现的。





关于个人层面的命题是：





命题（10）认同具有不同等级的意义，使自我成为社会性建构。





关于实现层面的命题是：





命题（11）认同在社会行为和社会符号中得到表达和实现。





关于关系层面的命题有如下五个：





命题（12）认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显现。

命题（13）认同在相互关系中得到实现。

命题（14）相互关系使认同成为社会实体。

命题（15）认同是他人在社会中赋予自我的意义。

命题（16）认同是按等级排列的社会角色。





关于群体层面的命题是：





命题（17）认同在群体和社会网络中显现。





交际认同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如何在社会交际中通过协商来实现自我认同。认同与交际的关系是跨文化交际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之一，相关的研究也有很多。交际认同理论正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强调认同的交际性并且重构既有认同概念而形成的。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交际不仅影响认同而且是认同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在交际认同理论中，认同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既定、孤立的东西，而是作为自我角色以及社会分类相互建构的产物，两者互动的中介便是个人与社会交际。该理论的逻辑关系主要体现在“自我、交际、相互关系、群体特征（实际上是社会范畴）以及认同”五个基本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上。首先，个人对自我的界定形成认同的原初形态，它由交际来表达与实现，然后在与他人建立的关系以及社会范畴中得到塑造，最后影响到交际者的行为。交际认同没有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辩证统一，而是以“商谈”（negotiation）这个隐喻来演示各种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认同既有预定的内容，也有社会建构；既有主观的判断、个人的选择，也有社会规约和集体意愿；它不仅通过交际行为来表达，也由社会符号来沟通；成功交际的关键在于个人如何与他人以及社会达成共同接受的协议。

交际认同理论把自我认同的实现理解为双重协商的过程——自我协商和自我与他人以及社会协商的过程，从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上揭示了认同建构的基本机制。由此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它对符号互动论的借鉴。符号互动学理论认为，人类在界定自我的时候既使用主我“I”，也使用宾我“me”；主我“I”是思考着、行动着的主体，宾我“me”是主我“I”审视的客体性的自我——通过他人所折射出的自我；社会经由宾我“me”进入个体，并且被主我“I”所建构和重构；在主我“I”和宾我“me”的对话中社会的期待与个体的要求进行了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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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认同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认同本质、层次、特性和形成过程的解释，为跨文化交际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分析框架。它对认同建构双重性的诠释尤其有启发意义。由于每个社会个体一般都有多重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确立必然要经历各种选择、博弈和调和，而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各自的运作和互动模式无疑最具根本性。鉴于社会交际本身的复杂性，认同的建构自然还要涉及许多具体的因素。例如，个人在作自我选择时，其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地理环境和人身安全等因素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而社会在对个体实行规约时，也会受到时代背景、文化定位、社会思潮、权力的大小以及经济的发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当我们把交际认同问题放在跨文化视野中考察时就会发现，文化差异同样对认同的建构发生影响。在这方面，文化认同理论为我们理解认同建构的过程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论

玛丽·J·科里尔早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后来转到丹佛大学人类交际研究系工作，现在任教于新墨西哥大学传播与新闻学院。她的研究旨趣主要在于跨文化认同和跨文化关系。科里尔和托马斯于1988年提出文化认同理论模型。与交际认同理论一样，文化认同理论不同意那种把文化认同看作独立的变量和先验性事物的观点，认为它是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形成和管理的多重身份之一。该理论从跨文化交际和文化的定义入手，借助系统理论的框架，对文化认同作解释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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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研究常常把文化差异界定为先验的现象，然后依据文化认同来预测交际行为。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它给予我们确定的参照点，便于进行跨文化比较，但它的缺点是对文化过于简单化的分类。相应地，它对文化认同的分析往往流于肤浅或陷入误解，对何为跨文化交际以及交际者的认识也较为模糊。因此，科里尔和托马斯聚焦交际双方的话语，从解释学视角探究两者之间的互动，揭示跨文化交际中认同建构的动态过程。

文化认同理论的起点是对跨文化交际和文化概念的界定。何为跨文化交际？科里尔和托马斯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指认同于各具特色文化的交际者相互之间的交往。人际交往也涉及交际者的独特性，但它主要指交际个人的与众不同。跨文化交际则牵涉到文化框架，即整个文化参照背景的不同，其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个体差异，而在于交际者所代表的文化系统的偏差以及两种文化体系中规则与意义的区别。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标识是交际者的认同，如果两个交际者认同各自的文化，并且以各自文化代言人的角色进行交流，他们之间的交际就可以被定义为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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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认同理论提出，话语（discourse）是判断文化认同和身份归属的关键因素。这个观点立足于该理论对文化的理解之上。交际认同理论承袭解释人类学大师格尔茨的狭义文化观，把文化界定为“由历史传播的符号（symbols）、意义和规范系统”。它强调文化传统以及人类互动如何变成话语文本（discursive text）的过程，凸现了交际代码的系统性。交际认同理论厘定的文化包括族群特性（ethnicity）、性别、职业以及其他任何与个人密切联系在一起、具有重要意义的符号系统。它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规范性层面，亦即道德层面；二是构成性层面（constitutive dimension），亦即意义层面。规范层面的文化体现在行为模式和社会规则，如社会庆典、礼仪、禁忌或交谈的程序等之中；意义层面的文化体现在隐喻、故事、神话以及各种社会符号系统中。每个文化的核心符号（core symbols）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意义系统是它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的关键因素。

文化认同理论的文化观源自解释人类学，有其解释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基础。它认定，跨文化对话者的行为与话语中的解释相互作用，这些解释以具有能够被解读的规范形式和符号结构的话语文本出现。在认识论上，科里尔和托马斯赞同格尔茨的观点，认为本土人的解释最能揭示文化认同，最可靠的证据来自民族志（ethnography）——对本土文化的事件和习俗作忠实、细致、深入的描述。鉴别文化认同的有效手段是观察那些宣称自己归属于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存在哪些系统的相似和差异。如果两个交际者虽然存在某些差异，但他们有共同的谈话主题，遵循共同的规则，能够在意义上达成共识——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那么他们就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反之，倘若他们虽然有一些表面的相似之处，但却没有本质上的共性，他们就不属于同一文化群体。在本体论方面，文化认同理论断言，无论在哪里人们都在商谈认同。换句话说，认同随语境变化而变化，交际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会选择不同的认同。认同只能出现在各种具体的情境之中，并且被话语所建构。在文化认同理论的哲学观中，主体间性和商谈是两个关键概念。主体间性使私有知识能够从一个主体传输到另一个主体，社会意义之网由此而被编织出来；与此同时，交际者的认同在意义系统中通过商谈而得到了确立。基于上述认识，文化认同理论提出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1）：人们在话语中商谈多重的身份；

假设（2）：涉及属于不同文化的话语系统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





交际认同理论选择规则／系统（rules/systems）作为其基本分析框架。它脱胎于系统理论，涵盖系统、跨文化能力和规则三个主要概念，其用意是为在各种语境中系统化分析意义提供一个方法。格尔茨、海齐特与金荣渊等许多学者都使用过系统概念。科里尔和托马斯把系统界定为“具有可识别的结构和功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元素结合体”。依据此定义，各种文化是由信息系统构成，其结构可以通过核心符号和规范来识别，其功能可以通过描述的结果得到辨认。在文化认同理论中，各种文化认同被当作核心符号在统摄它们的大的人类文化体系中进行比较和分析。跨文化能力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它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系统自我维系的机制。许多学者都曾定义过跨文化能力，科里尔他们认为，它是“在商谈相互接受的意义、规则以及获得积极的结果的过程中显示出的能力”。文化认同理论把规则和规范当作可以交替使用的概念，认为它是“具体地说明何时以及如何进行交际的规定”。有能力的跨文化交际者能够在交际规则和话语意义上达成共识，其交际富有建设性。他们不仅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现出较高的调整能力，准确地驾御交际规则，而且在与不同文化成员的交谈中表现出较高的商谈技巧，敏锐地把握对方的思路，充分肯定对方的自我理解和文化认同，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并且实现双方期待的目标。规则／系统分析框架的合理之处体现在它成功地揭示了交际规则的差异以及交际者对结果的不同偏好，为人们评价跨文化能力建立了一般性的标准，进而从规范和意义两个层面探究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和管理途径。科里尔和托马斯用三个假设和两个定理总结了规则／系统分析框架的独到之处：





假设（3）：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前后一致的意义的使用和得体、有效的交际行为；

假设（4）：跨文化能力通过共享意义、规则和具有正面结果的商谈而产生；

假设（5）：跨文化能力在文化认同得到确认的过程中产生。

定理（1）：话语涉及越多规范和意义上的差异，交际越具有跨文化性；

定理（2）：跨文化能力越高，交际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或更长久的维持。





文化认同理论从解释学角度研究跨文化能力，分析交际符号系统，解读文化认同对交际的影响，整个理论的逻辑主要围绕文化认同这个核心概念展开。在科里尔和托马斯看来，文化认同是指：“对具有共享符号、意义以及行为规范群体的确认和认识上的接受，”其中文化的核心符号系统是它最具代表性的表征。当个人认同于文化群体时，他们能够使用和理解群体的符号与意义系统，并且能以合乎文化规范的行为进行交际。文化认同在社会互动中被建构和重构，是“存在”（being）与行动（action）的结合体，集中体现在跨文化对话者运用的核心符号和标志上。它世代相传，随语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各种跨文化语境中，文化认同在范围（scope）、突显性（salience）和强度（intensity）三个层面上表现出迥异的状态。例如，文化认同在范围上，可以有较大的国家文化认同，也可以有较小的地方文化认同；在突显性上，它可以在某个场合显得十分重要，但在另一个场合却不那么突出；在强度上，有些人在某个特定的场合（如国庆典礼）强烈地认同于他们所属的文化群体，但在其他场合（如友人聚会）却较为平淡地对待他们的文化身份。简而言之，文化认同与社会语境一同发生变化，跨文化互动产生的话语文本——语言反映并且建构交际者的文化身份。科里尔和托马斯把他们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路径总结为下面的一个假设、三个定理和一个原理。





假设（6）：文化认同在范围、突显性和强度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上发生变化。

定理（3）：文化认同越是在话语上具有差异，交际越具有跨文化特性；

定理（4）：交际者判断的文化认同与对方声称的认同越有一致性，其跨文化能力越强；

定理（5）：文化认同的语言参照（即映证物）和参与者、情节（episode）类型以及话题等社会语境因素一起系统地变化。

原理（1）：话语中表露出的文化认同越强，交际对方的特定身份具有的突显性越高。





文化认同理论主要研究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际的互动问题。霍尔和霍夫斯泰德等许多学者也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但他们把文化认同当作既定的变量进行分析，基本上属于静态研究。科里尔和托马斯的开拓性在于他们以动态的认同观考察两者的互动，对文化认同的形成和管理作系统的解释，其基本的观点是：文化认同是交际者多重认同之一，它在跨文化对话中形成并且发生变化。该理论有文化认同和核心符号两个基本概念，两个基本概念又包括系统、规范、意义、跨文化能力、话语和商谈等相关概念。它的关键变量有四个，即文化认同、核心符号、规范和意义，整个理论逻辑也建立在它们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上。虽然该理论的建构者强调他们采用的是解释学视角，主要关注跨文化交际现象的描述和解释，无意揭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对相关行为作预测，其原因是他们把文化认同、规范、意义和跨文化能力等现象当作过程而非既定的变量来研究。然而，从他们提出的规则／系统分析框架以及总结出的论断、定理和原理来看，六个论断基本属于现象的描述，五个定理和一个原理无疑涉及因果关系的判断。实际上，任何理论对现象作系统性解释时要完全回避因果联系是不可能的，文化认同理论自然也不例外。文化一方面是人类互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历史的积淀，既有变动、不稳定的方面，又有持续、稳定的方面；文化与交际不但有平行的相互建构关系，也有先后的因果关系。在文化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不是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建构认同，而是在历史传统的语境中商谈选择的余地，探讨新的可能。

如果从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两个方面来归纳文化认同理论的话，它大体上表达了以下观点：就现象的描述而言，跨文化交际是认同于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之间的交际；文化认同主要由文化群体的核心符号系统表征，产生于社会交往和跨文化对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显示不同的形态；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意义系统，跨文化能力体现在能否得体地运用交际规则、准确地理解话语意义以及有效地确认交际者的文化身份。就现象的解释而言，社会交际总是在人际交往和跨文化交往之间游动，话语系统和它所表征的规范和意义体系的差异越大，跨文化的程度就越高；跨文化对话者越强烈地认同于其所属的文化，他／她在特定语境中表露的特定文化身份越显重要；由语言映证的文化认同与社会语境一同发生系统性的变化；交际者的归类越与对方的文化身份一致，其跨文化能力越强，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就越能得到维持和发展。

从文化认同理论的观点来看，它并没有什么创意，其主要的贡献在于它引入了解释人类学的文化理念和研究方法。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文化由社会通行的、公开的意义系统所组成，人们借助这个符号系统相互联系和交流。文化不是先验之物，而是人类交际的结果；文化造就了人，与此同时人的发展又使文化不断丰富和升华，两者共生、共存、相互依赖；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理解和发展主要得益于他们拥有文化。在文化研究上，格尔茨延续了韦伯的传统，借鉴了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他提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寻意义的解释科学；人类解释学即是建构对于所发生事情的理解，而非建构统一的模式。文化解释理论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thick description）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归纳；个案研究的基础性工具是民族志。人类解释学的双重使命包括：其一，揭示贯穿于我们研究对象的活动的概念结构——社会话语中“所说过的”（said）；其二，建构一个分析系统，借此来分析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与决定人类行为的其他因素形成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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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认同理论的分析框架看，它主要借鉴了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有力地揭示了文化认同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米德提出，语言是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群体相区分的关键因素；动物能够通过作为直接刺激而起作用的身体语言进行交谈，但这并不构成交流，只有交际双方不仅赋予自己行为以意义，而且理解或寻求理解他人给出的意义的情况下，真正的交流才会发生；在社会交际中，共享的规范和意义是相互理解的基础。符号互动论强调语言的重要性，把行动看作积极的建构过程，较好地解释了个体间的互动，但它忽略了权力这个至关重要的社会因素，因而在解释外在的、约束性的社会现实时就暴露了缺陷。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人的行动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意义、规范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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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里尔本人也意识到该分析框架的不足，认为文化认同协商的过程受到社会等级和权力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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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认同理论的另一个不足是，它把跨文化能力仅仅理解为对文化身份的确认能力，只从交际的一方看待交际能力。交际能力不仅体现在交际者对对方身份的判断和肯定，而且体现在交流者之间能否形成文化的共生与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即能否构建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和相互促进的交流关系。

第三节　跨文化认同理论

人类生活的世界是联系与独立并存、同质与异质杂糅的世界。介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跨文化空间构成最为广阔、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对话场所。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联系不断加强。不同的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激荡，渐渐融为一体，使原有的文化边界日趋淡化，有力地促进了跨文化认同的发育与生长。笔者在借鉴吉川、阿德勒和金荣渊等学者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发展跨文化认同理论，旨在为解读全球化时代复杂的跨文化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依据吉川的观点，建构跨文化认同是塑造文化中介人（man of inbetweenness），打造联合式身份（identity-in-unity）的过程；联合式的身份使交际者不仅能够从文化相似方面，而且能从文化差异上汲取养分，无拘无束地穿梭于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受任何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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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勒认为，跨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人们摆脱特定的民族或集体身份的束缚，自由地跨越文化边界，成为不再隶属于任何文化群体的、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多元文化人或世界主义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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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荣渊的论断更为现实。在她看来，跨文化认同建构的过程是交际双方作系统性文化调整，消弭排斥性认同，吸纳新的文化元素、不断回归自我、融入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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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的理论导源于出世的佛教思想，他对跨文化认同的解读忽略了世界文化发展的非对称性和不平衡性。人们为了生存和赢得成功，建构积极的社会身份，必须明确地认同某个特定的文化群体。同等、不带任何歧视地认同于两个或数个文化群体可以让人们在意念层面上超越文化界限，但却难以面对严酷的现实。易言之，联合式认同不具备可操作性。阿德勒的论断反映了那种“居无定所，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者的认同方式。多元文化人似乎为人们超越单一文化认同观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选择。然而稍加审视，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主义者同时介入多种文化，但并没有成为其中任何一个群体的成员，实际上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这种认同方式忽略了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和社会依附性。文化一旦离开了它赖以存活与生长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土壤就会失去活力。金荣渊的论断演示了交际者在跨文化调整中自我反省、逐步跨越文化藩篱、领悟人类共性的进程。她认为，文化更新并不意味着对原有传统的抛弃；在大多数情形中，交际者是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拓宽视野，推陈出新，发展出能够整合不同文化元素的跨文化认同。金氏的观点比阿德勒的温和、全面，更容易让人接受，但她提出的通过认同的“个体化和普遍化”（individualization and universalization）来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在逻辑上有严重的漏洞。金氏的理论虽然强调交际者原有文化的重要性，把跨文化认同理解为文化认同的延伸；但在逻辑上，它与Adler提出的世界主义殊途同归，皆希冀通过消除文化边界与文化差异来实现文化超越和跨文化认同的建构。

如前所述，在理想状态下，当个体认同和世界认同取代族群、社群等地方性认同，文化歧视和偏见将不复存在，每个文化成员最终将在普遍的人性中实现统一。然而，文化认同根植于历史传统，受制于具体的社会环境，所表达的乃是每个集体共同的想象、意愿和选择。它允许其成员有一定的变异，但同时也要求他们具备相当程度的同一性。一旦文化认同彻底地个体化或普遍化，文化主体随即被虚化，集体归属的意义便不复存在，文化认同因此也就失去了根本的依托。认同形成的过程是自我的同一性与连续性渐次发展的过程，涉及个性与集体属性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磨合；文化内部的同一性以及它与外部的差异性构成认同的两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方面。多元、宽容的集体认同也须有一定具体的形态和相对明确的界限。持久、良性的跨文化认同不仅要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且要有高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广阔的文化视野。基于上述理解，笔者提出双向拓展理论模型，探讨建构跨文化认同的另一种途径。

跨文化认同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维持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使文化身份本体最大限度地开放，进而建构跨文化认同。其基本假设是：跨文化认同必须依托文化认同的支撑；它的建构不是要去除文化边界，而是要扩展它的界域和开放性，使不同的文化能够有更多共享的空间和更为广阔的沟通平台。跨文化认同理论的主要概念有四个：文化、认同、文化间性和跨文化认同。

前文已经界定了文化，为了使它与跨文化认同理论相吻合，我们把它的定义调整为：发祥于特定地理环境的、由历史传承下来的符号、意义和规范系统。同一个文化群体的成员之所以能够建立社会认同，是因为他们拥有共享的生活、共同的价值规范、社会目标和意义框架。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重叠的累积与扩展使不同文化成员的生活经验产生共时性和交互性。随着文化间关系的不断深入，他们分享的经验与知识也在与日俱增，原本各自独立的意义框架就会渐渐交汇和贯通。当交际者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以平等的姿态欣赏其他文化之时，跨文化认同就会悄然而生。

认同是一个人的自我界定，一个对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确定人是什么、在哪儿的“自我”的解释。“它有三个功能：其一是做出选择；其二是与他人建立起可能的关系；其三是使人获得力量和复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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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人们在“文化特质和相关的整套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建构意义”，并且把它加以内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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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归属感，认同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社会需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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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关键的要素是差异与同一。一个群体内部的同一性和它与外部其他群体的差异性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构成了完整的身份，区别出了“我们”与“他们”。

文化间性体现了文化之间的联系程度。它既反映了文化的接近程度，也反映了文化的互动频率、深度和范围；既涵盖文化的重叠与相似性，也包括文化的差异以及似是而非的灰色地带；既包括文化的共生与互补，也包括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文化间性的扩展和深化可以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效应，为跨文化互动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为相互沟通、相互借鉴与共同发展开辟渠道。寻找共同的话题、商讨交往的意义、分享经验与知识以及协调双方的目标是发展文化间性的基本手段。

文化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文化群体的归依感；他们所认同的文化群体都拥有共享的符号系统、意义框架以及共有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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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认同超越传统的认同观，体现了交际者对他者开放、承认与欣赏差异、整合不同文化元素，实现自我更化与文化创新的品格。多元文化主义、双语主义以及世界主义等思想都表达了跨文化认同的精神。

就跨文化认同的建构途径，笔者提出下列七个命题：





命题（1）文化的拓展与延伸是人类完善自我，增进共同点的基本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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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文化身份，既包容个体与亚文化群体，同时又寻求人类的共识，是建构跨文化认同现实、可行的途径。文化认同的双向拓展由两个互为表里、相反相成的向度构成：其一是面向独特性的扩展；其二是面向普遍性的扩展。向独特性方向拓展，意味着亚文化群体或个人的特性与行为方式不断被吸纳与整合进来，文化认同对内变得更为多元与宽容；向普遍性方向拓展，意味着其他文化的思想或风俗习惯被源源引进和消化，文化间性渐渐累积、深化，人类共识逐步增加，文化认同对外变得更为开放和更具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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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拓展模型

命题（2）文化认同根植于人类的历史传统，被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塑造，既有其理性的层面，又受到非理性的、情感的因素的影响。





文化认同是特定社会群体在其历史实践中不断交流、互动和沟通而形成的集体共识。其建构的过程一方面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现有社会机制的制约。一般情形下，占据主导地位团体的观念将成为主流价值，其他处于次要或附属团体的观念往往在文化博弈中被主流社会同化或整合。文化认同表达了集体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归依，其中冷静、理性的选择和冲动、狂热乃至宿命论式的依恋相互交织在一起，无法仅仅从理性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它的建构过程。跨文化认同的建构不应回避情感问题，对某些非理性的观念与行为要给予适当的宽容。





命题（3）它是多元的统一，既不能被完全化约为个人特性，也不能彻底升华为普适性的原则或观念。





文化认同建立在社会个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之上，但它形成后便独立于个体成员，按照自身的逻辑运作和发展，其本质体现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通过社会个体相互交流、相互沟通而形成的集体共识）上。
〔19〕

 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任何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混杂性和多样性。文化认同的建构应该包容亚文化群体和社会个体的特性，在多元主义的框架中寻求集体共识，为各种差异留下容身之地，为它们形成建设性与创造性的转化开辟渠道。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根植性和社会建构性表明，文化认同与特定的地域和历史经验联系在一起，一旦抽象化便失去其丰富的社会内涵，那些与具体的地理环境以及特定社会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成分，可以被其他文化所借鉴、欣赏或移植，但不能完全脱离它们原有的社会土壤而生存，彻底地世界化。





命题（4）文化差异可以减少，但不可能完全消失。





每个群体内部的同一性以及文化群体间的差异性是文化认同的两个基本要素。共同的命运感、共享的历史记忆、意义框架、价值观念以及共有的行为模式为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文化群体自身的统一性以及它与其他群体的差异为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提供了必要条件。文化认同的两个方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反相成。人们应该从地理、历史和社会的多重维度来解读文化差异，理解它们的合理性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大千世界，林林总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和范畴，各奉其责，各得其所。交际者可以通过不断交往增进共识，超越那些人为的、不合理的界限，但永远也不能彻底地消除文化之间的差异。





命题（5）地方性意义框架构成历史与社会事实
〔20〕

 ，不能彻底地颠覆和清除，但能加以扩展和更新。





特定文化的意义框架乃是社会成员相互交流并且经过历史的传承、淘汰和再创造而形成的产物。它具有系统性、客观性和稳定性等特点，留存于集体记忆里，应用于地方的日常交往中，既不以社会个体的意志为转移，也无法像物理装置一样机械、彻底地清除。恰恰相反，它是交际者获得自我理解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基础。地方意义框架相对封闭，但同时也呈现一定的开放性——不同文化彼此沟通，进行器物交换、技艺的切磋和观念的借鉴，从而产生文化重组和增值的特性。
〔21〕

 亚文化元素和个人特性同样可以通过这个开放机制不断地进入地方社会系统，丰富它的文化内容。随着跨文化交往的增加和深化，新的知识和观念源源地被吸收进来，地方文化内涵随之日益丰盈。地方意义框架的扩展增加了文化重叠，提高了不同系统之间的通约性。文化通约性的提高为跨文化协商的展开、文化间性的延伸以及跨文化协议的达成铺平了道路。





命题（6）跨文化经验的积累和互惠性跨文化关系可以帮助交际者摆脱中心主义的束缚，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促进跨文化认同的发展。





“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是跨文化交际活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22〕

 交际者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跨文化交往之后，其跨文化经验与知识逐步增加，自我中心的倾向渐渐淡化，缓慢地向族群相对化（ethnorelative）的文化定位转变。
〔23〕

 跨文化经验的积淀有助于人们克服文化偏见，减少陈见与误解。很多偏见与误解产生的原因是交际双方缺乏基本的接触与了解。跨文化交往可以使不同文化的成员相互熟悉、知己知彼，更为真切地认识对方，更为客观地理解对方，不再完全以自己的价值体系论断是非或以单一的标准评价他人。一旦双方能够从更为开阔的跨文化视野来界定自我与他人，良性的跨文化关系便有可能建立起来。良性、互惠的跨文化关系主要体现在反思性思维、沟通式的理解和深层次的互动上。由此，交际者能够相互取长补短，共生共赢。





命题（7）在推进文化反思，促进健康、良性的跨文化关系的过程中，适当的文化张力是必要的。





跨文化认同的建构并不能够消除差异与冲突，但它能够缓解矛盾，使文化纷争变得更易调和与掌控，使交际者获得建设性转化的潜力。和谐固然是实现跨文化沟通与创新的最佳途径，但处于可管理范围内的适度的文化张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在打破自我封闭和中心主义壁垒的过程中起到不容忽略的积极效用。文化系统具有自我平衡的趋向，在缺乏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容易失去活力，陷入停滞或休眠状态。适度的跨文化张力迫使交际双方不断进行自我反思，敦促他们改变单一的思维模式，在相互批评中认识到自身的缺陷与力量所在，在有益的竞争中推陈出新，建构各自积极的文化身份（positive identity），协同发展。

就跨文化认同建构的内涵，笔者提出四个命题：





命题（8）跨文化认同的建构首先有赖于文化间性的扩展与深化。





人类拥有相似的生物禀赋，居住在大体相似的自然环境中，面临着在本质上较为相似的生活需求。然而，这些联系远不足以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建立起和睦的关系。人们第一次遇到其他文化成员时，常常把他们当作“陌生人”。因为，他们虽然“在物理空间上感到邻近，但在思维空间上却觉得疏远”。
〔24〕

 陌生感造成文化上的疏远与隔阂，使交际者产生紧张、焦虑、不安甚至震惊等不良的心理反应，导致交际的受阻或失败。人们置身于异文化环境中，总要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不安全感。当他们觉得一片茫然、无所适从时，往往会采取退缩或回避的策略，交际进程随时都有可能中止。文化间性的存在使交际者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戒备心理和恐惧感相应地得到缓解，双方容易建立起基本的互信。随着文化间性的不断深化，交际者渐渐了解和熟识对方，有可能排除多余的顾虑，协力推进交往的进程。彼此熟悉与信赖是展开对话、商讨共识以及达成跨文化协议的前提。

文化间性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跨文化关系的建立，而且还能够提高文化通约性。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核心价值以及表征这些价值的符号系统。它通过自己特有的划分事物范畴的方式建构起相对封闭、独立的意义体系。对于文化而言，经验的范畴化至关重要。范畴化涉及经验的简化和抽象等过程。它使原本杂乱无序的世界变得有条理，使原本变化莫测、数不胜数的现实情形有了相应的界域，处于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不仅如此，经验的范畴化还使意义的建构和解读有了较高的可预测性，社会交际随之成为可能。
〔25〕

 然而，范畴化是一个社会过程。来自不同社会的人们往往依据自己的经验区分事物，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
〔26〕

 他们虽然看到同一个事物，谈论同一个生活经验，但由于其划分世界的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意义体系不尽相同，因而常常有大相径庭的理解，难以相互沟通。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始终面临如何增进文化通约性的问题。

当文化间的联系加强后，交际者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但其共享的经验会不断增加。共享经验的增加不能彻底跨越文化鸿沟，但它将有力地减少文化空白，为相互沟通扫除障碍。随着共有生活经验的增加，文化范畴的交叉与重叠也会相应地提高，意义的转换和翻译日趋简易、便捷。文化相对主义和语言相对论都断言不同语言或文化系统之间缺乏通约性。它们的观点建立在静止、孤立地看待各个语言与文化系统的立场之上。在一个具有高度共享性的跨文化交际中，人们接触的事物、谈论的话题、理解问题与思考的方式比较接近，相互之间沟通能力显著提高，原有语言或文化上的障碍已经不再无法逾越。如果说，同一个文化语境是社会交往与沟通的根本要素，那么文化间性的发展则构成跨文化理解的关键所在。





命题（9）建构跨文化认同的第二个方面涉及意义框架的更新。





意义框架的扩展与转变是深化跨文化关系的必要环节。人类生活是群居性生活，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构成主体间性的核心。
〔27〕

 共同的语言和共享的意义参照框架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提供了保障。地方性解读（local interpretation）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比抽象、一般化的理解更能准确地表达文化身份。
〔28〕

 然而，地方性解读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缺乏高度的文化通约性，常常造成沟通上的困难，甚至导致交际失败。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之所以时常造成误解，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有着各自独特的历史经验和迥异的意义框架。意义框架的拓展意味着交际者主动吸纳其他文化、亚文化抑或某些有价值的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文化范畴，压缩真空地带。意义框架的转变意味着交际者不仅仅以地方标准或从地方语境解读意义，主动从其它文化的角度理解问题，并且在自我反思和相互协商的基础上作更为客观、公正的判断，发展跨文化的解释框架。跨文化意义框架拓展了交际者的视野，使不同文化的成员更容易关注共同的事物，找到一致的目标；随着不同解释视角的交叉与融合，他们更有可能跨越文化差异的樊篱，通力合作，一道建构生活的意义，进一步拓展文化间性。

首先，跨文化意义框架不拘泥于地方性文化范畴，使文本或话语的解读打破原有的文化界限，变得更为开放和多元化。意义解读的开放性是拓展文化视野、增进跨文化沟通的起点。意义解读的多元化以及与之俱来的文化反思机制不仅能够有效地改善文化通约性，而且为交际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以及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增添内在的动力。其次，它强调在对话和协商中共同建构意义，提高了文化共识形成的可能性，深化了文化间性。文化共识的达成固然不一定很顺利，往往涉及持久的磋商、辩论和争议。但平等的对话和共同的参与使双方共享的经验逐步累积，相互了解日益加深，更容易达成协议。随着共识的不断增加，跨文化交际者之间的默契渐渐形成，其行为的协调性因此能够得到改善。相互沟通与协调标志着跨文化关系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它为双方积累更多的共识、采取更为一致的行动、建立更深层次的跨文化关系铺平了道路。





命题（10）超越文化认同，建构跨文化认同需要交际者改变传统观念、发展新的交际伦理。





在现有的交际伦理中，文化普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虽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社会现实，但均失之偏颇，过于极端。普世主义认为，人类拥有内在、普遍、共有的理性；交际伦理是非历史、非文化的，普遍性的原则与规范应该被理解为绝对的真理，凌驾于个人、文化和历史之上；文化之间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在深层次上人类心灵具有不容置辩的统一性。
〔29〕

 相对主义认为，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划分范畴、解读世界；每个文化都同样有效地表达了真理，只有把它们放到特有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它们；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普遍的标准是不存在的，人类没有共同行动的基础。导源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为我们重塑交际伦理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建构主义者承认人类具有交往理性以及参与不同的文化活动、理解不同视角的能力。他们认为，一切文化价值或文化规范都是社会的建构，没有什么既定的普遍性，也不存在什么一成不变的特殊性。那种把身份固定化、基要化（essentialized）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应该把认同的建构看作开放、随语境变化而变化的进程。来自不同文化的交际者虽然不能在无需努力的情况下获得共享的价值观，形成统一的视角，实现相互沟通，但他们能够通过对话取得共识，能够借助自我反思、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的文化整合，建立更为宽广、且为交际双方所共享的意义框架。
〔30〕

 在建构主义视野中，文化差异并非交际的主要障碍，而是建设性对话的有利因素，而人类的共性则成为交际者不断努力追求的目标。





命题（11）建构主义伦理观对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突出了人建构社会的能力；第二，揭示了跨文化空间的存在；第三，把人类的普遍历史与特殊历史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从第一个方面看，普世主义认为，人类发展有着既定、统一的路径，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没有实质性意义；文化相对主义虽然肯定了人类发展进程的多样性，但却断言人们无法改变各个文化彼此独立、难以沟通的现实，两者都有较大的片面性。人类不仅仅被动地适应环境，他们能够在物理现实之外，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与界定，建构出社会现实，并且对之作积极的回应。
〔31〕

 社会现实是人们相互协商、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随着人们的观念和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32〕

 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但同时也被人们不断地建构。社会现实的变异性和可塑性表明，既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性社会法则，也不存在亘古不变、难以更改的社会状态。人类内在的统一并不能排除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也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的成员永远不能实现沟通与统一。建构主义寻求共识，但把共识的达成看作开放的进程；它承认差异，但相信人们具有超越差异和实现相互理解的潜力。由于建构主义没有既定的文化预设，强调社会变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因此而得到了彰显与强化。

从第二个方面看，普世主义注重人类文化的共性，相对主义强调其多样性，两者从不同的侧面忽略了跨文化空间。世界从未实现完美的统一；但也不曾瓦解为彼此孤立、互不联系的社群。粗略地回顾一下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方面，人们经过长时间的交往，积累了诸多共识，但同时又有很多充满争议、留待协商的问题；另一方面，尽管人们一再表示跨文化沟通的困难，但他们却不断地跨越差异，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建构主义捕捉到人类文化的统一与差异并存、交汇与平行同在的现实。它相信人类的共性，但拒绝接受任何既定的共性；它承认每个文化的特殊性，但拒绝把它们本质化。在建构主义者看来，不同的文化虽然有各自独特的价值规范，但它们不仅可以通过交流建立跨文化关系，而且可以通过协商达成跨文化协议，造就跨文化认同。建构主义对跨文化空间的揭示具有重要意义。它为不同文化以及文化内部群体之间如何以更现实、更有效的模式进行交往提供了新的启示。杜维明指出：“在毫无个性的普世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之间是开阔的跨文化对话场所。”
〔33〕

 在跨文化空间中，文化差异的张力与人类共性的合力相对平衡，两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文化交流非但最具活力，也最富有创造性。
〔34〕



从第三个方面看，普世主义肯定了人类发展的统一性，但却没有对特定文化的发展过程给予应有的重视；相对主义肯定了各个文化自身发展的历程，但却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统一性；两者都在某种意义上割裂了人类的普遍历史以及每个文化特殊的历史。人类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进程：普遍性法则需要借助特定的文化、以特定的形式才能付诸实践，同时每个特定形式的文化实践只有在普遍性法则的规约下才能避免自我迷失，才能与其他文化有效地沟通，才能健康地发展。文化演进的统一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詹姆斯·乔治·弗雷泽曾在其经典之作《金枝》中提出，人类心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有普遍意义的阶段，即巫术阶段、宗教阶段和科学阶段；
〔35〕

 卡洛尔·吉理根（Carol Gilligan）指出，人的交际伦理从关心自己向关心他人，再向既关心自己又关心别人的成熟阶段渐次进展。
〔36〕

 承认人的理性以及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并非等于否定文化发展的特殊性。由于环境的不同、偏好的差异以及发展进程的不均衡与变异等因素，每个文化与其他文化既有共通之处，同时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代表作《文化模式》中剖析道：一种文化在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这种选择有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它经过不断的筛选、整合和抽象，逐步形成稳定的文化模式。
〔37〕

 建构主义立足于动态、开放的文化观念，有着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它侧重于不同文化的互动，力求在差异中建构共识，同时在建立共识的基础上促进各个文化的发展，使人类的普遍历史和特殊历史得到了较好的整合。

跨文化认同取“和而不同”之中庸之道，力图在差异中建构共识，在协商和整合中实现超越，为我们改善跨文化关系开辟了新的可能。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既不在于投入世界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怀抱，也不在于抛弃集体属性，彻底地回归个人，而在于拓展原有的文化身份，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其他文化成员的社会生活，协同发展。文化认同的双向拓展使认同本体对内变得更为多元与宽容，对外变得更为友善和开放。跨文化认同的建构始自文化间性的扩展，然后经过意义框架更新的中间环节，最终完成于交际伦理的转变。文化间性的扩展可以填补文化空白，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效应，为跨文化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意义框架的更新是交际者进行自我反思、推进跨文化关系的必由之路。跨文化的意义框架拓展了交际者的视野，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沟通，并且在此基础上建构双方共享的意义，进一步深化跨文化关系。超越文化认同需要新的交际伦理。承认人的交往理性，强调文化互动过程，不懈追求人类共识的建构主义为交际者跨越文化樊篱、实现自我更新提供了更合理的选择。跨文化认同理论主要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拓展自我与他人建构互惠的跨文化关系的可能。它目前还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检验，对微观层面的问题也未展开深入的讨论，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就认同的微观层面而言，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作了系统而详细的分析。

第四节　面子协商理论

如前所述，丁允珠是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的一位建树颇丰、影响较大的学者，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面子协商理论、身份协商理论以及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等。她在1988年初步发展出面子协商理论。该理论围绕跨文化交际中的面子冲突问题，借鉴布朗和莱文森语用理论中有关礼貌原则的论述，引入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及其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提出12个命题，解析了跨文化冲突过程中交际双方对面子的不同认知与偏好以及维护面子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
〔38〕

 1998年，她对原有理论进行拓展与修正，加入了权势距离变量，提出32个命题，并且探讨了面子协商能力。
〔39〕

 2005年又在此基础上提出面子方阵（the matrix of face），对基础性假设加以补充，对命题加以删减，再次更新理论。
〔40〕

 本书选取其2005年的版本作评介。

在跨文化交际冲突中，如何维护双方的面子、建构积极身份的问题显得极为敏感而突出。面子协商理论的切入点正是这个问题。它建立在这样的基本观点之上：面子（face）和面子行为（facework）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不同的文化对面子有不同的理解，在维护面子时往往也会采取不同的策略。针对文化层面上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差异以及权势距离差异对交际者面子行为的影响，丁允珠提出七个前提假设：





（1）任何人在交际中都努力维护和争得面子，不管他／她属于哪一个文化。

（2）当我们面对尴尬或冲突等在情感上容易受到伤害的问题、追问交际者身份的时候，面子是一个特别棘手的概念。

（3）文化价值层面上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及其大的与小的权势距离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交际者不同的面子的定位、行为、侧重点和维护的方式。

（4）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塑造了交际者以自我为定位以及以他人为定位的维护面子的行为反差。

（5）大的权势距离塑造了交际者对基于水平线的（horizontal-based）即平等之上的面子行为的偏好；小的权势距离塑造了交际者对基于垂直线的（vertical-based）即等级之上的面子行为的偏好。

（6）文化差异以及相互关系和情境方面的因素影响到某些特定场合下的面子行为。

（7）跨文化面子行为能力（intercultural facework competence）是指处理一触即发的身份冲突时，能够得体、灵活和有效运用交际的知识、技巧，并且能够留意和专注的能力。





面子协商理论有很多概念，除了面子和面子行为外，丁允珠把她的面子方阵划分为五个区域，形成五个类别的概念：面子定位或面子关切（face orientation or concerns）、面子动向或面子运作模式（face movements or face move's pattern）、面子行为的互动策略（facework interaction strategies）、冲突的方式（conflict communication styles）以及面子的主旨（face content domains）。每个类别的大概念又涵盖数个子概念。

面子是指一个人希望别人给予他的、受到社会赏识的自我价值感。在面子协商理论中，面子、身份和形象的意义大体接近，有时可以互换。面子行为是指具体的言语及非言语形式的维护面子、捍卫荣誉的行为。面子定位表明交际者首先考虑的是自我、他人还是双方，由此产生三种不同的面子：自我的面子（self-face）、他人的面子（other-face）和相互的面子（mutual-face）。自我的面子是交际冲突中面子受到威胁时，交际者对自我形象的关切；他人面子是在冲突中，交际者对对方形象的关切或顾虑；相互的面子是交际者对双方形象以及相互关系的关切或顾虑。一般而言，在跨文化冲突中个体主义文化的交际者更关注自我面子的保护；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愿意迁就他人的面子，或更注重挽回双方的面子。来自权势距离较大文化的交际者倾向于接受不平等的权力分布、不对称的关系以及按照官衔、地位、角色甚至性别来实行的奖赏和惩罚；来自权势距离较小文化的成员倾向于重视平等的权力分布和对称的关系以及按照个人成就、公正的奖励。因此，前者偏爱重视平等的面子行为，后者喜好讲究等级差异的面子行为。这个推理来自霍夫斯泰德和特里安迪斯等人对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的论证。
〔41〕

 每个社会群体都有多种价值取向，诸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权力的追求、对性别的定位、对传统的保护及其对外部事物的开放等。丁允珠选择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体以及权势距离为变量进行跨文化分析。这主要因为所选的两个变量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得到广泛的实证研究的支撑。

面子动向是指交际者维护、挽回、保留或荣耀面子的取向。它有四种类型：（1）保护双方面子的动向——交际者既高度关切自我的面子，又高度关切他人的面子；（2）使双方都丢面子的动向——交际者既不太关切自我的面子，也不太注意他人的面子；（3）保护面子的动向——交际者高度关切自我的面子，不太关切他人的面子；（4）荣耀他人面子的动向——不太关切自我的面子，高度关切他人的面子。面子行为是人们通过各种礼仪向他人展示自我文明形象的努力。在处理跨文化冲突时，不同文化的成员在面子运作模式上有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情形。丁允珠总结出七类：





（1）违反面子行为准则在文化的得体性上越重要，交际者所感知的威胁就越大。

（2）冲突双方的文化差异越大，越容易积累不信任或误解。

（3）冲突的话题或者强加于对方的东西愈重要，交际者所感知的威胁愈大。

（4）冲突的挑起者对其承受者拥有越大的权力，后者所感受的威胁越严重。

（5）面子威胁造成的伤害越大，修好需要的时间与精力越多。

（6）交际者越是被对方认为应对冲突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所受到的责怪也越多。

（7）交际者越是被当作外人，所感受的威胁越严重。





如果出现几种情况交织在一起的场合，面子的关切就会变得愈加强烈。遇到问题，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往往会采取等待或回避的方式，让矛盾渐渐淡化；有时会请第三方调解，避免正面碰撞。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常常采取主动、正面接触的方式化解矛盾。

面子行为的互动策略是指交际者使用各种言语或非言语行为挽回或荣耀面子的计策。文化上的差异使交际者具有不同的策略偏好。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强调通过清晰的语言传递思想、意见和感情；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强调历史背景、社会规范和相互关系等语境因素的重要性。当然，两者都注意使用身体姿态与表情等非言语行为传达信息，但总体上看，前者更侧重直接的表达，倾向于把交际目标与相互关系分开处理；后者则较为委婉，倾向于把目标与关系联系起来综合处置。

面子行为的互动策略多种多样，包括积极的主导与捍卫、消极的回避、屈服、伪装或寻求第三方帮助，也包括通盘考虑的道歉、妥协、体贴他人和私下讨论等。主导性面子行为关注外在形象，希望通过竞争的方式赢得面子；回避性面子行为关注关系的和谐，希望通过照顾他人需求、粉饰太平或借助第三方协助，避免正面冲突；通盘考虑的面子行为既强调解决问题，又注重维持关系，希望通过细心的倾听、合作、对话或找到双方共同的兴趣，使大家都有脸面。面子行为在跨文化冲突中能够起到许多作用，例如消解冲突、强化冲突、修复形象和修补破裂的关系等。

当面子在跨文化冲突中受到威胁时，典型的面子行为策略有两类：其一为预防性的，其二为恢复性的。预防性策略大体有六种，恢复性策略大致有八种。预防性策略包括：强调可信性（credentialing）、呼吁不妄下结论（suspended judgment appeal）、预先表露（pre-disclosure）、预先道歉（pre-apology）、两边下注（hedging）和推卸责任（disclaimer）；恢复性策略包括：直接冒犯（direct aggression）、找借口（excusing）、辩护（justification）、幽默（humor）、物质补偿（physical remediation）、以退为进（passive aggressiveness）、回避（avoidance）和道歉（apologies）。

个体主义者倾向于使用恢复自我面子的策略来挽回丢失的面子，因为他们注重自我身份；集体主义者倾向于使用预防自我面子丢失的策略，因为面子对他们来说很重要，需要想方设法避开对面子有威胁的事物。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面子和身份还是有差异的——面子侧重个体外在的形象，而身份侧重个体内在的品格与属性。当然，在实际的交往中人们往往综合运用两种策略。恢复性面子行为策略既可以是情境归因（situational attribution accounts），也可以是处置归因（dispositional attrition accounts）。情境归因是把责任归咎于其他人的能力、性格等外部因素的解释；处置归因是把责任归咎于自身处理问题的能力不足或人格缺陷等内部因素的解释。个体主义者常常把责任归咎于外部环境，集体主义者往往把责任归咎到自身。

冲突的方式是指冲突中交际者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以及对他人关注的倾向。它大体有八种具体的形态：主导（dominating）、回避（avoidance）、示好（obliging）、妥协（compromise）、通力合作（integrating）、情感表达（emotional expression）、第三方帮助（third-party help）和忽略（neglect）。主导的方式强调争取个人地位和目标，不太顾虑与他人利益的冲突。回避的风格试图避开冲突话题与冲突方或冲突情形。示好或迁就的方式具有关心他人利益高于自我利益的特点。妥协的方式体现在既给予又索取的中庸之道上，它更关注目标，但轻视身份与相互关系。通力合作的方式反映了高度关注他人与自我利益、努力解决问题的姿态。情感表达是指在冲突中以情感为导向进行交际。第三方帮助涉及以第三者身份出现的调解者，他／她一般地位较高，和冲突双方的关系较好。忽略的特点是用以退为进的办法避开冲突，但同时又得到对方间接的回应。个体主义者对示好与回避常常作负面的解读；集体主义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他们往往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双方的面子和相互关系。此外，他们还经常用第三方帮助的方式来化解矛盾。

面子的主旨是指交际者的面子需求，它包括自主的面子（autonomy face）、包容的面子（inclusion face）、地位的面子（status face）、信誉的面子（reliability face）、能力的面子（competence face）和德行的面子（moral face）等。自主的面子是人们期望他人承认自己的独立、自足，尊重其私隐和不受冒犯与控制的需求。包容的面子是人们希望他人把自己当作可敬、可爱、随和、称心、友好与合作的交际者的需求。地位的面子是指人们希望他人欣赏自己的容貌、声誉、权势和财产等有形或无形资产的需求。信誉的面子是人们期望别人认识到自己的可信、可靠、忠诚以及言行一致的需求。能力的面子是指人们期望他人认可自己的素质或诸如理解力、技术特长、领导才能、建立团队与网络以及调解冲突和解决问题等社会能力的需求。德行的面子是指人们希望他人尊重自己的正直感、荣誉感、尊严、得体和道德的端正。在跨文化交际中，面子的各种需求领域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类似方阵的空间，人们在处理问题时，应该综合考虑交际者多重的面子需求。

面子概念来自中国文化。如果进一步分析面子的成分，它还可以把细化出两个不同的概念：脸与面。脸与荣誉、正直、低贱和羞耻等内在的道德标准联系在一起；面与社会地位、权威和影响力等外在的形象相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脸可以被理解为道德面子，面可以理解为社会形象。面子既有其普遍的含义，又有特定的文化蕴涵，在不同的文化成员中表现出不同的偏好。个体主义者侧重自主的面子，集体主义者侧重包容的面子；前者强调自我的荣誉、安全、公正与公平感等情绪，后者关注耻辱、大家的形象、荣誉以及集体的过失等事宜。由于面子的不同偏好，集体主义者与个体主义者在经历同一种冲突情绪时，会产生不同的内在张力。人们越强调某种面子的需求，他／她就越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面对那种冲突情形时就会变得越脆弱。交际者的面子能力恰恰体现在他／她能否尽量满足对方的面子需求，使对方不失脸面。

前面所述五类大概念以及所属的子概念构成面子协商理论的主要变量与亚变量，该理论从文化的、个人的以及关系与情境的三个层面提出命题，演绎不同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文化层面因素与面子协商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其一，文化的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取向影响交际冲突与调停的效果；其二，自我面子的关注诱发主导性冲突方式；他人面子关注鼓励回避和通盘考虑的冲突方式；其三，对面子的关注可以全方位地解释冲突方式，基本解释通盘考虑的方式，部分地解释回避方式。基于此，丁允珠提出文化层面的12个命题：





（1）相对而言，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强调自我面子的维护。

（2）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关注他人的面子。

（3）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强调维护相互的面子。

（4）在冲突中，个体主义文化成员中较多运用直接、主导的面子策略。

（5）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较多运用回避的策略。

（6）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较多运用通盘考虑的策略。

（7）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偏爱主导／竞争的冲突方式。

（8）个体主义文化成员偏爱情绪化表达的冲突方式。

（9）个体主义文化成员偏爱自负、主动出击的冲突方式。

（10）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偏爱回避的冲突方式。

（11）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偏爱施惠的冲突方式。

（12）集体主义文化成员偏爱妥协和通盘考虑的冲突方式。





在个人层面上，自我理解（self-construal）对面子的协商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是交际者对自我形象的界定，分为独立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与相互依赖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把自我理解为与他人有明确界限的、前后一致的、稳定与独立的主体；后者把自我理解为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流动的、有灵活性的且对他人有承诺的存在。
〔42〕

 两种自我理解并存于交际者的意识之中，但集体主义文化成员侧重相互依赖，个体主义文化成员强调自我的独立。由此衍生出四种自我理解：双重自我理解（biconstrual）、以独立为取向的自我理解（independent orientation）、以相互依赖为取向的自我理解（interdependent orientation）以及以暧昧为取向的自我理解（ambivalent orientation）。个人层面因素与面子协商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其一，对独立性与相互依赖性都重视的双重自我理解较多运用通盘考虑的方式，较少显得暧昧。其二，双重自我理解较多运用情绪化表达的方式，较少选择暧昧。其三，双重自我理解较多运用主导或竞争的方式，较少保持暧昧。其四，比起双重自我理解，以暧昧为取向的自我理解会在更多场合寻求第三者帮助。其五，以暧昧为取向的自我理解比双重自我理解更多运用忽略的方式。总体上看，双重自我理解能够较为从容地应对各种冲突情形；比起以独立为取向或以相互依赖为取向的自我理解，以暧昧为取向的自我理解偏爱忽略或第三方调停。基于此，丁允珠提出了个人层面的10个命题：





（13）独立的自我与自我面子的关注有正面的联系。

（14）相互依赖的自我与他人／相互面子关切有正面的联系。

（15）自我面子的维护与主导／竞争的冲突风格相联系。

（16）他人面子的维护与回避／示好的风格形成正面的联系。

（17）他人面子的维护与妥协／通盘考虑形成正面的联系。

（18）独立的自我理解与示好／回避风格有正面的联系。

（19）相互依赖的自我理解与示好／回避有正面的联系。

（20）相互依赖的自我理解与妥协／通盘考虑形成正面的联系。

（21）双重自我理解与妥协／通盘考虑有正面的联系。

（22）以暧昧为取向的自我理解与忽略／第三方介入有正面的联系。





关系与情境因素和文化层面以及个人层面的因素相互联系，影响面子行为。群体内部与外部的区分度、交际规则的平等与否、交际双方建立关系时间的长短、熟悉与亲密程度、权势差异，以及冲突的显著性、强度、代价、背景的公开程度和互动目标等因素都影响着面子的关切与冲突的方式。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其一，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强调群体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其二，个体主义者在处理与内部成员或外部成员的冲突时，更关注自我的面子，较少顾虑他人的面子。其三，集体主义者在处理与内部成员的冲突时，为了长久的关系，较多考虑他人的面子；他们在处理与外部成员的冲突时，更关注自我面子，特别是冲突强烈、有利的结果使内部成员都能获益之时。其四，个体主义者在处理奖赏时偏爱平等的规范（equity norm）；集体主义者偏好社群式的规范（communal norm）；前者强调个人回报和得失的计算，后者强调顾及群体的期待、语境和长期贡献的重要性。其五，在高额回报的冲突（high-premium conflict）中，当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竞争稀有资源时，无论是集体主义者还是个体主义者都宁愿选择平等的规范；在筹码较低或一般性的冲突中，前者倾向于运用社群规范，维护双方的面子。基于上述发现，丁允珠在关系与情境层面上提出两个命题：





（23）个体主义者在应对与内部和外部成员的冲突时，更关注自我面子的维护。

（24）集体主义者在处理与内部成员的冲突时，更关注他人的面子；应对与外部成员的冲突时，更注重自我面子的维护。





面子协商理论从文化、个人以及关系与情境三个层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跨文化冲突中交际者的面子行为、策略与方式。其基本观点归纳如下：人们在跨文化冲突中普遍关注面子，但不同的文化有各自的行为模式和偏好的策略、风格与主旨。在文化层面上，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他人的面子与相互的关系；个体主义文化侧重自我的面子与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处理面子冲突时，前者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协或第三方帮助；后者较多采取直接面对差异、积极拿出方案、不惜使他人丢失颜面的策略。在个人层面上，集体主义文化珍视自我与他人的联系，个体主义文化珍惜自我身份。所以，在应对面子冲突时，前者尽量照顾他人的面子，运用示好、暧昧、回避、通盘考虑或第三方帮助缓解矛盾；后者尽量维护自我的独立性，运用主动出击、竞争或合作来解决问题。在关系与情境层面上，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内外之别与长远的得失，个体主义文化强调平等的规则以及目标的实现。因此，前者在处理面子冲突时，优待内部成员，歧视外部成员，维护集体的荣誉；后者以自我为中心，平视内外成员，捍卫自己的尊严。在冲突的利益重大、回报额高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都表现出理性主义式的逐利倾向，愿意与内部及外部成员展开平等的竞争。

作为交际者身份外在表现的面子是跨文化交际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跨文化交往中随处可见。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为我们全面、细致地理解面子在跨文化冲突中的行为模式、运作机制以及相应的后果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力的视角。
〔43〕

 该理论的概念系统相当完备，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晰，命题论证严密，有较强的解释力，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成果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等领域。
〔44〕



面子协商理论经过几次更改与修正，不断趋于完善，但仍有一些不足。首先，它完全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文化差异来讨论面子行为、策略与方式，忽略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内部的差异。例如，日本和中国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但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注重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家族，而日本文化除了重视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之外，还重视家元、社团、协会等非亲属团体。
〔45〕

 个体主义文化内部也有差异，例如德国人与英国人、美国人与加拿大人都有一些明显的文化差异。该理论对情感问题论述得比较单薄，没有全面探讨相互尊重、相互信赖、个人尊严与荣誉感等因素对面子行为与后果的影响。面子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没有对情感因素作系统的讨论显然是一个缺憾。它对关系与情境因素的分析同样比较粗略。对于这些不足，丁允珠在其论文的结语中已经做了说明。此外，面子协商理论主要运用归纳法发展而成，概念与命题似乎面面俱到，因此显得不够简洁，留给其他人继续探索的空间被大大压缩。面子与身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两者之间也存在某些重要的差异。下一节我们将评介丁允珠的另一个理论：跨文化身份协商理论。

第五节　身份协商理论

丁允珠除了和欧埃特塞尔一同提出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外，她还在身份与认同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便是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INT）。丁允珠赞同把身份与认同看作人际互动和社会化的产物的观点，也认为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但她在分析身份协商过程时既注意到个人和社会两个基本层面，又注意到家庭、性别和族群等中间层面，既讨论了规范、意义和语境，又探究了权力与知识背景等因素，系统地阐述了身份协商的性质以及它发生的过程和结果。

身份协商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理论，汲取了社会认同理论、符号互动学以及传播学中有关交际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等思想元素。
〔46〕

 在该理论中，身份被界定为“反思性的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
〔47〕

 它是家庭教育、性别认同和族群归属等社会化进程的产物。家庭构成社会交际系统的基础层面。每个人都降生在家庭关系的网络里，从中习得文化信仰、价值和传统，为个人角色、性别角色以及在社会中身份的确立打下基础，家庭对他们的交际行为形成深远的影响。性别认同是指人们对“女性”或“男性”自我形象的理解、诠释以及对他人形象的期待。家庭教育为性别识别与认同提供初步的常识，学校、工作单位和其他社交场所中的文化实践为性别的定位以及相关的交际行为提供准则。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同样塑造着社会交际。所有的个人都在更大的文化群体中经历社会化过程，文化的潜移默化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自己是谁，认同于哪一个群体。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大的文化群体的归属感或与它的隶属关系。要理解文化认同，我们需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1）它的价值内容；（2）它的显著性（salience）。文化认同的价值内容是指人们作判断时倾向于使用的标准或常常出现的预期；文化认同的突显性则是指人们与大的文化群体联系的强度，联系强度越高，其文化认同就越突出，自然也越重要。身份管理理论中的文化泛指国家文化，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的用法基本一致。现代国家一般都是多族群的国家（multi-ethnic nation），许多国家公民都拥有双重文化身份，如华裔美国人、法裔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等，族群认同在跨文化身份协商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族群身份主要由血缘、出生、宗教和语言等因素决定。过去，人们更侧重亲族和血统等生物特性，当今随着人类交际的深入以及族际通婚的常态化，语言文化因素变得越发重要。族群认同当然与其出生背景相联系，但更多是指人们在文化上对某个族群的归属感或认同感。

交际者拥有多重认同，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确立与重塑认同。那么，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如何跨越文化边界、相互建构各自的认同与身份呢？身份协商理论认为，在所有的身份中，文化身份和族群身份最具显著性；身份的商谈是跨文化交际中的解释机制，通过它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对自我形象进行界定、调整和护持；身份协商的前提、过程和后果可以用10个基本假设来概括：





（1）交际者的群体和个人身份的根本活力是在与他人的符号互动中形成的。

（2）所有文化或族群中的个体都有基本的动机需求，即身份的安全、包容、可预测性、联系和一致性；这几个方面需求的过度会导致族群中心主义，过少则会导致对陌生人的畏惧，较为理想的交际情形是这几种基本需求比较适度。

（3）交际者在自己熟悉的文化氛围中往往感到身份安全，在不熟悉的文化环境中常常会感到身份的脆弱。

（4）当交际者希望的身份得到积极的肯定时，他们会产生被包容的感觉，而当他们希望得到认可的身份被打上污点时就会感受到身份的差异化。

（5）当交际者与文化上相似的对方交际时会体验到互动的可预测性，而与文化上迥异的对方交际时会体验到互动的不可测性；因此，身份的可预测性导致信任，身份的不可预测性导致怀疑、误判或偏见。

（6）交际者往往希望通过有意义的、亲密的关系建立人际联系，体验身份的自治；经历相互分离时，有意义的人际与跨文化关系能够增加他们的安全感和信赖感。

（7）交际者在熟悉的文化氛围中往往从重复的文化惯例中体会到身份的一致性，从新的或陌生的文化环境中体验到身份的变化。

（8）文化、个人和情境的变异影响到身份的意义以及对身份的解读和评价。

（9）在跨文化协商过程中，身份知识、留意和互动技巧都是必要的，它们的综合运用能够使交际者得体、有效地进行交际。

（10）令人满意的身份协商结果包括理解、尊重和价值的认可。





以上10个假设涵盖五个身份协商的辩证关系，即五个跨越文化边界的主题：（1）身份安全和身份的脆弱；（2）身份的包容和身份的差异化；（3）身份的可预测性和身份的不可预测性；（4）身份的联系和身份的自治；（5）身份的一致性和身份的变化。丁氏的身份协商理论主要围绕这五个关系展开讨论。
〔48〕

 其中，身份的安全和脆弱之间的辩证关系最为关键，构成了跨文化身份协商的基础。
〔49〕



我们在文化习得的过程中建构反思性的自我形象和社会认同，希望他人尊重并且确认自己所珍视的身份。身份协商理论认为，人们对身份的安全、包容、可预测性、联系和一致性基本上都有相似的需求。然而，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常常因为离开原来熟悉的文化氛围而感到恐惧或不安，担心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胁，不被对方包容，无法预测对方的行为，陷于孤立无助和瞻前顾后的状态。身份安全是指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在情感上对群体和个人身份感到放心的程度；身份的脆弱性是指人们对群体和个人身份感到焦虑或捉摸不定的程度。这两种关切构成了身份协商理论的第一组辩证关系。

当交际者试图维系内外之别和群体边界时，他们必然要涉及身份协商理论的第二组关系，即身份的包容和差异化。身份的包容是指人们在情感、心理和空间上感受到他人与自己所属群体的接近程度；身份的差异化反映了人们在情感、心理和空间上与他人的疏远程度。交际者既希望得到对方包容，但又想维持双方的差异与各自的个性。当另一个文化成员过于包容时，交际者会仔细思索自我身份的重要性和意义，当对方表现出过多的差异时，交际者会觉得不受欢迎或被排斥。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常常通过行为的可预测性来判断交际双方的相似性。身份管理理论的第四组关系解释了良性互动关系建立的内在动因。交际者与熟识的人交际时容易捕捉到对方的行为模式和文化身份，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但与陌生人交际时往往不易捉摸出对方的行为方式和文化归属，产生焦虑和防范心理，因为对方的行为频频出乎意料，与其预期的规范和日常惯例迥然不同。

我们期望与他人建立联系，但同时也想保持自己的私隐和独立性。这种情形涉及身份协商理论讨论的第四组关系，即身份的联系和自治。身份联系的需求使交际者相互汇合在一起，但身份自治的需求又使他们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界限。不同的文化对联系与自治的程度有不同的定位。个体主义文化相对更重视个人隐私和身份的自治，集体主义文化则相对更强调发展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

人们在交际中相互建构身份，但交际的结果并非身份的彻底改变。他们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之时，也在努力维持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身份协商理论的第五组关系，即身份的一致性与变化，分析了这种互动模式。身份的一致性是指人们在日常或司空见惯的文化互动仪式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感受到身份的连续性或稳定性；身份的变化是指人们在跨文化接触中随着交际的不断深入而感受到身份的错位与扩展。过于注重身份的连续性会使交际者陷入文化中心主义，但过分强调身份的变化又会失去道德核心，逐步边缘化。较为理想的状态是交际者既重视自己的文化根系，同时又开放自我，不断为身份的调整和拓展注入新的活力。

除了探讨跨文化身份协商中五组基本的辩证关系，丁氏还分析了影响身份建构的关键因素以及身份协商的能力问题。她认为，文化、族群、个人和语境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文化成员对身份安全有不同的理解和需求，他们的价值观不仅决定其身份定位，而且决定其建构他人身份的方式、如何在交往中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进行表达。特定的文化语境所要求的规范也为他们界定身份边界或确定自我角色提供导向和规约。比较而言，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对违规行为更宽容，交际者身份转变的空间较大；单一、封闭的文化对越轨行为的惩罚比较严厉，交际者身份变化的余地较为狭小。此外，交际者个人的灵活性、开放性、自我观念以及对暧昧的容忍度都会对身份的预期、诠释和表达产生影响。

许多学者讨论过跨文化能力，但因各人的视角不同，其观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身份协商理论提出，跨文化身份协商能力主要有三个构件：知识、留意和协商技巧。要想达到跨文化沟通，交际者需要辨析对方珍视的身份，没有相关的文化知识，显然无法实现这个目的。身份协商理论把知识定义为通过有意识的学习、体验和观察而获得的对某些跨文化现象深度的理解。例如，为了处理好文化差异，我们应该细心考虑他人的文化归属；对于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我们要更多关注交际过程，对于个体主义文化成员则要更多关注交际结果。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留心是提高知识水平的重要保障。留心意味着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参照框架，努力用新的范畴去理解文化差异，并且尝试用富有想象力的途径作出决定和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粗心的交际者主要依赖原有的思维框架、旧的惯例或范畴以及习以为常的行事方式。这意味着他们未有意识地思考和反思，只是依据本能与直觉进行交际。若想成为一个用心的交际者，人们必须认识到文化价值系统的差异对他人自我观念的影响，以及它所造成的对身份建构不同的开放程度，尽量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理解交际行为和分析交际障碍，敏锐地把握跨文化冲突中视角的多重性。

跨文化身份协商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知识和心态，而且还取决于商谈的技巧。技巧是指把那些在特定语境中被认为是得体和有效的交际行为付诸行动的能力。身份协商技巧包括价值分辨力、留心观察的能力、仔细倾听的能力、语言的移情技巧、非语言行为的敏感性、维持身份的技巧、处理面子的技巧、换位思考以及合作对话的技巧等。在众多的技巧中，留心倾听和身份的确认是基本性的。留心倾听要求交际者留意对方语言与非语言信息的细微变化，及时跟上节拍。与此同时，他／她应处于全身心投入的状态，尽力对不同语境中各个层次的身份意义作出准确的解读，并依据反馈不断进行检验。从根本上说，留心倾听涉及视角的转变——不仅从自身的角度认识事物，而且要从对方的角度来理解。身份的确认是指交际者对对方希望保持的、重要的身份的承认和肯定。当一个人感到身份被真诚地确认时，他／她将会积极地看待自我形象，确信自己的价值；当他／她感到身份被拒绝承认时，就会消极看待自我形象，冷淡地进行交际。身份确认技巧既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有时一句话、一个眼神或一个姿势就能较好地传达信息。

从跨文化身份协商的过程看，交际能力的评判标准主要有两个，即得体性和有效性。得体性是指交际行为与文化预期的吻合程度；有效性是指交际者在特定语境中达成共享意义和获得满意效果的程度。共享意义的达成涉及文化、社会、性别和个人身份等层面上意义的赋予和解读；满意的身份协商效果大体包括相互的尊重、各自空间的区分以及共生与共赢的良性互动关系。

从跨文化身份协商的结果看，交际能力主要体现在三种感受：（1）被理解感；（2）被尊重感；（3）被重视感。三种感受的评判归根结底取决于交际者是否对相互建构的身份感到满意。这三个标准和上面的有效性似乎重叠，但丁氏的观点是，有效性属于交际过程中的行为因素，能不能达到好的交际结果还要看交际对方的感受；虽然有的交际者认为自己尊重并且理解对方，但最后结果却不一定如此。被理解感是对身份最有力的认可。它意味着清晰、令人释然的声音；它并不总是表明赞同，但必定有移情的成分。身份的理解从收集准确的信息开始，在此过程中交际者对与身份相关的文化信息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愿意相互交流各自的自我观念。被尊重感意味着交际者的行为被认为是合法的、可信的和不受歧视的。它要求我们不断地监控交际中言语和非言语行为流露出的态度，以合作和恭敬的对话方式深入探寻陌生人的身份需求，在多重身份中辨别出哪一个具有重要性，给予对方以礼貌、敬意和尊严。被重视感是指交际者得到积极的肯定，被看做值得交往之人的感觉，典型的表现是向对方传达言语或非言语的认可其价值的信息。

身份协商理论不仅全面考察了社会个体身份形成的关键环节，而且重点分析了跨越文化疆界的五对基本的辩证关系，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发展良性的身份互动。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份在交际中得到正面的回应。无论是社会交往还是跨文化交际都涉及身份界定与商讨。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范畴理论强调，身份的首要功能之一就在于它对群体内外界线的划定。
〔50〕

 身份应该得到积极确认早就成为社会学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者的共识。身份协商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把这个举足轻重的需求分解为身份的安全、身份的包容、身份的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并对其作更具体和深入的探析。在这个框架中，身份协商理论涵盖五对自变量和一个因变量，即身份的安全／脆弱性、身份的包容／差异化、身份的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自治、身份的一致性／变化以及身份协商能力。这些变量的互动关系构成了该理论的逻辑。

身份的协商首先从身份的识别开始。若我们能正确判断出对方在特定语境中希冀的身份，让他／她感受到安全，交际就能顺利展开。但仅仅判断出对方的身份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来确认，使对方产生包容感。相互行为的可预测性是交际双方建立信赖、把交际推向深入的基本保障。但要想维持良性的互动，我们既要和对方建立联系，同时又要确保他／她有适当的私有空间，不但要保持身份的稳定性，维护传统，而且要勇于改变视角，转化并拓展原有的身份。如果我们获得了有关身份的文化知识，细心地交际，有效地确认对方的身份，就能成为一个胜任的交际者。

身份协商理论汲取社会认同理论和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和思想，
〔51〕

 以简洁的分析框架演绎了跨文化交际中身份互动的过程。在交际中，人们对安全、尊重和身份的承认等需求具有普遍性，相关规律的研究能够加深我们的认识，促进文化交流的发展。如果说身份协商理论有什么薄弱之处的话，那就是它对如何达成跨文化理解和有效地确认文化身份似乎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丁允珠认为，学习文化知识、留心交际和移情是实现目标的基本手段。这个观点忽略了跨文化人格（intercultural personhood）的中介作用。在社会交往中，个人首先要确立主体性，然后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和他人交往，人与人之间最关键的纽带是主体间性，通过它“我与你、我与他／她以及我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表达”。
〔52〕

 就跨文化交际而言，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大多数交际者都会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规范来解读信息，
〔53〕

 文化之间理解与共识的重要桥梁是跨文化人格。
〔54〕

 完全站到他人或其他文化的立场上去学习会使我们失去主体性，移情只能作为一种沟通的权宜之计，更为现实地说，跨文化人格的培养才是增进沟通的长久方案。事实上，随着世界交往的日益加深，人们不断体验到更多的异国他乡文化，文化间性的发展必将为跨文化人格的提升开拓更多的空间。总体上看，身份协商理论对跨文化交际中身份管理的宏观层面作了很有启发性的解释，但对于身份协商的具体层面，如面子、语言和语境等方面，并未进行细致的讨论。有关面子问题我们可以从上一节面子协商理论以及下一节的身份管理理论获得更多的启示。

第六节　身份管理理论

1993年，今堀和库帕奇（William R.Cupach）首次提出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IMT）
〔55〕

 ，他们于2005年又在原有基础上作改进，推出了新的版本。今堀是日本福冈西南学院大学（Seinan Gakuin University）外语系的教授，也曾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和旧金山大学任教，主要从事身份与面子研究。他与库帕奇一同建构的身份管理理论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学中有关身份谈判的两大主要理论之一。
〔56〕

 该理论和身份协商理论一样，也讨论身份互动问题，但它更侧重分析交际个体的面子行为，解释他们如何在发展相互协同的关系中来建构身份，进而实现成功的交际。
〔57〕



IMT吸收了身份协商理论、文化认同理论、符号互动论以及语用学等理论的观点，其基本的假设是：有效的交际形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身份；身份协商能力不仅涉及交际关系的管理，同时也涉及文化身份的管理；面子是人际关系和文化身份的映像，身份管理的结果取决于面子行为（facework）的能力。该理论有以下主要概念：（1）能力；（2）身份；（3）文化身份；（4）关系身份；（5）面子；（6）面子行为。其中，面子是IMT的核心概念，整个理论也是围绕它建构而成的。

IMT对能力的界定比较独特。它认为，身份管理能力是指交际者通过得体和有效的行为建立双方皆满意的跨文化关系的能力。虽然在社会语境中，交际能力主要由主流文化来定义，能力的大小也主要看交际者的行为与主流文化规范的吻合程度，但从理论上看，超越单一的社会标准，实现双方都乐于接受的身份协商是可能的。IMT理论依据文化认同理论把文化身份看作跨文化交际的焦点因素，即文化互动的产物。身份被理解为“自我概念——关于个人自己的看法”。它在自我分类和社会化过程中形成，是一个人解读自我和世界的框架。个人基本上都有性别、族群、职业和文化等多重身份。在IMT理论中，文化身份被界定为对具有共享符号、意义和行为规范系统的群体的认同和接受。关系身份产生于共享的文化，它是帮助人们协调意义和行为、让交际个体私下达成理解的系统；是在特定关系中形成的“我们”和“你们”的感觉，例如，夫妻和朋友等之间的关系。它大体上类似于丁允珠等在冲突管理论中提出的“相互的面子”。身份管理理论把交际者的身份分为文化的和关系的两个层面，实际上要表明交际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式，即人际的和跨文化的。当文化身份更突显时，交际属于跨文化的；而当关系身份更突显时，交际就转变为人际的；在整个交际过程中，两种身份相互渗透，相互转换，在理论上没有必要对它们作严格的区分。

在人际或跨文化交际中，人们通过自我表征（self-presentation）表达他们自己认定的身份，对他人的身份进行归类。“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身份就是他／她的面子”。许多跨文化交际学者都探讨过面子概念。面子这个概念虽然来自中国文化，但与它相关的行为却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IMT借用了社会学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以及语言学家布朗和莱文森的论断。高夫曼从符号互动论出发，同时参考了人类学中有关面子的研究成果，对面子行为进行系统的分析。他认为，社会个体生活在相互交往的世界中，他们借助模式化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对他人和自我作评价；面子是一个人在特定场合中、在他人为划定的范围里得到的社会价值；它是依据已被认可的社会属性来描绘的自我形象。
〔58〕

 更通俗地说，面子是每个具体的社会交往中人们期待他人给予自己的、直接的尊重。
〔59〕

 布朗和莱文森在高夫曼的研究基础上又对面子的概念作新的解析。他们提出，人皆具有某种理性能力，能够礼貌地交往，对面子也有普遍的需求；面子由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面子组成；积极的面子是指得到别人欣赏和赞同的欲望；消极的面子是指个人不受强制、获得自治和自由的欲望；任何违背面子需求的行为都构成面子威胁。
〔60〕

 交际者在遇到面子威胁时一般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阻止威胁，挽回颜面，那些避免面子威胁或试图恢复面子的举动就是面子行为。

除了上述几个关键性概念，IMT理论提出了两个核心命题和相关的子命题。该理论属于微观理论，其命题主要针对身份管理的具体行为，即维护面子的行为。交际者的文化身份和关系身份在身份管理中都重要，但跨文化对话者特别容易受到与其文化身份相关的面子威胁，也容易做出此类威胁的举动。因此，IMT理论提出：





核心命题（1）：交际者会经历四类与文化身份管理相关的处理面子的难题。





与核心命题（1）相关的四个子命题说明了这四类难题。





子命题（a）当交际者的文化身份被刻板化或被看做带有某个特定的文化身份时，他们会受到面子的威胁。





更确切地说，他们会经受身份的冻结（identity freezing）和身份的刻板化（identity stereotyping）。身份的冻结是指仅仅从交际者的口音、服装和体貌等线索来判断对方文化身份。这类面子威胁往往在不太熟识的交际者中发生，威胁到他人消极的面子，因为它不容对方表白自己的身份；同时它还威胁到对方积极的面子，因为它漠视对方价值的独特性。与身份冻结联系在一起的是身份的定式化。当交际者凭借自己的信念对对方文化身份作判断时，身份的刻板化就产生了。刻板化忽略个体的独特性，强行把他／她纳入预定的文化类型，直接威胁到交际者消极的面子。

身份冻结和刻板化的结果往往是交际者的文化身份被忽略，得不到充分的维护。因此，





子命题（b）当交际者的文化身份被忽视时，他们积极的面子会受到威胁，遇到身份得不到维护的难题。跨文化交际中人们还会有另外两个难题：

子命题（c）跨文化交际者会遇到维护自我面子和维护他人面子的矛盾，即自我／他人面子的对立（self-other face dialectic）。

子命题（d）跨文化交际者会遇到维护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的矛盾，即积极／消极面子的对立（positive-negative face dialectic）。文化身份的差异越显著，交际者就越难避免自我与他人面子的对立，因为认同自我文化身份和价值规范难免与对方的文化价值产生矛盾，威胁到他人的面子。





来自不同文化的交际者除了面临自我／他人面子之间的矛盾，还要面对积极／消极面子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交际者试图通过赞扬的话语肯定对方的文化身份，维护他人积极的面子，另一方面，他们会担心强加于人、威胁到他人消极的面子。今堀和库帕奇针对上述四个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

IMT理论针对身份冻结问题提出了四组策略：其一是自我积极面子的维护，其二是双方积极面子的维护，其三是他人积极面子的维护，其四是双方消极面子的维护。具体的策略如下：

应对身份冻结问题的策略

[image: alt]


针对自我／他人面子维护矛盾问题，IMT同样提出了四组策略：其一是他人积极面子的维护，其二是自我积极面子的维护，其三是双方积极面子的维护，其四是双方消极面子的维护。具体策略如下：

应对自我／他人面子维护矛盾的策略

[image: alt]


针对积极／消极面子维护的矛盾，IMT提出了三组对策：其一是他人消极面子的维护，其二是双方消极面子的维护，其三是双方积极面子的维护。具体策略如下：
〔61〕



应对积极／消极面子维护矛盾的策略

[image: alt]


IMT理论的第一个核心命题是关于身份管理中的难题和对策，其第二个核心命题是关于身份管理的阶段。





核心命题（2）：身份管理过程中，跨文化关系要经历三个高度联系的、循环的阶段，依据其特征划分为：试探（trial）、交织（enmeshment）和重新协商（renegotiation）。





该命题又涵盖六个子命题，分别说明三个过程的具体情形。在交际的初始阶段，文化差异显著，并且被看做交际的障碍。人们对威胁到自己面子的行为，或许采取回避，或许努力在既有的共同点上，运用试错法（trial-and-error）发展关系。IMT理论把这个阶段称作身份管理的试探。它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命题：





子命题（1）试探阶段的身份管理要求交际者在避免身份得不到维护和身份冻结问题的同时，还要调和自我／他人面子以及积极／消极面子之间的矛盾。

子命题（2）处于身份管理试探阶段的交际者有必要借助某种程度的面子威胁行为来发现各种面子矛盾和疑难问题的平衡点。





当交际者克服重重障碍，在原有基础上找到更多共同点之时，他们的关系就进入了身份管理的交织阶段，其特征也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





子命题（3）交织阶段，跨文化交际者围绕双方的共同点展开更多的协调行动，各自的符号、规则以及思维框架渐渐趋于一致。交际双方的交织使他们在行为和规范方面产生共同的预期，形成一套独特的、有别于一般社会标准的规则。





虽然交织阶段中共有的关系身份并没有充分实现，交际者对彼此的文化差异仍未完全适应，与面子相关的难题也未彻底解决，但他们更注重双方的共识。因此，





子命题（4）交织阶段身份管理的特征是，交际者淡化文化身份，转而强调关系身份的发展，即相互的面子。





在交织阶段，由于与面子相关的矛盾仍未彻底解决，交际者还会随交往的深入遇到新的文化差异，这些问题有待于身份管理的第三个阶段“重新协商”来化解。





子命题（5）身份管理第三个阶段的特征是跨文化对话者以关系身份为定位，其解决面子的困惑和矛盾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双方使用的符号和规则进一步趋同。

子命题（6）跨文化交际者在身份重新协商阶段能够直接面对交织阶段回避的文化差异问题，因为双方把它看作相互关系中积极和不可或缺的方面。





当交际者发展出强烈的关系身份感时，他们就能把这种关系当作新的、共享的解释框架来理解自我和世界，各自独特的文化身份因此不再是交际的障碍，转成为双方共有的资产和相互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运用关系身份的策略，他人／自我面子的对立得到了消解，因为在关系身份中，你的面子就是我的面子，我的面子也是你的面子。不仅如此，由于交际身份已经成为关系密切的伙伴，他们对积极面子的需求大为减少，重点转向消极面子的维护。由于关系身份的加强，文化差异问题也显著缓和。交际者进入身份管理的第三阶段后，语言和思维不断趋同，关系日益密切，他们不仅能够积极地认识文化差异，而且能把差异当作有益的东西整合到相互认同的价值中去。当然，IMT理论承认，该理论抽象出身份管理的三个阶段与实际过程不完全对应，它与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的经历也不一定吻合，身份管理的阶段并非总是线性发展，有时也会有重复、循环甚至逆转。

IMT理论主要探讨跨文化交际中身份管理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面子的管理问题。面子的概念渗透到社会话语的各个方面，在社会交往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
〔62〕

 该理论的基本判断是，任何社会个体都有面子的需求，跨文化能力体现在交际者维护面子以及建立相互满意的交际关系上。IMT在概念上并没有新的创建，主要借鉴了前人的成果，即使在它重新界定的“关系身份”中也能看出丁允珠等人提出的“相互的面子”的影子。但它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突破了众多学者侧重交际行为的研究，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交际关系，有着较为独特的、带着东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
〔63〕

 有些西方学者过分注重个体主义价值取向，忽略了他人面子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不仅应该考虑他人的面子，而且应该考虑面子的互利方面，因为不给他人面子也会让自己的颜面丢失。
〔64〕



IMT理论的关键变量有四个：身份（包括两个子变量，即文化身份和关系身份）、面子（包括两个子变量，即积极与消极的面子）、面子行为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其中身份、面子和面子行为是自变量，跨文化交际能力则是因变量。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主要表达以下观点：交际者一般具有多重身份，但其文化身份影响到他／她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跨文化交际中初次接触的交际者由于文化差异较多，他们面临身份冻结和自我／他人面子以及积极／消极面子的矛盾等面子维护的难题；当他们的共同点不断发展，逐步建立起关系身份——成为密切联系、相互协调、相互增进的伙伴时，其理解框架渐渐趋同，面子矛盾和文化差异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跨文化能力随之得到提高。

身份管理理论以简洁的分析框架演示了跨文化交际中面子协商和管理的过程，揭示了语境和交际双方相互关系的重要性。该理论的命题和观点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或部分的验证，启发了许多相关的研究，但同时也暴露出过于理想化的倾向。
〔65〕

 IMT理论提出，交际者可以平等地交往，并且发展出共有的身份。问题在于，交际者总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展开交际，双方常常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难以回避权力差异、身份歧视和文化压制等障碍。仅仅依靠关系身份的建立，这些障碍是无法解决的；跨文化理解和沟通的取得显然要涉及相互的冲突、反思、妥协、价值的转变以及交际规则的重塑。

小　　结

交际者的身份和认同不仅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价值定位，而且左右着他们的交际行为，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有着高度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交际认同理论把交际看作认同的实现，不仅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认同的情境性、开放性和可塑性，而且在认识论上揭示了自我认同形成的双重机制，凸现了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符号的关键性。文化认同理论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个人认同的实现，而在于文化认同的建构、判断和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它以动态的社会认同观充分展示了文化系统中核心符号、意义和行为规范对跨文化交际所起的作用。跨文化认同理论聚焦文化间性空间，探索了如何在维护原有身份情况下，使本土文化最大限度开放以及建构良性跨文化互动关系的可能性。面子协商理论主要分析身份外在、微观的因素。全面、立体地演示了跨文化交际中面子行为的模式与运作机制。身份协商理论的基本主张与前两个理论大体一致，但它细致地分析了跨文化语境中交际者在身份建构中普遍关切的几个基本方面，为我们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较具可操作性的路线图。身份管理理论深入到身份互动的微观层面，具体地论述了面子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心地位，为跨文化交际者处理相互关系建构了一个理想的模型。总体上看，交际认同理论和文化认同理论侧重跨文化交际的价值观，身份管理理论强调交际过程，而身份协商理论则介于两者之间。需要我们进行反思的是，当代社会学理论拒绝那种把身份看作既定的、封闭的现象的观点固然有其进步及启示意义，但许多研究者较为极端，他们往往从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出发，完全否认身份的历史根植性和社会稳定性，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一个人的性别和血缘关系就不是可以随便被建构；一个人的文化身份可以被建构，但却有其限度。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既在于身份的确认、拓展和建设性互动关系的发展，也在于意义的理解和能力的培养。上述六个理论虽然对这些方面有所论述，但并不是它们探讨的重心所在。下一章我们将讨论关于跨文化交际中意义和能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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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关于意义与能力的理论

跨文化交际能否顺利展开并获得成功，关键取决于交际者能不能相互沟通、是否具备较强的交际能力。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曾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探讨了意义的建构以及人与人如何实现相互理解的问题，但在跨文化交际领域，除了意义的协同处理理论（theory of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之外，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相对而言比较丰富。早期的研究强调得体性（appropriateness）的重要性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20世纪70年代维曼（J. M. Wiemann）和斯迪伍德（E. C. Steward）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所做的探讨、斯皮茨伯格（B. H. Spitizberg）和库帕奇于80年代出版的《人际交往能力》等。即便如此，时至20世纪90年代，跨文化能力的研究仍然贫乏而薄弱。
〔1〕

 在此期间，金荣渊、丁允珠和卫斯曼等学者也从各自的角度分析跨文化交际能力。但他们把跨文化能力作为其研究的一个方面来探究，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陈国明等人在整合现有学术成果方面作了较大的努力。本章将全面介绍和评析巴奈特·皮尔斯（Barnett Pearce）和维农·克罗南（Vernon E. Cronen）等人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西田（H. Nishida）的文化图式理论及其陈国明和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

第一节　意义协同处理理论

皮尔斯曾任教于菲尔丁研究生院（Fielding Graduate Institute），主要从事交际理论研究。他和克罗南首先提出“意义协同处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的雏形，然后一同发展该理论。其代表作包括《人际交往：建构社会世界》（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king Social World）和《交际与人类状况》（Communication and Human Condition）等。他与克罗南创建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从解释性理论（interpretive theory）到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再到实践性理论（practical theory），不断拓展并向主流理论发起挑战，在跨文化交际学领域激起了较大的反响。

意义协同处理理论立足于北美实用主义传统，它在哲学上反对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心物二元论、在方法论上反对个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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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反对解释性研究中侧重主观判断的倾向。杜威和米德等实用主义者认为，不能把人的思想和行动简单地划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截然分开的范畴；思想总是在行动中产生的，并且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得到塑造；所谓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不过是思想和行动的不同层面而已。意义协同处理理论在此哲学观基础上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交际是行为性（performative）的而非指称性（referential）的。换句话说，交际本身是一个社会过程，主要指交际者说话的行为，而非其言语所指的东西。在维农·克罗南等学者看来，表面上稳定的社会世界是虚假的，一切都在交际过程中被创造、维持和革新。意义协同处理理论强调，意义的生成依赖于特定的语境，而每次交际都有多重的语境；交际者的主观判断与客观现实在他／她的交际行为中得到统一。

意义协同处理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源泉是米德（G. H. Mead）创立的符号互动理论。符号互动理论有五个核心观点：（1）符号互动理论聚焦社会互动的本质，考察人们动态的社会行为；（2）人的行动不仅由社会交往所促动，而且源自个人自我的互动；（3）人们不是直接感知现实，而是在行动中界定所处情境；（4）人们不仅仅拘泥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简单地按照早期形成的个性生活；他们的行动总是受到现在的情境的约束；更具体地说，人们总是在界定现在发生的一切；（5）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他能够在自己的行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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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意义协同处理理论的创立者们以动态的眼光，把交际和意义的生成当作开放的进程，秉持的乃是社会建构主义的立场。

意义协同处理理论有三个目标：其一，理解我们是谁、生活有何意义以及它如何与特定的交际场合联系在一起；其二，在承认文化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同时，使它们能够有可比性；其三，对文化实践包括研究者本身提出有启发性的批评。
〔4〕

 第二个目标是该理论最重要、也最具创意的目标。依据克氏等人观点，中国、加拿大和伊朗等国的文化之间的确存在巨大的差异，但这并不表明人们无法对它们作比较。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言，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力学相差甚远，但它们却绝对是可比的。当然，人们在比较差别很大的世界观时，由于找不到单一的尺度，必须运用多元的途径才能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意义协同处理理论就是要促进不同文化系统间的比较，并且在多元文化交流中实现自我发展。主流理论往往致力于对经验作总体性的解释，即形式化、普遍化的解释，认为理论相对独立于实践。意义协调处理理论认为，理论的产生受到社会、历史和各种制度的影响，理论形成的过程就是一种社会实践，根本无法脱离社会现实；世界本身纷杂、散乱，由此而产生的理论自然也不可能尽善尽美，理论之所以能够富有建设性是因为它与孕育它和运用它的社会环境有着反思性的关系。易言之，理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能解释世界，更在于它能改善世界。基于上述对理论的理解，意义协同处理理论提出了下列九个命题：





命题（1）参与交际的人（复数的人）构成社会分析的最小单位。





这个命题没有沿着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注重个体对社会的推动的模式，忽略个体形成背后的社会动因的传统，强调社会交际对人性的建构。





命题（2）参与交际的是在真实时空中持续存在的人。





这个命题表明意义协同处理理论坚持现实主义价值取向。离开真实时空中存在的人，任何社会形式都不可能达到统一；人的物理存在是超越文化疆界的，虽然各种文化成员由于其社会历史的差异表达着不同的情感，但他们却都有基本相同的生理反应机制。





命题（3）任何人类交际既是个性的又是社会的（both idiosyncratic and social）。





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人为地割裂了内在与外在的联系，导致了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内在的感知根植于现实世界之中，外在的感觉无法摆脱人脑思维的影响，两个方面在社会过程中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命题（4）交际要求行动与结构之间有一种反思性的关系。





所谓结构是指由规则组织起来的资源。在个人层面上，它包括人的神经组织和思维系统；具体地表现为意识、情感、角色和意向等。在社会层面上，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机制和其他社会的产物，具体地表现为建筑、艺术、服饰、经贸和各种仪典等。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结构都与实践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





命题（5）带有标点符号的历史性（punctuated historicity），即分割的、特定的历史性是人类交际特有的现象。





这个命题反映了意义协同处理理论认识论的立场。它认为，心智对经验的反思为行动提供根本的理性。社会理论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对现实意义的理解与探索；面对各种难以计数的意义，人们有能力做出理性的判断，让思维和行动在不断的交际中实现统一。





命题（6）人类交际具有内在的不完备性。





这个命题提醒人们注意，人类交际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的不完善。以笛卡儿为代表的西方知识界普遍致力于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们抱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数学和形式逻辑是完美无缺的，具有最高的价值，非形式的不完全的或模棱两可的知识的价值较少。对于克罗南等建构主义者而言，清晰、相互理解、准确和共识等概念在特定的情形中才有价值——它们都是相对的。这些概念没有抓住人类交际的奇特之处正在于它的开放性；交际永无止境的特性使人类生存的境况产生了多样性。交际之所以不完备主要有下列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形式化有其内在的限度，任何形式系统都存在内在的缺陷。例如，欧几里得几何与非欧几里得几何属于两个相互独立的形式系统，但它们各有所长，同时也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第二，符号总是超出它们所表示的范畴。意义产生于社会行动，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它永远不会一成不变。第三，交际模式总是由两个或更多的人建构而成，每个人对他人行动的解释都不尽相同，意义的生成具有偶然性。第四，相互理解只是协同的一个渠道，误解、混淆和暧昧在特定情形中也能造成积极的后果。第五，作为个人或社会结构有机组成部分的目的不断地在演化。意义协同处理理论认为，目的不是行动的终点，而是在行动中形成的定位点，随着交际实践的进展而变化。第六，交际有其不可言喻的层面。语言只是交际的一个方面，情感等也是交际的组成部分，任何命题都不能完整地表达交际的全部内容。第七，自我意识和交际的质量之间没有线性的对应关系，许多交际行为是在无意识状况下进行的，否则诸多情感角色就会不复存在。以上七个方面的论证表明，交际本身并不完美，但它的不完美使人类复杂的情感和理念得到较好的表达，人性因此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命题（7）道德规训构成交际的一个方面。





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理论倾向于把事实和价值分离开来，甚至想使理论中立化，不做价值判断。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交际者不能无所顾忌，不负责任，所有交际行为在骨子里都包含着道德规训。





命题（8）交际是交际双方都实现自我解放的过程。





从严格的精致化到富有想象的重建，交际者在交际中不断把新的思想融入原有的结构，同时对原有矛盾丛生的结构加以改造，提出新的观点，获得交际的自由。从交际获得解放是人类交际独有的特性。





命题（9）多元化对人在交际中的精致化和更新至关重要。





意义协同处理理论强调保存多样性的重要性。它认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确立人类文化潜在的统一性，而在于开启创造性差异的可能。创造性的文化实践得力于多样性的维系与发展。例如，西方的绘画正是在毕加索发现非洲面具的基础上得到了扩展和升华；中国文化是在吸收印度佛教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丰富和深邃。

从上述命题，意义协同处理理论提出了三点近似结论性的推论：





（1）文化是结构与行动相互影响、共同演化的产物。文化不是静止固化的实体，永远处于“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中；它的理念在日常实践中得到的最好的表达。

（2）文化是多声部的，即多元的。每个文化内部都有许多亚文化或文化变体存在，同一个文化群体的成员对自己的文化也会有各自的解读；差异的存在确立了人的身份。

（3）研究活动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从意义协同处理理论的视角看，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必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些期待中立、客观的描述和解读的想法是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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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协同处理理论推出后引起了广泛的学术争鸣，逐步从边缘理论发展成众人瞩目的理论学派。20世纪末皮尔斯推出了扩展的理论模式，更系统地诠释跨文化对话中意义产生的过程和后果。一方面，它继续把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关于语言游戏的阐释有机地融入理论，另一方面它把公共交际（public communication）等场景纳入视野，同时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实践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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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后的理论仍然坚持：交际是首要的社会过程。它明确地提出和论述了该理论的10个主要概念：协同、交际形式、情节（episode）、策略性过程设计（strategic process design）、事件的运筹（event design）、促进交流的技巧、逻辑的力量（logical force）、个人地位和日常语言（ordinary language）以及语境重建。协同的概念把交际者看作积极参与到人际互动中、一起营造大家都希冀的模式的人。在皮尔斯看来，交际是人们在互相重叠、相互交织的语境中，以开放的心态探索交际模式、理解双方的意义、建立特定关系的进程。协同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对人们的启迪。它告诉人们，不同的见解、反对的意见和交际中的种种障碍都是把交际推向深入的资源；权力的不对称并不能完全扭曲公共对话的过程，它是众多影响意义解读因素中的一个，只要人们共同努力，受权力干预的交往就有可能转变为合作性对话。

皮尔斯提出交际的形式是要强调，各种交际现象中既有相互增进也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人类存在的方式因其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路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许多学者提出辩论、商讨、谈判、思索和对话等交际形式，意义协同处理理论主要围绕世界性交际（cosmopolitan communication）和超越性话语（transcendent discourse）这两种交际形式展开。世界性交际的概念劝诱交际者让尽可能多的人加入到对话中来；超越性话语鼓励人们运用赞赏的和包容的话语表达意义，欢迎不同的见解，不畏惧交际中的障碍和挫折。

情节是指一系列由开始、中间环节和结束所构成的有序的交际行为。在意义协同处理理论中，情节有着一致的叙事结构。虽然情节的长短受交际者支配，但它们通常是比较简短、连续的、面对面的互动模式。策略的构思属于情节概念最大的组成部分。它是交际者为了在现实条件下达到预期结果而精心选择事件进展顺序的规划。策略构思的过程或许会持续几个星期，也可能持续几年，其间自然充满了变数。在公共对话中，策略构思通常包括：组织谈话者开启话题、听取所有参与者的声音、丰富会话内容、思考各种意见、一起做出决定和推进会话进程。

公共对话中策略构思的每个步骤是由一个或更多的事件来付诸实践的。每次会话中有序进行的对话活动构成事件，它或许持续不到一个小时，或许持续几天的时间。典型的“事件”包括焦点问题讨论小组、市镇议厅的集会、分组研究、公开的研讨、确定未来调查的会议和有指导的讨论等内容。

“事件”的成功有利于促进交流的技巧。它的第一个层面包括时间的控制、话题的提供、会话的记录和参与者说话时间的分配；它的第二个层面包括循环、反思和对话式的访谈程序的运用、把参与者置于反思者和外部证人地位上的技巧，以及在公共对话中辅导他们的技巧。在“事件”进展过程中，如何提问、评价和表达等微妙的行为都对对话的成功与否起着重要的影响。

逻辑的力量这个概念复杂而易变。它表达了交际者认为“理应如此”的意思，在道义上，意指他们在特定语境中所理解的“应该、可以或不能”。在意义协同处理理论中，皮尔斯更倾向于从地方的道德规训而非普遍性的道义来分析逻辑力。他把它解读为会话的习惯，一种左右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影响他们交际能力的习惯。

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观点一样，意义协同处理理论也认识到日常语言中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在话语权利、义务和特权方面的差异。它认为，会话进程的促动者担负下列职责：（1）帮助大家循序渐进地对话；（2）保持中立，不厚此薄彼，营造互信和互敬的氛围；（3）主动倾听并且诱导大家相互倾听；（4）以充满好奇的态度，鼓动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5）通过询问和重新组织，引入全面的视野，提高参与者故事的质量，把他们的故事有机地编织在一起。会话进程的促动者不断地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来回变换，对其他人实施间接的影响。这种立场对于那些相信日常语言构成社会边界——社会是日常语言所表达的世界的人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社会建构主义者们主要探讨语言中的词汇、词性和格等问题。CMM理论认为，我们不仅要讨论这些现象，而且要探究时态和语态等问题，不仅要分析日常语言语法的变化范围，而且要探索语言的限度，描述人类新的生存方式。

CMM理论坚持认为，所有的交往行动都在某个语境中产生。语境和行动有时相合拍，有时并不和谐，交际者应该重塑语境，使它与我们的行动更加协调。新的语境建构涉及三个观念：暗示的力量（implicative force）、游戏的掌控和世界性交际。暗示的力量是语境重建思想的基底，它与逻辑的力量密切联系在一起。当人们思考逻辑的力量时，他们很早就会意识到一个行为在语境转变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这些作用便是暗示的力量。游戏的掌控意味着参与者有意违反规则，从而带来他们想要的事态发展。由于社区团体的多元、复杂，游戏掌控的技巧不一定总是有效果，因此CMM理论又提出世界性交往的概念，旨在说明通过合作来进行的语境重建更容易成功，而单方或单个的行动往往归于失败。

皮尔斯和克罗南等人创立的实践性理论打破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明确界限，努力探索交际者在交际中革故鼎新的潜能，鼓励理论家们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以便改造世界。他们认为，人们在交往中通过不同层面的意义解释经验，借助构成性与规范性法则与他人协同建构交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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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性理论告诉人们实践的规则，这个规则促进那些遵循不同规则的人们一起探索他们在各种语境中特定的交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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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性理论是启发性的，为交际者参与到他人的行动中去提供指导。该理论强调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社会能动性以及他们优化交际行为的意向，其目的是要启发人们充分认识自己描述、批评和影响交际活动的能力。为此，CMM理论的建构者们发展出循环提问（circular questioning）和赞赏性询问（appreciative inquiry）的交际模式来贯彻实践性理论的宗旨。
〔9〕



意义协调处理理论探讨交际中人们如何沟通和相互改进交际行为的问题。其基本的假设是：交际是人们建构社会意义最为重要的进程。意义协同处理理论坚持整体观察和解释的路径。它在建构类似一般理论惯用的概念系统的同时，借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以及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命题。该理论最突出的创建莫过于它对理论的本质以及评判标准的重新诠释。首先，主流的社会理论承认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强调它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其弊端是它常常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其次，主流理论大都由概念系统构成，把观察的事物分解为易于分析的单元，往往不能全面理解事物的运作机制，有时甚至忽略某些重要的因素。意义协同处理理论从整体上把握交际现象，强调实践和理论的有机联系以及理论家的洞见（insight）与直觉（intuition）的重要性，不仅使理论更加贴近现实而且有效地避免了片面性。自问世以来，它受到广泛的关注，对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和方法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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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意义协同处理理论的强处也正是它的弱点所在。它把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但无法否认它们之间相对的独立性。一方面，理论家建构理论时经常借助于个人的想象，萌发出许多超现实的构想；另一方面，交际行为在很多场合下是下意识的、习惯的而非反思的，经验层面的东西不一定能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论。不仅如此，交际模式一旦形成便具有较大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有鉴于此，我们至少可以断定理论和实践是不同步的，两者也不一定总是联系在一起。此外，整体式的观察固然有助于克服理论的褊狭，但其分析能力却大为削弱。一个依据洞见得出的理论无法较为清晰地告诉交际者该如何掌握交际的分寸、如何改善交际行为。凯文·巴吉（J. Kevin Barge）指出，实践性理论仅仅总结了不同文化成员如何进行建设性交际的法则，但它没有说明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的哪一个环节能够有所创建；这些创建是在理论形成期间，还是在其后？朱莉娅·伍德更为具体地评析了CMM理论的弱点。她认为，CMM理论个别概念的意义不明确，例如“规则”（rule）；它有些模棱两可，其内容过于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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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意义协同理论对权力的理解过于理想化，权力固然不能总是压制公共话语，但让社会权贵与普通民众平等对话显然不会那么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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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每个理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就意义协同处理理论而言，它虽未能具体地阐明交际规则，但却为我们整体审视跨文化交际过程以及改善交际行为与结果提供了一种新的、宏观的视角。

第二节　文化图式理论

西田弘子是日本静冈大学的教授，主要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认知与情感差异现象及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她曾在《跨文化心理学》（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和《跨文化关系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1999年西田首次提出文化图式理论（cultural schema theory），旨在分析文化图式在跨文化调整中的功能与运作机制。2005年她对原有理论作些微的修正，但基本上保留了先前的观点与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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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其2005年的理论为主，结合1999年的版本进行评判。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遇到各种日常情形，头脑里一系列相关的文化图式便会被激活。由于同一个文化的成员们有着共享的文化图式，交际因此得以顺利地展开，人与人也因此而实现相互理解。跨文化交际中，人们的文化背景不同，交际图式大相径庭，相互沟通面临着诸多困难与障碍。文化图式理论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解析文化图式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其基本的假设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总是运用记忆中的图式来解读信息，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者缺乏当地文化的社会互动图式，需要调整认知系统，才能有效地交际。

该理论有两个基本概念：文化图式和跨文化调整。图式并不是一个新概念。19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早就探讨过人们如何整合记忆中的经验、形成抽象概念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皮亚杰也曾运用图式概念研究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其后，许多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分析图式概念。有人认为，图式是储存在记忆里，表征物体、事件、情绪或行动的一般化知识的信息包。也有人认为，图式是一种认知结构，包含在某些人们熟识的刺激域（stimulus domain）的表征之中。西田综合了他们的观点，把图式理解为“在各种熟悉的场合下指导人们行为的相互关联的、有关过去的、一般化知识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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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图式因此被界定为人们通过文化经验而获得的、储存在记忆里的、一般化知识的集合。它是人们理解自我角色和进行社会交往的框架。

当人们与其文化内部的成员交往时，某些特定的情形以及相关的信息就会存储在大脑里。类似的情形经过数次的反复之后，相关的信息就会转化为文化图式。随着文化经验的不断增长与知识的渐次积累，文化图式变得越来越有条理和抽象，其结构愈加严密、复杂和紧凑，人们因此能够得心应手地进行社会交际。在社会交往中，文化图式可以处理各种不同的情形。依据其功能，西田总结出八个初级社会互动图式（primary social interaction schemas）（PSI图式）：（1）事实与概念图式（fact-and-concept schemas）；（2）人的图式（person schemas）；（3）自我图式（self schemas）；（4）角色图式（role schemas）；（5）语境图式（context schemas）；（6）程序图式（procedure schemas）；（7）策略图式（strategy schemas）；（8）情感图式（emotion schemas）。其中，语境图式、程序图式和角色图式是影响个人交际行为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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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概念图式是指那些关于事实与概念的一般化信息的图式。例如，“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事实）和“自行车是有两个轮子、一个车座和车把的车辆”（概念）。人的图式是指有关不同类型的人的知识，包括那些人的个性特点。例如，玛丽随和；约翰是个神经过敏的人。自我图式是指人们如何看待自我，或者是其他人如何看待他，即人们所了解的关于自我的知识。自我图式是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在自我认同和自我界定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角色图式是人们关于自己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的知识，表明他们对处于某些特定地位的人所期待的一系列行为。角色图式比人的图式得到更多的使用，因为它的内容更丰富，蕴涵较多的信息。语境图式是指那些有关特定场合与背景下得体的行为的知识，它往往在策略图式之前被激活。程序图式是指那些关于各种情形下，如何合适安排事件顺序的知识，得自于过去的计划与行动次序以及社会惯例。策略图式是指人们处理问题时所采取策略的相关知识。有证据表明，专业技能影响人们的策略选择。例如，一个老到的医师在医治某个疾病时倾向于采取某种策略，另一个没有经验的医务人员却会采用不同的策略。策略图式与人们处理问题的经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其经验愈是达到较高的水准，所选择的策略便愈有效。

人们储存了某个特定语境所受约束的策略图式后，不再重复地记忆相关的知识，而是记录下能够应对这种情形的多种策略，使策略图式变得更为实用。例如，对时间的限制可以出现在很多场合，既包括上课迟到，也包括医院的急诊等。人们一旦储存了应对时间限制的策略图式，就开始积累各种回应的策略，使策略图式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除了上面七个图式外，还有情感图式。当其他图式被激活后，情感图式就会在社会互动中创造出来。它是指长期地留存在人们记忆中有关情感与评价的知识。人们进入特定的语境后，记忆里的各种图式就会被激活，引导人们采取相应的行动，有效地进行交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语境图式首先被激活，然后它会选择认知目标和相应的策略图式，该策略图式引导人们采取行动，实现社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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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文化图式在跨文化调整中的作用，西田提出了她理论的另一个关键概念：跨文化调整。与调整相类似的概念有文化适应和同化。西田认为，调整与其他两个概念存在意义上的差异。文化适应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文化适应群体的价值不一定发生变化；同化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其间同化群体的价值发生变化，逐步接近主流文化，最终与之同一，失去自我；调整是指个体在完成初次社会化以后，经过与新文化长期、直接的接触，所发生的内在变化。因此，她把跨文化调整界定为：个体不断获得新文化的交际技能、与当地居民发展相互关系的复杂过程。这个定义借鉴了金荣渊的观点。金氏认为，跨文化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其间交际个体通过对新的、不熟悉的或变化了的文化环境的重新定位，与这些环境建立或重新建立起相对稳定、互利和功能健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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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调整的对象包括移民、商务人员、旅游者、外交官或外国劳务人员等。文化图式理论关注外交官、外国劳务人员和留学生等旅居者（sojourners）。因为，这些人的动机与目标相对明确，在新文化中停留的时间较短。

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西田从文化图式的发展、结构、功能与更改来分析跨文化调整的过程，提出10个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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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图式源自社会交往。当人们在特定的情景中数次与同一个文化的成员进行交往或谈论某些信息之后，文化图式就会产生。人们遇到类似的情景或交换相似的信息愈多，文化图式就会变得愈加抽象、紧凑，组织得也更有条理。当交际者的行为确认这些文化图式之时，相关的文化图式也在循环往复的互动行为中得到了强化。文化图式引导人们以意义段（meaningful chunk）的形式解读信息，记忆中储存的背景信息帮助人们处理新的信息，辨别交际行为。

就文化图式的发展而言，西田提出三个定理：





（1）一个人愈经常重复其文化中一种由图式所引导的行为，文化图式就愈有可能被储存在记忆里。

（2）旅居者未能识别出当地居民具有文化含义的行动或行为，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那种文化的初级社会互动图式。

（3）获得当地文化的初级社会互动图式是旅居者进行文化调整、适应新环境的必要条件。





文化图式系统具有等级的、复杂的结构。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分解为几个不同等级的图式。一般化的图式位于上端，统辖着分布在下面的比较具体的图式。信息的检索由不同等级的图式网络协同完成——一个图式的激活触发诸多相关的图式。不仅如此，文化图式系统的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互联系，某个部分的变化能够引起其他部分以及全部系统的改变——交际行为的改变。就文化图式的结构而言，西田提出两个定理：





（4）事实与概念图式、人的图式、自我图式、角色图式、语境图式、程序图式、策略图式和情感图式相互联系，形成一个管理人们行为、使其举止得体的网络；在东道国的文化经历会引起旅居者文化图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引起其他文化图式的变化，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

（5）要想进行跨文化调整，就必须获得东道国文化中有关各种初级社会互动图式之间关系的知识。





文化图式具有处理信息的功能。人们的认知过程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图式驱动的、自上而下的过程；一类是由信息驱动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实证研究揭示，刺激在文化上越显著（salient）、在心理上越有交感性（consensual），图式驱动的认知程序就越有可能被激活；当信息的文化显著性较低时，另一类程序更有可能启动。信息驱动的程序是个体化的、零碎的过程，因而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图式驱动的程序是不做努力的，有时是无意识的，因而比较便捷、高效。虽然人们在认知的开始阶段倾向于自觉与不自觉地使用文化图式，在信息模棱两可时也有类似的倾向；但当图式与信息相矛盾时，他们能够抛开图式。动机较强的情况下，他们能够依据信息修改认知结构。在建构新的文化图式、处理从未遇见的问题时，人们往往会产生不安与焦虑。就文化图式的功能而言，西田提出四个定理：





（6）人们在感知新的信息时，既使用图式驱动的认知程序，又使用信息驱动的程序，其选择取决于当时的情形和动机。

（7）如果一个人拥有组织得井井有条的图式系统，图式显著的信息往往由图式来处理；而那些模糊的信息要么引导人们寻找相关信息使他们形成更完整的刺激反应，要么作为图式放弃判别的信息留在记忆里。

（8）缺乏东道国文化的初级社会互动图式的旅居者，更可能运用需要付出较多精力的信息驱动的认知程序。

（9）在东道国文化中，由于旅居者缺乏应对各种情形的初级社会互动图式，他们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困扰，产生心理焦虑。





新的文化经验使文化图式发生改变和得到发展。人们进入新的文化时总要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一种方法是改变原有文化图式，解读新的信息；另一种方法是汲取新的文化经验，获得新的文化图式，重构图式系统。有了新的文化图式之后，交际者更容易获得新的文化知识，因为对文化信息的刺激更敏感，也有更强的解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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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式的修改大致包括三种类型：转变（turning）、累积（accretion）和重构（re-structuring）。转变是指本土文化图式临时、细微的调节；累积是指逐步、永久的更改；重构是指突发、巨大的变化。就文化图式的改变而言，西田提出一个定理：





（10）在东道国文化中，旅居者经历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和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两个阶段的调整；在自我调节阶段中，他们试图通过逐步修改本土的文化图式来识别暧昧情形，整合信息；在自我导向阶段，他们积极地重组本土文化图式，或者建构新的文化图式，努力进行跨文化调整。





西田的文化图式理论主要分析文化图式的交际功能以及旅居者跨文化调整的过程。其基本观点概括如下：文化图式是人们储存在记忆中、关于各种社会情形、事件和程序等方面的一般化知识。它产生于反复性的社会经验，并且被类似或相同的社会经验所强化。文化图式是等级的、系统的和自我调节的。它有8种基本类型：（1）事实与概念图式；（2）人的图式；（3）自我图式；（4）角色图式；（5）语境图式；（6）程序图式；（7）策略图式；（8）情感图式。这八种图式一道构成初级社会互动（PSI）图式。人们的认知过程既可能由图式驱动，也可能由信息驱动。在信息明确、交际情形熟悉的情况下，人们首先使用图式来解读信息；当信息模糊或情形陌生时，他们会依据信息来选择或调整图式。跨文化调整是交际者积累新的文化知识、改变认知结构、发展跨文化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始自当地初级社会互动图式的习得。由于各种文化图式相互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习新的图式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交际者更新认知系统的过程。人们在处理自己所熟识的、文化特征明确的交际情景时，往往运用图式驱动的认知程序；而在处理自己较为陌生、意义暧昧的情形时，常常使用信息驱动的认知程序。在跨文化调整中，由于旅居者不熟悉东道国的风土人情，他们更多使用信息驱动的认知程序，耗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承受较大的心理负担，情绪也表现得比较焦虑。面对各种陌生的情形，人们不仅能够作局部的调整，而且能够学习新的文化图式，系统地改造原有的认知结构，适应新的环境。

文化图式理论借鉴心理学研究成果，从认知层面解析了积累跨文化经验、学习新文化知识的必要性以及相应的内容，为我们理解跨文化调整与跨文化能力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文化图式理论主要阐述人际层面的交往行为，揭示了人们如何积极地检索信息、作判断和采取行动的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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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图式理论在心理学界影响较大，但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却没有引起同样的反响。这恐怕和西田的理论自身的不足有一定关系。首先，该理论机械搬用的痕迹明显。文化图式理论试图整合心理学的图式理论和跨文化调整理论，但西田没有建构任何中介概念，只是在分析文化图式的运行机制时，加入跨文化调整变量，对跨文化图式形成的论述显得比较单薄，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同一个文化成员间的交往与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及随之而引起的文化图式运作逻辑上的差异。其次，文化图式理论没有讨论动机问题。跨文化调整过程中，动机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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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有的人对他国文化有兴趣，有的仅仅希望体验一下异国风情；有的交际者希望融入当地社会，有的则极力维护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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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跨文化调整过程显然存在较大的差别。此外，文化图式理论仅仅针对旅居者，其解释力有较大的局限性。西田认为，文化图式理论关注的焦点是跨文化调整，但从其具体的内容看很多涉及跨文化能力的问题。在跨文化能力的内涵与发展过程上，陈国明的理论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

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研究者必须关注的问题，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相关的研究仍然很薄弱。1993年理查德·卫斯曼推出了一部文集，专门探讨跨文化能力，其后许多学者都对它进行较为深入的研讨。
〔23〕

 本书选取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1996年共同构建的跨文化能力理论作比较全面的介绍。陈国明是台湾省美籍华人，现任教于美国罗德岛大学，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的中国学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擅长跨文化能力的分析。他的代表作包括：《跨文化交际能力：综合的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 Systhesis）和《跨文化交际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等。他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尝试从人格力量、交际技巧、心理调整和文化意识四个方面来解析跨文化交际能力，其后与斯塔罗斯塔合作，提出了综合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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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陈国明就综合当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他自己分析跨文化能力的框架。他认为，跨文化能力主要有人格力量、交际技巧、心理调整和文化意识四个方面组成。人格力量是指构成交际者人格的种种品性。它们包括：自我概念、自我表露、自我监控和社交的从容。它们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





命题（1）具有高度正面的自我概念的人比那些具有较多负面的自我概念的人往往具备更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命题（2）善于自我表露的人比那些不能恰到好处地袒露自我的人常常更胜任跨文化交际。

命题（3）自我监控能力高的人比那些自我调控能力低的人一般具有更多的交际能力。

命题（4）社交中很从容的交际者比那些拘谨、不够放松的人更善于交际。





交际技巧是指那些让交际者能够有效交际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它包括：传递信息的技巧、行为的灵活性、互动的把握以及社交技巧。它们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





命题（5）有传递信息技巧的人往往比那些缺乏这种技巧的人更善于交际。

命题（6）行为高度灵活的交际者比那些行为僵硬死板的人更善于交际。

命题（7）有把握互动能力的人比那些没有把握互动能力的人更善于交际。

命题（8）有能力参与互动的人一般比那些没有能力参与互动的人更善于交际。

命题（9）具有社交技巧的人常常比那些缺乏社交技巧的人更善于交际。





心理调整是指交际者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能力。它体现在交际者应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挫折、压力、疏远和暧昧等问题的能力。它与跨文化交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





命题（10）有心理调整能力的人一般比那些缺乏心理调节能力的人具有更强的交际能力。





文化意识是指交际者理解东道国文化的多样化和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知识构成了文化意识的关键要素，有了文化意识，交际者在异国文化旅行中就有了一幅让他不会迷路的地图。文化地图的组件包括：文化价值、社会风俗和社会制度等。它和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





命题（11）文化意识较强的人比那些文化意识比较淡漠的人往往有更强的交际能力。





陈氏早期的理论较为中庸地调和了其他学者的观点，中规中矩地采取了概念与命题的表达形式。在当时，他的理论模型已经颇为完备，但有一些对跨文化交际能力作机械、简单化分析的痕迹。六年之后，陈氏与斯塔罗斯塔合作，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推出了更为简洁、系统和精致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他们总结道，截至20世纪90年代，研究跨文化能力的视角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类：言语民族（ethnography of speaking）、跨文化态度、行为技巧和文化认同。言语民族视角认识到意义、行为和文化成员身份的相互依赖性。它强调，交际能力必须在语境中加以界定；只有正确地感知、选择和解读交往中特定的语码特征，并且把它们与文化知识以及交际技巧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交际的目的。跨文化态度视角认为，理解交际对方的文化，且对该文化持积极的态度是发展跨文化能力的关键。行为技巧视角假定，人类是以目标为转移的、有选择性的动物，他们在交往中能够区分出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技巧；胜任的交际者定然能选择有效的交际技巧。文化认同视角认为，交际能力是动态的、不断展现的过程，其间交际者通过身份的辨识来提高他们的交际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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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四种视角各有所长，但都存在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进行综合以对跨文化能力作全面的解读。

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能力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学者们对跨文化能力的理解不尽相同。丁允珠提出，跨文化能力是指交际者在交往过程中进行有效的协商的能力；金荣渊认为，跨文化能力是指交际者内在的、对现有的心理机制作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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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氏早期把跨文化能力界定为：“交际者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得体而有效地交际，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图做出回应的能力。”
〔27〕

 这个定义侧重交际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比较接近。六年后的定义虽然仍强调有效性和得体性，但其焦点已经转向文化身份。陈氏和斯塔罗斯塔认为，交往能力强的人不仅知道如何有效而得体地交际，而且还应知道尊重对方的文化身份。因此，跨文化能力可以被理解为：“交际者在具体的环境中商讨文化意蕴、辨析文化身份，有效而得体地进行交际的能力。”
〔28〕



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从情感过程、认知过程和行为过程来分析跨文化能力，建构理论模型。从理论的结构上看，情感、认知和行为构成了三个基本变量，每个基本变量有包括几个相关的亚变量。情感过程是指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即特定的情形中交际者的个人情绪或情绪的变化。情感方面的能力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1）自我概念；（2）开明度；（3）中立的态度；（4）社交的从容。自我概念是指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其最重要的成分是自尊心（self-esteem）。自尊心高的人倾向于积极地理解他人，易于被别人接受，对顺境和逆境都能自如地驾驭。除了自尊心，自我概念还包括乐观的态度、自立的精神已以及顽强的韧劲等。这些素质皆能帮助人们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

开明度是指交际者以公开、得体的方式表达自我和接受他人意见的意愿。开明的人内心有着宽阔的胸怀，能够以多元文化主义的视野来理解他人的思想。交际者的开明度体现在他在交际中承认、欣赏和接受不同观点的意愿上。开明度较高的交际者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让交际双方都感到欣慰。

中立的态度是指我们在交际中真诚地倾听他人的诉说，使对话者感受到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有能力的交际者不仅能够承认和接受文化差异，而且能营造出快乐的情感。交际之后，对方应能感受到与不同文化成员交往的乐趣、相互间关系的不断改善以及要为其他文化成员尽一些个人义务的良好愿望。

社交的从容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不显露焦虑情绪的能力。一般情况下，首次体验异国文化的人往往会因为身在他乡，心理上缺乏安全感而陷入种种危机。社交焦虑的症状包括出虚汗、身体摇晃、姿势僵硬、言辞紊乱、犹豫和反应迟钝等。交际能力强的人能够跨越这些社交障碍，沉着冷静地与他人交往。上述论证可以总结为下面的命题：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情感方面要求交际者具有正面、积极的情感，能够承认并尊重文化差异；有效的交际建立在自我概念、开明度、中立的态度和社交从容四个要素之上。

跨文化能力的第二个层面是认知过程，即跨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层面强调交际者通过对自己和其他文化特性的理解转变个人思维的过程。跨文化能力的认知过程主要涵盖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两个方面。自我意识是指交际者自我监控或对自己作为特定文化成员即文化身份的感悟，它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跨文化适应的进展程度。决定自我意识的因素包括五个方面：（1）交际者对自己在社会场合中行为是否得体的关注；（2）他／她对具体场合中与他人比较而言行为是否得体的关注；（3）控制和调整自我行为的能力；（4）交际者在各种场合中自我调控的能力；（5）交际者在特定场合下作出自我调整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

文化意识是指对影响人们如何思考与交际的文化规约的理解。它既涉及人类行为的共性，也涉及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差异。人们在交际中运用的目光接触、话语轮次、手势和礼貌规范等都有相通之处，但不同的文化对具体的交际行为又有各自的要求。文化意识类似于文化地图和文化主题，它帮助交际者提高理解文化差异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辨认不同的文化身份，求同存异，有效地交际。文化意识包括社会价值、习俗、规约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因素。以上阐述可以总结出下面的观点：自我意识是对自我身份的探寻，文化意识则是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具有高度文化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交际者往往具有较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第三个层面是行为过程，即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行为过程强调如何有效交际的技巧。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是指交际者实施交际行为、完成交际目标的能力。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涉及言语的和非言语的信息，它包括信息的传达、自我表露、行为的灵活性、互动的管理（interaction management）以及社交技巧等方面。

传达信息的技巧体现在交际者掌握语言知识、运用各种形式熟练地传送可理解的信息的能力。它既包括语言的与非言语信息的解读，同时也包括交际者使用已知的信息进行互动的能力。与信息传递技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自我表露的技巧。自我表露是指交际者以合适的方式，公开向对话者袒露自我的意愿。自我表露必须具有意向性，所提供的信息也应该是重要的、前所未闻的。因为交际中的暧昧司空见惯，自我表露成为减少不确定性、提高交际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

行为的灵活性表明交际者在不同的交际场合中的选择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被理解为交际者的灵敏性，也可以被理解为他／她的创造性。高超的交际者能够运用灵活的言语提示，敏锐地捕捉对方的身份，并且适时作出调整，较快与对话者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互动的管理是指交际者在交谈中按轮次说话，得体地开启和结束会话——交际者把握会话结构、维持正常会话程序的能力。善于掌控交际过程的人能让所有的人都参与到交谈中去，不轻易打断别人的话语，恰到好处地转换话语轮次，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人的讲话。

社交技巧包括移情和身份的维护。移情一直被学者们看作影响跨文化交际有效性的核心要素。当我们站在他人的立场，想他人所想、思他人所思之时，移情便油然而生。移情使交际者感受到对方的内心世界，从对方的处境来理解问题。进入移情状态的人能够准确地预测或辨别对话者的行为与内心活动，作出恰当的回应。身份的维护能力使交际者能够有效地识别对方的身份，并且对之予以积极的维护。这种能力是保证交际顺利进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以上论述可以总结为以下命题：交际的灵巧性来自信息处理、自我表露、行为的灵活性、互动的管理和社交技巧的反复训练；交际者若具有较高的灵巧性，就能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有效地交际，实现预定的目标。

综上所述，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不仅应展示交际者整体的潜质，而且还应解析人们如何通过协商来建构多重身份的过程。跨文化能力包括三个方面：跨文化敏感性、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这三个层面可以用等边三角形来图示。它们有着同等的重要性，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展示跨文化能力的整体图景。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跨文化交际研究都以跨文化能力为要旨，努力探究如何提高沟通效果的秘诀。在该领域中，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真正深入而全面的理论却不多见。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推出的理论相应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其基本的假设是：跨文化交际不仅是情感的交流，而且是认知结构和行为不断趋于完善的过程。从概念上看，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所运用的四个基本概念“跨文化能力、情感过程、认知过程和行为过程”大体沿袭了前人的研究，但它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对这几个重要概念更为细致和全面的剖析。从命题方面看，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没有采用古迪康斯特和丁允珠等人的途径，而是简洁地归纳出几个极为简洁的论断，具有较大的启发性。当然，陈氏和斯塔罗斯塔坦言，他们的理论模型仍不完美，需要在跨文化能力的概念、它的内涵、它在特定文化语境和在一般语境中的不同解读以及跨文化能力的具体评估等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2005年，陈国明曾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提出“全球交际能力模型”（A model of global competence），期望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作全新的解释。他提出，全球交际能力涉及四个方面的能力：全球心态（global mindset）、绘制文化地图（mapping culture）、开放自我（unfolding the self）和加入互动（aligning th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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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杂性，每次尝试可能都只是通往神秘旅途中的一个驿站，更有说服力理论的创建仍将有待学者们不断的努力和灵感的显现。第八章对全球交际能力有更详细的评介，读者可以与本节相互比照阅读。

小　　结

任何跨文化交际研究都不能回避意义和能力的问题。不理解意义，人们自然无法正常地交往、建立关系和相互增进；仅仅理解文化意义，但却不能和他人有效沟通、进行良性的互动，无疑没有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能力。CMM理论从宏观的社会语境来阐释意义形成的过程，其最具革命性的东西莫过于它对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之间界限的打破，以动态、开放的视角探讨社会交际的本质、进程和后果，极大地开拓了交际者以及理论家的潜能，为人们如何改善交际方式和交往理念提供了启示。西田的文化图式理论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来分析跨文化调整的过程，演示了跨文化能力的发展机制。陈氏与斯塔罗斯塔对各种视角作整合，全面、系统地探究跨文化能力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从他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跨文化交际既是情感的——不同文化成员间情感的交流，又是认知的和行为的——不同文化成员间意义的理解、知识的交换、关系的建立和身份的确认。它从认识自我和理解他人开始，然后触及具体的交际技巧。开放的自我定位、跨文化意识和交往中的灵巧性构成跨文化能力的关键要素。上述理论主要解析了意义的产生和能力的建构问题，虽然它们都要对跨文化交际作整体式的研究，但仍有许多盲点。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跨文化交际中权力与合法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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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关于权力与合法性的理论

相互尊重、平等地交往和共同发展是跨文化交际的理想目标。然而，现实中霸道与非法的交际屡见不鲜，交际者常常受到权力的压制和不合法行为的侵害，难以正常地进行交际。中国圣人孔子早就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训诫；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也曾勉励人们追求“公共的善”（public good）；当今西方学术界也已就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学等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在社会学与政治学领域，研讨权力与合法性的理论层出不穷，但在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中相关的理论较为贫乏。科里尔、丁允珠和皮尔斯等人显然已经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但他们并没有作出系统的解读。有学者从跨文化伦理的角度论证了平等交往的可能，但他主要探究介于文化普世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没有解析权力的影响。
〔1〕

 本章选取欧洲学者罗伯特·菲力普森（Robert Phillipson）的语言帝国主义理论、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的合理性理论作全面的评介。

第一节　语言帝国主义理论

罗伯特·菲利普森曾在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和英国工作，现为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习和教育研究。他的主要代表作包括：《人类语言权力：超越语言歧视》（Linguistic Human Rights Overcoming Linguistic Discrimination）、《语言权利：平等、权力和教育》（Rights to Language Equality, Power and Education）和《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等。20世纪以降，英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时至今日，它已被许多国家采纳为官方语言或第一外语，广泛地运用于科技、教育和跨文化交际之中，成为世界性的共通语（lingua franca）。与此同时，英语教学也蓬勃发展，不仅进一步推进了英语的传播，而且对各国的语言教育和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造成了英语鸿沟（English divide）
〔2〕

 。语言学家们在探讨这些现象时，所关注的焦点是语言与语言教学自身的规律，往往忽略了与其密切相关的政治因素。菲利普森认为，英语的传播主要得力于世界体系中核心英语国家的强大国力，英美等国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广英语教育，并不是为了促进国际交流，而是为了谋求文化霸权，建构国家间不平等关系。
〔3〕

 菲氏借助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以及教育学等相关理论对英语与英语教学之发展作出与众不同的诠释，为我们认识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语言帝国主义理论主探讨英语的世界性扩散以及随之形成的语言霸权问题。当今英语在世界范围内迅猛传播，对包括英国本身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民族语言或地方性语言造成了巨大冲击。英语的霸权问题可以说举世瞩目。在英国，英语一统天下的趋势不断上升，削弱了其他语言的活力。英国政府曾长期奉行歧视性语言政策，使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等地方语言遭到压制，陷于困境。虽然经过艰苦努力，它们又重返地方社会，但英国的同化主义思潮依然强劲，面对英语的蚕食，它们举步维艰，前途未卜。在美国，族群（ethnic groups）的多元化并没有形成语言的多元化。建国初期，美国政府珍视语言的多样性，遵循官方不介入语言规范、不剥夺个人语言自由的原则。但19世纪后期便开始推行单语制（monolingualism），把“标准英语”当作理性、道德与美的标志。唯英语和标准英语优先的政策虽未法制化但却制度化了，地方语言受到破坏性打击。20世纪60年代后，多元文化主义浪潮席卷美国，地方语言逐渐复兴，语言的多样性随之发展。然而，单语制与唯英语论的鼓吹者们远未销声匿迹，他们与双语制拥护者的辩论仍在进行之中，最终的结果尚难预料。

英语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情形与前两者有所不同。在加拿大，英语的统治地位受到法语魁北克的有力挑战。
〔4〕

 自20世纪70年代起，加政府全面推行双语制，近年来又支持移民群体及地方少数群体维护它们的传统语言。澳大利亚的政府与民众都对双语制和双重文化认同给予肯定和鼓励，政府还制定了规范英语与其他语言关系的法案。在新西兰同样的情形也在发生。即便如此，英语在这些国家中的主导地位仍是毋庸置疑的。

英语在外围英语国家的情况又是如何呢？400多年前，英语仅有500多万使用者，其范围只局限于西北欧一座不大的岛屿。在殖民主义、世界的相互依存以及通讯与商业革命、特别是当今超级大国美国的推动下，英语迅即扩散寰宇。现在，大约有五亿1500万人以英语为母语，以英语为第二英语（ESL）或外语（EFL）的人数正急速攀升，总数约在一亿到三亿之间。英语在外围英语国家中已经确立了强势地位，它不仅得到精英阶层的认同，也受到大众的青睐，正排斥或取代其他语言。

英语的世界性扩散究竟是件好事还是一场灾难？它的传播是否有其内在的合法性？这些问题亟待学者们作出学理上的解释。菲利普森指出，语言的传播涉及宗教、贸易等诸多因素，但历史上它一直和帝国联系在一起，充当帝国扩张的帮手；当下，语言的传播大体上仍延续过去的模式；英美等国虽未在国际上强行推广英语，但都借助权力的优势，通过提供培训、奖学金、教科书和师资等形式进行渗透，试图兵不血刃而君临天下。

菲氏的语言帝国主义理论建立在三组重要的概念之上。首先是核心英语国家和外围英语国家。核心英语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其主流社会均为本土英语使用者（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外围英语国家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指北欧和日本等把英语作为国际纽带的国家；另一类则是指印度和尼日利亚等在殖民时代被迫采纳英语、现在仍把它用作交际媒介的国家。核心与外围不平等的关系体现在语言规范来自核心，而外围则是被动的接受者。

其次是语言、方言和英语帝国主义。他认为，大多数解析语言和帝国主义的术语均隐含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例如，国家与语言、部落与方言和土语等概念以及相互对应关系的提出就是典型的例证。不仅如此，西方许多人现在仍为帝国主义感到骄傲，颇为自负地参与帝国主义文化的传播，并未意识到它的非法性。因此，有必要澄清语言、方言与帝国主义等概念的内涵，建构出令人信服的理论对语言帝国主义进行剖析与批判。他指出，语言与方言之间并无实质性界限。“方言只不过是被打败的语言；语言则是政治上获得胜利的方言”；“共通语”亦非某些学者眼中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如英语和法语等语言，而是用于沟通不同语言群体的中介语。
〔5〕



基于列宁（V. I. Lenin）、霍布森（J. A. Hobson）和威廉斯（R. Williams）等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菲利普森认为，帝国主义主要指制造不平等结构，企图使之永久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它和种族主义与性歧视一样，都有不道德因素。英语帝国主义是这样一种现象，即“英语的主导地位建立在英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结构和文化的不平等之上，并且因两者不平等的关系不断地被再造而得以确立和维系”。
〔6〕



再次是语言主义（linguicism）、盎格鲁中心论（anglo-centricity）和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三个重要概念。语言主义是试图使以语言为分界的群体间权力和（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合法化、有效化、不断延续下去的意识形态和实际行为。语言主义是语言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菲氏强调，它不仅存在于语言交流中，而且还发生在语言教学上；它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表现形式。帝国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互动的不对称性。就语言帝国主义而言，ELT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它通过语言学习、教学方法的传授与培训的提供等途径对他国进行渗透。ELT援助是单向性的，语言的观念和教材均来自核心国家，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受援国人民的需要，而是为了维系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地位，有着昭然若揭的新殖民主义倾向。

新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当今形态。它虽放弃了赤裸裸的暴力，但借助经济、政治与教育领域里的霸权来控制外围国家。这里，菲利普森提出与语言主义密切相关的“霸权”概念。“霸权”概念原本由意大利社会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 Gramsci）提出，用于解释思想和文化的统治。葛兰西的霸权是指领导权，即以服从、同意与合法性为基础的统治。就文化霸权而言，它体现在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上。
〔7〕

 菲力普森引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来阐述ELT在制造国家间不平等关系中的作用。他把它界定为，人们乐于接受、认为理应如此的主导性观念。英语在英国昔日的殖民地中占据霸权地位，导致语言教学仅仅意味着英语教学，英语的主导性被当成“自然的状态”，而非反映特殊利益的选择。ELT的价值定位和具体的行为导向带有语言霸权的特征。它们并不表现为简单而居心叵测的操纵，而是一系列复杂多样的学术规范，以及某些似乎通过日常生活可以体会出的价值和意义。它们造成这样一种假象，即那些推行ELT国家的所作所为是慷慨的，符合人类整体的利益。

盎格鲁中心论的原型来自欧洲中心主义，它以英语文化的标准判断其他文化，奉英语为一切语言之圭臬，竭力贬低其他语言的价值。例如，有些人声称，英语乃上帝的赐物，它推动了整个人类传统的发展，创造了语言奇迹，其内在的吸引力来自它非凡的品性。然而，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任何语言都具备充分表达事物的潜能，一种语言并不比其他任何语言优越。

职业主义持学术中立的立场，只专注于ELT的方法、技巧和程序，认为如此足以理解语言学习的本质和过程。许多从事ELT的人员认为他们的职业与政治无涉，这种认识把文化从社会结构上剥离下来，忽略了教育与政治、经济之间的有机联系，没有看到政府的有形与无形干预。事实上，英美政府都心照不宣地利用政府和民间资源，借助语言来保障它们在外围国家中的政治利益。英国委员会、美国的福特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对ELT进行不同形式的影响。职业主义表面上中立，实际却倒向了语言帝国主义。这种倾向在职业主义的五个信条中表现得尤为显著：（1）英语教学最好实行单语制；（2）英语教学的理想人选是本土语言使用者（native speaker）；（3）英语教育越早越好；（4）英语教育多多益善；（5）多用其他语言，英语水准会下降。

菲氏指出，这些信条都是虚妄的谬见。完全使用目标语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所教语言和学习者的母语总有错位。它势必造成语言学习者文化上的盲点。单语制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实施，但它对教师的语言水平要求较高，大部分国家根本无法提供足够合格的师资。双语研究表明，认知过程中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起着重要的作用，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是相互依赖的。英国人提倡单语制，首先是源于其殖民主义和语言主义心态，其次是他们对边缘英语国家语言多元化现实的漠视和片面理解。单语制为核心英语国家的教师减轻了负担，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却使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不平等永久化，其目的不是促进国际交流，而是加强核心英语国家的文化统治。

一般认为，本土语言使用者的口语流畅、地道，具有内在的优越性。然而，他们的语言能力对非本土语言使用者来说并非可望而不可即。语言根植于文化中，外语教学最理想的人选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当地教师。本土语言使用者优人一等的成见干扰了当地人的视线，阻碍了他们自己解决地方教育需求的努力。学英语越早越好的理念得到了韩礼德等语言学家的赞同。但它鼓励模仿式的学习，容易造成学习者思维的混乱和理解的贫乏。何时学习外语最佳涉及语言、心理、教育和社会等因素，从科学的角度看，越早越好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它以牺牲其他语言为代价来巩固英语，增加了初学者的语言障碍。学英语多多益善与第一个信条大体相同，只有在特种条件下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它忽略适度和理解比数量更为重要的事实，没有全面考虑学生学习与认知发展的需要。对于学习者而言，母语的开发有助于能力的提高，同时也为外语学习的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多使用其他语言会影响英语水准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双语研究中，一种语言的增加会导致另一种语言减少——“语言抵消假说”早已被否定。该论点的提出者未从外围国家语言教育民主化的目标来界定语言水准，仅凭主观印象加以判断。从更深的层次上看，他们担心的恐怕是英语的衰落。以上五个信条似乎都奉行职业主义，但本质上皆以核心国家的理念为定位，孤立地看待英语教育。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盎格鲁中心论和职业主义试图让人们在思想与实践上接受英语与非英语国家间不平等的关系，为英语霸权的合法化提供依据，都在助长语言主义，扮演着语言帝国主义同谋者的角色。

菲利普森认为，语言帝国主义可以被看做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类型。国际社会由主导的核心国家和被主导的边缘国家组成，帝国主义在剥削、渗透和边缘化等机制的推进下得以扩展。共同的利益把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社会精英们联结在一起；在语言帝国主义现象中，两者的纽带则是语言。占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家首先提供规范，然后通过边缘国家的掌权者们灌输给民众，进而使剥削合法化。

语言帝国主义理论系统地论述了语言与权力以及英语教学和语言帝国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它的主要观点可以总结如下：就国际社会的语言结构而言，英美等国构成了核心部分，北欧、日本以及印度和尼日利亚等新近独立但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处于外围。核心英语国家通过推行语言主义、盎格鲁中心论和职业主义不断向外围英语国家渗透，建立起英语的霸权地位，其最得力的工具是ELT等形式的新殖民主义；语言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在思想上奴役外围国家人民，使中心和外围不平等的关系合法化、永久化。

从探讨的问题看，语言帝国主义无疑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语言学家和外语教学研究者早就认识到语言和语言教学涉及社会、文化和政治等诸多因素。然而，他们主要关注语言和语言教学的规律，很少探析相关的政治后果和社会影响。菲利普森聚焦权力，对英语的传播和英语教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揭示了核心英语国家自私的政治图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唯有把它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本质。《语言帝国主义》拓展了外语教学与研究者们的视野，为他们更为全面地理解语言发展与教学的规律提供了新的思路。近来，有关语言的政治，特别是语言认同和语言权利等问题正成为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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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看，语言帝国主义论有其独到的见解。菲氏的语言帝国主义理论脱胎于甘尔滕（Johan Galtung）的帝国主义论，但并没有空泛地借用，而是对原有的理论加以转化和充实，使它更有针对性。菲氏在甘尔滕关于国际社会中心—外围不平等关系论断的基础上提出语言主义、盎格鲁中心论和职业主义三个新概念来分析语言帝国主义的具体手法。同时，他借鉴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萨义德（E. Said）的后殖民理论进一步阐述语言帝国主义的目的在于使语言间不平等关系合法化、永久化。不仅如此，菲力普森还运用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以往的谬见予以正面的驳斥，批判了语言帝国主义的非法性和不道德，体现出作者深厚的理论涵养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从理论与现实的对应性看，语言帝国主义理论有着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众所周知，英法等殖民主义者在早期进行扩张时已经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他们试图通过语言的灌输奴役殖民地人民的思想，从而建构主导语言的霸权和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例如，在印度，教授英语的目的是培养印度血统、但具有英国文化品味与道德规范的“精英阶层”，使英国实现“间接的统治”。为了推广英语，殖民当局集中了它所能筹集到的所有资金，并且以立法的形式保障英语的主导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地方语言受到歧视，从未获得与英语平等的地位。法国殖民者为了达到把殖民地整合到法兰西帝国的目的，积极地推销法语，排斥其他语言。少数当地人接受法国式的教育，其余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或被剥夺，或受到侵害。可以说，英法殖民者推行的语言教育完全服务于各自的帝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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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语言帝国主义理论并非无懈可击。首先，该理论的有些概念尚需推敲。例如，菲利普森提出核心英语国家和外围英语国家的概念，显然存在问题。核心国家中，英美和加拿大等国的影响力相差甚远，难以归于一类；外围国家中，北欧和日本等国和印度与尼日利亚等国相比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它们之间的差异无法轻易忽略。实际上，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已经提出半边缘概念，把核心—边缘说发展成更精致的核心—半边缘—边缘说。核心英语国家和外围英语国家的概念需要进一步细化才能更具解释力。其次，菲力普森揭露了英语对其他语言的压制，但却没有论及它整合国际社会的作用，其论断有一定的片面性。人类语言呈现出多元化的布局，语言多元主义也势在必行。然而，人是交际的人，很久以前人们就有创造出世界性语言、走出巴别塔的梦想；而这种诉求在全球化不断推进、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今天则显得尤为迫切。英语无疑在促进世界的交往与聚合、使人们能够分享彼此的真知灼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英语——当代语言帝国主义主要代言人的确侵害了其他语言，但我们不应对此过于夸大。英语的效应是双重的，它既可能对地方语言形成威胁，也可能为文化交流与国家的发展创造机遇，进而为地方语言的振兴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节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

约翰·汤林森是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国际交流与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主要从事文化研究。他的代表作有《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和《全球化与文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等。“文化帝国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激进的社会批判术语之一。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对人心的征服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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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伯特·希勒（Herbert Schiller）也曾从传播学角度对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作详尽的研讨。在他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利用它们对媒体的垄断，压制其它国家声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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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作为帝国主义的形式之一，文化帝国主义与权力话语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各国文化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上相互交汇与碰撞，民族传统不断受到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的侵蚀和挤压，民族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世界的同质化唤醒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觉。民族主义者在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自主性的斗争中把矛头直接指向文化帝国主义，而美国的文化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则是他们讨伐的首要目标。

然而，约翰·汤林森认为美国的文化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从话语分析入手，借用解释学理论，对以往的文化帝国主义命题提出质疑，并以现代主义者的眼光解读文化帝国主义。在汤氏看来，希勒等学者在没有弄清文化帝国主义本质的情况下便对它进行批判，要么攻击错了对象，要么隔靴搔痒，根本未击中它的要害。实际上，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极为复杂、令人难以把握的现象，不像某些学者想象得那样简单，造成民族文化危机和世界趋同化的罪魁祸首不是文化帝国主义而是任何人都无法压制的现代性（modernity）。就世界的同质化而言，它不一定完全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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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氏的《文化帝国主义》另辟蹊径，从本体论的高度对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作出与众不同的诠释，无疑为我们认识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汤林森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汤氏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模糊”而“散漫的概念”，必须经由话语的过程，才能组合得出其梗概，因为它是由两个本身就极其复杂的单词组合而成的。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大体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强调经济权力服务于文化支配；另一种则强调文化权力服务于经济支配。但这两种分析视角都颇具疑义。如果我们要对文化帝国主义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必须先界定好“文化”与“帝国主义”这两个词。

英国社会学家雷蒙·威廉斯曾在其名作《关键词》（Keywords）中对“帝国主义”和“文化”作过界定。威廉斯认为，所谓帝国主义现象，其一指涉源自英格兰殖民统治经验的政治体系，其二指涉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正是这两种指涉造成帝国主义这个词飘忽不定的用法。现今援用帝国主义来抨击美国和苏联的行径与政策，对美国而言，主要是经济上的，对苏联则主要是政治上的。因此，帝国主义无法在语意上化约为一个单一而适当的意义，若非放回其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人们无法辨析出它真正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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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帝国主义相比，文化概念的复杂性更为明显。文化属于最难理解的现象之一，要对它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之事。汤林森认为，权宜之计是不妨从整体上理解文化，把它与生活本身等量齐观；不一定要追究文化究竟为何物，但应辨析出，在当代话语中，人们是如何使用这个词的。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有三种：（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表示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于指涉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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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文化帝国主义而言，文化的第二与第三种用法显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第三种用法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至关重要，现今人们谈及文化帝国主义时，其文化观皆得自于它的某个形式。所不同的是，当代人视野中的文化已经由高雅扩展到流行的领域，尤为重要的是它已进入大众媒介，文化从本质上成为一个囊括语言、艺术、哲学、新闻、时尚与广告等范围广泛的“表意体系”（signifying system）。

汤林森在界定文化时采取了中庸之道，既不把文化看成泰勒所概括的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复杂整体”，也不把它理解为威廉斯整理出的较为具体的“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而把它界定为介乎两者之间的东西——在特定语境下，人们从其种种行动与经验汲取的“种种意义”。汤氏的这个定义有些令人费解，但他要表述的无非是文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汤林森对文化帝国主义是如何看待的了。在他看来，文化帝国主义这个复合词的两个母词原本已经十分复杂，难以把握，只有在综合了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方式所产生的意义之后，方能领悟这一复合词的意蕴。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学理上探究文化帝国主义现象。

汤林森没有完全用自己的概念和命题系统来建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而是在对学术界相关命题进行质疑的同时提出他自己的分析框架。他指出，文化帝国主义命题根本没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本来就不同的说法。学科与作者这两方面对话语进行控制与干预，从各自的立场来解释文化帝国主义，未曾有过客观、公正的理解。那些谈论文化帝国主义的人士主要是学者和知识分子，想要代表民族和世界来发言。其实，他们只是一些松散的群体，并不具备文化代理人的资质。文化帝国主义不是一个明晰的命题，和它相关的话语不止一套，探讨的方式可能会有许多。汤氏讨论了四种研究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媒介帝国主义、民族性的话语、资本主义文化与现代性的批判。其中，现代性的批判是汤林森关注的焦点。

媒介帝国主义是汤氏探讨文化帝国主义的第一种方式，因为大多数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媒介，有的人甚至把媒介帝国主义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把媒介当作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参照标准的做法确有可取之处，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商榷。媒介在西方社会中的渗透力与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把它看作文化的核心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帝国主义”是和“支配”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文化是否通过媒介被强加到他国之上，而强加于他国之上的东西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追问的。

汤林森指出，有三个相关议题值得关注：首先，如何在政治经济这个较为宽广的语境中把文化安顿在合适的位置上；其次，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应是否必然存在；再次，在当代西方文化圈中，媒介究竟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而它在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中到底位居何处。以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为代表的学者们所揭露的美国文化与跨国媒介对民族文化造成的冲击，与其说是文化问题，不如说是经济问题。世界体系论中的核心—边缘模式，基本上采取了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在政治与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压制。媒介帝国主义论者认定，跨国媒介是资本主义维持其世界体系之分配方式必不可少的组织；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商业媒介的急剧膨胀，把消费至上观与美国方式强行灌输给第三世界的人民，威胁了他们的民族文化。汤林森认为，这是一种粗糙的功能主义的批评。它从政治经济入手来分析文化过程，无视文化的特殊性，把文化看作资本主义整合世界的工具，使之沦为政治经济的衍生物。这样的批评取向回避了对文化本身的探讨，难免流于空乏与浅薄，无法昭示文化支配的要点所在。

那么，媒介帝国主义究竟有何种影响力呢？汤林森认为，媒介本身是中性的，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产生不同的意义，它最终能够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取决于市场。有人指责美国的迪斯尼卡通风行全球，成为美国帝国主义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美国的电视剧《豪门恩怨》（Dallas）夺走了他国的观众，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在汤林森看来，这些现象都不足以证明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媒介是否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要看阅读帝国主义文本的反应，有些帝国主义文本固然遭到他国人民的批判或拒绝，但有些受到欢迎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些认为媒介文本一定会造成文化帝国主义的人完全低估了读者的解析力与免疫力，实在是不懂何为“解释学”。解释学告诉我们，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往往会对同一个文本作出大相径庭的理解，不可能轻易地被文本所操纵。

毫无疑问，大众媒介在当代文化过程和行为中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但我们不应过度夸大它的重要性。它并没有取代所有形式的文化传播与文化行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吃喝、工作，与家人、朋友的交往等文化体验同样不容忽视。人们在生活中的亲身体验和透过媒介“再现”的体验一起构成完整的文化经验，两者相互渗透，密不可分。媒介是真实生活的“再现”，传播着文化的“影像”。如果说西方媒介的扩散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造成了威胁的话，那是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愈来愈多的人们依赖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来满足需要，媒介已经成为他们建构实际生活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标准。由此看来，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生活方式的演变不过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冲击而已。

民族性的话语是汤林森探讨文化帝国主义的第二种方式。汤氏认为，为捍卫民族文化而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说法是有争议的，涉及两个相关的问题。首先，民族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特殊内涵？其次，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民族文化遭受侵略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在汤林森看来，只有从空间与时间这两个维度来考察民族文化，才能理解文化帝国主义与民族话语之间的关联。

在空间这个维度上，民族国家的疆土内除了少数单一族裔国家外，基本上不存在大一统的民族文化，往往包含许多类型的文化认同。其中有的认同跨越了民族疆界，有的认同有时还与民族认同相冲突。即便是最小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的成员彼此并不真正了解、接触，每个人心中有的只是共处一个社群的“想象”，所谓的民族文化，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话来说，不过是想象出来的东西，缺乏明确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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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时间的纬度来看，“想象”出来的传统其实一直处于不断的嬗变之中。一个国家借鉴他国文化乃通常之事，不存在什么纯种的民族文化。

这两个维度的分析表明，民族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基本上没有统一的、经久不变的文化认同，即便是文化强国也不例外。拿美国来说，这个大熔炉并未把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融为一体，练就出同质的民族文化。不仅如此，这种并不统一的美国方式也在经常变化与发展。那些指责文化帝国主义威胁或支配了民族文化的人往往片面、静止地看待文化，即单单从空间或时间维度，而没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审视。例如，文化主权倡导者认为，文化自主与主权完整不可分离。他们显然是从空间上谈论民族文化，忽略了时间要素，把文化认同看成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那些指责美国麦当劳文化威胁的人，无疑是从时间上理解民族传统，对麦当劳文化与现实中多元的美国文化之间的差距视而不见，把它的泛滥盛行等同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在汤氏看来，民族文化是现代性的产物，必须把它当作现代性的一个现象才能进行解析。透过这一视角，我们便会发现，酿成民族传统瓦解悲剧的是现代性无休止的蚕食与扩张。如果说文化帝国主义涉及支配的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它指涉的是：文化帝国主义推进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其本质是极具支配意义的，也同人类谋求自身解放的利益背道而驰。

资本主义文化与现代性是密切相关的，但汤氏在解析文化帝国主义时，把两者分开进行研究，先讨论资本主义文化，然后再探究现代性。他认为这样做更利于我们发现把资本主义文化当作民族文化唯一大敌的缺失，看清对现代性与对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之间的差异。汤氏指出，学者们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时，常常陷入两种谬误：其一是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把资本主义文化当作文化帝国主义；其二是把攻击的对象指向现代性而非文化帝国主义。两种谬误均重蹈媒介帝国主义话语之覆辙，在没有厘清资本主义文化或现代性的情况下便把所有罪名都强加到它们头上。诸如此类的批判是武断的，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有的学者谴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文化产品以及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奴役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破坏了他们的传统，使世界不断同质化，充当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马前卒”与资本主义体系的代理人。在汤林森看来，把文化看作工具，似乎曲解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误读了文化行为与文化体验。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资本主义体系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配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实际上是批判资本主义体系在经济上对外围国家的压制与剥削。经济与文化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性固然确凿无疑，但是否应该把发展中国家文化萎缩的责任全部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扩张，这一点值得商榷。事实上，批判资本主义的人一方面指控资本主义让某些人无法享用其物质收益，但另一方面却又在斥责资本主义文化的物质取向。他们没有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文化自身的种种矛盾，仍未理解其真正属性。汤氏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文化”二元复合体系，其经济的基石是财产制度与商品生产，其文化的要素则是一种无孔不入、商品化了的交换关系。他强调，资本主义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都不仅仅是经济体系的工具。

资本主义文化的确有使世界同质化的倾向，而文化的同步化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现代性的特征”。然而，认定同质化是“毁灭性”的，全盘否定它显然站不住脚。汤林森认为，诸如医疗保健、饮食卫生、教育机会、民主等文化行为应该是普遍适用的，同质化具有潜在吸引力。

在对同质化的批判中，风行资本主义世界的消费主义首当其冲。但简单地断言资本主义商品和广告“殖民化”了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似乎经不住推敲。跨国公司的产品的确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它的广告也让这些国家的人民为之心动。但我们不应低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判断力，漠视资本主义商品的价值以及西方社会为维护消费者利益而制定的相关法律制度，不要让批评文化帝国主义的声音变成以不真诚的态度来批判现代文化的借口。毕竟这样的批判难免陷入既要工业便利之熊掌，又图文化发展之鱼的矛盾。

其实，消费主义不仅在第三世界遭到诟病，在西方世界也同样受到鞭挞。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派思想家们一直致力于如何运用理性将人们从社会支配状态中解放出来。他们揭露消费主义制造出“虚假需要”，总是让人意犹未尽，使他们在得到暂时、虚假满足的同时，又掉进更深的忧郁之中。汤林森认为，这样的批判虽较为中肯，但仍不够全面，应该把批判的着力点放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个更为广阔的结构性背景中。批判理论的第二代传人克劳斯·奥非（Clauss Offe）便是这样做的。

在奥非的理论中，“结构分化”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它指涉的是一个现代社会过程，其间，生活的众多不同领域逐渐彼此分离，而最突出的是家居与工作的彼此相互独立。随着现代性的深入，这个分离的过程就扩展到许多其他的领域。作为现代社会进程的一部分，结构性分化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它拓展了新的空间，开启了更多的可能性，但也造成了“基于结构而强加于人的需要”。就消费而言，在整个消费文化的背景中，买或不买不再是任何个人可以决定的事。现代性无节制的扩散导致了生活世界的商品化与殖民化，使民族传统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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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性的批判是汤林森探讨文化帝国主义的最后一种方式，也是他对前面三种分析文化帝国主义方式的总结。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汤氏完成了对既往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解构，并由此发展出他自己的理论框架。

汤氏在解析现代性批判时坚持了他的一贯立场，否认现代性的扩散与文化支配之间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因为现代性变成了文化变迁乃是一种文化宿命，有其人为不可避免的因素。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者们之所以把罪名记在现代性头上，首先是源自其模棱两可性，其次是它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某种特别的关系。在汤林森看来，现代性是无法压制的，人类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切稳定的东西都将在现代性的涤荡之下烟消云散，资本主义的想象力早就穷尽，人类文化发展唯一能寄予希望的便是我们的集体意志。既然现代社会中任何东西都要受到现代性的“诅咒”，现代性的扩散便不是强势文化侵略弱势文化。如果我们硬要谴责现代性，那也只能是一种毫无意义之举。

现代性的模棱两可之处主要体现在它给世界带来物质丰富的同时却导致了文化的贫困，它使人类得到启蒙，脱离了鬼魅世界，但却又被工具理性所支配，无法获得完整的解放，而人类至今仍未找到摆脱这一困境的途径。现代性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倡导者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主流知识群体。该理论回避历史上的殖民剥削，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不平等交换，把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归罪于它们对传统的坚持。它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求助于西方化。类似“传统”与“现代性”等字眼在现代化理论中徒然成为资本主义的遁词、借口，掩饰了它在帝国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时代所干下的肮脏勾当。

现代性的关键在于：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按照一个“特定而狭隘的理性观在运作”，而这样的理性观占据了现代社会重要机构的核心。现代性之所以具有宿命性，是因为它沿着自身的逻辑，即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向前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技术与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逐渐式微，人们原先所拥有的道德与存在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确定性便不复存在了。现代性的失败在于它赶走了神灵，但却使人的想象力日渐贫乏，最终变得空洞无物，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而枯竭。作为现代性批判的文化帝国主义话语指涉的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强加于人心之上的文化。

汤林森指出，从现代性这一视角来分析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优势是，透过它我们可以把种种拒绝接受现代文化的力量综合起来考察。事实上，作为媒介帝国主义、民族话语和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等形形色色的话语，都把矛头指向了现代性。然而，前面所列举的三种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显然是有问题的；它们没有解释：在一个不存在支配关系的环境中，文化强制是如何成立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将文化帝国主义当作现代性的扩散来研究，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因为扩散所涉及的是文化的损失过程，而非强制的过程。有了这样的转换以后，我们就可以振振有词地谴责文化帝国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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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现代性导致文化衰败，引发了道德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弊端。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类自此进入了一个由现代性催生的、崭新的“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与全球化的差异之处在于，前者有其较为明确的文化意图，后者却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既然旧式的帝国主义体系已经被全球体系所代替，文化帝国主义的语境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全球化不仅体现在国际金融、跨国公司的出现，它还体现在文化体验与思维方式的扩展与重塑。全球化进程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是先前帝国主义时代的权势中心之国亦不能幸免于此，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一幅充满了不确定性、矛盾的、既缺乏道德合法性也令人更难把握的后现代图景。尽管转变这种景况尚存一线希望，但要消解现代性已经“自主化”的全球机构与制度又谈何容易。在此意义上，汤林森认定现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们的文化宿命。

汤氏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论点大体如下：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多重的视角加以分析。从跨国媒介的文化效应来解读文化帝国主义揭露了西方媒体对民族文化的压制，但本质上仍属于政治经济问题。媒介是中性的，它所传播的也只是文化影像而非真实体验，它对文化传统的影响实际上乃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扩散。从民族话语的维护来分析文化帝国主义具有争议性。民族文化无论在空间还是在时间维度上都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多元的民族文化一直变动不居，不断地演化；它的衰落与其说是其他文化的扩张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蚕食。从资本主义文化的侵蚀来解析文化帝国主义的危害，其焦点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扩张而非文化侵略。面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扩张，人们面临发展经济和维护传统的两难境地。文化传统的败落主要由于人们倾向于发展经济而牺牲了文化。更深刻地说，是由于现代性的扩散使人们的生活世界商品化和殖民化，挤掉了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来领会文化帝国主义的真谛最为有力。现代性的扩散是人类历史进展的必然结果，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变迁因而成为一种“文化宿命”；现代性沿着狭隘的线性发展逻辑，无情地挤压着传统文化；现代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沿着它所设定的路线前进，即便在全球化时代它的消解也是遥遥无期；从现代性扩散的过程，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它对民族传统的压制，理解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

汤林森的理论探讨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及其运作机制问题。他对片面和简单化理解文化帝国主义的质疑是切中肯綮的。许多学者从政治或经济角度剖析文化帝国主义，仅仅把文化看作附属品，其分析的路径存在较大的偏差。文化帝国主义与经济和政治帝国主义密切相关，但同时也与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别。事实上，文化帝国主义既不仅仅是技术乌托邦的膨胀，也非单单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延伸，有其独特的混合性与暧昧性，而这些令人难以把握之处恰恰是由文化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要想真正理解文化帝国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必须首先从文化入手。汤林森的理论无疑在这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尝试，给了我们较多的启迪。

汤林森围绕现代性的扩散来剖析文化帝国主义现象，凸显了文化过程，跳出了功能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的陷阱。纵观世界现代史，现代性显然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中轴。可以说，抓住了现代性便抓住了现代文化的主干，以现代主义的眼光来解读文化帝国主义则不失为一个有力的视角。

通观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无论是其切入的视角，还是其学理上的阐述都富有创意，令人耳目一新。然而理论的缺陷也很明显。首先，汤氏借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分析，但却割去它至关重要的部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汤林森否认当下的文化帝国主义与支配、强迫之间有联系的观点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爱德华·萨义德在其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东方学》中指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与霸权关系；在西方的强势面前，东方根本没有表述自己的权力，西方学者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从而达到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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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的世界虽然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但全球化并非是一个均衡的发展过程，东西方之间乃至西方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政治权力依旧主导着世界话语。汤林森的现代主义视角，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层面，但却又掩盖了它的政治层面。文化帝国主义是文化与政治合流的产物，不仅是一种文化思潮与实践，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和行为。其次，汤林森从现代主义角度来剖析文化帝国主义，忽视了文化的根植性。以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安德森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民族文化不是历史的遗物，而是民族国家在创建民族共同体中人为建构的、工具主义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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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主义者把民族文化看成是一个开放的进程。他们在解释文化的变化上是有说服力的，但在说明文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上却显得苍白无力。民族文化不仅是想象的也是真实的，它在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以及与其他民族的碰撞中不断被重塑，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传承性。关于这一点，汤林森显然低估了文化强大的复制与再造功能，过度强调了文化的变动性。倘若文化帝国主义仅仅是现代性的扩散与传统的损失，现代性的全球化便是人类的文化宿命。然而现实却向人们展示着另一番景致：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同时，民族主义再次勃然兴起，受现代性诅咒的人们以空前的热情重新向民族传统与文化回归。

第三节　交往的合理性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20世纪后期西方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他毕生致力于批判理论的重建，发展交往行为理论，试图为陷入合法化危机的现代社会提供新的评价标准。其代表作包括《包容他者》、《合法化危机》、《社会科学的逻辑》、《真理与论证》和《交往行为理论》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标志着西方批判哲学从意识哲学向交往理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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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末他着手建构普遍语用学，探讨主体间交往和相互理解的可能性。80年代初，他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交往理论的创建。由于交往理论涵盖交往行为、交往的合理性、商谈伦理学以及系统生活理论等组成部分，十分庞杂，本书选取与跨文化交际联系密切的交往的合理性作评介。

交往行为理论是一种建立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交往合理性探讨社会主体如何在不受外部强制的情况下进行交往与对话的问题。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人们在交往中遵循普遍的伦理规范，有着达成共识的意愿，能够通过平等、真诚的对话实现沟通与理解。该理论有两个基本概念：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与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在社会学中，行为属于人的主体性范畴，关注的是个人在社会交往时的意识、他／她赋予行动的意义与动机及其沟通与确立关系的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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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贝马斯把社会行为分为四种类型：（1）目的（策略）行为；（2）规范行为；（3）戏剧行为；（4）交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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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行为是指行为者通过某种有效的手段和恰当的方式，实现一定的目的，或进入一个理想状态的行为。当行为者关注他人行为对自己的影响时，目的行为可以发展成策略行为。策略行为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着眼于功效的最大化。规范行为是指社会集团的成员以遵守共同的价值规范为取向的行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它的行为规范，形成相互的期待。服从规范的核心意义在于满足一种普遍化的行为要求。戏剧行为是社会互动行为；参与互动者把对方当作观众，通过表现自己在公众中形成具体的形象或印象。在表现自我形象时，行为者或多或少地自我掩饰，以达到一定的目的。自我表现的核心不是直觉的行为表达，而是面对观众有意识的自我美化与修饰。交往行为是指主体间行为，即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互动，达成理解和共识、建立起人际关系的行为。解释（interpretation）与协议（agreement）构成解读交往行为的关键概念。在交往行为中，语言因其不可或缺性而享有特殊的地位。

哈贝马斯借鉴卡尔·波普尔（K. Popper）三个世界的理论，依据社会行为与世界的关联，分析四种社会行为之间的差异。波普尔于1967年提出三个世界的论断：第一世界是物理对象或物质状况的世界——客观世界；第二世界是意识状况或精神状况的世界——主观世界；第三世界是客观思想的世界，特别是科学思想、文学思想及其艺术作品的世界——社会世界。
〔23〕



目的行为与客观世界相关。客观世界是事态的总体性。事态可能一直存在，也可能刚刚出现，或通过有目的的干预而形成。在语义学层面上，这些事态表现为具有一定内涵的陈述命题或意图命题。行为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干预事态，与世界建立合理的关系。这些关系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它们可以按照真实性和现实性的标准来加以衡量。

规范行为的前提是行为者与两个世界发生联系。行为者不仅与客观世界有关联，而且与他所属的社会世界相联系。社会世界是由一系列价值规范构成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总和。它通过一般的判断命题或要求来表达，对行为者提出证明其行为正当性的要求。规范的有效性建立在社会承认基础之上，其合理性体现在它按照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调节行为中有争议的问题，确立起正当的人际关系。

戏剧行为是行为者在观众面前，以一定的方式展示自己，表达主体性，赢得观众的关注与接受的行为。它在某种意义上附属于目的行为，但由于行为者在表现自我时，不仅关照客观世界，而且必须和他／她自己的主观世界建立联系，因此戏剧行为与两个世界有关联。主观世界是主体经验的总体性。行为者在公众面前传递情感、信念或愿望时，关注的是他／她主观的世界，因此判断戏剧行为有效性的关键在于表达的真诚性——人们相信他／她的表达。

交往行为是主体以语言为媒介，通过交流获得相互理解与合作的行为。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与听众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发生联系，不断寻求共识。语言的运用可以使行为者把上述三个世界作为整体来理解和反思。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反映在它能够与三个世界建立有效的联系上。

上述四种社会行为中，目的行为、规范行为和戏剧行为都从不同的角度使语言的概念片面化。目的行为把语言当作诸多媒介中的选择之一；通过语言交际者追求各自的目标，相互施加影响，促使对手接受自身利益的意图。规范行为把语言当作传承文化价值的媒介，旨在达成一种共识。戏剧行为把语言看做自我表现的媒介，语言的认知意义、人际意义和表征功能都大打折扣。只有交往行为把语言看做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它所有的功能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语言既有判断事实的功能，又帮助交际者达成共识和进行自我表达。因此，交往行为最具促进理解与合作以及发展合理社会关系的潜力。

合理化一直是西方哲学与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合理性在哲学上一般是指“正确地运用理性，以最佳的途径解决问题”的能力。
〔24〕

 马克斯·韦伯首先运用合理化概念分析社会组织和社会行动。他认为，合理化就是经验知识的增加、判断能力的提高以及控制经验过程的工具和组织的完善。
〔25〕

 韦伯把合理化行为分为工具性合理化行为与价值合理化行为。前者是指能够以数学形式进行量化和预测后果，从而实现某个具体目标的行为；后者是相信主观价值判断的无条件性与排他性，不顾后果都要完成的行为。工具理性行为强调实现目的的手段与功效，不顾及目的是否符合终极价值或人道；价值理性行为强调行为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只关注道义上的责任与良心的感召，不计较成本与得失。由于取向上的差异，工具理性与价值始终处于无法消解的张力之中。

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是由价值理性为定位向以工具理性为定位的转变，西方文明的全部成果皆源于对工具理性的追求。韦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揭示了人在现代社会的精神迷失、道德堕落和不断异化的诱因。以阿多诺、霍克海姆和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同样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批判科学技术控制与操纵大众的心理与思想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它所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除了工具理性之外，还有交往理性——交往的合理性。他认为，合理性主要涉及具有行动能力的主体如何才能获得和使用知识的问题。从言语行为对命题知识的运用看，交往的合理性是指行为者通过互动，消除主观的观念，相互协调和达成共识，有效地与世界建立起联系。合理性体现在总是能够得到充分论证的行为方式之中。交往行为的合理性体现在言语行为者通过表达而与三个世界建立起联系的有效性。论证的标准有三个：陈述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和表达的真诚性。言语者的陈述对于客观世界而言必须是真实的；言语行为对于社会世界而言应该符合社会规范；所表达的意图对于主观世界而言必须是真诚的。交往理性不是取决于主体内在的标准或个人权利，而是取决于双方辩论的规则及其互动的言语形式。从参与者的角度来分析交往过程，交往合理性可以简约地概括为：主体与客观世界关系的合理性、主体与社会世界关系的合理性，以及主体与主观世界关系的合理性。
〔26〕

 一个成熟的主体具有判断能力和目的合理的行为；他不仅具备道德意识、实践能力和审美能力，而且善于进行自我反思，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和参与论证，能够冲破各种不合理的限制，努力与他人达成共识。

哈贝马斯论述的交往合理性是包含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多层联系的统一复合体。其主要思想大体如下：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为，通过它人们能够建立合作机制，一同干预世界。由于交往行为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及其主观世界发生联系，并且全面地运用语言，因此与目的行为、规范行为和戏剧行为相比，它具有更大的沟通潜力。合理化是指行为者使用知识的能力，它体现在有充分依据的行为方式当中。交往的合理化指的是，行为者借助语言相互协调、达成共识、建立合理交往关系的过程。其依据有三点：言语陈述的真实性、遵循规范的正确性以及自我表达的真诚性。交往的合理化能够使人们摆脱外在与内在种种不合理的限制，在没有任何强制的情况下，进行平等与真诚的对话，一道商谈共识，促进社会与人自身的完善。

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理论揭示了交际双方进行批评与合理辩论的能力。虽然在现实社会中，尤其在政治不平等的情境中，也许会受到抑制，但它依然是所有交际者应该为之努力的理想。
〔27〕

 哈贝马斯的思想在哲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不仅受到高度的赞赏，也受到尖锐的批评。对交往合理化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其一，该理论对共识的论述存在不足。其二，在社会交往中，行为者的言语和地位并不对称。其三，它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首先，交往的合理化理论关注主体间的协调与辩论，但未能充分阐述交往者为何采取合作和如何达成共识的普遍机制。
〔28〕

 其次，交往的合理化讨论主体间的平等对话，把对称性看作合理化的关键要素。在对话过程中，交际者之间既有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平等，又有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平等，不一定总是具备对称性；即使他们享受社会平等，也存在知识占有量上的差异。在更多场合下，他们追求的是相互性（mutuality）。
〔29〕

 此外，交往的合理化理论提出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对话语境，人们需要确保交往不受权力、种族、财富或性别等因素的干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各个文化生存与繁荣的条件。
〔30〕

 每个理论都从自己的视角观察问题。哈贝马斯的理论虽然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却为我们消除不合理的限制，使文化交流回归理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小　　结

英语的强劲扩张、美国流行文化的急剧膨胀以及与之俱来的民族语言文化的衰落引起人们对语言与文化传播合法性的深入思考。菲利普森的语言帝国主义理论把英语的扩散放到世界体系中加以分析，揭露了核心英语国家制造中心—外围不平等结构的不法图谋，为我们抵制语言侵略、弘扬民族与地方语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的方略。菲利普森对ELT如何成为语言帝国主义帮手的阐述尤其有启发意义。许多学者和教育人员站在狭隘的职业主义立场上从事英语教育，无意中成了核心英语国家的代理人或同谋者。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把文化的压制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扩散联系在一起，从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势来解读民族传统的萎缩。汤氏的观点固然有为当代新殖民主义辩解的因素，但也提醒人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历史上旧殖民主义和当今的帝国主义无疑对许多国家民族传统的式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那些国家所追求的现代化以及现代性对传统的压制同样也逃脱不了干系。对于如何消除权力或其他强制性因素，实现平等的对话，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理论为我们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方案。当今，全球化在西方现代性的推动下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扩展与深化，人类因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下一章我们将评介有关全球化与跨文化交际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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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关于全球化与跨文化交际的理论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它的发展引起各个学科学者的普遍关注和细致的研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文化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一个新的、遍及环宇的文化语境应运而生。由于全球化宏大的规模和迅猛的气势，跨文化交际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强烈的冲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全新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他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论述。例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的“时空压缩”论、迈克·费舍斯通（Mike Featherstone）提出的“全球共同体”假说、约翰·汤林森的“全球网络”论以及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全球场”和“现代性后果”等论断。本书选取罗伯逊和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以及陈国明的全球交际能力理论作全面的评介。

第一节　作为现代性后果的全球化

安东尼·吉登斯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1987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社会学会会长，1997年担任伦敦政经学院院长。吉登斯曾被誉为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其代表作有：《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超越左与右》（Beyond Left and Right）和《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等。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与麦克卢汉（Marshal McLuham）的“地球村”假说相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理念与逻辑。“地球村”假说和哈维的“时空压缩”论一样，强调现代传媒革命对地理空间外在的超越。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扩散，资本主义现代性把地方性的社会关系转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关系，让世界内在地全球化了。

全球化究竟是一个什么现象？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它使众多相距遥远的地方性社会联系在一起，地方性的事件随之影响到远方，远方发生的事情也影响到当地。”吉氏认为，全球化肇始于18世纪的欧洲，其信号为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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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全球化理论围绕现代性这个核心概念展开。吉登斯断言，现代性和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其发展表现在时空转型、社会系统的植出（disembedding of social systems）以及知识体系反思性的出现。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时空关系的转型最具根本性。时钟的问世把时间从它与特定地方的关系中抽象出来，使之成为标准、空洞的时间，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分离。社会组织时间的方式统一后，世界标准日历随之问世，各个区域的时间通过时区的划分得到了协调处理。跨区域的时间协调处理是人们控制空间的基础。在前现代时代，地方（place）与空间（space）相互重叠。现代性的膨胀让远方的人们介入到我们的社会，并且对之施加影响，把地方与空间这两个原先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渐渐剥离开来，制造出与特定地方分离的、空洞的空间（empty space）。世界地图的发明就是空洞空间出现的标志之一。

时空分离对现代性的扩散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社会关系的植出，即向远方延伸的首要条件。一方面，时空的分离以及两者的标准化把社会活动与特定的语境切割开来；另一方面，社会关系植出机制加大了时空延伸的限度，为人们摆脱地方习性和惯例开启了可能。其次，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提供了组织机制。现代组织机构能够把地方和全球的部门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再次，现代性使历史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互穿插和挪用变成现实，为它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时空的标准化和普遍化使人们形成了世界历史的经验与行动框架。

现代性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社会关系的植出。传统的社会学家一般以“功能的专门化”——社会分工来划分前现代和现代社会，没有从时间—空间的延伸来解释两者的差异。时空转型赋予现代社会两个强大的植出机制，即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和专家系统。时空标准化和普遍化后，钱币等象征标志逐步世界化、统一化，大大地延伸了时空，使地方性的社会关系渗透到远方。专家系统是指当今社会中那些把广阔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组织起来的技术成就和职业技能。和象征标志一样，它们通过汽车设计、公路建造和交通照明等专业知识向远方的人们提供“承诺”（guarantees），使社会关系脱离了直接的语境，不断向远方伸展。

现代性的第三个重要后果是知识体系的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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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社会并非完全静止不变，但离开了特定的时空关系，它们的变化就很少能产生某种意义。文字的出现扩展了时空延伸的规模，但没有对传统形式的文化反思形成根本的影响，大部分的文化反思仍局限于对传统本身的重新解读和阐述。现代性的出现使文化反思有了不同的特性。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以未来为定位，传统依然存在，但只有经过现代的反思它才获得存在的意义，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新信息和新发现的重新估价和改变，连反思活动本身也不能幸免，标新立异成为一种社会偏好。启蒙运动后，当人们声称要用理性取代传统教条时，他们似乎找到了更确定的行动指南。然而，理性本身也被现代性的反思所颠覆，社会中的一切都如同流沙，失去了稳定的根基。在一切都无法确定、一切都不能被最终证明的情形下，人们的自我知识不断得到系统的更新，现代性得以在世界上自由地四处流动，促进全球性联系的增强。

现代性以其四种制度化的形式从地方社会向全球拓展，它在全球扩散的机制包括四个层面：资本主义（capitalism）、产业主义（industrialism）、监督（surveillance）和军事力量（military power）。资本主义是一个商品制造系统，以有资产的业主和无资产的工薪阶层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产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联系，但它的主要特征是在商品生产中以及生产过程中对无生命的物质资源机械的使用。资本主义社会和产业的发展依赖于以民族国家为首的大规模监督体系的建立。监督体系有时以监狱、学校和工作单位等形态出现，但它更显著的特征是对信息的控制。现代性制度的第四个层面是军事力量，即对暴力的控制。在前现代社会系统中，军事力量一直占有中心的地位，但那些文明的统治者从未在他们的领土内垄断暴力工具，现代国家则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以上观点大致可以总结为：资本主义的扩展演化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产业主义的扩展促进了国际劳动分工；监督体系的发展形成了民族国家体系；军事力量占有形式的扩展强化了民族国家体系，决定了世界的军事秩序。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在上述四个层面上不断进展，最终波及世界的各个角落。

吉登斯并不同意某些学者从经济学角度视资本主义为全球化最根本动力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总体上循着一条辩证的轨迹向前发展，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力量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而它们的背后皆有文化价值的支撑。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它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推”和“拉”互动构成了全球化辩证逻辑的层面之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寻求全球性扩张，各个民族国家则试图保障主权的独立。虽然在一般情形中它仍受制于国家的政治力量，但它对国家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在有些领域世界经济已经取得了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地位。国际劳动分工是全球化的第二个层面。跨国公司为寻求利润的最大化，建立起自己的生产基地、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民族国家则利用它的政治力量制约跨国公司。与此同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充斥着不平等，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同强势国家展开斗争。国际分工在两者的推动下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世界军事秩序是全球化的第三个层面。世界军事秩序与民族国家体系有重合之处，但也有它自身的特征。它主要表现在诸如美国、（前）苏联等大国的崛起和小国与大国的联盟以及弱小国家之间的联合和战争等复杂的互动中。核武器出现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失去大的可能性，但超越国界的军事行动仍然频繁，冲击着世界军事格局。产业发展是全球化的第四个层面。二战之后，世界劳动分工产生重大进展，各部分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生产分布的变化。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和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国家的出现等使世界经济在产业上的分工与相互依赖更加深刻。在产业全球化的进程中，机械技术的扩散起到了最显著的作用。全球化的四个层面之后存在着更具根本性的文化意识。通讯技术革命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全球传媒的发展使信息共享成为现实，一种超越地方的、更具普遍性的文化思维悄然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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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维度

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大致可以总结如下：全球化发展的原动力来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扩散机制，它以时空的转型，即时空的抽象化和标准化为先声，以交换媒介的抽象化以及知识的反思性为后继，在世界体系中地方性与全球性两股辩证力量的推动下不断扩展，同时在全球性文化意识的助推下逐步走向深化。

迄今为止，全球化理论层出不穷，佳论如潮，但吉登斯的论断仍不失其经典性。他的理论从现代性扩散的角度，把全球化运作的内在逻辑生动地演绎出来。就该理论的核心概念“现代性”而言，吉氏没有承袭欧洲很多学者把它看作“理性化”的过程，而是从多维的视角，对它进行全新的解释。就其观点而言，吉登斯跳出了从单一经济角度界定全球化的窠臼，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全球化的运作机制。约翰·汤林森指出，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精妙深奥，极具洞察力地向人们系统地展示了技术与文化如何一道推动现代性的生发，揭示了地方社会关系如何在现代性的洗礼下转变为全球性社会关系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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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吉登斯的理论也有一些明显的缺憾。首先，他的理论在概念上有些不尽如人意。吉氏提出的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即资本主义、产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中，资本主义和产业主义基本上都属于经济范畴的概念，监督和军事大致可以划归政治范畴。吉登斯虽然说明了两组概念之间的差别，但它们在意义和功能上的交叉与重叠仍容易引起人们的困惑。乔纳森·弗里德曼（Johnathan Friedman）从人类学视角对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进行批评。他指出，现代性的几个概念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吉氏在建构理论时更多地考虑到列出相关概念的条目，较少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体现了他在解读现代性时原子论式的思维方式；实际上，现代性扩散的几种机制不外是人类体验世界的形式从现实的到抽象的、根本性的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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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吉登斯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研究发现，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并非现代性的偶然后果，它是原先国家形式大规模系统演化的产物；它的出现为时空转型和知识体系的反思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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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吉登斯的理论集中探讨了技术革新对全球化的影响，仅仅简要地说明了文化的地位，没有给予它以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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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全球化方面，另一位英国学者罗兰·罗伯逊的论述更为系统而全面。

第二节　作为全球场形成的全球化

罗兰·罗伯逊是国际上公认的全球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原先在英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现为阿伯丁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座教授。他的代表作包括《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和《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ies）等。罗伯逊反对许多学者轻视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作用的研究方法，他强调，我们正处在全球性范围的政治文化时期，不仅要对世界政治采取一种文化关注，而且首先要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研究全球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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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罗伯逊看来，全球化是世界结构化的过程，昭示了全球各部分之间互动的不断加强以及人们的全球性思维逐步形成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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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认为，全球化不等同于、也不能被看做现代性的直接后果，它是一个相对自主、多维、复杂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把世界当作整体的全球意识的增强。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它大体经历了萌芽、启动、起飞、争霸和不确定五个阶段。萌芽阶段从15世纪初期延续到18世纪中期，其重要的特征是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成长和西方基督思想影响的扩大，以及近代科学的发展。启动阶段从18世纪中叶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其关键性的标识是同质性、单一性国家观念和国际关系概念的显现及其欧洲式思维定式的形成。起飞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延伸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重要的转变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社会和民族认同观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人类对自身的理解日趋单一。争霸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延伸到60年代后期，其显著特点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暴露出脆弱性，战争和冲突使人们关注人类的本性和前景。不确定阶段从60年代后开始，并且在90年代初显示出危机趋势。在这个阶段中，人们的全球意识增强，全球性机构、全球交往及全球问题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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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的全球化理论有几个关键性概念，它们是全球场、全球性、结构化和相对化。全球场概念类似于沃伦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沃氏从世界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部分组成的世界体系，其基本的运作机制是中心对外围地区的不平等交换。罗伯逊提出全球场的概念是要避免沃伦斯坦的单一视角，较为充分地展示全球化的复杂性。全球场由自我（selves）、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ies）组成的世界体系以及人类（humankind）四种主要元素构成。它意味着世界相互联系的总体性，为学者们将世界作为整体思考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罗氏对此概念没有作出严格的界定，有时把它理解为世界秩序，有时把它理解为全球人类状况。总的来说，他是要借助这个概念再现世界性联系以及全球某种意义上的统一性。全球性是指世界作为整体的意识，与地方性形成对比的关系。结构化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西方化”、“帝国化”、“文明化”或“美国化”，而是世界成为单一社会的趋势，在这个趋势中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世界直接联系起来。相对化是指全球场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相对化牵涉到一些情景问题，其来源是：意识到其他不同生活方式的存在对某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挑战。在一个具有高度联系的世界里，不同文化的接触机会不断增加，人们越发意识到彼此的区别和共同的命运，同时他者的形象可能变得越发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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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历了一系列的相对化过程后，人们无法再以传统的思维来定义自我、国家或社会。

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模型力图从多维的视角来解读全球化进程中个人或集体行动者如何与世界进行互动，其间世界如何趋于整体化的问题。他提出，全球化是全球场（global field）的发展过程。全球场的四个主要元素可以看作四个参照点，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地发展变化，一起推进全球社会的演化。从全球场的运作机制看，民族社会与自我和世界体系之间的互动引发了个体与社会的论争以及社会认同的相对化；自我与民族社会、世界体系和人类之间的互动引起了社会参照系和自我认同的相对化；世界体系与民族社会、自我和人类之间的互动导致了现实政治与人性的争论以及社会的相对化；人类与其他三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又造成了公民资格的相对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自我是全球场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个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日益上升，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控着个人，但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越来越多地介入，扩大了个人的活动空间。

罗伯逊在建构全球场理论时强调：（1）一个人若要对整体化的世界作现实的理解，他必须认识到全球场四种元素的相对自主性，每一种成分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其他成分的制约。（2）就全球化的因果机制或推动力而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仍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全球化；以文化的视角审视全球化时，我们既要避免把文化当作整合社会的元素，也要避免陷入文化主义——以文化本身为中心的社会学。（3）强调全球场中若干相对化的过程并不是对分化论的否定，全球化复杂的进程中，社会分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任何试图以特定视角的稳定性来解读全球化现象时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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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场模型

罗氏认为，全球化总体上沿着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以及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辩证逻辑向前推进，但他承认例外和悖论的存在，体现了以多重维度和多重逻辑解读全球化的思路。普遍性的特殊化是指被定义为普遍性的东西在全球的具体化；特殊性的普遍化指的是对特殊的东西、对身份的追求在全球具有普遍性。普遍性的特殊化和特殊性的普遍化构成世界结构化的轴心，两者相互渗透，它们之间的张力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例如，资本主义文明曾经以普遍性的面目向全球扩散，但同时它又在世界各地以各种方式本土化；原教旨主义、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运动有着鲜明的特殊主义诉求，但当它们发展壮大、变成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后，又变成普遍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依据全球场论，罗伯逊推测世界的未来有可能呈现出下列四种景象：

全球共同体之一：这种全球社会主张，世界应该由一系列相对封闭的社会共同体以对称或不对称的方式联合起来。主张对称式联合的人认为，所有社会团体在文化传统、制度和人种上彼此平等；认同不对称式联合的人认为，在所有社会团体中，有个别或少数团体比其他的更重要。以本土传统的神圣性为基础，倡导全球相对主义的观点属于对称的范畴；那些宣称他们的社会共同体是“中央王国”或“领导社会”的观点属于不对称的范畴。在20世纪末，这两种观点都认为个人只能在界线明确的社会团体中过上满意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强调个人主义或个性，而是他们特别关心面对全球化的“危险”个人产生的“无家可归”感。

全球共同体之二：这种全球社会主张，全球秩序只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共同体中；世界可以通过集中或分散的方式联合起来。主张集中式联合的观点认为，世界应该有全球范围的、涂尔干（E. Durkheim）的“良知集体”；持分散联合观点的人认为，在更加多元化的基础上全球共同体也是可能的。两者都强调人类是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关键因素，相信人类的统一性有助于全球化危险的消除。

全球法理社会之一：这种全球社会将全球状况视为一系列开放的社会，它们相互之间有着高度的社会文化交流。主张对称联合的人认为，所以社会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在文化和物质交换上是互惠的；主张非对称联合的人认为，世界应该有主导和霸权的社会，它们在维持世界秩序中有着战略性作用，构成世界秩序的主要机制。两者都认为民族社会必然具有全球社会的核心特征，解决全球化问题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合作，或者建立社会间的等级关系。

全球法理社会之二：这种全球社会主张，世界秩序只有在正式的、规划好的世界组织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认同于集中化联合的人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强大的、超自然的政体；认同于非集中化的人认为，全球范围内、类似于联邦的共同体就可以维持世界秩序。两者都认为，由各个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是全球人类不可缺少的社会机制，它的系统化是人类应付全球化危险唯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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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从多重的视角，尤其是文化的视阈探讨世界如何连接为整体及其全球意识如何形成的问题。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不容忽略。安东尼·吉登斯指出，文化的全球化是全球化基础性的层面，影响到全球机制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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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汤林森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文化对全球化至关重要，是其建构意义的场所。
〔14〕

 沃伦斯坦和吉登斯等学者虽然指明了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但他们的理论却并没有从文化的视角去作分析。罗伯逊的全球场论有力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全球场模型的基本假设为：全球化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后果，它是一个极为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多维的社会进程。该理论视普遍性的特殊化以及特殊性的普遍化为推进全球化的两股根本动力，高屋建瓴地昭示出人类在分化中走向整体的宏大趋势。世界整体化趋势告诉人们一个全新的信息：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已经以和谐的或不和谐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一种日益决定着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全球社会参照系已然形成。全球场论的强大解释力在于它较为全面地考量了全球化的主要因素，许多学者忽略的个人因素也被纳入其中，体现了罗氏敏锐的学术眼光。

罗伯逊的全球场模型超越了单因论，综合考察了全球化的主要因素。与吉登斯在逻辑上侧重技术革命对全球化的影响相比，罗宾逊显然更注重知识的扩散以及全球意识的作用，有轻视权力的倾向。弗里德曼指出，权力的消长是全球体系得以运作的关键因素，“如果不考虑霸权、抵制性的认同、支配性和从属性的话语这些现象，就不可能理解全球体系中的文化过程。”
〔15〕

 更为客观地说，全球化是由知识的增长与交流以及权力的聚积与扩散来推进的，有时知识是主导性的力量，有时权力成为主要的角色，有时则两者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第三节　全球交际能力理论

陈国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思考全球化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问题，曾经几次修改和完善他原有的理论。为了分析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能力的变化，他拓展1996年与斯塔罗斯塔一道创建的理论，提出全球交际能力模型。陈国明于2001年初步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能力的新内涵，然后于2005年全面诠释他扩展后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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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世界日益整合、相互联系不断密切的过程，其影响波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意味着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以及互动的加强，还意味着交际观念与方式的改变。全球跨文化能力模型建立在以下基本论断之上：全球化语境对人们的交际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有效地进行交往，成为合格的世界公民，人们不仅要拓展视野，发展全球思维，而且要培养新的行为模式，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充分挖掘人的理解与创造的潜能。

全球交际能力模型有四个基本概念：（1）全球心态（global mindset）；（2）拓展自我（unfolding the self）；（3）绘制文化地图（mapping culture）；（4）加入互动（aligning interaction）。每个基本概念包含四到五个子概念。陈国明1996年的理论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层面。全球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在原有三个层面之外，增加了第四个层面——全球心态。全球心态是指“对其他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以推动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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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态在心理学中代表了个体或群体的思维模式。在认知功能上，它起着过滤器的作用，引导人们以某种特别的视角认识事物，理解意义。全球心态大致等同于全球思维，它构成全球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础，在交往中呈现出下列五个特征：（1）文化的敏感性；（2）开放性；（3）丰富的知识；（4）批判性与整体性；（5）灵活性。

具备全球心态的交际者有着健全的自我，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他们对世界的变化与发展持开放的态度，有不断学习的欲望，乐于迎接文化差异的挑战。具备全球心态的人能够开阔视野，洞悉文化间的异同，逐步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积累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的知识。他们具有批判性、整体性思维，能够在全球化纷纭复杂的局面中理出头绪，全面而非孤立地看待世界。最后，他们在思维与行为上具有灵活性，能够准确地解读信息，及时作自我调整，把全球化造成的各种不确定性与变化转变为发展的机遇，游刃有余地进行交际。

拓展自我体现了交际者的情感能力。它是指交际者逐步自我更化、渐次提升人格的过程。发展全球交际能力要求人们扩展自我，提高灵活性、敏感性、开放性与交往的动机。拓展自我意味着交际者不断地进行自我熏陶、自我学习、自我解放、自我超越及其自我净化，培养移情能力，在承认人类共性的基础上理解文化差异。他们努力寻找共享的交际符号，通过换位思维来认识他人，以积极的倾听和回应来表达理解，建构互惠关系。概括地说，拓展自我包括自我净化、明确学习的动机、提高跨文化敏感性、创造性和移情的培养四个基本方面。

绘制文化地图反映了交际者的认知能力，即获得文化知识的能力。全球化过程中，各种生活方式、思维范式和表达模式交织在一起，迫使人们了解其他文化的特点、学习新的文化知识。绘制文化地图的能力反映了交际者对自己与他人文化的理解能力，昭示的乃是其文化意识（cultural awareness）。它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1）迷惑阶段（bewilderment），交际者徒具肤浅的文化知识，对差异感到惊讶；（2）挫折阶段（frustration），交际者对他人文化特点的了解加深，巨大的反差使他们内心产生矛盾，不理性的思维使他们对差异感到沮丧与失望；（3）分析阶段（analysis），交际者开始对文化特点上的差异作理智的分析，能够理解并且接受它们；（4）沉浸阶段（immersion），交际者对其他文化产生移情，能够从对方的视角来看待差异，沉浸于其他文化之中却不觉烦恼。

加入互动体现交际者的行为能力。发展全球交际能力需要培养一系列的行为技巧，这样，交际者才能进行自我调整，适应全球化中的新交际模式，有效地与他人交往。在解释行为能力时，陈国明沿用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的概念“灵巧性”（adroitness）。灵巧性是指个体与其他人或环境互动，作自我调整、实现沟通的能力。它涵盖两个要素：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有效性是指交际者在全球交往中选择交际行为、完成具体目标的能力。交际目标包括获取相关信息、准确判断对方的反应、选择交际策略和正确评估互动后果等。更具体地说，有效性是交际者最大限度地控制交际过程或环境，轻松地与他人分享情感，给予对方必要的提示，确立交往仪式，全面捕捉文化差异与共同点的能力。得体性是指交际者在全球交往中，适应各种语境或规范，从容交际而不逾矩的能力。得体的交际者能够准确地传递信息，传达的内容前后一致，并且与话题或语境相关，其表达的方式容易让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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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够以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维护面子，处理好人与环境以及交际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简而言之，全球交际的得体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个人方面，交际者需要掌握语言能力、行为的灵活性、互动的管理和身份的维护能力。在环境方面，交际者需要掌握应对全球社会的变化与复杂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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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交际能力模型

全球交际能力模型探究了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能力的新内涵，其观点归纳如下：全球化扩展了人类交往的范围，改变了他们的交往模式，人们需要发展新的观念与能力才能成为胜任的世界公民。全球心态是发展全球交际能力的基础，拓展自我、绘制文化地图和加入互动构成其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层面。全球心态体现在交际者开阔的视野、对差异的尊重、对社会变化的适时调节以及对全球化进程开放的价值取向上。拓展自我是指交际者不断完善自我，乐于学习，培养跨文化敏感性、创造力与移情的能力。绘制文化地图反映了交际者认知能力的发展过程。交际者从对文化差异感到困惑、步履艰难，逐步形成正确分析问题的能力，最终如鱼得水地交际。加入互动是指交际者的行为能力。成熟的交际者能够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形式传递信息，其行为比较灵活，可以轻松地驾驭互动过程，使双方都能维护各自的身份、不失脸面，巧妙地处理全球交际中的各种变化与复杂的情形。

跨文化交际能力极为复杂，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形成迥异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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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瑞和金荣渊都曾以全球化为新的背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作新的诠释，但他们并没有提出新的概念和命题，实际上仅仅运用原有的理论解析当今的新问题。
〔20〕

 比较而言，陈国明的理论最为系统，也最具新意。他把全球化与跨文化交际理论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简洁地阐述了全球交际能力的基本要素。当然，陈国明的全球交际能力模型仍然是一个初步的理论。从前文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心态、拓展自我、绘制文化地图和加入互动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不甚明朗。实际上，该理论主要探讨了全球交际能力的含义，并没有深入揭示各个变量的逻辑联系。此外，该理论对全球化造成交际复杂性的论述比较单薄，没有说明其根本的后果。全球化形成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文化边界的模糊化以及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上，它还表现在不同文化的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文化的杂糅和挪用等都是文化交织的具体例证。其最显著的后果便是跨文化空间的急剧膨胀，它要求交际者提高整合能力，努力建构跨文化参照框架与跨文化认同。全球交际能力模型尽管有薄弱之处，但为我们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解释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蓝本，同时也为相关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本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小　　结

全球化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性早已成为一种共识，它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由全球化催生的覆盖世界每个角落的全球语境正从根本上改变人们传统上拘泥于民族、社群或地方的思维方式，赋予他们一个全新的文化参照系。若想厘清全球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力，我们首先要把握它运作的基本动力和法则。吉登斯的理论从西方现代性拓展、延伸的历程揭示了人类超越自我、放眼世界的社会驱动力，巧妙地把全球化外在与内在的运作机制结合到一起；罗伯逊的理论从人类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渗透与相互砥砺勾勒出世界趋向整体化的复杂进程，极富洞察力地捕捉到全球化辩证法的最高表现形式。吉氏和罗氏的理论各有千秋，两者都为我们解读全球化提供了宏观的视角。鉴于世界已有新的语境，而全球化本身也在不断进展和深化，跨文化交际学者们有必要把全球化背景纳入思考框架，对以往的理论做一番检讨，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陈国明的全球交际能力模型，分析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新内涵，对如何以全球化为背景拓展或修正原有理论做了有益的尝试。有关这一点本书将在最后的结论中作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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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未来与中国本土理论建构的展望

自爱德华·霍尔于20世纪50年代末发表《无声的语言》，跨文化交际学开始起步以来，跨文化交际理论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主要表现在各种理论的不断推出以及领军人物的涌现上。任何社会学科的兴起与发展都与人类社会基本的或特定时代出现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当跨文化交际学者们关注到某些令人困惑的社会现象，并试图对它们加以系统的解释时，相关的理论随之产生。由于他们探讨问题的视点不一，各自理论的概念、命题与逻辑因而也有差异。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有可能通过学术对话与争鸣发现某个（或某些）理论的力量所在，达成一定的共识，形成学术流派，建立起理论范式。学派之间的交流和竞争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有力地推动着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当代跨文化交际理论首先产生于对文化差异问题的解释。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论从宏观的视野解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典型特征，深刻地揭示了语境和非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霍夫斯泰德没有从行为差异来解读跨文化交际过程，他的着眼点在于不同的文化价值定位。霍氏的文化价值取向论以人类普遍价值为背景，具体考察不同国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稳定的思维模式。文化价值取向论不仅分析了国家文化价值定位的关键因素，而且研讨了其成员的一般行为倾向，为跨文化理解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文化方位图。

与前两者形成反差的是，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UM）、预期违背理论和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从微观的视角来解析文化差异。古迪康斯特推出的AUM理论全面、细致地剖析了陌生人在异文化中感到焦虑的诱因，昭示了交际者控制焦虑情绪与处理不恰当信息对跨文化交际有效性的影响。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从理性主义角度，聚焦非言语行为，解释了交际规范与行为模式及其交际者相互之间的预期如何塑造着交际过程与结果。丁允珠和欧埃特塞尔的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检讨了文化差异如何激化成交际冲突的主要因素，探究了缓解矛盾以及如何营造良性文化互动的策略。他们的视点在交际的具体环节，理论的概念与命题错综复杂，似有过于依赖归纳而没有对事实进行抽象的嫌疑。就理论的逻辑而言，上述理论都在阐明文化差异容易导致交际失败的同时，肯定了差异本身蕴含的建设性和创造性。

跨文化适应与通融衍生于文化差异问题。为了解决跨文化交际中差异造成的误解和敌意等问题，人们必然要研究如何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对策。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以移民们的身份定位为出发点，分析了他们在跨文化适应中的策略选择和背后的动因。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以社会学中系统论的原理为思想依据，全方位地展示了陌生人逐步演化为富有创造力的跨文化交际者的历程，从宏观的文化环境到微观的个人倾向综合地诠释了跨文化调整的基本层面和要素，揭示了跨文化调整以及跨文化更新的根本动力。尤为可贵的是，金氏并没有止步于跨文化调整的论述，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跨文化身份的形成与影响，为人们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创新作了独到的解读。遗憾的是，金氏提出的跨文化身份议题未能得到较多的回应和争鸣，跨文化身份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跨文化通融理论重点分析交际者的交际行为，深入探究他们内在的心理动机，演绎了交际过程中历史交往、社会认同、社会情感和权力分布等因素如何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动态图景。

跨文化交际进入实质阶段后，身份与认同问题自然会浮出水面。交际者不但要超越差异，达成共识，还要确定各自的归属与身份，建立相互的关系。上面的理论无疑已经涉及身份与认同问题，但那不是它们论述的核心所在。海齐特的交际认同理论认为交际与认同密不可分，它从社会认同的视角，探究认同的本质，审视社会认同各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彰显自我与社会及他人相互协商、建构认同的关键机制。交际认同理论侧重对社会交往过程的分析，科里尔的文化认同理论则更注重文化身份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文化认同理论视文化为核心符号所表征的系统，视历史为建构认同的基底，解释了不同文化成员相互沟通、相互认同的文化动因。笔者借鉴金荣渊、吉川和阿德勒等人的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建构跨文化认同理论模型。一方面是为了接续金荣渊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试图解析当今文化杂交、文化挪用以及文化身份相对化的问题，揭示跨文化空间的意义。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从交际者的外部形象入手，细致地阐述了他们如何维护面子、化解冲突的策略与技巧。该理论整合了东方文化的面子以及西方文化的协商概念，有力地诠释了东西文化的不同面子需求及其背后的原因。她的身份协商理论把身份的商谈放到社会背景中加以分析，以社会身份的五个辩证关系为中轴，系统地阐述了人们在跨越文化边界时遵循的原则，厘清了跨文化身份协商能力的基本要素。今堀和库帕奇的身份管理理论同样选取社会身份的象征之一“面子”作为要点进行分析。身份管理理论在承认人的交往是理性的基础上，剖析了身份管理的难题与相应的对策，研讨了跨文化关系发展的主要阶段，为交际者有效处理身份差异和冲突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身份管理理论对面子和交际关系的独特解读使人们在西方思想主导下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感受到一丝东方的气息。上述理论都主张身份与认同的开放性，强调语境的不可或缺性，但皆有否认身份与认同稳定性的倾向。即便文化认同理论阐述了社会认同的历史根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社会身份的复原力，但仍未说明身份与认同可塑性的限度所在。

跨文化交际理论探讨的超越差异、达成共识、建立身份和互动关系的问题无不涉及意义与能力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跨文化交际理论都以意义的与能力的建构为宗旨，努力寻找跨文化理解和有效交际的不二法门。皮尔斯和克罗南创立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立足北美实用主义哲学，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探寻文化沟通与理解以及改善交际行为和促进社会改良的途径。他们推出的实践性理论明确拒绝实证主义，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力图解释具有创造性的人在交际中的建设性角色。实践性理论站在实用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批驳了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创建理论的谬误，阐释了洞见和思想灵感的重要性以及科学理论与人文艺术之间的有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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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观点虽值得进一步商榷，但对那些试图通过机械归纳得出理论命题或法则的人不啻为有力的警示。西田的文化图式理论立足于认知心理学，演示了文化图式在形成与变化过程，分析了跨文化经验对提高认知能力的作用，以及在图式层面上跨文化调整的运行机制。陈国明和斯塔罗斯塔创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综合了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从跨文化情感、认知与行为来解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本层面和相关因素，揭示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跨文化交际理论只探究差异、共识、身份、意义和能力，而不追究权力因素以及交际的合法性问题，我们还不能全面地理解跨文化交际过程与后果。菲利普森的语言帝国主义理论把语言的传播置于世界体系运作的场景中加以考察，辨析了语言与权力的互动关系，揭露了核心英语国家谋求文化霸权、建构中心—外围不平等结构的不法行为。菲氏对ELT以及部分学者为何变成语言帝国主义同谋的分析尤为令人深思。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独具慧眼，从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矛盾来分析现代性对文化传统的压制，解读文化帝国主义本质。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既批判了现代文化无节制扩散的非法性，也指出了人类要抑制它所面临的困境。上述理论向学者们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即如何让跨文化交际回归本位，真正促进人类交流和社会发展。在这个方面，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理论作了部分的回答。交往合理化理论描绘了一幅理想的交往图景。它敦促人们诉诸交往理性，排除一切强制因素，在平等对话和协商中建构共识。

除了上述议题，全球化背景自然是当今跨文化交际理论不容回避的话题。目前，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前推进，把世界的各个部分紧密地整合起来。可以说，全球化语境已经成为跨文化交际的基础层面之一，亟待学者们作系统的解析。吉登斯从现代性传播的内在机制来解读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演示了地方性社会关系向世界性关系转变的历史轨迹，说明了世界体系得以形成的基本原理。吉氏的理论直接把阐述现代性的理论应用到全球化有其机械移植的倾向，同时也流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其独到的论证仍让人有所领悟，不乏启迪作用。罗伯逊不赞同吉登斯片面理解全球化的观点，他的全球场理论把全球化看作复杂的社会进程。罗氏认为，全球化是世界日益结构化、逐步连接为整体的过程，其根本的推动力来自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矛盾与对立。全球场理论充分考虑了文化的重要地位，从学理上阐明了世界走向整体的趋势，论证了全球性思维的必要性。陈国明的全球跨文化能力模型从全球思维出发，重新解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他对全球化时代跨文化能力的思考体现了开放的学术视野和与时俱进的治学态度，其论点值得大家作更深入的讨论。

跨文化交际理论经过5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数量不菲、形态多样的理论。它们各具特色，交相辉映，促进了跨文化交际学的壮大与繁荣。那么，将来还有什么拓展的空间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来展望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未来：（1）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的互动；（2）各种理论视角之间的整合；（3）交叉学科理论的借鉴与移植；（4）全球化背景下现有理论的拓展与重建。

在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中，诸如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等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并且在实证研究中经受检验、获得修正与发展。但仍有一些理论仍然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的实证考察。例如，陈国明提出的和谐理论、全球交际能力模型以及科理尔的文化认同理论等。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等理论也有待于我们把其中极为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操作化，通过跨文化交际实践或实验加以验证。

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发展非常迅速，以至于学者们有时来不及整合某些有联系的理论，打通它们之间的隔阂，拓宽理论视野。在现有理论中，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论、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和伯贡的预期违背等理论广泛地运用于许多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较好地整合了不同的视角。金荣渊和陈国明等学者曾在建构各自的理论时，尝试综合多重视角，发展解释力更强的理论。史密斯（L. R. Smith）曾构建跨文化网络理论，力图融文化适应理论中三种不同的流派于一体，修补它们之间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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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文化图式理论、意义协同处理理论和跨文化通融等理论与其他理论之间的互动较少；面子协商理论与文化身份理论也没有较好地衔接起来，以至于两者的联系与差异不甚明朗。这些理论资源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挖掘与整合。

跨文化交际学衍生于人类学，其后借鉴了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修辞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思想理论。古迪康斯特、丁允珠、金荣渊和伯贡等学者大量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营养，创立了精巧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但他们所借鉴的仅仅是庞大资源库中很小的一部分，可利用的东西仍有很多。例如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文化研究中的表征理论、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建构主义与女权主义理论等都能够移植过来，丰富现有的理论内涵。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不能生搬硬套，而应在充分地消化后，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需要创建中介性的概念，使相关理论与跨文化交际理论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当下，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进程中，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国内学者高永晨和贾玉新早就呼吁，以全球化为背景拓展和深化跨文化交际理论，解释当代的新问题。高永晨认为，文化全球化的本质、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以及强势与弱势文化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是跨文化交际学的紧迫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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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玉新认为，全球化语境提升了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有必要在“和而不同”的理念下进行跨文化对话，重建交际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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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瑞、金荣渊和陈国明等学者也从全球化语境解析原有理论的新内涵。然而，客观地说这些探索只是初步的尝试。全球化进程极为复杂，涉及跨文化交际的各个层面和各种因素，很多领域仍等待着学者们开拓与发掘，许多新的问题也亟待他们作学理上的解释。

此外，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建构中国本土原创性理论是其难以回避的使命。中国原创性理论不是指在国外的概念体系、命题与逻辑的基础上引入中国人的视角，或对国外理论进行本土化，或对它们加以适当的改造，而是指依托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与假设、概念体系、命题与逻辑。这些概念体系或命题与逻辑自成一体，与国外的理论有一定的不可通约性。例如，依据中国文化我们可以提出“和而不同”的问题、“如何转化差异”的问题、“无为”问题以及“如何在‘道’中统一同质与差异”等问题与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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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相关的概念体系与命题，揭示它们的运作逻辑。中国特色的理论应该具有较高的普遍性，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式的问题，而且能够解释西方及世界其他区域的问题，并且得到广泛的理解、承认和运用。当然，中国特色并不意味拒绝借鉴，但借鉴的前提是以我们为主体。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与欧美等国的相比无疑有较大的差距，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积淀已经为我们缩短差距和有所作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理论的探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的进步不仅需要知识的积累，更需要视野的开拓和方法的创新。在此意义上，中国的跨文化交际学者们任重而道远，唯有扎扎实实地耕耘，才能逐步缩小与欧美学者之间的差距，进而与他们展开比较平等的学术交流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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